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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说明

1985年，卡尔·施米特以96岁高龄逝于慕尼黑，盖棺被定论为“20世纪最重要的政治

思想家”，“最后一位欧洲公法学家”。施米特的写作生涯长达60余年（第一篇文

章发表于1912年，最后一篇文章发表于1978年），在20世纪诸多重大政治思想事件

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虽然主要以公法学家身份闻名学界，有“20世纪的霍布斯”之

称，据说施米特还代表了欧洲精神中的一种重要传统。无论赞同还是反对其思想立

场，政治思想家无不承认，施米特乃“宪法和公法领域最重要的人”（阿伦特

语），其论著“最具学识且最富洞见力”（哈耶克语），“如今甚至开始盖过韦伯

的光芒”（《法兰克福汇报》，1997年7月11日）。

“施米特文集”以编译施米特的主要论著为主，也选译有代表性的研究文献。

古典文明研究工作坊

西方典籍编译部甲组

2013年5月

编者说明

与马克思一样，施米特不仅能针对现实历史的政治问题搞大学问（马克思的专业功

夫是政治经济学，施米特的专业功夫是政治法学），也是写实际政论的高手。施米

特生前自编过两部文集：《宪法法论集》（Verfassungsrechtliche Aufsätze aus den Jahren 1924—1954，1958）和《论断与概念》（Positionen und Begriffe im Kampf mit Weimar-Genf-Versailles 1923—1939，1940），这

两部文集都可以看作施米特的政论集。《宪法法论集》中的政论主要针对德国魏玛

民国时期的民主宪政实践；《论断与概念》（含讲演、书评、法庭陈词等）涉及的

范围要广泛得多：公法（宪法和国际法）、政治思想史、国际和国内政治。

施米特的政治斗争是从凡尔赛和约和魏玛宪法这两大事件开始的。正如《论断与概

念》的标题所示，施米特的政论立足于德国作为新兴民族国家的政治处境——在国

际公法方面，德国受到凡尔赛和约和日内瓦协议等不平等国际条约的扼制，在国内

公法方面，则面临因魏玛宪政设计中的缺陷导致的国家分裂危机。

在俾斯麦新政时期，德国已经建立起有效的君主立宪政体，基本上实现了所谓“现

代化转型”。但在与强势帝国主义争夺世界权力的斗争中，这个年轻的现代帝国连

连败走麦城，最终还赔上了君主立宪政体。在老牌帝国主义的强权压力下，新生的

自由民主魏玛民国步履维艰，使得所谓“德国问题”更为复杂。施米特的政论从作

为现代性问题的“德国问题”出发，纵横捭阖，针对国内政治思想的混乱，尤其针

对帝国主义对德国的压迫，展开了思想上的政治斗争——日译本将本书书名意译

为“现代帝国主义论”，不无道理。

施米特针对“德国问题”所作的政治思考，难免让现代中国学人想起自己面临

的“中国问题”——辛亥革命、凡尔赛和约引发的“五四运动”、军政—训政运

动，对于现代中国的历史行程都是决定性的。施米特称“德国问题”为“20世纪重

大问题”的样板，对于中国学人来说，“中国问题”何尝不是如此。


这部文集结集于1939年，施米特生前一直没有重印，也许因为其中收有1933年以后

的文章。其实，施米特研究的专家们认为，这部文集中的1933年以后的文章，无不

显明施米特仍然信守其魏玛时期的民主宪政观。施米特去世后不久，原出版社随即

重印本书（1988年），若干年后又重新排版，订正了旧版中的各种排印错误，推出

了新版（1994年，第三版），中译本即依据这个版本迻译。

刘小枫

2003年12月于中山大学哲学系

第三版说明

本文集1940年由汉堡Wandsbek的Hansea出版社首次出版，1988年未作任何改动由

本社重印。眼下的这个版本经过重新排版。

为便于了解全貌，原置于全书末尾的题解，现在作为脚注用星号放在文章篇首之下

（[中译本编者按]为符合中文习惯，题解移至篇首前，用5号仿宋体排印）。只有第

9和第13篇的题解例外，放在该篇脚注内（[中译本编者按]这两个脚注亦移至篇首

前）。第31和第32篇的题解在第一版中就是并在一起的，现放在第32篇之下（[中

译本编者按]即现在的第32篇的篇首）。为便于阅读，原来每页编码的脚注改为全篇

统一编码（[中译本编者按]原书中仍有一些注释为文中夹注，中译本均改为脚注，

每页编码）。


明显的拼写和语法错误已作订正；施米特的修辞特色则一仍其旧。

Duncker&Humblot出版社

1994年8月　柏林

序

赫拉克利特说，人们不可能两次涉入同一条河。如此说来，人们也不可能两次作同

一个演讲或者写同一篇文章。下面选自1923—1939年的演讲和文章完全服从这条真

理，决不愿逃避。这些演讲和文章都在特定时刻流入时间长河，今天已经不复在我

的手中。

“讲演和文章”这个称谓自然并不完全恰当。有些东西既非演讲亦非文章，而是讲

稿；另有一些只是短短的概要。某些概念是经过反复探讨且历尽周折方才明朗的。

关于内政的中立化（第18篇）与关于战争和敌人的关系（第30篇）两篇，已不再是

课堂讲座时所作的那类廓清概念的综述。它们概括了一个问题范围，有助于在陈词

滥调的漩涡中正确提出问题。虽然人们早就知道，任何回答都取决于问题的提法，

可是，这一点在提出重要的宪法和国际法问题时，实际上几乎未受重视。在西方民

主国家，人们依然根据塔列朗（Talleyrang）和路易-菲力普（Louis-Philippe）

时代的问题提法就20世纪的重大问题进行讨论并相应地作出回答。与此相比，在德

国，这类问题的法学讨论却有长足发展。这是我们通过往往是艰辛和痛苦的经验取


得的，但进展却不容争辩。

其他一切都可在下面的文字中读到。在我经历了长年的专业研究以后，我熟悉各种

各样的序文。有些序文试图预先说出作者易于或难以理解的顾忌，用善意和诚实的

话提防一切可能产生的无知或者恶意诋毁。这些作者希望避开特有的职业危险

——“中伤的炮弹”，也就是所谓恶言之网（tela calumniae）。可是，哪怕他

们当中最优秀、最聪明的人也未能幸免。因此，我不想为此多费口舌。但我欢迎一

切真正的对手，不避开任何在科学真理之途上与我对立的人。但愿每个人都根据自

己的意念使用这条进入我的演讲和文章的快捷方式：“欢迎，不论善意还是恶

意！”

卡尔·施米特

1939年8月20日

1.政治神话论[1923]

[题解]本文原为替齐特曼（Ernst Zitelmann）纪念文集撰写的文稿的一部分，文

集于1923年8月1日在波恩付印并呈献给齐特曼，祝贺他获得博士学位五十周年。同

年，慕尼黑和柏林的Duncker&Humbolt出版社以《波恩纪念文集：献给齐特曼》为

题出版了这部文集。同年，同一家出版社作为特印本出版了我的《当今议会制的思

想史状况》，1926年重印（参见本书中的第七篇文章）。这里对政治神话论所作的

解释，在德国通常被视为第一篇介绍索雷尔（Georges Sorel）的政治理论之作。

这并不完全正确，因为，我在1921年出版的《论专政》一书第147页的注释，第一

次从宪法理论上提到索雷尔。

请容许笔者在此重申，我们的思考旨趣始终针对政治和政治哲学倾向的思想基础，

以便认识当今议会制（Parlamentarsmus）的思想史背景和议会理念的力量。[如果

说，在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中，还曾存在过一种理性主义的

（rationalisch）可能性，那么，种种关于直接行动的学说全都或多或少自觉地立

足于一种非理性哲学之上。布尔什维主义一类统治中出现的现实表明，政治生活中

可能有非常不同的思潮和倾向相互并立地起着作用。虽然布尔什维主义政府出于政

治理由压制无政府主义者，布尔什维主义的论据方法在其中具体运作的综合结构，

却包含着明显的无政府—工团主义思路；而且，布尔什维主义者为根除无政府主义

而动用自己手中的政治权力，并没有消灭〔与无政府主义在〕思想史上的亲缘关

系，正如克伦威尔压制平均派，也没有消除他与平均派的关联。马克思主义在俄罗

斯土地上毫无阻碍地崛起，也许恰恰因为，在这里，无产阶级思想彻底摆脱了与西

欧传统的一切联系和所有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完全理所当然地生活于其中的道德和教

育观念。今天，具有官方性质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虽然可能是一个有力例证，说明

意识到历史性发展的理性主义正在逐渐应用暴力；在信念、论证方法、组织和行政

的实施方面，均表现出无数与1793年雅各宾党人专政相类似的地方，苏维埃政府在

所谓“无产者崇拜”中创建的整个教育和培训组织，是彻底的教育专政的突出例

子。然而，这并没有说清楚现代的大城市工业无产阶级理念何以恰恰在俄罗斯土地

上能够实现这样的统治。原因在于，实施暴力的非理性主义的动机同时在产生效

应。并非耽于乌托邦幻想的理性主义——它从极端的夸张变成其反面，而是对理性

思想的重新评价、对本能和直觉的信仰，消灭了所有对商讨的信仰，而且也将拒绝

通过教育专政教会人类进行讨论。]

在关于直接行动理论的著述中，只有菲力（Enrico Ferri）的《革命方法》借助米

歇尔斯（Robert Michels）的译文（Grünberg编，《社会主义基本著作集》）在

德国得以闻名。下面的表述依据的是索雷尔的《对暴力的反思》（Réfexions sur

la violence），这本书清晰地展示出思想史的背景。此外，这本书还有一个优

点，即有许多原创性的历史和哲学概括，并公开承认其精神原祖是蒲鲁东

（Proudhon）、巴枯宁（Barkunin）和柏格森（Bergson）。这部书的影响远远比

人们最初阅读时可能达到的认识要大得多，而且肯定还未消失。在论及索雷尔时，

克罗齐（Benedetto Croce）虽然承认，索雷尔赋予马克思主义梦想以新的形式，

但又认为，民主主义思想最终将在工人们当中取得胜利。在俄罗斯和意大利所发生

的事变之后，人们可能不致再作如此设想了。〔索雷尔对〕暴力的反思基础是直接

的具体生活的理论，他从柏格森那里接受过来这种理论，在蒲鲁东和巴枯宁这两个

无政府主义者影响之下，将之转用于社会生活问题。

对于蒲鲁东和巴枯宁而言，无政府主义意味着一场斗争，一场反对所有形式的制度

上的统一，反对现代国家集中性的一律化，反对社会的职业政客，反对官僚制度、

军队和警察，反对被感知为形而上全权主义的上帝信仰的斗争。在复辟哲学

（Restaurationsphiloso-phie）影响下，蒲鲁东接受了上帝和国家这两种观念的

模拟，使之发生了革命性的反国家、反神学的转化，巴枯宁则最终完成了这一转化

（参见拙著《政治的神学》，1922，第45页）。在任何包罗一切的制度中，具体的

个体性（Individualität）和社会生活的现实都会遭到强暴。启蒙运动统一狂热的

专断性质，并不逊于现代民主制度的统一性和同一性。统一是奴役；一切专政机构

都基于集权主义和权威，不论这些机构是否——如在现代民主制度之下——经过普

选的批准。巴枯宁赋予这场反对上帝和国家的斗争以反唯理智主义

（Intellektualismus）和反传统教育形式的斗争的品格。他将所谓理智的做法看

成〔有充分理由〕妄想充当一场运动的首领、头脑、大脑，即重建新权威的非分要

求。即便科学也没有施行统治的权利。科学并非生命，没有创造任何东西，不过在

构架着、维护着而且也只理解一般、抽象的东西，而将有个性的丰富多彩的生活奉

祭在抽象化祭坛之前。对人类生活来说，艺术比科学更重要。巴枯宁的这些言论与

柏格森的思想惊人地一致，这一点理应得到强调。从工人阶级自身直接、内在的生

活，人们认识到工会及其特有的斗争手段，尤其是罢工这一手段的意义。由此可

见，蒲鲁东和巴枯宁是工联主义（Syndikalismus）之父。索雷尔的思想便产生于

这一传统，并以他取自柏格森哲学的论证为依托，处于其中心的便是神话理论。这

种理论意味着与绝对理性主义及其专政最强烈的对立；由于神话理论是一种直接、

积极决断的学说，因而与围绕诸如平衡、公开讨论和议会主义之类观念形成的整个

综合结构的相对理性主义也截然对立。

行动和伟大英雄主义力量、一切伟大的历史主动性，都禀受神话的潜能。在索雷尔

看来，这类神话的例证是：希腊人对荣誉和显赫声望的观念或者古基督教中对末日

审判的期待、对美德和对法国大革命期间的革命自由的信仰、1813年德意志自由战

争的民族激情。在禀受神话的力量中，蕴含着界定一个民族或者其他社会群体是否

负有历史使命和其历史时刻是否到来的标准。伟大的亢奋激情、伟大的道德决断和

伟大的神话产生于真正生命本能的深层，而非理智的判断或者目的性思考。受鼓舞

的群众凭直接的感觉创造出神话观念，这种观念驱动着他们的能量，并赋予他们以

殉难的力量和实施暴力的勇气。只有如此，一个民族或者一个阶级，才会成为世界

历史的动力。如果缺少神话，任何社会的和政治的权力都无法维持其自身的存在，

任何机构都不可能在一股新的历史生活潮流冲来时筑成一道堤坝。因此，一切的一

切在于，这种禀受神话的能力和具有勃勃生机的力量今天究竟在哪里躁动着。在现

代资产阶级那里，在这个为金钱和财产惶惶不可终日并因此而堕落的社会阶层那

里，肯定找不到禀受神话的能力。资产阶级的统治形式——现代民主制——只是一

种“蛊惑性的富豪专政”。今天，谁是伟大神话的载体？索雷尔试图证明，只有社

会主义工业无产阶级群众才拥有一种神话——这种神话就在他们所信仰的总罢工

中。重要的并非总罢工在今天的真正含义，而是无产阶级将哪一种信仰与之联系起

来，他们受其鼓舞所完成的是什么行动，所作出的是什么牺牲，以及是否能创造出

一种新道德。因此，对总罢工的信仰和对一种可能为其带来整个社会和经济生活的

无比巨大的灾难的信仰，属于社会主义的生活。这种信仰是从群众本身、从工业无

产阶级直接的生活中产生的，并非知识分子和文人的构想，并非乌托邦；因为在索

雷尔看来，乌托邦是理性主义精神的产物，它要按照一种机械模式从外部驾驭生

活。

从这种哲学观点来看，资产阶级的和平谅解的理想——所有人都有利可图，人人都

有赚钱生意可做——变成了怯懦的唯理智主义怪胎；商讨性的、暂时妥协的

（transigierende）、议会辩论性的（parlamentierende）谈判似乎成为对神

话、对一切所系之的伟大热情的背叛。与商业的平衡画面对立的是另一幅画面：浴

血的、你死我活的毁灭性最后决战的战争观念。在1848年，为对抗议会立宪主义

（den parlamentarischen Konstitutuionalismus），斗争画面是由这样两个

方面构成的：信奉天主教的西班牙人柯特（Donoso Cortés）代表保守意义上的传

统秩序方面，蒲鲁东代表激进无政府工联主义方面。双方都要求一决雌雄。西班牙

人柯特的所有思想都围绕着这场伟大的斗争（la gran contienda），围绕着只有

商讨性自由主义的形而上学懦夫才看不见的、即将到来的可怕灾难；蒲鲁东以《战

争与和平》（La Guerre et la Paix）一文说明他思想的独有特点，他大谈消灭

其对手的“拿破仑式战役”（Bataille Napoléonienne）。属于流血斗争的一切

暴行和违法手段——按蒲鲁东的说法——都将得到历史的认可。现在，取代相对

的、可以用议会方式处理的对立者，成了绝对的反题。“彻底否定和肯定的日子来

了”；任何议会讨论都无法阻挡它；受本能所推动的人民将砸碎诡辩家的讲台。柯

特的所有这些表述，可能都被索雷尔逐字引用，只不过，这位无政府主义者站在人

民的本能一边。对柯特而言，激进社会主义比自由主义的暂时妥协论

（Transigenz）更了不起，因为，它回到最终的问题，并给予激进的问题以决定性

答复，因为，激进社会主义有一种神学。蒲鲁东在这里之所以恰恰成了[柯特的]对

手，并非因为这个社会主义者在1848年为反对蒙塔朗贝尔曾作过的著名议会演讲最

为人所称道，而是因为他以激进方式表述了一个激进原则。伟大的西班牙人柯特因

目睹死守法律条文者（Legitimisten）的愚蠢无知和资产阶级怯懦的狡诈而深感绝

望。只有在社会主义中，柯特还看得见他称之为本能（el instino）的东西，他由

此推断，所有党派都将长期为此本能工作。于是，种种对立重又获得精神的广度和

深度，而且往往有一种终末论的紧张。与黑格尔式马克思主义具有的辩证结构的紧

张不同，这里的紧张是直接的直觉暴力和神话画面。从其所受黑格尔熏陶的高度，

马克思会把蒲鲁东看成哲学上的半瓶子醋，指出他完全把黑格尔搞错了。今天，依

傍当今的现代哲学，一个激进的社会主义者也许可以冲马克思说，当时他其实不过

是个中学老师，而且钻进唯理智主义对西欧资产阶级教育的过高估计中出不来；可

怜的蒲鲁东虽然受到斥责，至少对劳动群众的现实生活还有本能的直觉。在柯特心

目中，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者是恶魔、厉鬼，蒲鲁东则认为，天主教徒是狂热的宗

教大法官，对这类人，他只想嗤之以鼻。今天不难看到，两人是真正的对手，谁都

不是临阵应急的半吊子。

索雷尔认真接过了所有这些与斗争和战役联系在一起的战争和英雄观念，这些观念

是紧张生活的巨大活力。[无产阶级必须认真对待阶级斗争，将它看成一场现实的斗

争，而非议会演讲和民主选举鼓动用的口头禅；应从一种生命本能来理解阶级斗

争，不是从科学上设计它，而是创造一种赋予无产阶级进行决战的勇气的伟大神

话。对于社会主义及其阶级斗争思想而言，没有比职业政客（Berufspolitiker）

和参与议会活动更大的危险了。这将使巨大的热情消耗在夸夸其谈和阴谋诡计之

中，并将扼杀一切从中产生道德决断的真正本能和直觉。人生所有的有价值的东

西，并非来自理性推断，而是产生于为伟大的神话形象所鼓舞而参加战斗的人的战

争状态，取决于“人们愿意参与的和表现为明确的神话的战争状态”（d’un état

de guerre auquel les hommesacceptent de participer et qui se traduit en mythes preéis，见《对暴力的反思》，第319页；[译按]以下简称

《反思》）。战争及革命的热情和对巨大灾难的期待，属于生活的强力，并推动着

历史。但激越的感情来自群众，理论家和知识分子不可能发明这种感情。]1792年的

革命战争便是如此发生的；索雷尔步勒南后尘，将1813年德国自由战争奉为19世纪

最伟大的叙事时代，这场战争也是如此发生的。一切英雄主义都产生于无名群众的

非理性生命能量。

任何理性主义的解释都会歪曲生命的直接性。上文提到，神话并非乌托邦；因为，

作为推理性思维的产物，乌托邦充其量只会引致改革；人们不可将战争激情与军国

主义混为一谈；这种非理性哲学的暴力运用尤其不同于专政。像蒲鲁东一样，索雷

尔对一切理智主义、一切中央集权（Zentralisierung）和一元化

（Uniformierung）深恶痛绝，但也像蒲鲁东一样，要求最严厉的纪律和道德。伟

大的战役并非科学战略之作，而是accumulation d’exploits héroiques[英雄

业绩的积累]和释放force individualiste dans les masses soulevées[被发

动的群众中的个体力量]（《反思》，第376页）。可是，从群情激奋的群众的自发

性中爆发出来的创造性暴力，由于下述种种原因有别于专政。在索雷尔看来，理性

主义和追随它的所有一元论、中央集权和一元化以及资产阶级的伟大幻想，都属于

专政。其实际的结果是制度性奴役、司法形式的残暴和机械的机构。专政无非是一

种从理性主义精神中产生的军事—官僚—警察机器。相反，群众的革命暴力应用源

于直接生活，虽然经常带有野性和野蛮，但绝没有制度上的残暴和非人性。

[像每一个注意到思想史联系的人一样，索雷尔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意味着重复1793

年。修正主义者伯恩斯坦曾表达过下述见解：这种专政大概会成为一个演说家和文

人俱乐部的专政，他在这里想到的恰恰是对1793年的模仿。索雷尔回答他说：无产

阶级专政的观念是从旧政权接受下来的遗产（《反思》，第251页）。其结果是，人

们将像雅各宾党人所做的那样，以新的官僚和军事机构取代旧机构。这也许是一种

新的知识分子和意识形态家们的统治，但并非无产阶级的自由。在索雷尔看来，恩

格斯也是典型的理性主义者，他说过，无产阶级专政将犹如1793年的情况。但不可

由此推断说，无产阶级革命必然是修正主义—和平—议会形式的。相反，取代资产

阶级国家机器—中央集权化政权的，是创造性的无产阶级暴力，取代force[权力]

的是violence[暴力]。暴力只是一种战争行为，并非以司法和行政形式表达的措

施。马克思尚未认识到这一区别，因为他仍旧生活在传统的政治观念中。无产阶级

的非政治性工联组织和无产阶级总罢工是新的斗争方法，完全不可能重复旧的政治

和军事手段。因此，对无产阶级而言，只有一种危险：听任议会民主制从自己手中

夺去和削弱自己的这一斗争手段（《反思》，第268页）。]

如果有人要找论据反对一个如此坚定的非理性主义理论，就必须指出一些不一致的

地方，即并非指出抽象逻辑意义上的错误，而是指出非机体性（unorganische）的

矛盾。索雷尔最初试图保留无产阶级立场的纯经济基础，并不顾某些反对意见，坚

定地以马克思为出发点。他希望无产阶级能创造出一种经济生产者的道德。阶级斗

争是一场以经济为基础、用经济手段展开的斗争。索雷尔在其书的前一章曾指出，

马克思出于体系的和逻辑的必然性而追随其敌手资产者，走上经济领域。可以说，

敌人在这里规定了人们进行斗争的场地和武器，即论证的结构。既然如此，人们就

必须在民主制和议会制上也追随敌人。此外，如果没有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经济—技

术的理性主义，人们至少暂时无法在经济学领域展开活动。资本主义时代所创造的

生产机械论自身便包含着理性主义的规律性。只有从一种神话那里，人们才可能取

得砸碎这种机械论的勇气；然而，如果资本主义时代延续下去，如果生产继续提高

——这自然也是索雷尔所要求的——无产阶级就不得不放弃自己的神话。无产阶级

将像资产阶级一样，由于生产机械论过分强大而陷入一种理性主义机械论的无神话

状态。从生命的意义上看，由于更理性主义，马克思因而也更前后一致。但从非理

性看，假若要求〔无产阶级〕比资产阶级更具有经济性，更理性主义，这无异于背

叛。巴枯宁正确地感觉到了这一点。马克思的教育和思想方式仍然滞留在传统之

中，这在当时便意味着还带有资产阶级味（Bürgerlichen），所以，马克思在思想

上陷入了依附其敌手的状态。尽管如此，马克思正是通过对资产者的构想为索雷尔

所说的神话完成了不可缺少的工作。

神话理论伟大的心理学和历史性意义绝对不容否认。用黑格尔辩证法手段构造出来

的资产者，也被用来创作一个对手形象，所有仇恨和鄙视的激情全都可以发泄在这

个形象头上。我相信，这副资产者形象的历史与资产者自身的历史同样重要。19世

纪的浪漫派艺术家和诗人们继承了一个最早由贵族创造出来的讽刺形象。由于司汤

达（Stendhal）的广泛影响，所有文人都鄙夷资产者，哪怕他们靠资产者为生或者

成了资产阶级读者所喜爱的读物的作者，如米热及其小说《波希米亚人》。比这类

讽刺更重要的，是失去了社会地位的天才——如不断为资产者形象注入新生命的波

德莱尔（Baudelaire）——的仇恨。在法国，法国作家按法国资产者的面貌创造出

了资产者形象，马克思和恩格斯随之把这个形象放进了世界史结构的维度。他们俩

赋予资产者形象以这样的〔世界史〕意义：资产者是分裂为阶级的人类的最后代

表，是最后的人类敌人、最后的odium generis humani[对人类的仇恨]。于是，

资产者形象被无限扩大，并带着一个宏大的背景——世界史和形而上学的背景——

被传给东方。在东方，这一形象为俄罗斯对西欧文明的复杂性、人为性和理智主义

的仇恨注入了新生命，它自己也从中获得了新生命。在俄罗斯土地上，所有创造这

幅形象的力量都联合了起来。现在，俄罗斯人和无产阶级都将资产者看成致人于死

地的机械装置的化身，正是这些装置试图奴役他们种属的生命。

资产者形象从西方到达东方。[但在这里，风靡东方的是一个不再纯然出于阶级斗争

本能而是包含强大的民族因素的神话。索雷尔思考1919年暴力的书的最新一版——

作为一种遗言——加上了一篇为列宁写的辩护词，称列宁为自马克思以来社会主义

所拥有的最伟大的理论家，并将作为政治家的列宁与彼得大帝相提并论，只不过，

今天不再是西欧理智主义同化俄罗斯，而是相反，无产阶级的应用暴力在这里至少

做了一件事：俄国重又成为俄罗斯的，莫斯科重又成为首都，欧化的、鄙视自己国

家的俄罗斯上层被消灭了。无产阶级的应用暴力重又使俄国具有莫斯科风格。这话

出自一个国际马克思主义者之口，明显是一种赞辞，因为，这表明民族的力量大于

阶级斗争神话的力量。]索雷尔提到的其他神话例证，也证明民族的优先地位，只要

它发生在现代。法国人民的革命战争、西班牙和德国反拿破仑的自由斗争是民族力

量的标志。在民族感情中，不同的成分以极度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民族身上起作

用：更多属自然形成的关于种族和血统的观念，表面上对克尔托罗曼民族

（keltoromanische Stämme）更为典型的terrisme[土地]，然后是语言、传统、

共同文化和教育的意识、命运共同体的意识、差别感本身——所有这一切，今天都

更多朝着导致民族对立而非阶级对立的方向运动。两者当然可以携起手来，新爱尔

兰民族意识的殉难者皮尔斯（Padraic Pearse）与爱尔兰工联主义者科诺利

（Connolly）之间的友谊，就是例证，两人都在1916年都柏林起义中献出了生命。

共同的思想敌人也可能造成奇怪的一致态度，法西斯对共济会（Freimaurerei）的

排斥，与布尔什维克分子对“激进化的资产者对劳工阶级最险恶的欺骗”所怀有的

仇恨不谋而合。但是，一旦两种神话发生公开对立，民族的神话迄今为止总是胜

者。意大利法西斯主义者给自己的共产主义敌人描绘了一幅可怖形象：一副布尔什

维主义的蒙古人面孔；这比社会主义〔描绘〕的资产者形象所产生的效应更强而有

力。迄今为止，仅有一个例子说明，在自觉诉诸神话的情况之下，民主与议会主义

被轻蔑地弃置在一边，这个例子说明了民族神话所具有的非理性力量：1922年10

月，墨索里尼在那不勒斯对进军罗马的人群发表了著名演说，其中说：“我们创造

了一个神话，这神话是一种信仰，一种高尚的激昂情怀，它无须是现实，而是鞭策

和希望、信仰和勇气。我们的神话是国家——我们要使之成为具体现实的伟大国

家。”墨索里尼在这次演讲中称，社会主义是劣等神话。这个例子的思想史意义相

当重大，因为，民族热情在意大利的土地上有着民主的和议会立宪的传统，意大利

国家的统一是在民主思想的指引下实现的。

神话理论最强有力地表明，议会思想的相对理性主义明显失势了。出于对权威和统

一的敌视，无政府主义作家们发现了神话的非理性性质，这并没有妨碍他们参与为

新的权威、新的秩序感、纪律感和等级感构筑基础。这些非理性者们在思想上的危

险是巨大的。最后的、至少还残存的种种同属性（Zusammengehörigkeiten）正在

消解，变成数量无限多的种种神话的多元论。现代政治神学是多神论的

（Polytheismus），正如任何神话都是多神论的。但作为当前的一种思想倾向，人

们却不可不予理会。议会乐观主义也许还怀有希望，试图将这股思潮相对化，像在

法西斯主义的意大利一样，将一切都承受下来，一直等到重新讨论——由于不过仅

仅是讨论，讨论本身也许最终得交付讨论。然而，事情并非到此就为止了，因为，


要是议会乐观主义只能以“议会制——难道还需要别的什么？”来对付反议会制的

思想，在目睹自己的基础遭受〔法西斯主义〕的攻击后，议会乐观主义便只会没有

还手余地。

2.现代民主制概念及其与国家概念的关

系[1924]

[题解]本文最初发表于海德堡的《社会科学与社会政策文库》（Archiv für

Sozialwissenschaft und Sozialpolitik），卷51，第三号（1924），第817—

823页，是第一篇反对从法理上接受“世界通行的”（事实上仅仅是世界民主新闻

界，尤其是盎格鲁-萨克逊新闻界习用的）概念的专文。

托马（Richard Thoma）根据“当今已占主导地位的用语”来确定现代民主概念。

据此，每一个基于“普遍、平等的选举权”的国家都是民主的。尽管如此，在民主

范围内，自由与平等的民主理想可以区别为彻底的（=平等的）与自由的（=反对平

等的）民主主义；平等的民主主义坚持就所有重大问题进行人民公决，在经济上坚

持共产主义，自由的民主主义则只把法律上的平等看成自由发展的人自然不平等的

社会生活的基础；从宪法运作上看，自由与平等这两种理想之间的对立，表现为两

种类型的现代民主，即代表型（repräsentative）民主与混合型民主（一种带有诸

如全民公决、人民动议、人民撤销等彻底民主因素的代表性民主，因为，实际上不

可能有纯粹的直接民主）。然而，就概念而言，一切成年国民（不一定包括妇女）

的普遍、平等的选举权始终是其本质之所在。一旦这个“基础”按照宪法得以确

立，合法的甚而科学的事务处理方法就必须接受一种民主，无须提出其他关于实际

的统治者的问题。民主是一个法的概念（Rechtsbegriff）。可是，现代民主的含

义却不限于一种单纯的国家形式（如议会君主制或者形形色色的共和制国家形

式）；现代民主可以有不同形式，因为在君主制下，普遍、平等的选举权也可能

是“整体的基础”。民主制度唯一的、绝对的对立面是任何形式的特权国家

（Privilegienstaat）。用古老的亚里士多德的三分法——君主制、贵族制和民

主制，不再可能把握现代的民主制度。

这是对第一章部分涉及术语、部分涉及方法论的说明。

第二章以类似方式对现代国家作出概念规定，并界定双重的国家概念。古老的原初

观点将“国家”理解为个体权力因素手中所握有的统治手段之现实、具体的“状

态”（Status），以及进行统治的主人及其组织，即人民内部的一个“实施权力的

统治集团”。与此相反，现代观念将国家看成“一个统治组织、一个民族和一片国

土相互关联的整体”，将国家视为一个躯体（Körperschaft）。两种国家概念都有

道理，在两者之间“无可争辩”，只是人们必须正确地将它们区分开来。作为更合

目的的用语，“托马建议”仅将这样的客体称作国家——这客体无法靠感觉来感

知，其应然内容（Soll-Inhalt）从来没有在充分的范围内实现，它是在一个联合

组织下的一个地区上的某一民族，这一民族的联盟被视为一个统一体，一般的语言

用法和多数法学家都称这样的客体为国家。国家是一个应按照法和伦理准则存在的

统一体，当然这其中有一个“麻烦”：这些准则的效用只有在实际上成为足够数量

的人的行为主旨（Motiv des Verhaltens）时，才有可能得到维持，只有如

此，“思想准则的统一与某种事实上得到承认的现实的共同作用”才产生国家。在

这个共同的价值概念内，诸解释要领按其认识目的区别开来：政治史学（国家作为

历史—政治的权力）、政治经济学（国家作为经济生活调节者和作为经济生活的因

素）和伦理学（国家作为应为之承担义务和负有义务的观念统一体）。韦伯意义上

的社会学认为，国家是动机形形色色的个体作为、个体放弃和个体意愿的共同作

用，其结果是〔程度不同的〕一群指令者对数量更大的听命者的统治。可见，在这

里，个体行为是社会事变中唯一现实的东西，法理的国家概念由于在多样性上设置

了统一体而是综合性的（synthetisch）。所以，国家并没有一个法理学的和社会

学的“方面”，也没有什么“双重性”，它完全不是社会的产物，毋宁说是一

个“思想产物”（Gedankengebilde）。法学上的国家概念（国家=躯体）是综合性

的思考方式的极端，社会学上的国家概念（国家=多种社会行为方式之产生着统治的

综合体）是分析性思考方式的极端。至于国家本身是什么的问题，被作为形而上的

问题而未予回答（第56页）。

第一章确定了民主概念、第二章确定了国家概念之后，第三章转而讨论国家与民主

的关系。现代民主制是一种统治组织和一个以民主为序的联盟（Verband），因此

是一个国家吗？依前两章得出的结论，人们不会指望得到一个简单的是或不是。一

个人民联盟和法人（juristischer Person）意义上的国家——在法人中体现着所

有统治只是转交的行政机构权限（übertragene Organkompetenz），进行着统治

的只是作为整体的国家人身（Staatspersönlichkeit），一个如此意义上的国家

就是民主制，它甚至比其他任何国家形式“相对而言更少虚构性”。统治集团意义

上的国家并非民主制，但在民主制下也会形成统治集团，只不过这些集团如果要保

持其正当性，就得通过“靠自己的论证、心理影响和优惠承诺所达到的”多数裁决

来统治。在民主制下，正当的统治（Legitime Herrschaft）就是“用法律上允许

的联合和争取选票的手段取得国家的管理领导权（Betriebsdirektion）”。行政

机构、军事和社会的官僚体制虽然治理着国家，但却处于另一些统治集团——即成

功地取得政权的政党的领导之下。于是，在民主制下，统一的权力状态（Status

der Macht）被摧毁了，“以便让位于诸自由构成的集团变动不定的多样性”。现

代民主制下的统治者是政党的首脑。政党和新闻界要求作出的裁决看似表达了人民

意志。同质的社会（如今天的美利坚合众国）甚至在不受政党影响的情况下形成一

种舆论（报纸和报纸读者之间相互作用的产物），人们可以将这视为一种人民意

志。在不太同质的国家，尤其社会主义或者教派对立在所有重大问题上排除统一的

中庸意见（Durchschnittsmeinung）的地方，人民意志的概念“便更具虚构

性”（第63页）。于是，人民意志就是占统治地位的、为人民所容忍的政党意志。

在任何民主制度下，政党都是必要的，因为民主的固有生命因素并不在信念共同体

（Gesinnungsgemeinschaft）之内，而是在每一个政党要借以夺取政权的战斗共

同体（Kampfgemeinschaft）之内。如果对〔民主制的〕考察要超越法的形式向现

实推进，就必须转而考察政党及其与资助政党斗争的经济权力因素的关系。

托马的这篇论文思想资料相当丰富，形式格外严谨，它以上述展望结束。不过，正

是由于表述过分条目化，过分严谨，人们立即注意到，为达到术语上的一致，有些

地方反倒使问题未得解决，人们可以提出的问题也未得到回答，虽然说这篇论文只

包括绪论部分。对现代民主概念问题的回答，〔托马〕仅指出，这是“当今已占支

配地位的说法”和“世界流行的、有待科学采纳的用语”。他把普遍、平等的选举

权当作“整体之基础”，这样的说法再模糊不过了；这种说法甚至没有区分选举权

（定期决定领导人物的权利）与决定权（Entscheidungsrecht）（通过肯定与否

定作出实际决断的权利）。如果说，选举权意味着提名个人性的“代表”（die

Benennung persönlicher“Repräsentanten”），那么，从历史上、心理上、

概念上和观念上讲，这都有别于实际决断。这样一来，代表这个概念的特点就非常

不当，其含义过分集中，不能涵盖公共权利（das öffentliche Recht）。如今流

行的这种说法事实上基于下述情形：19世纪以来，“人民”越来越大，包容了古老

的古典民主理所当然地排除在外的群众。政治生活的参与在数量上日益扩大；这是

民主的进步。妇女选举权的要求、降低选举年龄的要求，所有这些增加享有选举权

者的人数的东西都叫作“民主”。结果，〔人民〕进一步要求实际决定、全民公决

等，同样被称为民主。无须更多地讨论普遍的说法了，它大概只会引出这样的说

法：唯有“平等”趋向才叫民主。像“整体之基础”这样一个含混不清的说法，同

样不足以说明白概念的规定性。这样的说法也不可能从本质上论证两种民主——代

表性民主与直接民主——的重要分别，把代表性民主当成不彻底的残余和对实际需

要的让步。〔托马〕的说法没有干脆得出这种结论，大概因为美利坚合众国要求充

当民主自由的先驱，美国的政治价值判断要支配世界流行的说法——支配世界舆

论。从这种〔当今流行的〕说法也得不出哪怕最模糊的暗示，说明民主的生命因素

就在变动不定的政党斗争之中，相反，政党斗争被视为一种恶，甚至民主主义者也

从多方面将当今政党的变动不定看成民主危机的原因之一。托马在谈到舆论时曾

说，它是“报纸与报纸读者之间相互作用的产物”；这种说法同样适用于政治的现

实词语的含义，而民主这个词的含义并非自亚里士多德以来就一成不变，在上个世

纪就经常随着朋友和敌人的政治目的和情绪的变化而变化。这些明摆着的事情足以

表明，将时刻变化的说法当成最后依据是不可能的。再怎么尊重民主观念的力量和

不可抗拒性，也绝对不可在确定概念的领域时让舆论牵着鼻子走。

只有在民主制度下，国家即躯体的命题方成为“完全的真理”（第48页）。国家作

为将人民联合起来的法人——施行统治的国家人身（与具体统治的人或集团相

反），“在民主制度下甚至比其他任何国家形式相对而言更少虚构性”（第57

页）。这种说法尤其引人注目，因为，从社会学观点看，所谓的人民意志不过是一

种“幻想”，如果将它理解为一种自觉的、实在的动议（Initiative）的话；按照

黑格尔的说法，人民成为国家的这样一部分，他们不知道自己要求什么，或者——

托马补充说——充其量在一些事务中知道自己（不同的群体出于不同的动机）不要

求什么。在美国还有一种舆论，而在欧洲民主国家，舆论早已成为问题。“更具虚

构性的”，文章继续说（第63页），“是人民意志这个概念”。在这里我们插一

句：更成问题的是简单地采用“世界流行的”说法。但事情本身出现了另一个问

题。实际上，“民主制的理念性国家意志是基于人民认可和容忍的、正在执政的政

党组织的意志”（第63页）。如果国家意志不过是一种单纯想象出来的值

（Größe），那么，究竟是将在选举或投票日偶然产生的多数裁决的结果看成这种

意志，还是将定期选出的代表人的决定抑或将一个持久的“国民代

表”（Repräsentanten der Nation）的决定看成这种意志——1791年的宪法中

国王就是作为这种代表出现的，从法理上讲实在无关紧要。所以，从法理上看，根

据托马规定的概念，作为国家的民主制不可能在一个特殊意义上是“完全的真

理”。把国家定义为“思想物”，说它“作为这种东西”以最专制的君主制或者官

僚制“施行统治”，恰如卢梭的科西嘉（Korsika）一样，是虚构性的。

不论是诉诸这类说法还是“形式的”思考方式，都不可能回答民主与国家的关系问

题。要回答这样的问题，至少应直接再跨出一步，超越民主以普遍、平等的选举权

为基础的论断，进一步靠近概念的思想结构。事实上，托马跨出了这一步，他将民

主称为“自行统治（Selbstregierung）”（第63页）。诚然，这个内涵丰富的词

用得随意和突然，不如以往为人所注意到的那么细心，表达那么审慎，但毕竟还是

说到了点子上。因为，“法学上”的国家概念所指的民主之“完全的真理”只可能

在于：它是“一切成年国民之自我治理的合作体”（第46页）；因此，其唯一的对

立面是“特权国家”，〔民主〕根本否认一切特权的存在（第44页）；〔民主〕由

此而获得一个普遍的意义，超越了单一国家形式的等级（第45页）。这一切证明，

普遍、平等的选举权只有一个目的：自行治理——实现某种同一性

（Identität）。所以，民主的定义必须从对一切民主观念都具有典型性的同一性

观念出发（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治理者与被治理者、国家与人民、政治权威的主体

与客体的同一）——我已经多次指出过这一点（拙著《政治的神学》，第44、45

页；《当今议会制的思想史状况》，第13页及以下）。

托马坚持采用流行说法来确定自己的概念，尤其不屑于从〔民主〕与世界观的关系

来区别民主。”某种世界观与某种民主主义的内在和必然的联系是不存在的”（第

42页注释）。凯尔森（Kelsen）提出，民主思想以作为世界观的相对主义为前提；

为批驳这一命题，托马声言，盎格鲁-撒克逊的独立派（Independenten）、左倾自

然法理性主义者（Rationalisten des linken Naturrechts）和天主教徒是民主

派，却并非相对主义者。用这类历史事实几乎无法否认〔民主〕与世界观相联系的

可能性。当然，民主的诉求和建制像宗教的诉求和建制一样，都可能被相对化成政

治手段。在外交和内政斗争的策略中，在思想史的具体处境中，经常可以见到奇怪

的联盟。但这绝没有排除〔民主〕与种种世界观在概念上的本质联系。看来，在这

个重要问题上，作者恰恰想让读者留在五里云雾中。因为，他最初完全拒绝从一种

世界观引出对民主的要领规定，但几页之后，却又在“自由、平等的共同理想”之

内按“种种思想方向”的对立来给民主的两种类型（代表型民主和混合型民主）下

定义（第46页）。既然理想和思想方向并没有与〔民主〕概念本身在本质上联系在

一起，它们从何获得在〔民主〕概念内确定特殊差异（differentia specifica）

的力量？如果民主与世界观真的毫无关系，民主制就永远不可能在某种意义上实现

一个国家人身的“完全的真理”，至多只是政治的和宪法法的技术意义上的众多国

家形式之一。要超越所有这些，就得将上文提到的同一性——民主制的整个观念性


（Idealität）正基于此——纳入概念的规定。任何特别的民主现象都可从不同的

同一性观念得到解释：代表型民主与直接民主的区别基于这样的情形，代表这个概

念还保留着身位论的成分（personalistische Elemente），直接民主则试图实现

一种实质的（sachliche）同一性，所以，两种民主源于两种同一性观念；此外，

民主制度下的党派斗争的社会学特点在于，每一政党不仅与人民的“真实”意志认

同，而且首先要力争掌握种种工具，以便能够借助这些工具左右人民意志的方向并

构成这种意志。说到底，以往历史上出现的每一种关于民主信念的伦理都源于诸如

此类的同一性观念——雅各宾党人的伦理、隐秘的门罗主义激情（das

verborgenerePathos der Monroedoktrin）、威尔逊方案，以及通过经济民主赋

予同一性以完全实在的现实性的尝试。

3.作为国际政治客体的莱因兰[1925]

[题解]本文原为1925年4月14日科隆莱因兰纪念会上的演讲，发表在《莱因问题传

单》（Flugschriften zum Rheinproblem）专辑，1925年，第四辑。这篇报告的

第二部分讨论国际行政统治下的“当局”（Obrigkeit）概念的道德含义。这部分

我没有付印，因为这类委员会的政治体制今天已没有实际意义，但这部分在筹备

1935年初萨尔地区公决时却发挥了影响。

将莱因兰作为国际政治的一个客体来讨论令人伤心。但是，莱因地区深陷于这种状

态的危险，莱因人民屈辱地沦为一个客体之单纯附庸的危险却始终存在着，在我们

千年之久的历史上，这种危险的阴影经常落在我们的头上。可怕的分离主义者时代

和1923年秋天的危机，都还活在所有德国人的记忆里。当时，不仅出现从德国分离

出去的可能性，而且也显露出随着国家权威的瓦解和人民被推入政治绝望的深渊而

出现的一种状态之深刻的不道德性。今天许多人觉得最坏的情况似乎已经顺利地得

到克服。与那些困难的月份相比，我们今天也许认为，其他一些其实施同样会把莱

因兰变成外国政治的客体的计划和设想是不值得担心的，是动荡时代大量出现的空

洞方案。不过，我们切不可掉以轻心，必须关注这些计划和意图。我们听到人们在

力求通过特殊的机构和监督将根据凡尔赛条约非军事化的地区，主要是莱因兰从整

个德国分离出去并在两者之间确立国防法的差别，借助常设国际委员会的体系通过

进一步的影响和监督权建立一个特别政权，并以这种方式或多或少地消灭德国国家

主权；将莱因兰变成延长了的萨尔地区，或者最后径直通过无限期的占领将土地和

人民变成安全措施的物料。这些计划中有多少部分会得到实现，这将由未来的岁月

证明。在这里必须提醒人们记住这些方案，因为它们全都有一个特点：将莱因兰变

成国际政治的一个客体，在这些地区因占领而变成了一种抵押物之后，组织这些客

体品格并将之合法化。

一千年的历史使我们有义务和有理由保持政治觉悟：我们要看清楚这种危险特殊性

的、新的——容我直言——现代的形式。使一片国土和一部分人民变成国际政治客

体的形式和方法已经变了，不同于19世纪了。旧的词语和思维习惯被承传下来，而

且很容易被用来掩饰政治现实。一个好心人今天也许会认为，一个欧洲国家想必从

不曾像今天这样感到如此安全。因为长期的、争夺莱茵河的斗争历史，犹如争夺阿

尔萨斯-洛林（Elsaβ-Lothringen）的斗争一样，是争夺兼并权的斗争。但在今

天，不再有人谈兼并了。在甚至小国小民也有的自由和自决权的名义之下，世界打

了四年大战。许许多多新国家根据自决权和民族原则产生了。罕有的自然边界以及

同属性的破碎和移动通过此一原则得到了合理解释。威尔逊在1918年2月11日作为

对德国和平声明的答复发表声明说，“民族和地区不可以从一个国家主权卖给另一

个国家主权，好像它们只是一些东西或者一局棋赛中的棋子”似的。他还说：“以

这场战争而提出的任何疆域问题都必须基于参战国人民的利益加以解决，不可当作

不同国家达到单纯平衡或者妥协的筹码。”1919年春，法国代表团在巴黎和会上提

出的建议和方案中，一再要求德国的西部边界必须与莱茵河的走向一致，而同时却

始终强调绝不兼并莱茵河左岸地区。全世界的舆论一想到一个民族被当成兼并的对

象似乎都会义愤填膺。当人们听到如此多关于民族自决权的言论时，人们会轻易地

相信，今天绝不可能有哪一个民族再次成为国际政治的客体了，因为自决就是一个

民族作为主体决定他们自己政治的和国家的生存，这恰恰是一个民族之成为客体的

反面。

然而，让我们保持着我们千年的历史所谆谆告诫我们的东西：审慎小心。今天，如

果一个有政治头脑的人听到海洋大国曾举行了一次裁军会议并决定限制制造巨型战

舰，即所谓的capital ships[主力舰]，那么，他很容易进行揣测，这种确实很受

欢迎的裁军，大概只涉及陈旧的型号，可恰恰不包括关系重大的真正现代化的武

器，即空军和潜艇。与此相似，这个谨慎的人即便看到，理想的原则多么大度地得

到同意，他可能也压不住心头的疑虑：放弃兼并者大概只是放弃某种已经无关重要

的方法，因为人们找到了另一些更加有效和更加有利的方法。事实上，古老的大陆

—欧洲的政治兼并方法——表现在争夺阿尔萨斯-洛林的斗争中的方法——从现在

国际政治方面观察，是很不现代化的东西。在帝国主义时代形成了另一类控制形

式，它恰恰避免公开的政治兼并，而使应被控制的国家作为国家存在，如有必要甚

至制造一个新的独立国家，明确宣布其自由和主权，于是，表面上似乎发生了与人

们称之为将一个民族变成外国政治客体的屈辱行为相反的情况。

从几个例子可以看出这种发展趋势。在19世纪，大国最早赋予所谓监护

（protektorat）以新的内容，主要以此控制它们不可能给予其居民以公民权的半

文明国家，它们通过担负国家外交代表的方式正式建立一种监护关系，但为“被监

护的”国家保留某种独立的内政上的生存。这种方法只须在这里提一下，这是指那

些并非欧洲意义上的文明国家，如突尼斯、摩洛哥和马来西亚保护国。这种做法可

能会安抚一个欧洲人的良知。此外，巴尔干地区，尤其自1898年以来的发展，经由

所谓保护的途径实现了民族独立。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以这种方式变成

了自由国家。在1878年以来在奥匈帝国管理之下的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这一个案

中，1908年发生了公开的兼并。人们也许可以从巴尔干的这一发展看到，一个欧洲

民族要么必须取得民族独立，要么就不得不被公开并吞。对监护形式的这种乐观主

义究竟有多少根据，可惜暂时只可能搁置不论，这不仅因为人们从政治上将但泽的

外交代表机构移交给了波兰——对此，人们只可能根据表面的模拟称之为事实上的

监护，而且主要是出于另一个理由：监护形式自身也已经过时并为一种新方法所取

代，这种方法在于，让应予控制的国家在外交上也拥有行动权力，明确承认它的自

由和独立，甚至给予它主权标识，但在“监督”的名义下，通过占据关键地点，通

过经济上的剥削或者特殊的投资权利确保统治。现在英国控制着埃及，虽然英国的

监护于1922年正式取消，埃及被承认是自由的主权国家，而英国的统治在法律上以

承认独立时所决定并使英国有权进行干涉的四个保留条件为基础：英国捍卫和保护

苏伊士运河；英国保护外国在埃及的利益；英国保护埃及不受外来的攻击；英国管

理苏丹，即尼罗河上游。这作为法律基础足以在紧急情况下使英埃冲突看似英国的

内部事务，正如1924年11月（就一个英国军官被杀事件）所发生的情况那样。此

外，这还使英国人能够在1925年3月在他们所不喜欢的国会组成以后12个小时之内

让它解散。一个诸如“保护外国利益”这样的概念，由于其不确定性特别能够给予

一个在其基础上所建立的干涉权带有真正统治的品格。

美国对古巴、海地、圣多明哥和巴拿马的所谓监管，也值得在此一提。被“监

管”的国家被称为自由、独立和拥有主权的国家，可它们的全部政治生存在遇有重

大事变时是由美国决定的。美国的这种统治的四个个案本身又有很大差别。其特点

是，这里形成了一种占领权与干涉权相结合的合法的统治形式。干涉权的内容是，

进行干涉的国家就某些不确定的而对于另一个国家的政治生存却具有本质性的概念

作出裁定，如保护外国利益、保护独立、公共秩序和安全、遵守国际条约等等。在

所有这些干涉权中始终应予注意的是，基于这些概念的不确定性，握有统治权的大

国按照自己的评估（Ermessen）作出决定，并由此而将被监管国家的政治生存掌握

在自己手中。

最后用一句话提醒人们注意，通过凡尔赛条约，德国的殖民地并没有被主要的协约

国所吞并，或者作为殖民地接受下来，而是获得在国际联盟的名义下实施的所谓托

管形式。在提到A托管国（叙利亚、巴勒斯坦、伊拉克）时甚至说，这些国家已经达

到如此发展阶段，“它们作为独立国家的生存可以暂时得到承认，条件是由一个受

命托管者以建议和支持领导其行政机构，直到它们能够自己领导自己时为止”（凡

尔赛条约第二十二条）。人们不得不认为，英国对巴勒斯坦和伊拉克、法国对叙利

亚实际上在实行统治，因为受命委管者自己决定这些地区的安全和秩序的内容何

在、其独立已达到什么程度、领导自己的能力已达到什么水平等等。

为了理解这种新的避免公开的政治兼并或者合并的方法，我们首先必须研究一下使

实施统治的大国放弃兼并的兴趣何在。最易于为人所明白的兴趣是至为清楚和简单

的：这将防止被统治地区的人民获得统治国的国籍。这种拒绝不受欢迎的新国民的

兴趣表明，情况在19世纪当中有了多么大的变化。在古老的欧洲政治中占主导地位

的观念是，人口的增长等于权力的增长。这在内阁政治和专制政府时代是可能的，

但民主的宪法却迫使国家谨慎地对待人口增长，因为人们不可能自然地赋予任何居

民以平等的公民权。在与民族原则一致并为纯民族国家的国家里，异民族的居民大

都是很不受欢迎的。在一个帝国主义国家，防止外国人的倾向更加是理所当然的，

因为这样一个国家想从经济上控制世界，但不愿从自然上分享这种统治的好处。加

之，还有另外一些理由，使公开的政治兼并表现出其弊端。根据国际法关于所谓国

家继承权（Staatensukzession）的学说，即在对一个地区的国家统治变更时可以

观察到的原则，在占据一个地区时，不仅被占领地区的居民应取得占据国的国籍，

这个占据国还必须承担前任国的某些责任，如全部或部分承担国家债务等。在这

里，避免政治兼并也有其优点：从法律上说，避免了国家继承权的法律上的后果。

为了取代这样一种继承权便创造一种干预权体制。

这种方法的结果是，诸如独立、自由、自决、主权之类的词都失去其原有涵义。被

监管国的政治权力或多或少被架空了。这个国家不再可能在发生重大冲突事件时自

己决定自己的政治命运。它不能支配它自己的经济财富。重要的并不是外国的干预

权——如果一切顺利——只是在例外的情况下使用。关键在于被控制或者被监管的

国家的政治行为之决定性准则并非基于自己的生存，而是根据一个外国的利益和决

断确立的。一个外国人如果觉得事关他自己的政治利益，他便进行干预，以便维护

他名之曰安全和秩序、保护外国利益和私人财产（即其财政资本）、遵守国际条约

等等之类的东西。这个外国人决定他的干预权以之为依据的那些不确定的概念的涵

义，并由于其不确定性而拥有无限的权力。一个民族的自决权由此而丧失其实质。

一个外国人支配着他所关切的一切，决定什么是“秩序”；他将其余他不感兴趣的

东西在主权和自由的名义下交给被统治的人民去处理。我们切不可忘记美国一位专

家在1916年巴黎和会上在讨论萨尔地区时所说的话——此君即哈斯金斯

（Haskins）博士，此君之名我们也不要忘记——：一个民族对他们自己国家的矿

藏的监管——他以极其强烈地不言而喻的口吻说——这并不属于他们的自决权。如

此说来，一个民族的土地真的完全可以从其脚下被人抽走，虽然他们还有自由的甚

至拥有主权的民族的名义。

这种为避免统治这个词而使用监管的现代方法在关键的一点上与旧式的政治兼并区

别开来。通过政治兼并，被兼并者也被吸收了进来。在这里，绝非将之作为理想而

为其辩护，但这至少还有坦诚和可见这些优点。胜利者在接受国土及其居民的同时

也承担起政治的责任和代表国家。被兼并的地区还可能成为新国家的一部分，与之

在一起生长并由此避免了作为一个单纯客体的有失尊严的处境。所有这些正是现代

方法所没有的。监管国确保自己取得兼并所能有的一切军事的和经济的好处而又没

有其负担。一个名叫贝蒂（Baty）的英国法学家如此表述现代方法所取得的一个特

别有趣的结果是：这种地区的居民既没有真正的公众权利，也没有外国人和外来人

所享受的保护。在被监管的国家之内作为国家权威出现者或多或少都取决于外国的

决定，国家权威只是隐藏于一系列条约中的统治之表象。

在上面的例子里都没有谈到欧洲民族。保护和托管甚至正式被视为针对半文明和不

文明民族的统治形式。刚才提到的国际联盟章程的第二十二条以训世的词语谈到一

些民族，他们“还不能够在当今世界特别困难的条件下领导自己”，因此“必须置

于一个托管人的监护之下”。但是，地球很小，最重要的是，曾比人们所知更广泛

地主宰着19世纪国际法实践的古老传统观念，即将人类划分为基督教的和非基督教

的民族，将基督教与文明等同并由此而为尊重欧洲民族奠定基础，所有这一切都被

人遗忘了。一道鸿沟将我们和那个人们在国际法教科书中还大谈基督教的国际法和

基督教国家的法律的时代隔离开来，在罢黜欧洲的道路上跨出的最大一步是凡尔赛

条约。我并不想说，它取消了德国的主权。但是，如果说不是这种情况，如果说德

国在一个有限的框架内毕竟还有制定德国政策的可能，这是因为德国在这个条约中

所应服从的敌人的数量，此外也是由于这几年的发展，而并非由于条约本身。在这

里不应开始一场对这个工具的批判；只是必须指出，条约包含着一些危险的、可能

成为经常性干预的基础的不确定概念。如果不马上认识到其整个影响的话。它们可

能将整个德国变成一个政治客体。这尤其关系着莱因兰，它本来就是所有这方面的

努力之最明显的客体和现成的场地。

属于此列的是下述多次提到的概念，其中每一个都可能对德国包含着一种命运：制

裁、赔款、调查和占领。按照凡尔赛条约，赔款的范围是无限的，以致其中包含着

对德国的永久性征服。经过长期、痛苦的努力才达成今天有效的道威斯计划18的安

排，它至少使人能够看到应尽义务的范围。制裁权如果被片面和任意地解释，同样

可能包含着不断重新延长的对德国的完全征服，如果每个协约国不论按照凡尔赛条

约第八章第一节的附件二§，还是根据普遍、无限的报复权都能够对德国地区实行军

事占领和没收德国工业的话。在凡尔赛条约有效期间，国际联盟根据关于德国的第

二百一十三条所获得的调查权（Investigationsrecht），即通过国际联盟理事会

多数决定方可实施的所谓调查权，同样容易使人进行漫无边际的解释，如果人们考

虑到，一场现代战争不仅是狭义上以军事手段进行的，而且包括一个国家的整个工

业和经济。至于占领，即其基本场所为莱因兰的德国地区的占领问题，不仅占领部

队的数量是不确定的，而且占领当局的权限也是超常之大。如果他们有权做他们宣

称为了“占领军的安全和尊严”而必须做的一切，那么，这里也存在类似那些诸如

保护外国利益等不确定的概念的东西，这类概念可能损害，而且在紧急关头——如

1923年秋——可能完全消灭被占领区的国家权威。占领期限的说明也很可能产生片

面的解释。例如，科隆地区应在五年之后撤出，条件是条约“得到忠实地履

行”（第四二九条），这里的第一个问题自然就是，谁来裁定条约是否得到了忠实

履行，还有这类表述所引起的诸多借口和不明确性是否被提交缔约一方纳入其政治

评估之内。最后在这里只用一句话提一下庞加莱的名言：占领期限，甚至15年的占


领期限还没有开始计算。这展现了整个不确定性的深渊，按照这个条约，德国很可

能成为此一深渊的祭品。所有这些体制性的不确定性的后果是可怕的。因为一个和

约的意义和目的就是终结战争和为和平状态奠定基础。但是，这种种不确定性却使

战争与和平之间的界限本身很不确定，像战争与和平这样的基本概念如果没有清晰

的区别，便绝不可能有各民族的共处，并正在失去其单义的内涵，消解为折磨人的

中间状态。

4.现状与和平[1925]

[题解]本文最早发表于《高地》（Hochland）杂志，1925年10月号，第1—9页。

当今，status quo[现状]是政治讨论中的一个大词。人们想方设法用来说明相互要

求的一切套语、一切政治的建议和反建议，诸如安全、保证、条约之不可践踏性、

边界的神圣性等观念都围绕着这个概念运动。人们为组织和平提出三个行事方法，

人们期待着这三个方法的实施会带来世界和平，关于其实施的顺序固然还有争议，

就此在1924年9月国际联盟大会上特别进行了讨论：安全、仲裁法庭和裁减军备。对

于这个顺序，人们似乎暂时达到一致；保持还是不保持这个顺序，是否从裁减军备

或者世界仲裁法庭开始更好些：这三个方法中的每一个最后说明的都是现状。德国

政府在1925年2月9日的备忘录中明确地提出关于维持当前莱茵河沿岸现状的保证，

并由此开始了一系列谈判和磋商，在其整个过程中话题始终是现状。

今天的特点是谈论现状，而不用旧时外交喜用的套语status quo ante[以前的状

态]。人们今天研究现存的状态。它指什么，看来容易认识，因为它就在我们的眼

前。至于人们首先谈论最多的莱茵河沿岸的现状，其首要的特点显然是，莱因兰是

被占领区。凡尔赛条约、莱因兰协议及其结论和实践、协约国莱因兰委员会的颁发

法规权、驻扎权和没收住房、驱逐德国人等，这一切都属于今天尚存在着的状态。

但在今天，占领的问题恰恰正式地与保证现状的问题割裂开来。在德国方面，人们

仅限于指出，一项“安全条约”的缔结对被占领地区状态不可能“不产生影响”，

这就是说，人们在处理莱茵河沿岸的现状时不愿理会作为现状直接进入眼帘的事。

还有，关于德国是否参加国际联盟的问题，也应与现状保证的问题分离开来，虽然

德国的参加要么为现状增加新的保证，要么带来改变现状的可能性，无论如何这对

于现状都不可能不受到关注。从官方看，今天莱因兰的占领是与另外的事情，即与

德国之解除武装联系在一起的。各协约国政府1925年1月5日和1925年6月6日关于解

除武装的照会提出，科隆地区之撤离占领军取决于德国政府是否履行了一系列进一

步解除武装的规定。因此，其他地区之取消占领同样取决于德国之解除武装，并以

对德国进一步的军事监督为前提，即必须满足法国政府要求的调查权，尽管根据凡

尔赛条约第二一三条调查权是由国际联盟理事会实施的。这样一来，占领就始终是

一个军事问题，因为它与法国对它的军事安全的理解联系在一起；这是一种后果严

重的联系，人们不妨回忆一下摩根（Morgan）将军在他关于解除德国武装的著名文

章中所作的说明。

事实表明，欧洲和平的真正安全并不在监督委员会或者一个国际联盟组织的机构达

到或者希望达到的结果，而在对莱因兰和莱茵河沿岸桥头堡，尤其美因茨桥头堡的

占领。后者是历史上进军德国的要津，谁控制了它，谁就可以直插德国的心脏，切

断南北联系并使其动员机制瘫痪。

莱茵河沿岸的现状的另一个特点是，莱因兰超出被占领地区的界限，是非军事化地

区。禁止德国在莱茵河左岸和右岸河流以东50公里以内设置防御工事，禁止在这一

地区常驻或者暂时驻扎或者集结武装力量；任何军事演习、任何可被视为动员准备

的措施都是禁止的。通过这种规定，莱因兰便从国际法上与整个德国区别开来。它

虽然还没有达到会使其外交命运与整个德国的外交命运分离出来的中立化，但人们

可以清楚无误地看出现有的区别对待的后果。任何德国士兵任何时候都不可重新踏

上莱因兰的土地，哪怕是为了平息反叛和动乱；任何铁路建设，任何公路建设，所

有可能的交通设施和工业设备都可能在片面解释的情况下被置于“动员之准备”这

个无界定的概定之下。1922年5月25日协约国的照会将在莱茵河左岸任何一条无害

的铁路线的修建都名之为动员准备，并以这种方式开始了他们的无界定的解释。就

这一方面，前面提到的摩根将军的文章也有一段有趣的论断：“最终使莱因兰非军

事化的唯一方式”，他明明白白地说，“要么兼并，要么长久占领——从整体和大

的方向看结果应是一样的”。即使人们撤出，摩根将军认为，即便德国人事实上没

有将守备部队投放在这个地区，它始终还会是一座“武库”，因为几乎所有化工厂

都在非军事区内，在世界大战期间全德国的炸药的78%，毒气的94%的生产都集中在

这个地区。

非军事化条款在内容上至为广泛，莱因兰由此得到的特别处理是一个国家的一个大

省区从不曾经历过的。尽管如此，在法国看来，第四十二至四十四条仍有个缺陷。

如果德国破坏非军事化条款，这虽然被看成是对每一个协约国的敌意行为，被视为

蓄意破坏世界和平，但这始终要由诸个别协约国，尤其英国从这种敌对行为得出什

么实际结论。根据一般的国际法原则，没有义务以军事行动对敌对行为作出反应。

因此，1924年10月2日的日内瓦议定书第十条的规定特别重要，它将破坏非军事区

与议定书所指的进攻等同，对议定书签字国而言，由此便产生以军事手段对抗进攻

者的义务。现在，日内瓦议定书暂时不具约束力，看来它也没有希望具有约束力。

可见，关于非军事区的保证条约实际上将意味着使缔约国产生一种对抗德国的义

务，如果发生可以被纳入四十二至第四十四条规定的行为的话。

这种由占领和非军事化构成的莱茵河沿岸的现状只是从凡尔赛条约及其执行所产生

的、对德国国家权威的种种阻挠和限制的庞大体系的一部分。这包括国际联盟理事

会根据条约第二一三条所拥有的调查权、对德国东部边界领土的分割、将德意志民

族与德意志帝国分离、赔款负担、外国对德意志国家银行尤其是由外国铁道委员会

行使权限的德意志国家铁道的监管，这最后一种权限虽然被称为“例外权限”，但

恰恰由此证明了与主权问题的联系；此外还有对飞机制造的限制和所有今天压迫德

国的数百项条约规定。在这个方面，莱因兰只是德意志帝国负担特别沉重的部分。

总之，这应当是莱茵河沿岸的现状和德国的现状。谁有兴趣保持这个现状？谁特别

对莱因兰感兴趣？一般而言，一个地方出于很不同的理由才可能引起如此多的国际

兴趣，今天莱因兰便是这种情况。一个国家可能由于它的财富、它的原料，尤其由

于它的石油资源和矿藏而引起大国的灾难性兴趣。对莱因兰而言，这在今天并不在

考虑之列；它像德国一样，暂时还不会被征服和吞并；只要对手们对赔款成绩感到

满意，便存在着与此相反的兴趣。此外，一个国家由于其地理位置也可能引起政治

上的兴趣。比如，它作为联系通道可能对一个或者多个大国是至关重要的，如埃及

之于大英帝国。对于这种政治兴趣，一位杰出的英国专家海特尔（Sir William

Hayter）爵士的话很值得注意：“我们可以容许”，他说，“在希腊和保加利亚发

生革命，相反，在埃及则必须保持安定和秩序，以便使大英帝国的巨大联系通道，

特别是通向印度的道路不致受到干拢”。另外，一个国家可能作为前沿地带

（Glacis）或者进军集结地而被考虑，正如今天莱因兰的处境之于法国。最后，为

了保护另一个国家和避免冲突，国际的政治兴趣可能认为，最好造成一个缓冲国或

者其他的中间地带。今天这种兴趣无须再使用旧形式的Etat-tampon[缓冲国]，其

著名例子是比利时；这同一个目的通过某些地区的非军事化和中立化也可以达到。

现代方法在1924年10月2日日内瓦议定书中已经得到正式承认。这个议定书的第九

条称，非军事化地区有助于预防进攻；因此，国家间这类区域的设置便于阻止对议

定书的破坏（即对议定书内所保证的现状的破坏）。这些区域应置于由国际联盟组

织的一个临时的和常设的审核体系之下，英国将军斯派司（Spears）新近建议在所

有不与俄国接壤的国家的边境建立非军事区，以便“明确其军备的理由，即警戒俄

国”（《欧洲评论》[Europäische Revue]，1925年7月15日）。一个荷兰和平主

义者不久前建议设置一个50公里地区，以便海牙和莱茵河入海口非军事化。不言而

喻，被加上这些非军事化或中立化地区名头的国家，其地位由此而受到损害：一个

真正的强大国家不会容许向它提出对其主权的这类限制，而且也没有人真正会想到

要使英国沿海中立化。这也表明，在所有争取和平的努力中，困难的问题根本不在

和平——因为所有的人理所当然地在要求和平这一点上是一致的——问题只是谁来

决定，和平具体地讲是什么，破坏或者危及和平具体包含什么内容，以及通过什么

具体的手段维护受到威胁的和平和恢复遭到破坏的和平。问题始终是：Quis

iudicabit[谁作决定]？

一般而言，对莱因兰作为占领区和非军事区的国际政治兴趣基于其处于英、法、德

利益之交点的地理位置。只有从这一点才能认识到莱茵河沿岸现状的涵义。个别大

国观察问题有着很不相同的视角。因此，现状这个词的含义是因人而异的。英国的

兴趣暂时是谋求欧洲大陆的和平不受破坏；维护和平既符合英国商业和工业的经济

利益，也与大英世界帝国的存在之政治利益一致。可能威胁这个世界帝国的东西今

天似乎并不在欧洲大陆上，而是在俄国和亚洲，在苏维埃共和国的无产阶级社会主

义与亚洲被压迫民族的民族感情所结成的联盟。对于德国似乎还没有考虑民族主义

与共产主义的联合，虽然有时提出这个要求。无论如何人们都不可忽视这种可能

性。这尤其由于以前曾利用过民族主义的政党随着日益增长的经济和政治形势的困

难而面临着全新的问题，在这些问题的影响之下，传统的思想联合很容易解体。

[只有这唯一一个敌手，即布尔什维主义与民族主义的联盟才可能促成英国针对斗争

和战争提出的政策，这也许会使世界在经历了针对德国的十字军征讨之后再经历一

场十字军征讨。]总之，英国的政治兴趣完全在和平和维持当前的世界现状，即维护

英国的世界统治。现状一词对英国而言有着重大而又单一的含义。在关于保证条约

的谈判中，对于英国重要的是，不承担新的责任并指出，在国际联盟章程中已经包

含着英国的最大的责任。

法国对现状的关注在于不放弃凡尔赛条约对法国及其盟友所包含着的任何权利。这

个条约的本质特点在于，它是地地道道的干涉条约，这就是通过蓄意造成的不确定

概念，使政治上和军事上占优势的条约对手可以随时进行干涉。著名的制裁权只是

这种系统的干涉技术的一个实用例证。法国所关注的是，为现在十分广泛的可能性

创造附加的“安全”，即在这里特别要使英国政府承担责任。对于法国，现状就是

不加改动地保留凡尔赛条约以及所有东部和西部的边界，保留一个从德意志帝国分

离出去的奥地利，保留对德国主权的所有限制，保留占领、非军事化、制裁和核

查，尤其要保留法国政策在莱因兰的占领与法国的军事安全之间所建立的特殊联

系。前面提到，占领问题与解除德国武装的联系不仅在军事上，而且对于莱茵河沿

岸现状的整个谈判体制具有特别深远的影响。具体地讲，撤出占领的根本问题始终

是撤出美因茨的问题。只有当这个问题迫在眉睫的时候，方才表现出法国提出的著

名理由的真正含义，它将占领与安全，——反过来说，它将安全与对莱茵河左岸地

区的占领等同起来，并反复提出法国之所以放弃分离莱因兰是因为它曾有可能与美

国和英国达成一个保证条约。这个前提没有出现，因此撤出占领区的问题与凡尔赛

条约的撤出期限都未解决。

可见，对于法国，现状等于凡尔赛条约。这在政治上便意味着：维护法国在欧洲大

陆上的军事和政治霸权，维护四千万武装人民对六千万非武装的人民之军事和政治

的优势地位，即维护一个出生率日减的武装人民对非武装的急剧增长的、其工业徒

劳地寻求出路的人民的军事和政治的优势地位。

不论与英国还是与法国相比，德国对于现状的关注都非常有限，甚至可怜。德国所

关注的是，至少防止出现新的义务和通过片面解释凡尔赛条约的不确定概念而不断

产生新的负担和震撼；所关注的是，至少使货币保持稳定和防止新的制裁、报复和

其他负担。这样一种关注既不像英国俯视全球，也不像法国至少俯视欧洲的观点，

而是一个首先对其工业表示关切的人民对下一个瞬间和下一个呼吸间歇的关注。

德国尤其是莱因兰处于英国对世界的关注和法国对欧洲大陆的关注的交点上。处于

这个位置，整个德国尤其莱因兰可能会沦为英国所关切的利益与法国所关切的利益

之间的平衡对象。这是德国的政治现状和莱茵河沿岸的现状。任何对这一状态的合

法化都将使作为对象的品格永恒化。

在关于现状的观念有着如此重大的差异的情况下，人们谋求就此状态取得一致，并

认为从这样一个概念可以得到一个共同的一致的基础，这当然是令人大感惊异的

事。这个概念在当今怎么会如此重要？这个词最初只是指一个事实，一个纯然实际

存在的状态的呀，而且在更进一层观察之后发现，人们在这里没有将事实状况与法

律状况区分开来。当欧洲国家的合力行动战胜拿破仑一世的时候，人们曾谈到正当

性，并以此认为，这对于外交环境同样是一种现状保证。神圣同盟的著名外交家们

的思想并不比当今民主国家的政治家更加高尚。但他们至少谈到正当性，并不保证

一个单纯事实、一个纯然实际存在的政治环境，而是保证一个被人们视为正常的状

态。人们互相保证一个外交秩序，并十分明智地认识到任何外交秩序的前提都是同

一种内政秩序。神圣同盟以之为基础的王朝的合法性概念在下一代的民主革命中沦

亡。每一个胜利者理所当然地力图给予通过胜利所达到的状态以正当性保证。

凡尔赛条约证实了这一经验。在谋求使政治上对敌人的失败的充分利用合法化的努

力中，它甚至远远超过世界历史上曾有过的任何条约。它利用国际联盟的理念以及

在各国广为传布的和平主义的感情和思想，以便达到一种特别极端的合法化。与这

个条约相联系而作出的和平主义努力，特别是通过裁判官式的程序消除一切冲突的

企图，奇怪的政治法律化和类似的、被称颂为从权力到法律之途上的伟大进步的现

象只可能有一个结果：使凡尔赛条约所造成的状态合法化。颇为令人产生好感和颇

为理想的要求法律统治的呼声在这里获得一个极度危险的政治内涵：使一种非常成

问题的状态合法化。一切国际性的意见分歧将来都经由法律形式的程序加以消除，

这意味着那些根据现有条约有理的人始终有理。神圣同盟国家相互给予的保证与今

天使战胜者合法化的出乎人的想象的法律化相比，是有限的和富有理性的。假如真

正能够以这种方式消除任何战争，那么，强者不仅握有权力和财富，而且还拥有正

当性，这就会发生比战争更坏的事：通过法律形式消除并非在战争中被战胜，而是

在一场官司中被判处和被执行死刑的政治上的或者经济上的对手。

令人惊奇的是，恰恰在一个急剧变化和技术进步的时代要求确保现状。令人费解的

是，一个其思想完全为永恒变化、永恒流动和无实体性运作（substanzloses

Funktionierens）所主宰的时代，却恰恰在政治领域要稳定现存状态——这本身

便是矛盾的，但其固有的矛盾还更加深刻。对确保现状的需求——让我们重复一下

这个问题——从何而来呢？来自要求安定、和平和正义的愿望与无力找到一个法律

的即合法化性原则的结合。人们只可能保证一种法律状态，即并非纯实在的东西；

而且也只是在这法律状态被感觉到正常的时候才保证它。既然如此——从理性上不

可能否认这一点——那么，当今欧洲道义状态中的内在矛盾看起来就是某种可怕的

东西。实际存在的状态是如此令人不满，如此不正常，因而如此欠稳定，以致对稳

定的向往日益强烈。从对和平与稳定的向往产生保证现状即达到一种稳定的要求。

然而，当今状态的稳定却恰恰会稳定住这种令人不满的、缺乏任何稳定性的状态，

其结果可能是，人们通过人为的永恒化和合法化并不能达到安定与和平，而只会造

成新的冲突，只会使对立重新加剧并使有缺陷的稳定性永恒化。这是危险的、对各

民族也许是致命的怪圈！这就是将现状合法化和法律化的整个体系的灾难之所在。

人们告诉我们：确保现状便是和平。当然，是和平，甚至是这种和平，即凡尔赛的

和平。在这种基础上达到稳定的现状像那种和平本身一样，都是可疑的。在这里也

表露出主宰着当今欧洲的政治和道义状况的内在矛盾之复杂多样。既然现状并不是

和平，确保现状又怎么可能带来和平呢？对和平的向往恰恰产生于当前存在着的无

和平状态。疲倦而又备受磨难的人们首先寻求安定和和平，但他们得到的许诺是这

样一种保证，保证一切不安定和无和平状态的肇因。

欧洲各民族在上个世纪曾听到过某些据称是和平的东西：神圣同盟是和平；拿破仑

三世陛下的法兰西帝国是和平；接着在战争期间，我们曾听到：民主是和平；我们

曾听到：国际联盟是和平；而现在我们听到：确保现状是和平。但是，既然现状本

身还并非和平，那么，对它的保证就是比一场战争更坏的东西。它是一个不堪忍受

的介于战争与和平之间的中间状态之合法化，在此一状态之下，政治上的强者从政

治上的弱者那里所夺取的不仅是生命，而且还有其公理和名誉。


5.日内瓦国际联盟的两张面孔[1926]

[题解]本文是1926年作为《国际法问题》（波尔[Heinrich Pohl]和文策尔[Max Wenzel]编）第十八辑出版的《国际联盟的核心问题》（Die Kernfrage des Völkerbundes）一文（见该辑第80—82页）的结语部分。第一次发表在《德意志

民国立法、行政和国民经济施莫勒年鉴》第48/49卷（1925，第1—27页）。欧洲

之“瑞士化”一说，见第64页，载《国际联盟的核心问题》；参阅本书第34篇评施

泰丁（Steding）的文章《帝国与欧洲文化之病》。

日内瓦联盟的核心问题是，它是否对凡尔赛现状合法化，而这又取决于许多国家组

成的这个联合体是否必须被看成一个真正的联盟。假如要问真正联盟的标志，要问

保证和同质性（Homogenität），要问保证和最低的同质性之具体原则，人们是得

不到回答的。德国的舒金（Schükking）和韦伯格（Wehberg）对国际联盟章程的

著名评论说，日内瓦的国际联盟有一个“雅努斯脑袋”，它的一张脸有着从中产生

世界大战的“帝国主义”时代的特征，另一张脸的特征是唯一能够挽救未来的社会

关联主义（Solidarismus）。“如不能在基点上组织和改造它，它必定陷于神圣同

盟的命运。”不过，它可能从神圣同盟了解到，一个联盟没有合法原则便无法存

在，而它之有“雅努斯脑袋”不仅由于它是战前和战后理念的混合物，而且在于某

些也许更为危险的东西，即它蓄意不说明白它在多大程度上是或者不是真正的联

盟，联盟性质的不可避免的结论在多大程度得到运用。这样一来，法国法学家们便

有可能对国际联盟章程第十条作如此解释，似乎其中包含着一个真正联盟的所有基

本保证。另一方面，他们又如此解释规定着修改可能性的第十九条，日内瓦的这个

组织似乎与一个真正联盟毫无共同之处。与此相反，德国和平主义者则设法限制第

十条所包含着的保证，而给予第十九条以巨大的实用可能性。

于是，这里存在着巨大的危险，日内瓦国际联盟根据各自不同的情况向不同的国家

展示着不同的面孔，并有意地不作出决断，而是时而采取真正联盟的态度，并拥有

所有与此有关的对保证和同质性的要求以及进行干涉的一切可能性，但时而又自称

是办事机构，是可实际操作的会议和中介机构。因此它自然就可能有两张面孔，一

张向西，一张向东。它对西方大国是作为随时待命的、谦卑的实用的机构出现的，

小心谨慎而又不承担义务；而为处于弱势的被解除武装的国家则显出一副严格执法

的庄严面孔，如果这个国家有碍某一个大国的政治利益，便对其判罚。另一个危险

在于，在这种不明确状态之下，法权和法权程式（Rechts und

Rechtsförmigkeit）的表象延伸到政治对立，这种对立摆脱了形式操作。根据痛

苦的经验，法权的所有朋友们（alle Freunde des Rechts）最害怕的莫过于政治

诉讼和司法政治化。人们不仅出于权力分配的政治的和理论的理由而使政治权力独

立于法官的权力，而且正是为了维护法律而使法官不干涉政治，并设法谨慎地避免

由于这类诉讼而威胁法律地位的严重危害。假若消除所有国际对立的安排是使各国

服从一种法律形式的或者至少是一种形式化的操作规程，那么——如果大家都真正

服从——就要苛求国际法完成一项使命，即在没有明确的原则和既定的规范的情况

下以法律的名义裁决最可怕的冲突。在这里，莫苏尔问题的处理是一个令人生疑的

先例。政治性的司法将获得一个有着巨大的、难以想象的广延性的新领域，有些政

治性诉讼使这种司法的不公正上升为范围无比巨大的国际政治对立。谁可以胆敢以

法权名义尝试这种最严重的危害法权的行为？

这就是德国参加国际联盟的形势。德国正在进入的是一个有些人期待着从中获取许

多好处、有些人担心在其中受害的国际联合组织。但是，任何人都不会看不到，国

际联盟的核心问题迄今仍旧被故意地搁置不议，这个机构的联盟性质依然是不确定

的。今天看似模糊的、可以作出任何安抚性解释的某些国际关系的松散结构，明天


也许可能变成一个严密的体系，并展示一个真正联盟和真正团结一致所达到的一切

结果。应该看清楚这一点，因为既然德国是国际联盟的成员，它就必须在作出这类

基本的改变或者规定的能够以平等地位参与其事。否则，德国在国际联盟中的成员

资格便意味着使它的失败地位永恒化；否则，它之参加联盟便是对它昂贵的、史无

前例的上缴武器行为的补充——即除了交出武器之外，还得交出它的权利——这看

似不太明显，后果却至为严重。

6.评梅内克的《国家理由观念》[1926]

[题解]原刊于海德堡的《社会科学与社会政策文库》，第56卷，第一期（1926），

第226—234页。

这部作品的声誉赖以存在的特点和杰出之处，以一种完全独特的方式使它远离批

评。这不仅因为它的巨大成就、丰富的历史思考与认识，以及对四个世纪之久的政

治思考的概述更容易引起极度的叹服而不是批评，而且由于这本书所独具的特点：

心理学的细腻分析、对相反和相矛盾的观点之审慎权衡的理解、尤其反对概念的僵

化，这些都防止了任何批判的企图。人们能就这本书的主题说些什么新内容呢？这

位从无限多方面了解这几个世纪的行家有什么没有预先提到呢？有什么东西没有立

即在他的“国家理由观念”的千百种色调的斑斓镶嵌画里找到自己的位置呢？

“国家理由（Staatsräson）观念的丰富内容不容许给加上概念定义的狭小桎

梏”（第259页）。诚然，人们反复提到对这个词应有的理解：国家理由有时被等同

于马基雅维利主义（Machiavellismus），有时是指国家的权力政治或者权力和生

活意志，或者甚至是“政治行为中的强制性”（参见第369页）；权力问题和权力政

治只是国家理由的现代用词（第511页）；在19世纪，国家理由成为作为一个个体的

国家之内在运动法则（第489页），等等。然而，任何概念上的规定都被小心翼翼地

避开了。这就有可能对一个经历了四个世纪之久的观念作出评估，并将这个观念作

为丰富材料的基点。在另一方面，当然也放弃了一个决定性的因而具有有序性和分

类性的概念的强度（Intensität），进而放弃了真正意义上的结构。思想史的表述

只能通过概念获得其结构。以概念模式工作，这也许是“理性主义”，而避免一切

概念性，是一种停留在同一水平上的非理性主义。对概念的放弃不仅包含着对辩证

发展的任何紧张关系（Spannung）的放弃，正是这种紧张关系使黑格尔及其较为重

要的追随者得以完成一种往往十分巨大的结构，而且包含着对一个严谨的建筑结构

本身的放弃。结果是，作品的结构松散，最后以一系列的短文和肖像画描述了从16

世纪到19世纪曾以某些变化形式讨论国家理由和权力政治这个主题的一系列作家。

不过，对概念性和建筑结构的放弃却又并非如此彻底，以致缺少任何内在线索，使

大量围绕着“国家理由观念”展开的见解和观点变成一团乱麻，充其量只是通过时

间顺序给人一个概观。相反，人们可以看到一条简洁的线。这条线从16世纪延伸到

19世纪，从马基雅维利延伸到兰克和特赖奇克，从绝对王权论延伸到民族国家，而

马基雅维利、腓特烈大帝和黑格尔“作为三个最引人注目的顶峰”耸立在这条线上

（第456页）。在这里，甚至还提到关于国家理由学说中的“进步”（第481页）。

在16世纪，只是预感到最初的历史思考气息——最初的关于国家的精神性人格的预

感，而“新的”历史主义、“新的”国家理由却看见了伟大而强有力的历史个体。

国家理由观念由此变成了“无非是主宰着个别政治家之个体的个体性国家理

念”（第482页）。旧的国家理由的思考是抽象的、理性主义的、一般的、机械性

的；它以一个始终相同的人性为前提。新国家理由发现了个别国家之具体的个体性

生活。标志着这个转折点的是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它发现了自然与精神、政治与道

德的同一性之基本思想，以及国家与人民的个体性。可见，在这里存在着一条线、

一种发展，甚至进步。可是却不可以说，这本书是立足于这条线的。它并不是越是

走近当前，其结构似乎便越是以黑格尔的方式增强着，发展似乎在当前或者至少在

19世纪的国家思想中达到顶峰。诚然，对兰克的讨论特别精细，甚至出自内在感

情；他在书中显然是作为历史学家的作者最为贴近的人物。但这并不证明本书自身

之升高或者如日中天的地位。这条从古老的马基雅维利主义到新的、对国家个体性

的历史性的认知之线只勾出了——请容我直言——发展之粗略的轮廓，要是连这个

粗略轮廓都没有就不成其为历史表述了。而且，该书的基本思想是在别的方面。它

排除了一条连续性发展之线的观念，同样也排除了辩证性上升的概念，它包含着一

种力求在对立之中取得平衡的道德二元论。

这种二元论有时以存在与应然（Sein und Sollen）的对立，有时以权力与道德的

对立，有时又以其他形象出现，无论如何，国家理由观念是为这种二元论所主宰

的。可是，这并非规则与例外的对立，即一个现行的规则，如jus commune[普通

法]，或者一般的道德诫条出于对“国家理由”的考虑而被冲破，然后又根据特殊情

况或者意外情况对这一例外进行解释。这类结构在关于国家理由学说的历史上屡见

不鲜。它奠立于正常情况与非正常情况的对立之上。凡是它出现的地方——特别在

16世纪和17世纪的文学中——它就被称为“逻辑—法律”的（见第151、165、382

页），显然，作者对逻辑—法律性质的东西的厌恶是非常强烈的。这一情况足以从

表面上使这些结构和从事这些结构研究的书籍原则上不会再受到重视。但是，“例

外”之结构本来可能向他指出他的“个体生活法则”和他的“个体性国家理由”的

全部问题，因为这样的个体性法则自然像该书最后同样承认的“一般道德诫条”那

样，是没有例外的。在我看来，具体情况之正常或者不正常的问题似乎具有根本性

意义。谁的出发点是一种不正常状态的存在——不论他从一种极端的不正常状态看

到世界，还是将一种特殊情况看成是不正常的——他解决政治、道德和法律问题的

方式便不同于那种深信世界只为小小的干扰所遮蔽，但却基本上属正常性的人。不

论人们将人看成是生来本善还是生来为恶，这在国家理论文献中大都只是这一基本

对立之概括或者特殊用法。从非正常情况的假设产生特别形式的裁决性结论，产生

一种对突破的意识，对表面上所谓的“非理性”（在宗教中如对预定论）的意识，

一种对承认非常行动和干预——如a deo excitatus[为上帝所驱动的行为]——的

意识。此外，还产生一种对专政但也有对诸如主权和专制主义的这类概念，即对梅

内克想将之与他以陈词滥调扩大了的国家理由联系起来而又不重视其特殊性的种种

观念的意识。

他的二元论既避免论题的这种形而上—逻辑的方面，也避免其法学方面，而只停留

在道德性之内，即停留在18和19世纪的自由传统之内，这一传统虽然通过对每一种

国家生活之个体性的伟大的历史理解而有所修正，但也因此而丧失其无矛盾的单一

性。属于国家者，如反复强调的那样，是主权。但权力应上升到伦理层面，并在这

里与同其本性格格不入者，甚至与其对立者联系起来。“强硬与伦理（Kratos und

Ethos）共同缔造国家和创造历史”（第5页）。权力与伦理的对立几乎会自然地引

起大量其他成对的对立，会自然地向这种种对立转变，并与之在不同的组合中联系

起来，于是，蕴涵于国家理由思想中的二元论便反映在许多反题里，其值得一提者

如下：

（1）道德二元论

（2）二元论的法律方面

（3）二元论的形而上方面

这个简单的一览表不可能穷尽全书的丰富内容，并以此将它丰富多样的色调装进桎

梏般的框架，而只是要指出，该书的基本观点能够驾驭许多不同的显现形式

（Erscheinungsformen），但它却始终还是立足于一种道德二元论的紧张关系。

德国唯心主义以一种同一性哲学（Identitätsphilosophie）消除对立的尝试被明

确地当成今天已不再可能的事：

我们今天要说，理性是应该有的，但并不绝对。在我们看来，存在与应然之间的鸿

沟更为巨大，权力斗争的悲剧性罪过因而也更为严重，而老一代的德国唯心主义却

并不这么看，它认为对上帝启示在历史上如何想象其伟大、强而有力和无所不包都

不为过分，它甚至看到生活之深渊也为这启示照亮了。

（第506页）

可见，这仍然停留在二元论。不过上列一览表表明，大量的组合、联系、交换和过

渡都是可以成立的，尤其在基本上避免了概念上的确定界线的时候。从此一系列换

置到另一系列也是可能的。例如，有一种理性的利己主义、理性主义的国家理由

（在这里，理性主义一词成为一个历史时代的标志），在国家理由之内甚至又可能

发现一种二元论，因为国家理由本身便包含着一个自然的〔和黑夜的〕方面与理性

方面（参见第459页）。正是这种纠缠与交织特别使像梅内克这样一个历史学家感兴

趣，这是可以理解的。某些现代历史学家显然会针对马基雅维利主义和反马基雅维

利主义、权力政治与道德的原始对立性而提出德国同一性哲学的观点，而针对这种

德国同一性又会提出对立的合理性，并进而将持续不断的立场交换、永恒的往复变

成一种优势。可是这对梅内克的书并不恰当。相反，他在最后明确地表示了他的态

度，当然——这里必须说明——这种态度并没有表现为全书的必然结果，表现为一

种结论。“甚至特洛尔奇在1916年还曾深刻地指称”的特殊国家道德学说被认为是

误导性的（第533页）。拯救国家的个体性是道德的权利，但如果是“以普遍的道德

诫条为代价”完成这种拯救，那么这就是“悲剧性的过错”，应“借助严格维护普

遍的道德诫条”加以评判（第534页）。与德国同一性和个体性观念相比，尤其与恢

复了马基雅维利的名声和过分认可权力思想的黑格尔相比，我们又“回到一种新的

二元论，只是它力求自己比以往的二元论更加完美，更具有机性”（第536页）。

该书最终要说的是一种“净化的和真正明智的国家理由”（第537页）。每一个思想

家都使人看到对于其思想特点具有典型意义的基本象征。这类象征的例子是秤（平

衡）、有机体（这又可能是一株树、一只动物或一个人的机体）或者机械性的象

征，如机器、建筑象征、关于斗争和战争的完全不同的另一类观念等等。关于这类

象征的学说尚未充分得到阐发，很容易陷入消融于心理学或平庸浪漫派之内的危

险。但是，人们却不得不承认这些象征具有一个典型瞬间的价值，尤其是一部作品

立足于二元论紧张状态的所在。二元论的解决和存在必然需要一个典型的象征。对

梅内克而言，钟摆摆动的比喻可以最清楚地说明他的基本态度。按照他的说法，我

们今天正处在钟摆正在离开权力思想与德国同一性和个体性观点的一元论、向着强

大的政治和道德二元论摆动的时代。“以后的世代也许会设法重新回到新的同一性

哲学，所以，二元论和一元论世界之间的钟摆摆动将会不断重复”（第536页）。作

者之所以达到这种二元论——甚至一元论与二元论的对立也会变成一种平衡性的二

元论——是因为他希望通过强调二元论找到对过分的国家理由的限制方法——这是

一条带有教育—道德性的理由，可是这个理由绝不可被低估或者被称为没有英武气

概，相反，它使人回忆起伟大自由主义时代的态度。根茨（Gentz）对此一态度作过

最好的表述，他说，梅内克总是站到被误解和被蔑视的一边。尽管如此，这却意味

着他非常明显地放弃了对恰恰构成该书之凝重和丰富内涵的历史思考。

“一般的道德诫条”和国家理由理应顺从其准则的国际法可惜并非没有问题的数值

（Gröβen），这类数值可能会作为结论出现在一部充满这类历史认知的作品的末

尾。虽然作者拒绝兰克“委婉的和浮动不定的二元论”，因为它“不可能是最终解

决问题的可能办法”（第487页），虽然他以个人的坚定性承认一般的道德诫条，但

从其作品却并未得出决断。问题并不在一种道德或法律诫条之内容准则，而是在于

谁来作出决定。17世纪的伟大政治哲学文献，尤其霍布斯和普芬道夫的著作始终强

调quis judicabit[谁作裁决]。梅内克谈到，国家之上没有法官（第505页，参见

第371、262页），但对问题本身他却不予理会，也许是出于对所有令人想到法学内

容的东西的反感。事实上这是不可不予理会的。当然，所有的人都只要求公正、道

德、伦理与和平；没有人愿意做不公正的事。然而，唯一令人具体关注的问题却始

终是：谁在具体个案中决定；何者为公正；和平何在；什么是对和平的干扰或者危

害；用什么手段消除这种干扰和危害；一种情况什么时候是正常的和“安定的”，

等等。这种“谁作裁决”表明，在法律和一般的道德诫条之内又是一种二元论作

祟，它夺去了这些概念作为简单的对立与“权力”对抗并以钟摆摆动的方式向权力

运动的能力。法律，尤其国际法，要么是现状之合法性，认可现在的占有状态，那

么它就是在为有产者的权力效力；要么它证明非有产者的权利，于是它便表现为扰

乱安定的革命原则。关于现状和正常情况之合法性问题，我曾多次作过讨论，最近

一次是在《国际联盟的核心问题》一文中。在这里只是略微提示一下。它必将完全

改变关于强硬与伦理的基本二元论的视角。

如果普遍的道德诫条本身不能径直产生令人信服的力量，它在梅内克书中所获得的

认可便有某些未决因素。出于权力政治理由而违背这种诫条的行为被看成是“悲剧

性的”过错。也许如此；但这并非认可，而是向审美性的过渡。“悲剧性”并不是

能够对一场冲突——如果人们认真对待一个道德诫条的话——作出终极回答的范

畴。这个词最多只是表达出这一道德诫条本身的内在疑难，只是概括说明深切的惋

惜和产生于对诫条之无力或者对突破之不可避免的历史认识的震惊，但它却不可能

是一部从道德方面提出国家理由问题的著作的令人信服的结论。这样一个词意味着

该书没有终极之言。当然，一种单线历史性的描述也无需终极之言。不过，一部承

认道德诫条的立场的著作又当别论。

于是，从历史的兴趣方面又产生了另一种疑虑。“国家理由观念”真的适于承载对

最近几个世纪国家和权力问题的整体表述的基本思想吗？难道它不是以其独有的内

涵而与一个特定的时代，与16和17世纪的专制主义联系在一起吗？因此，它对于后

来几个世纪最少典型和核心意义。一种历史表述不可能以此一概念为基点，难道不

是吗？梅内克的这本书给人的整体印象更加深了人们的这种疑虑，尽管问题本身对

于历史学家当然并不是未知的。全书几乎近一半的篇幅讨论正在形成的专制主义时

代，尤其讨论了马基雅维利、波特洛、薄卡里尼、卡帕内拉、黎塞留、洛汉公爵、

瑙德特。在第二编，腓特烈大帝占据主导的关注点，第三编包括关于黑格尔、费希

特、兰克和特赖奇克的论说，其中论述费希特的篇幅只占八页。该书的重点分布不

均匀，主要在上半部分和关于腓特烈大帝的一章。国家理由概念与19世纪不太沾

边，尽管权力政治以新的形式尤其作为“帝国主义”继续存在，而且表现得更为激

烈。像Ratio Status[国家理由]这种理念组合与特定概念的联系过分紧密，所以不

宜作为完全不同的几个世纪的政治思考的共同基准点。在内阁政治时代，政治有着

不同于民主时代的另一种“理性”、另一种内涵和一种风格，而民主时代的政治至

少一半是舆论操作技术。像理性那样，国家的概念也在变化。国家一词的历史尚无

文献记载。它至少并非开始于马基雅维利。早在16世纪以前，威尼斯政治语言中可

能就已经有vita nostri status[我们国家的生活]之说。在许多status[状况/国

家]中，可能有一个status作为这个status突现出来，一个有别于res publica[公

众事务等于国家]和civitas[公民/公民权利/国家]，特别有别于公众事务

（Gemeinwesen）或者共同体（Commonwealth）的概念，它基本上属于其特点在梅

内克的书中几乎没有出现的领域，即与一切私人性和一切经济性的事务相反的公众

性（Publizität）领域。属于同一领域者有诸如代表（Repräsentation）、人格

（Person）（大大区别于人格性[Persönlichkeit]或个体性

[Individualität]）、地位（Dignitas）和荣誉之类的概念。这种status意味着

一种本质性的、存在方式上的、基本上公众性的秩序之根本性和包容性的统一。它

有着一种存在之内在合理性，并因此而要求in suo esse perseverare[坚持其存

在]。所以，它始终处在与一种（人们今天用错误的反题说）静态的秩序概念的联系

之中。一旦某种形式的所谓动态观念占据主导，概念便丧失其意义。它对于当今经

济技术性的思考，似乎是完全不可理解的和“不实在的”。因此，甚至它今天以明

确思想表述社会统一的要求也可能受到争议，正如在拉斯基的“多元主义的”国家

理论中所出现的情况那样。我虽然并不将这看成一种国家理论，而是认为这是对国

家理论的否定，是解体的标志，但我可以承认，我觉得它比国家法简明教科书中的

陈词滥调甚或方法论膨胀的产物更有趣味、更为现实。

我们今天已经远离ratio und status[理性和国家]。对于像梅内克这样的历史学

家，这不可能不受到注意。尽管如此，如果他在论及19世纪甚至20世纪时仍将国家

理由观念作为他表述的重点，这对他是可以做到的，因为他将概念广延为一种关于

权力追逐、权力政治和类似的东西的完全普遍的观念，并将它与一种同样普遍的道

德诫条相对立。这是极其引人注意的，也是矛盾百出的。因为不仅概念的特殊性在

丧失——这显然从不曾引起作者的兴趣，而且观念之历史个体性也不见了。可以


说，所丢失者恰恰是历史学家针对以往几个世纪的道德主义本应始终强调并构成近

代德国历史写作之优势的东西。于是，受到轻视的概念自食其恶果。既然我们想走

进一般之内而不理会历史特点，那么，“净化的”或者“真正明智的”国家理由最

终无非是“好的”国家理由，后者早在16和17世纪便与坏的、cattiva ragione di stato[另一种国家理由]相对立。

7.议会制与现代大众民主的对立[1926]

[题解]本文是1926年发表的《当今议会制的思想史状况》

（Geistesgeschichtliche Lage des Parlamentarismus）第二版的引言，参

见本文集第1篇。此前发表在《高地》，卷23，1926年6月号，第257—270页。在第

38页的一系列人名中缺漏贡斯当（Benjamin Constant），其重要性在后来的文章

中才意识到（参见本文集第17篇和第34篇）。

一、议会制

我在1923年夏天发表的一篇关于议会制的论文中，将商讨和公开性称作议会机构以

之为其思想基础的原则。从思想史观点看，人们经常讨论的议会制危机在于，由于

现代大众民主的发展，人们在今天正在失去对上述原则的信赖。政治自由主义的经

典作者们和大陆议会制的先驱们仍然满怀信心地不仅将公开商讨看成医治政治腐败

的良药，而且将之视为议会价值和优越性之所在。这一信念的典型代表是基佐——

路易-菲力浦时代的一个典型的自由主义者。在他看来，议会是通过商讨、通过论证

和反论证寻求真理和正确性的最可靠的场所。如果失去这一信念，如果公开讨论变

成讲空话的形式，如果对所有本质性问题的决定都转入范围狭小的委员会的秘密会

议，议会制的思想基础也就不复存在了。

至于针对这些命题曾提出的一个实质性的、不单单由于政治担心而发的异议——如

托马在一篇详细的、内容丰富的批评中所提出的异议大致是，如果我将讨论和公开

性看成议会的两个基本原则，我就会发现议会制的思想仍处于完全过时的思路里。

这类东西也许在几代人以前是决定性的观念，但在今天，议会已经立足于完全另一

种基础之上了。对公开性和商讨的信赖，今天显得陈旧过时，这也正是我所担心

者。因此问题只是，赋予议会以新的精神基础者究竟是哪种新的论据或者信念。固

然，在发展过程中不仅建制而且人的思想都在变化。然而我却看不到，如果商讨和

公开性原则真的被取消，当今的议会制能够从哪里获得新的基础，议会之真实性和

正确性又从哪里得到新的证明？像任何大的建制一样，议会也有特殊的基本理念作

为前提。凡是想了解这些理念的人将发现自己不得不求助于伯克、边沁、基佐和穆

勒（St.Mill），然后不得不认定，在他们之后，大约自1848年以来，确实提出了

大量实际的思考，但并没有提出新的原则性论证。在19世纪，人们自然对此难以察

觉，因为议会制与日益推进的民主制度紧密相连，并同时向前推进，两者并未清楚

地区别开来。但在今天，在取得共同胜利之后，对立便表露出来，而自由—议会与

大众民主在思想上的区别，再也不容忽视。人们必须研究——如托马所说的——那

些“霉坏了的”名人的著述，因为只有从他们的思路出发，才可能认识议会制的独

特性，只有在他们那里，议会才获得一个具有独特基础的结构的品格，它既能够对

直接民主的结论，也可以对布尔什维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保持一种精神上的优势，今

天的议会活动是较小的恶，毕竟比布尔什维主义和专政好，如果取消议会，人们便

会面临不可估量的后果，议会在“社会技术”上是一件非常实际的东西，——所有

这些考量都是有趣的，部分也是正确的。但是，这并非一种特殊形式的建制之思想

基础。今天，议会制是作为执政方式和政治体制而存在的。正如所有存在着并勉强

运作着的东西一样，它是有益的，仅此而已。许多情况说明，它在今天始终比未经

验证的其他方法好一些，今天事实上存在着的最低限度的秩序会因轻率的试验而遭

到破坏。任何一个有理智的人都会提出这类思考。可是，这类思考并不在一个受到

基本关注的领域之内。任何人都不致如此简单地用一句“其他人有何良策？”便认

为一种思想基础或者道德真理已得到证实。

议会所特有的一切惯例和准则只有通过商讨和公开才获得其意义。这特别指按照宪

法今天得到正式承认的原则，虽然这一原则实际上几乎无人相信：议员独立于其选

民和他的政党。这也适用于关于议员的言论自由和豁免权，关于议会讨论的公开性

等等的规定。如果公开讨论的原则不再为人所相信，这些惯例便是不可理解的。事

情并不是，人们好像可以事后将其他任何一些原则强加给一个机构，如果它以往的

基础不存在了，便可以加上某一种替代性论据。这同一个机构也许会服务于不同的

实际目的，同时得到不同的实际上的解释。有一种“目的之异质性

（Heterogonie）变化”，有实际观点的内涵变化和实际手段的功能变化，但却不

存在原则的异质性变化。例如，如果我们附和孟德斯鸠的设想，认为君主政体的原

则是“荣誉”，这条原则却不可加给一个民主共和国，正如一个君主政体不可能建

立在公开讨论的原则之上。虽然对原则之特殊性的感觉似乎在消失，并认为可以强

加无限的东西。在开始时提到的关于托马的评论中，这原本是他就我的文章所提出

的一切异议的基本思想。然而很可惜，他丝毫没有透露，据称如此多的、新的议会

主义原则究竟是什么。他仅限于以寥寥数语简单地提到“韦伯、普鲁斯（Hugo

Preuß）和瑙曼（Friedrich Naumann）1917年以后几年的文章和演讲”。议会制

对于这些反对皇室政府体制的德国民主派意味着什么呢？从本质上看，最多只是从

政治上遴选领袖的一个手段，只是排除政治外行和让最优秀、最富才干的人进入政

治领导层的一条可靠途径。议会在事实上是否具有形成政治精英的能力，这是非常

令人生疑的。今天，人们不致真的如此满怀希望地思考这个遴选工具了；许多人会

想这种希望已经过时，托马针对基佐所用的“幻想”这个词用在那一类德国民主派

身上可能也很适当。各个欧洲和非欧洲国家的众多议会不断地借助数以百计的部长

在构成政治精英方面所成就的事，并没有说明人们有理由持高度乐观态度。然而，

更糟糕和对于上述希望几乎具有毁灭性的是：在某些国家，议会制甚至使一切公共

事务正在变成各政党及其追随者进行掠夺和妥协的对象，政治远远没有成为一群政

治精英的事务，而是变成了备受鄙夷的一群人的交易。

不过，这对于进行原则上的观察并不具决定意义。凡是相信议会制将保证最佳的政

治领袖遴选方式的人，在今天怀有这种信念大都不再是作为思想上的信念，而是作

为一种按照英国范例设想的、在大陆上进行验证的实践—操作上的假设：如果这种

信念经验证无效，人们便会理智地立即放弃它。可是，他们这种信念如果能够与对

讨论和公开性的信念联系起来，它就属于对议会制的基本论证了。至少在公开的讨

论被认真对待和执行的时候，议会便是“真实的”。但是，“讨论”在这里有着特

殊的内涵，并不简单地意味着谈判。谁如果将一切可能的谈判和谅解称为议会制，

而将其他一切称为专政和暴力统治——如伯恩（M.J.Bonn）在其《欧洲民主的危

机》和托马在上面援引的他的评论中所说，他就绕开了本来的问题。在每一种代表

会议上，在每一种代表大会上，在每一种长官会议上都在进行谈判；正如在专制君

主政体的内阁之间，在常设组织之间，在基督徒与土耳其人之间曾进行过谈判一

样，由此还不会产生现代议会机构。人们不可消解概念，不可不重视讨论之特殊

性。讨论意味着意见交换，主宰着意见交换的目的是，以合理的论据使对手信服一

条真理和一种正确性，或者让人说服而相信这种真理和正确性。根茨——他在这一

点上接受了自由派伯克的学说——对此作了中肯表述：“所有代表性宪法（他指的

是区别于常设代议机构的现代议会）的特点是，法律产生于意见的斗争（而不是产

生于利益的斗争）。属于讨论者是共同信念，是作为前提的、作为准备被人说服的

意愿的共同信念。不受党派责任的束缚，不追逐利己主义的利益。今天，绝大多数

人认为这种责无旁贷的状态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即便这种怀疑也属于议会制的

危机。刚刚提到的、尚正式有效的议会宪法规定使人清楚地认识到，所有真正的议

会机构都以这种特殊的讨论概念为前提。例如，处处重复出现的命题：每一个议员

并非某一个政党的，而是全体人民的代表，他不受任何指示的束缚（魏玛宪法也将

这个命题收入第二十一条），特别一再重复的对言论自由的保证和关于会议公开性

的规定，只有在正确理解讨论的前提之下才是有意义的。相反，那些目的并不在寻

求合理的正确性，而是着眼于实现利益和获利机会并尽可能提出自己的利益的谈

判，当然也要进行某些发言和讨论，但这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讨论。在一场竞争之后

达成一致的两个商人商谈双方经济上的可能性；每一方自然都注意自己的利益，于

是便达成一项经济上的妥协。公开性在这种谈判中是不恰当的，而在真正的讨论中

公开性却是富有理性的。前已谈到，谈判和妥协在世界历史上比比皆是，人们都知

道，相互协调比争斗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更为有利。获利小的和解胜过获利大的争

讼。这无疑是正确的，但这并不是一种特殊的国家和政府形式的原则。

议会制的形势今天之所以如此岌岌可危，是因为现代大众民主的发展将论证性的公

开讨论变成了空洞的形式。当今议会法的某些准则，尤其关于议员独立性和会议公

开性的规定犹如多余的摆设，毫无用处，甚至令人感到难堪，好像有人用燃烧着的

火把点燃现代中央控制供暖系统的散热器，以便造成一堆熊熊烈焰的幻象。各政党

（根据成文宪法的文本，官方根本没有这类政党）今天不再作为进行着讨论的见

解，而是作为社会的或者经济的权力集团相互对立着，思考着双方的利益和权力潜

能，并在这个事实的基础上达成妥协和联合。一个其最大效果在于呼吁人们关注眼

前利益和激起热情的宣传机器争取着大众。对于真正的讨论所独具的真正的论据荡

然无存。在政党的谈判中取代论据者是目标明确的利益的和权力机遇的思考；对待

群众时采用的是宣传画式的强烈感染或者——正如李普曼（Walter Lippmann）在

一本非常机智但又过分耽于心理分析的美国式的书《舆论》（Public Opinion,

London，1922）中所说——“象征”。今天，关于舆论之心理学、技术和批评的文

献非常普遍。因此，人们可以假定都了解下述情况：今天不再是说服对手相信一种

正确做法或者真理，而是争取多数以便与之一起进行统治。加富尔（Cavour）就专

制主义与君主立宪政权之间的重大差别所说的话，即专制大臣下命令，而君主立宪

大臣则说服应服从的人，在今天必然失去其意义。加富尔明确地说：“我〔作为君

主立宪大臣〕深信我是有理的。”只是在这一语境之中，他才说出那一段名言：La

plus mauvaise des Chambres est encore préférable à la meilleure des Autichambres[即便最坏的议会也比最好的反议会好]。今天，议会本身便是

作为一个巨大的反议会（Autichambre）出现于不可见的当权者的办公室或者委员

会之前的。今天，如果有人引用边沁的一句话，听起来恰如讽刺：“诸思想在议会

中相遇，它们的接触迸发出火花并造成光明”。谁还记得普雷沃-帕拉多尔

（Prévost-Paradol）那个时代？当时，他鉴于拿破仑三世的“个人政权”而认识

到，议会的价值在于每当实际权力转移时，它便强迫实际的当权者立即公开出现，

因而政府以“奇妙的”表象与实在的和谐一致而始终意味着最强大的权力。谁还相

信这种公开性？谁还相信作为巨大的“论坛”的议会？

伯克、边沁、基佐和穆勒的论证已经过时。今天人们在盎格鲁-撒克逊和法国文献中

读到而在德国似乎还鲜为人知的大量的关于议会制的定义，即将议会制本质上作为

〔government by discussion[讨论政府]〕的定义也因此而被认为是“陈旧过时

的”。总之，如果人们坚持相信议会制，人们至少必须提出新的论证。仅仅提出瑙

曼、普鲁斯和韦伯的说法是不够的。人们虽然对他们怀有崇高敬意，但在今天却没

有人再怀有他们那种希望：议会将直接保证一批政治精英的形成。这些信念今天受

到了真正的冲击，它们作为理念上的信仰只有与对讨论和公开性的信仰联系起来，

才能够存在。近几十年来，就议会制所提出的新的理由最终只是说明，在今天议会

作为有用的甚至不可或缺的社会和政治操作工具顺利地或至少是勉强地运作着。这

是一种——让我们再次肯定——完全可信的观点。但是，人们必然也对更为深刻的

解释感兴趣，对孟德斯鸠称为国家和政府形式的东西、对属于此一或彼一伟大机构

的特殊信念、对曾经在事实上存在而今已不可求的对议会的信赖感兴趣。

在政治思想史上有过伟大动荡的时代和一个无理念的status quo[现状]之风平浪静

的时期。当对王国原则、对荣誉的意识消失，当设法取代其神圣和荣誉而证明其可

用性和实用性的市民国王出现的时候，君主政体的时代便告终结。在君主政体设施

之外在机构可能还会长久存在。尽管如此，君主政体的丧钟已经敲响。于是，本来

属于此一而非彼一机构的信念便显得过时；在这里并不乏实际的合理解释，可是实

际问题只是，是否出现了证明自己像国王那样有用，或者比他更加有用并通过此一

简单事实而消除君主政体的人或者机构。对议会之“社会操作技术上的”合理解释

与此类似。如果议会从拥有明确真理的机构变成一种单纯的实际操作工具，那就只

需在某种工艺流程中而不必通过公开的专政via facti[以事实]展示自己，这说明

其他方法也是可行的。于是，议会便走到尽头。

二、民主

对议会制、对讨论政府的信仰，属于自由主义思想世界之内。它并不属于民主制。

自由主义与民主必须区分开来，以便认识构成现代大众民主的这种异质的复合体。

任何真正民主的基础都是：不仅平等地对待相同者，而且必然的结论是不平等地对

待不同者。这就是说，属于民主者必然是：第一，同质性；第二，如有必要就剔除

或者消灭异质的东西。为了生动地说明这一命题，不妨用一句话回忆一下现代民主

的两个不同的例子：当今的土耳其彻底地将希腊人驱逐出境，并使全国实现极端土

耳其化；澳大利亚当局则通过移民立法阻止不受欢迎的入境者。一种民主制度的政

治力量表现在，它善于消除或者阻止外来者、不同者和威胁同质性的人。因为在相

同性问题上并非抽象的、逻辑—算术式的游戏，而是相同性的实质。这种实质可能

存在于某些肉体的和道德的素质中，如国民的资质（Tüchtigkeit），即άετή[美

德]，这是经典的道德民主（Demokratie der virtus[vertu]）。在17世纪英国

分裂教派的民主中，它的基础是宗教信念的一致性。自19世纪以来，它首先存在于

一个特定民族的从属性中，即民族的同质性中。平等只有在它具有实质性并因此至

少存在着不平等的可能性和风险的时候，才会受到政治上的关注并有巨大的价值。

也许有个别例证可以说明一种恬适的情况，即一个国家在每个方面都能自我满足，

同时它的每个居民同样有这种幸福的自给自足状态，此一与彼一在肉体上、心理

上、道德上和经济上是如此相似，以致只存在着同质性而绝无异质性，——这种情

况大概只可能在一段时间内存在于原始的农民民主制或者殖民地移民国家之内。此

外，人们不得不提，民主——因为平等之中始终还有不平等——可能要排除为国家

所统治的人民中的一部分人，可并未因此而不再是民主，一般而言，以往一种民主

制中甚至还有奴隶或者被以某种形式剥夺了全部或者一半权利并被拒绝行使政治权

利的人们，这类人也许被称为野蛮人、未开化者、不信神灵者、贵族或者反对革命

者。不论在雅典城邦民主制之下，还是在大英世界帝国，国境之内的所有居民政治

上并不是不平等的。在大英帝国的四亿多居民中，三亿多人并非英国公民。至于谈

到英国的民主、“普遍的”选举权或者表决权和“普遍的”民主，这几亿人在英国

民主中理所当然地像雅典城邦民主中的奴隶那样被忽略过去。现代帝国主义创造了

大量新的与经济和技术发展相适应的统治形式，这类形式随着母国之内民主制的发

展而日益扩展开来。殖民地、保护国、托管地、干涉条约和类似的依附形式在今天

使一种民主制有可能统治一个异质民族而又无须使他们成为国民，使他们依附于民

主国家而又不致侵扰这个国家。这便是下面这句美丽套语的政治和国家理论涵义：

殖民地在国家法上是外国，而在国际法上是本国。托马所膜拜甚至作为国家理论定

义的准则加以承认的“世界性用语”，即盎格鲁-撒克逊世界的新闻用语使所有的人

都看清楚了这一点。对托马而言，似乎每一个将普遍和平等的选举权作为“整体之

基础”的国家都是一个民主国家。难道大英世界帝国是以其一切居民之普遍而平等

的选举权为基础的吗？它在这一基础之上可能连一个星期都存在不了，有色人种将

以绝对多数票压倒白人。尽管如此，大英世界帝国却是一个民主国家。法国和其他

大国也是类似情况。

普遍的选举权和表决权——理性地看——只是相同的人群之内的实质性平等的产

物，它并未超出这种平等。这样一种平等的权利只有存在着同质性的时候才有其积

极内涵。可是，“世界性通用语”所指的选举权的这种普遍性却有着另一种意味：

每一个成人，只是作为人，自然地应该与其他任何一个人在政治上拥有平等权利。

这是自由的而非民主的思想；这种思想以一种人类民主取代现存的、建立在实质上

相同和同质性观念上的民主。今天，在地球上绝对没有这种普遍的人类民主。不考

虑所有其他情况是不行的，这是因为地球被划分为国家，甚至被划分为绝大多数民

族同质的国家，这些国家想方设法在其自身内部在民族同质性的基础之上实现民

主，但决不会将每个人当成具有平等权利的公民对待。即便最民主的国家——让我

们姑且以美国为例——也不会让外来者分享它的权力或者财富。迄今为止还不曾有

过不知外来者概念为何物并实现了所有人的平等的民主国家。假若有人要认真实施

人类平等，并真正从政治上将所有的人置于平等地位，那么，这将是每个人生来或

者根据年龄直接分享的一种平等。这样一来，人们便剥夺了平等的价值和实质，因

为人们取消了它作为政治平等、经济平等——总之，作为某一特定领域的平等——

的特殊涵义。因为每一个领域都有其特殊的平等和不平等。虽然鄙夷每一个人作为

人的尊严是错误的，然而，如果无视不同领域所独具的特点，这也是一种不负责任

的、造成最坏的无规则状态，因而造成更为严重的不公正的愚蠢行为。在政治领域

内，人们并非抽象地相互对立，而是作为关注政治的和具有政治规定性的人相互对

立，即作为公民，作为统治者或者被统治者，作为政治盟友或者对手，总之无论如

何是在政治范畴之内相互对立的。在政治领域之内，人们不可从政治中抽象出来而

只留下普遍的人类平等；同样，在经济领域之内，人也不是绝对的人，而是作为生

产者、消费者的人等等，即只是置身于特殊的经济范畴之内的人。

可见，绝对的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是一种不承担风险的、自然的平等，是一种没有必

要的不平等关联的平等，因而是概念上和没有实际意义的、无所关注的平等。任何

地方都没有这种绝对的平等，因为如上面提到的，地球上不同的国家从政治上将其

公民与其他人区别开来，并设法排斥政治上从属的、但出于某些理由不受欢迎的居

民，这些国家在这里将国际法上的从属性与国内法上的外来性联系起来。与此相

反，至少在不同的现代民主国家之内似乎在实施着一种普遍的人与人之间的平等，

虽然这并非一切人的绝对的平等，因为外来者即非国民，自然是被排除在外的，但

在国民这个范围之内却实行着一种相对广泛的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不过，值得注意

的是，在这种情况下往往更加强调民族的同质性，国家之内相对普遍的人与人之间

的平等由于彻底排除所有不属于国家的、居留在国家之外的人而重又被取消。如果

不是这种情况，如果一个国家不顾及民族的或者其他方面的同质性而要求在政治领

域内推行普遍的人与人的平等，它就无法避开下述结果：随着它趋近绝对的人与人

的平等，它同时也在贬低着政治平等的价值。而且还不只如此。与此同时，这个领

域本身，即政治本身也随之贬值，变成无关紧要的东西。人们不仅剥夺了政治平等

的实质，使之对于个别平等者变得毫无价值，而且政治随着它的领域认真对待这类

空洞的平等而变成空洞的东西。这种情况还将影响以空洞平等的方法处理事务。实

质的不平等绝不会从世界上或在国家之内消失，而是退到另一个领域，比如从政治

领域进入经济领域，并赋予这个领域一个新的无比强大的重要性。在政治上的虚假

平等存在的情况之下，实质的不平等在其中得势的另一个领域，比如经济领域必然

控制着政治。这完全不可避免；从国家理论观点看，这是许多人所抱怨的经济对国

家和政治的统治的真正原因。只要一种无所关注的、不考虑不平等的关联的平等事

实上控制了人的生活的一个领域，这个领域本身随之便丧失其实质而进入另一个领

域的阴影之下，在这里，种种不平等毫无顾忌地大行其道。

所有人作为人的平等并非民主，而是某种自由主义，并非国家形式，而是个人主义

—人道主义的道德和世界观。在两者模糊不清的联系之上建立起了现代的大众民

主。人们虽然对卢梭进行过整体研究，虽然正确地认识到卢梭处于现代民主制的开

端，可是却似乎并未察觉到，《社会契约论》的国家结构所包含着的这两个成分是

各不相干的，是并列的。这个结构的外观是自由主义的：论证建立在自由契约之上

的国家之合法性。但进一步表述的过程中，对volonté générale[普遍意志]这个

基本概念的阐释却表明，在卢梭看来，只有在民族是同质的，只有在存在着根本上

的一致的情况之下，方才存在。按照社会契约论的观点，国家之内不容许有政党，

不容许有特殊利益、宗教差异，不容许有任何将人分离开来的东西存在，甚至不容

许财政存在。这位为重要的国民经济学家们，如A.韦伯（Alfred Weber）和拜恩克

曼（Carl Beinkmann）所景仰的现代民主思想家十分认真地说：mot

d’esclave[财政是奴隶的事]（第三编第十五章第二节）。在这里须注意，对卢梭

而言，“奴隶”这个词有着在民主国家结构中应属于它的全部影响深远的含义；奴

隶指不属于人民者，不同者，徒然抽象地作为“人”的非国民，不占有普遍的同质

性因而理应排除在外的异质者。卢梭认为，一致性必然达到法律sans

discussion[无须讨论]便可成立的程度。甚至法官和当事人都必须有同一意愿（第

二编第四章第七节），而且根本不问当事双方中的哪一方，不论原告还是被告都有

着同一意愿；简而言之，在升华为同一的同质性中，所有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不

过，既然一切人的一切意志的协调一致真正达到如此程度，那么，为什么还需要缔

结或者只是草拟一项契约呢？契约是以差异和对立为前提的呀。一致性以及普遍意

志（volonté générale）要么存在，要么不存在，即像A.韦伯所准确认定的那

样：自然地存在。

只要它存在，基于它的自然本性，契约便毫无意义；如果它不存在，契约也毫无补

益。一切人与一切人的自由契约的思想来自一个完全不同的、以对立的利益、差异

和利己主义为前提的思想世界，来自自由主义。相反，卢梭所设想的volonté

générale[公意]是以同质性为基础的。不过，这是彻底的民主。按照《社会契约

论》，国家尽管有称号，尽管有开创性的契约结构，仍然并非奠立于契约之上，而

是本质上奠立于同质性之上的。从同质性产生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民主的同一性。

《社会契约论》的国家理论也证明，人们正确的做法是将民主定义为统治者与被统

治者的同一性。在我的《政治的神学》（1922）和在关于议会制的论文中所建议的

这个定义在人们对它作出评论时，部分被人拒绝，部分被人抄袭。因此我还想指

出，这个定义虽然在被用于当今的国家理论和在被扩展为一系列同一性的时候是新

的，但在其余情况下却符合一个古老的、可谓经典的、基于这一理由而不再为人所

熟悉的传统。在这里，不妨引用一下普芬道夫的表述（《论自然法与民族》[De

Jure Naturae et Gentium]，1672，第七编，第四章，§8），因为它指出了有趣

的、今天特别具有现实意义的国家法结论：在命令者和听命令者为同一个人的民主

制度之下，统治者，即由全体公民组成的大会，可以任意修改法律和宪法；按照普

芬道夫的意见，在君主政体或者贵族政体之下——ubi alii sunt qui

imperant, alii quibus imperatur[一些人统治，一些人被统治]——可以缔结

相互间的契约，这样才可能对国家权力进行限制。

今天，一种流行的观念认为，处于布尔什维主义与法西斯主义之间的议会制受到两

个方面的威胁。这是一种单一的、但属外在的组合。事实上，议会运作和议会机构

的困难产生于现代大众民主所形成的状态。大众民主首先酿成民主本身的危机，因

为以普遍的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不可能解决一种民主所必需的实质性的平等和同质性

的问题。此外，它还酿成一种应与民主危机区别开来的议会制的危机。两种危机在

今天同时出现并相互激化，但在概念上和事实上却是不同的。现代大众民主作为民

主谋求实现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同一性，并经由此一途径对付作为不再为人所理解

的过时机构的议会。因为如果认真对待民主的同一性，在严重的情况下，其他任何

符合宪法的机构都无法对抗以某种方式表达的、不可抗拒的人民意志之唯一权威。

面对这种意志，特别是建立在独立议员讨论基础之上的机构没有独立的存在理由，

尤其当对讨论的信赖并非来自民主而是来自自由主义的时候。今天，人们可以区分

三种危机：民主的危机——它是伯恩谈到的，但没有注意到自由的人与人之间的平

等与民主的同质性的对立；现代国家的危机（A.韦伯）；议会制的危机。这里讲到

的议会制危机在于，民主与自由主义在一段时间里可能联系在一起，正如社会主义

与民主也曾联系在一起一样，但这种自由民主（Liberaldemokratie）一旦取得政

权，便必然在其各个成分之间有所取舍，这正如社会民主（Sozialdemokratie）一

样，后者实际上是一种社会—自由—民主，因为，现代大众民主本质上便包含着自

由的成分。在民主制之下，只有同等的人的平等和属于同等者的人们的意志。所有

其他机构都变成无关紧要的社会—技术性的应急手段，这些机构不可能提出自己的

价值和自己的原则以对抗以某种方式表达的人民意志。现代国家的危机在于，一种

大众的和人类的民主无法实现国家形式，也没有能力实现民主的国家。

[与此相反，布尔什维主义与法西斯主义像任何专政一样，虽然是反自由的，但并非

必然是反民主的。]在民主制的历史上，曾有过某些专政、专制主义和其他一些令人

注目的、对于上个世纪的自由传统非同寻常的、构成人民意志和制造同质性的方法

的例证。非民主的、在19世纪从自由原则的混杂物中产生的观念认为，人民只能以

下述方式来表达其意志：每一个公民极度秘密地和在完全的隔离状态，即不走出私

人的和不承担责任的领域的状态，在“防护装置”之下和“不受监视地”——如德

国国家投票程序所规定的那样——投出他的一票，然后登记每一张票，并由此计算

出算术的多数。基本的真实情况因此而为人所遗忘，当今的国家学说似乎对此一无

所知。人民是一个公法概念。人民只存在于公开性领域。亿万个别人的一致意见既

非人民意志，也不是公众意见。人民的意志通过口头呼喊，通过acclamatio[欢

呼]，通过理所当然的、无争议的生存同样能够，而且比用人们半个世纪以来以分秒

的精确度所构成的统计机器更加能够民主地表达出来。民主情感的力量越强大，便

越能够可靠地认识到，民主是有别于秘密投票登记系统的另一类东西。在不仅从技

术意义上而且从生命意义上均属直接性的民主之前，从自由思路产生的议会犹如一

个人为的机械性机构。而专政的和专制主义的方法不仅为人民的大声喊叫承载着，

而且可能是民主实质和力量的直接表达。

虽然布尔什维主义本身受到压制，法西斯主义为人所拒绝，但当今议会制的危机并

未由此而得到丝毫克服。因为议会制并非作为这两个敌手出现的后果产生的；它在

它们之先已经存在，在它们之后也许还将持续存在。议会制产生于现代大众民主的


后果，而最终是产生于为道德热情所代表的自由个人主义与基本政治理想所主宰的

民主国家情感之间的对立。一个世纪之久的历史联系和反对君主专制主义的共同斗

争妨碍了人们对此一对立的认识。今天，这种对立越来越明显地展露出来，是任何

一种世界流行用语所无法阻止的，其深层是自由个人意识与民主同质性之间的不可

克服的对立。

8.政治的概念[1927]

[题解]本文首次发表在海德堡《社会学和社会政策文库》，第58卷第1期

（1927），第1—33页。论文的命题产生于1925年和1926年我在波恩大学开设的研

讨班；1927年5月10日在柏林政治学院第一次面对较广泛的公众宣读，此前不久，

舍勒（Max Scheler）在这同一个地方作过报告，提出了关于使民族、种族、教派

甚至性别差异中立化的“调和”命题，而且这种调和是不可抗拒的，引起轰动是因

为舍勒将这种调和看成现代民主和现代技术的功效和后果。《政治的概念》第二版

于1931年由Duncker&Humblot出版社，第三版和以后的版本自1933年起由汉堡

Hanseatischen Verlaganstalt印行。这里的文本根据1927年发表的文本一字不

改地重印，以便人们更正确地判断《流亡者》杂志的企图：将我后来所作的几处修

改看成改变思想的不诚实行为。

当人们认识到国家内部经济上的统一具有多么重大的意义时，尤其当察觉到工会的

壮大，而国家法律对其经济的权力手段（Machtmittel）——罢工表现得相当无力

的时候，人们便颇为匆忙地宣布了国家的死亡和终结。据我看，这作为基本的教义

是1907年方才出现的，其代表是法国工联主义者。在属于这一语境的国家理论当

中，迪骥最知名；他自1901年以来便试图批驳主权概念和关于国家之人格的统一的

观念，提出了某些中肯的、反对不加批判的国家形而上学的论据，但从根本上看并

未切中刚才所表述的主权思想的基本内涵。关于最近十年中提出的更加有趣的国家

学说，即拉斯基（Harold J.Laski）的所谓多元主义国家论也是同样情况。这种多

元主义在于，否认国家主权的统一，即否认政治统一，并反复强调个人生活于许多

不同的社团中：个人是宗教社团、工会、体育俱乐部和许多其他“社团”的成员，

这些社团从不同方面强烈地影响着他，对于这些社团的任何一个，人们都不可以说

它是绝对决定性的和主宰性的。但这些不同的社团中的每一个都可能在不同的领域

证明是最强有力的。例如，一个工会的会员在工会发出不可再进教堂的口号时仍然

会去教堂，但同时也不会遵从教会发布的退出工会的要求。拉斯基怀着特殊的偏爱

心理引用并显然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历史事件是俾斯麦反对罗马教会的“文化斗

争”。他要以此证明，甚至一个具有俾斯麦帝国的不可摧毁的力量的国家也不是独

立自主和拥有全权的。同样，一个国家在经济领域也并不拥有全权。所有这些无疑

都是中肯之言，关于国家的“全权”的说法只是法学家们的肤浅用语。可是，这并

没有回答哪一种“社会的统一体”（请容许我在这里借用“社会”这个不精确的、

带自由色彩的概念）裁决冲突事端并决定敌友的关键性组合这个问题。不论教会还

是工会，都不曾禁止或阻止俾斯麦领导下的德意志帝国所决定进行的战争。诚然，

俾斯麦不可能对教皇宣战，但这只是因为教皇不再拥有jus belli[战争法权]。无

论如何，在当时无法设想有一级机构能够对抗德国政府针对紧急事态所作的决定，

除非它自己甘愿因此而成为政治敌人并承受这一概念的一切后果。这足以解释对主

权和统一的理性概念。政治的统一就其本质而言是决定性的统一，不论这种统一从

哪一些动机取得其最后的心理力量。不论它存在还是不存在，它一旦存在便是至高

无上的统一，这就是说，在紧急关头起决定作用的统一。

国家是一个统一体，即一个决定性的统一体，这基于它的政治品格。一种否认这种

统一并将一个政治性组织与其他组织，比如与宗教的或者经济的组织并列起来的多

元主义理论，不可能回答探求政治所特有的内容的问题。在拉斯基的许多书中的任

何一本里，都找不到政治的确切定义，虽然其中大谈国家、政治、主权和“政

府”。国家变成了与其他社团竞争的一个社团，变成了与某些其他存在于国家之内

或者之外的社团并列或在它们之间的一个社团。这正是这种国家理论的“多元主

义”。国家的原有优势，国家对于社会的“至高无上地位”和对至高统一的“垄

断”自然也因此而荡然无存。仔细加以观察，拉斯基的著作根本没有说明白“国

家”究竟应该是什么。他笔下的国家有时披着古老的自由外衣，以基本上由经济主

宰的社会之单纯公仆的形象出现，而有时又以多元主义形态表现为一种特殊形式的

社团，即与其他社团并立的一个社团。可是，首先应该说明白的是，人出于什么理

由决定在宗教的、经济的和其他社团之外还要建立一个政治的社团，这个社团之独

具的政治目的何在。在这里是一团含混不清的迷雾；人们看不出一条清晰而简洁的

思路。这种多元主义的国家理论首先其本身便是多元主义的，这就是说，它没有统

一的中心，其思想动机来自极不相同的思想领域（宗教、经济、自由主义、社会主

义等等），无视一切国家学说的核心概念——政治。实际上并不存在一种政治

的“社团”或“组合”，只有政治的统一体，或者说政治的共同体。敌友组合的现

实可能性足以超越单纯社团—组合性的东西、创造一个决定性的统一体，这是某种

特别不同的东西，与其他组合相比是某种决定性的东西。如果这种统一体不存在

了，政治本身也就不复存在。只要政治的本质没有被认识到或者未受到重视，就可

能从多元主义观点出发，将一个政治性的“组合”与宗教的、经济的或者其他方面

的组合并列，并使之与后者进行竞争。

当然，如下文将指出的，从政治的概念可能会得出多元主义的结论，但这并不意味

着，在政治统一体之内可能出现一种多元主义以取代决定性的敌友组合，而又不致

随着统一体的破坏而摧毁政治本身。

属于作为基本的政治统一体者的国家者是战争法权，即在必要的情况下凭借自己的

决定确定敌人并将之制服的现实可能性。只要组成政治统一体的民族准备为其生存

和独立而战斗，而且他们根据自己的决断确定他们的独立和自由之所在，那么，以

什么手段进行战斗，存在着哪一种军队组织，取得战争胜利的前景如何，在这里就

是无关紧要的了。军事技术的发展似乎达到如此程度，即也许只使少数几个其工业

力量能够进行可望取胜的战争的民族留存下来，而弱小民族如果不能通过正确的结

盟政策维护其独立，便只得自愿地或者被迫地放弃战争权。这一发展趋势并未证明

战争、国家和政治已经停止其存在。人类历史和发展的任何改变与彻底变革都造成

了政治组合的新形式和新维度，并消灭了以往存在的政治形态。

作为决定性政治统一体的国家集中掌握着巨大的权柄：进行战争和因此而公开支配

人的生命的可能性。因为战争权包含着这种支配权；它意味着两方面的可能性：要

求自己民族的成员作好死亡和被杀的准备，并杀死站在敌方的人。以刑事判决的形

式支配一个人的生死的权力，即jus vitae ac necis，也可能属于另一种存在于

政治统一体之内的社团，如家族或者族长，但只要政治统一体本身存在的话，战争

权却是例外。即便家族或者部落之间的复仇权，只要存在着政治上的统一体，在战

争期间也必须停止。一个要放弃战争权后果的人类社团并非政治性社团，因为它随

之要放弃独自决定将谁作为敌人看待的可能性。政治共同体由于握有支配人的肉体

生命的权力而凌驾于其他任何一种共同体或社团之上。在这类共同体之内，又可以

有政治性的下层组织存在，它拥有自己的或者转交下来的权柄，但只要存在着统一

体，它便不可能拥有自己独立的战争权。

一个宗教的共同体，一个教会也许可以要求它的成员为其信仰而死和承受殉难之

死，但这只是为了自己灵魂的得救，而不是为了宗教共同体本身。在一个以经济为

主旨的社团中，其秩序，即可计算的功能在经济范畴的领域之内运行着，但无论在

哪一种设想的观点之下都不可能要求社团的一个成员为了使其功能不受干扰地运行

而牺牲他的生命。以经济上的目的性解释这样一种要求是与社团之个人主义的原则

相矛盾的，而且也不可能从经济的准则和理想说明其理由。个人尽可以自愿地为他

所愿者而死。具有经济功能的社团也会找到在其正常运行之外制服一个干扰者并以

非暴力的“和平”方式排除他的办法，具体地讲就是在必要时让他饿死。然而，并

没有任何从其内容——不论它是多么正确、多么理性或者崇高——可能产生对其他

人的肉体生命拥有支配权的纲领、准则和目的。郑重地要求人去杀人和作好死的准

备，以便使活着的人们的工商业繁荣或者使儿孙辈消费力增长，这是丧失理智之

举，使人感到恐怖。将战争诅咒为大屠杀而又要求人去进行战争并在战争中杀人和

被杀，以便“永远不再有战争”，这是公开的欺骗。战争、作战的人们的死亡准

备、从肉体上杀死站在敌方的人，所有这些都没有准则性的内涵，而只有生存上的

意义，即其意义在于为反对现实的敌人而进行的现实斗争的现实环境，而不在某种

理想的纲领和准则。没有任何一种合理的目的，没有一种多么正确的准则，没有一

种多么理想的纲领，没有任何正当性和合法性能够证明人们为之进行的相互残杀是

合理的。如果这样一场对人类生命的肉体消灭不是出于从存在意义上对自己的生存

形式的维护，以抵抗同样从存在意义上对这种生存形式的否定，那么，它就不可能

得到合理解释。人们以伦理和法学的准则也无法解释一场战争。如果真正有这里所

指的存在意义上的敌人，那么，必要时从肉体上反击他并与之战斗就是有意义的，

即有政治的意义。这并非合法化或者合理的解释，而是有着一种纯生存层面上的内

涵。

正义并不属于战争概念，这从格劳秀斯以来便普遍为人所承认。要求正义战争的构

想往往本身便服务于一种政治目的。所以，要求一个政治上统一的民族只基于正义

的理由进行战争，这要么是——如果这是说只应对真正的敌人开战——完全理所当

然的事；要么背后暗含着政治的目的，即将战争权的支配转给他人并寻求正义准

则，决定这类准则的内容和在个案中的应用者并非人民自己，而是其他某一个以这

种方式决定谁是敌人的机构。只要人民生存在政治的领域之内，他们就必须自己决

定如何区分敌友，哪怕只是在最极端的情况之下，但对此一情况之是否存在必须由

他们自己裁定。这是他们的政治生存的本质之所在。如果人民不再有作出这种区分

的能力或者意志，他们便停止了其政治上的生存。如果他们听任外来者为他们规定

谁是敌人，他们可以或者不可以对谁开战，他们便不再是政治上自由的人民。战争

的意义并不在于它是为了崇高的理想或者是为了法律准则而进行的，而是在于它是

为反对自己的敌人进行的。敌友这对范畴的种种模糊不清来自它与某些抽象化或者

准则的混杂。

可见，一个政治上生存的民族不可以放弃必要时通过自己的决定由自己承担风险区

分敌友的权利。放弃了这种区分，就放弃了正当生命本身。一个民族决不可随意通

过声明和放弃而避免作出这一生命攸关的区分。如果民族的一部分声明他们没有敌

人，那么，他们便在具体的情况下到了敌人一方并帮助了敌人，但区分敌友的问题

却并未因此而被取消。如果一个国家的公民声称，他们个人并没有敌人，这与我们

的问题毫不相干，因为个人并没有政治上的敌人；他用这类声明所想要说出的最多

只可能是，他要求退出他按其生存应从属的共同体，只作为个人生活着。此外，如

果认为个别的民族可以通过对一切人发出友好声明或者通过自愿解除自己的武装而

取消区分敌友问题，这也是错误的。世界并未由此而非政治化，并未由此而进入一

个纯然道德性或经济性的状态。如果一个民族害怕付出辛劳和承担风险，那么，就

会有另一个民族接替他们付出这种辛劳，他们接过“不受外部敌人的侵扰的保护责

任”，并由此接过了政治统治。然后，保护者根据保护和服从的永恒联系决定谁是

敌人。只有蠢人才会相信，一个不设防的民族只有朋友；认为敌人也许会由于未受

到抵抗而感动，这更是一厢情愿的估计。一个人不可能通过放弃美学的或者经济的

创造性而使世界转入纯道德状态，同样，一个民族也不可能通过放弃政治决断而造

成人类的纯道德的或者纯经济的状态。政治并不会由于一个民族不再有坚守在政治

领域中的力量或者意志而从世界上消失。只有软弱的民族才会消失。

从政治的概念特征产生国家的多元主义。政治的统一体以敌人的现实可能性以及与

此相联系的另一个共存的政治统一体为前提。所以，在世界上只要还有国家，总是

有多个国家，不可能有一个包括整个地球全人类的“世界”国家。政治世界是一个

多元体（Pluriversum），而非统一体（Universum）。因此，任何国家理论都是

多元主义的，虽然这是在不同于上面讨论的拉斯基多元主义理论的另一种意义上而

言。政治的统一体就其本质而言不可能是普世的。如果地球上不同的民族和人群全

都达到如此统一，以致他们之间在事实上不可能存在斗争，这就是说，即便从偶然

的情况看也不再有区分敌友的问题，那么，这就只剩下经济、道德、法律、艺术等

等，而不再有政治，不再有国家了。地球和人类的这一状态是否会出现，何时会出

现，我不得而知。可是它暂时还未出现。将它设想为已经存在，这是不诚实的幻

想；而如果认为，由于今天大国之间的任何一场战争都很容易变成一场“世界大

战”，这场大战的终结必将意味着“世界和平”，并进而意味着那种田园牧歌般的

无国家的终极状态，这便是明显的混淆视听。

人类本身不可能进行战争，因为他们没有敌人，至少在这个星球上没有敌人。人类

这个概念排除了敌人的概念，因为敌人也并没有停止其为人，所以也就没有特殊的

区分。以人类的名义进行战争，这并非对这条简单的真理的反驳，而只是有一层特

别深刻的政治内涵。如果一个国家以人类的名义打击其政治上的敌人，这并非人类

的战争，而是一场特定的国家为反对另一个国家所进行的战争。人类的名义——因

为人们一旦使用这个名义就不可能是没有某些后果的——只可能具有下述可怕的意

味：不承认敌人作为人的品格，所以战争将变得特别的非人性。除了对“人类”这

个非政治性名义这种高度政治性的滥用，并没有作为人类的人类的战争。人类并非

政治概念，并没有与之相应的政治统一体或共同体，并没有与之相应的法律状况。

自然法的和自由—个人主义的学说所指的人类是普世的，即包括着地球上所有人的

社会，是个人之间的关系体系，这个体系只有在排除了斗争的现实可能性，不可能

再有任何敌友组合的时候方才会出现。在这个普世社会中将不再有作为诸多政治统

一体的诸多民族，因而也将不再有国家。

国际联盟的理念迄今为止只符合一个颇为模糊的倾向，即实现“人类”普世社会之

非政治状态。因此几乎总是不加批判地要求这个国际联盟，它必须是普世的，即包

括全球上的所有国家。但普世性必然意味着完全的非政治化和随之而来的无国家状

态。1919年成立的人们称之为“国际联盟”（Völkerbund）或者按其正式名称更应

称为“国协”（Société des nations[各国协会]）的这个设在日内瓦的机构显得

更加矛盾重重。这个国际联盟是一个国家间组织，它是以国家本身为前提的。它调

停着国家相互间的一些关系，甚至保证它们的政治生存。它不仅不是普世的，而且

甚至也不是一个国际性的组织，如果人们将正确和真实意义上的“国际

的”（international）与“国家之间的”（zwischenstaatlich）区别开来，并

将前者只用于真正国际性的运动的话，即只用于那类超越国界、穿越界墙、不理会

迄今存在着的国家之不可渗透性（Impermeabilität）的运动，例如第三国际，在

这里立即表现出国际与国家之间、非政治化的普世社会与国家边界现状之国家之间

的保证之最根本的对立。从根本上看几乎不可理解的是，对“国际联盟”的科学分


析怎么可能不看到这一点，甚至还支持这种混乱情况。日内瓦的国际联盟并未消除

战争的可能性，正如它没有取消国家一样。国际联盟引入新的战争可能性，容许战

争，推进联合战争并通过使某些战争合法化而排除了一系列战争障碍。国际联盟迄

今为止的存在表明，它是一个外交官会议体系，与之相联系的是一个行政机构，即

总秘书处。正如我在其他地方指出的，它并非联盟，而倒可能是一个结盟组织。只

有当国际联盟的基本活动在人道的、非政治的领域，至少有普世性的“倾向”的时

候，它才显示出真正的人类概念的效用；当然，鉴于国际联盟现实的章程和甚至在

这个所谓“联盟”内部仍然存在着的战争的可能性，这一“倾向”也就只是一句空

话了。一个并非普世性的国际联盟当然只可能因为它是一个结盟、一个联合而获得

其政治上的重要性。但战争权并未由此而被取消。一个作为普世性的人类组织的国

际联盟必须完成艰巨的任务，首先，必须有效地剥夺一切现存的人类组合的战争

权，其次，尽管如此，自己却并不将战争权接受下来，否则普世性、人类、社会，

总之，一切本质性的特征都将不存在了。

如果一个“世界国家”包括整个地球和全人类，它因此就不可能是一个政治统一

体，被称为国家也只是徒有其名。假若果真在经济和交通技术统一的基础上，全人

类和整个地球都统一了起来，那么，这也许是一个“社会的”统一体，即一个在伦

理和经济的极端之间寻求无差异点（Indifferenzpunkt）的“社会”。这也并

非“帝国”，而是必然失去一切政治品格。

9.1849年柯特在柏林[1927]

[题解]本文曾发表在笔者此前有关柯特的一系列论述中（《论专政》，1921，第

139、147、195页；《政治的神学》，载《忆马克斯·韦伯》，1922，卷二，第35

页；《政治的神学》，1922，第46—56页，第二版，1934，第66—84页）和《穆

特六十诞辰纪念文集》（Festschrift für Karl Much zu dessen 60.Geburtstag, München，1927）。关于柯特更详细、更深入的专著，应提到施

拉姆（Edmund Schramm）的《柯特：一个西班牙反自由派的生平和著述》（见迈尔

[H.Meier]编：Ibero-amerikanische Studien，卷七，Hamburg Ibero-Amerikanisches Institut，1935）和《柯特生平和著述》（Donoso Cortés：

su vida y su pensamiente, Madrid，1936）；还有沃尔豪普特（Eugen Wohlhaupter）的评论，载《德国文学报》（Deutsche Literaturzeitung，

1936，第1114页及以下，参阅Nr.14）。

重要的文献——柯特向马德里政府寄送的官方报告，尚不可得。本文依据的是已发

表的信件，载《柯特文集》，西班牙文版（引用时简称Obras）、1858年法文版

（简称Veuillot）和安蒂奥什（Adhémar d’Antioche）伯爵的文章（Paris，

1880，简称Antioche）。根据我的经验，西班牙文版在德国很罕见，因此我主要引

用Veuillot本。

《十字报》1853年5月4日发自巴黎的一则短讯中，有一段献给柯特的悼词：

昨晚9时许，西班牙驻拿破仑宫廷的公使在这里去世，西班牙甚至整个基督教世界都

因此而感受到重大损失。瓦尔德加玛斯侯爵柯特生于1809年，如果我没有记错，他

在弱冠之年就属于一些极富个性的天主教政治家之列，这些人与获得永生的柯特一

样，因兼有深刻的天主教信仰和非凡的外交天赋而成为西班牙天主教国王的优秀代

表，并获得远远超过其祖国边界的重要性。人们曾称这位西班牙政治家为西班牙的

蒙塔朗贝尔。这对柯特几乎是一种侮辱，因为，蒙塔朗贝尔虽然是个天主教的政党

领袖，却并非天主教政治家，而且至今仍是个不思悔改的奥尔良党人。人们还会记

得柯特的议会演说和文章经常给人留下的深刻印象，甚至也为保守的非天主教徒所

推崇，一度成了反对革命的强大武器！人们也曾有机会在柏林认识这个英杰，谁都

不可能比他更好地代表西班牙。自1831年3月28日以来，柯特便是驻这里的外交

官。柯特的弟弟接到加急电报从马德里赶来，看到柯特时，柯特已与世长辞。

看到这些话，人们可能会认为，柯特在德国取得了巨大成功，虽然他作为西班牙的

全权代表在德国待了不足一年——从1849年2月到11月。事实上，人们不得不承

认，柯特与普鲁士或者德意志有关的政治活动是写在“水波”上的。柯特的演讲在

柏林大受赞赏，国王本人从柯特1850年1月30日的马德里演说中引用了他关于法兰

克福国民议会的名言。可是，柯特留在人们记忆中的东西，却宛如一幅色彩暗淡的

模糊图画。试图使柯特在德国文人中知名并翻译其著作的布斯（Franz Joseph

Buβ）这个人的人格，未能为这个信奉天主教的西班牙人博得多少兴趣，遑论博得好

感。布斯其人颇成问题，招人反感，比德尔曼（Karl Biedermann）在其《圣保罗

教堂里的记忆》（Erinnerungen aus der Paulskirche, Leipzig，1849）中将

柯特与“高雅人士”——如凯特勒（Ketteler）和多林格（Döllinger）——对立

起来，作为“粗鲁的教皇全权主义者”的典型，弗莱塔克（Karl Freytag）称柯特

是“一切教皇全权主义者之中最可憎的”，而柯特在《德国人物通志》中得到了人

们在一部学术辞书中所可能看到的最坏的传记条目，在这里，柯特非常鲜明地以犬

儒主义和撒谎成性的精神病态的形象出现（条目作者是舒尔特[Schulte]，见卷

47，第407页）。不论人们如何设想布斯，让这样一个人在德国广为介绍，却不是好

事。但是，更加重要、同时对于在德国继续存在的柯特形象具有危险性的，是俾斯

麦的一条评论，在其《思考与回忆》中，他将这个西班牙人的名字放进一个富有情

感色彩的领域，对于许多善良的德国人来说，这个领域意味着地狱。俾斯麦谈到，

教皇在1870年指望法国战胜德国，并将信奉新教的普鲁士的失败看成天主教的一次

胜利。教廷与法国皇室，尤其与欧仁尼女皇的关系非常友好。

gesta Dei[上帝的收益]借助法国会使教廷的权力取得一些新进展，按照天主教作

家们（柯特）的看法，最终在“勃兰登堡边区的沙丘上”可能取得的教派斗争的决

胜，由于法国在德国的优势地位而将从不同的方向得以促进。

俾斯麦认为，奥地利与法国在共同的天主教土壤之上相互接近，并在战后谋求各自

的报偿。在这一语境之内出现柯特的名字——这对绝大多数《思考与回忆》的读者

肯定是陌生和奇怪的——乃俾斯麦最深层的本能的表露，是值得注意的革命年代的

余响。

柯特于1849年2月22日到达柏林。在到达之前，他对普鲁士的不信任、对柏林的厌

恶已成定势，经过实地居留更为加剧：当时越来越清楚，反对革命的北方集团——

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并未形成。柏林的政治和思想气氛使这个信奉天主教的

西班牙人难以忍受；柯特感到幸运的是，为避开一场在柏林蔓延开来的传染病，他

得以逃到德累斯顿。唯一接近柯特的人，是俄国的迈因多夫男爵。此人与德国有关

的政治努力的目标是，在反对革命的政策的基础之上维护普鲁士和奥地利与德意志

二雄争斗之间的和平。迈因多夫以有趣的方式影响着普鲁士的保守派，称俾斯麦是

自己的朋友，他为在其回忆录中经常提到他的格拉赫（Leopold von Gerlach）提

供关于奥地利的阴谋和成功的消息，以便恐吓国王，挫败拉多维茨（Radowitz）的

立宪计划，挫败联盟和建立普鲁士霸权之下的联邦国家的企图。因此，在柯特与拉

多维茨之间也产生了对立。柯特虽然在开始时（见1849年4月26日的一封信）说，

拉多维茨是他那个时代最重要的人物之一（Veuillot版，II，第44页），但在后

来，柯特却认为，革命的胜利恰恰在于：拉多维茨也变成了立宪主义的代表；柯特

这时称拉多维茨是个浅薄的人，并认为拉多维茨自己大概也察觉到这位西班牙的代

表并不多么看重他（安蒂奥什版，第147页）。柯特的好友、普鲁士驻马德里公使拉

辛斯基（Raczynski）伯爵始终不信任拉多维茨，将他与朋施（Bunsch）、温克

（Vincke）和加格尔（Gagern）一起称为自由派（同上书，第101页）。拉多维茨

是诚笃的天主教徒，但并非耶稣会的朋友；他抱怨恢复耶稣会之举，认为天主教政

党是德国的灾难。共同的天主教信仰及共同的反对自由主义和集权主义的斗争还不

足以建立一个共性，更不用说友谊了。像柯特这样的西班牙天主教徒，根本不可能

得到柏林正统新教徒的赞同。而且，西班牙对普鲁士在外交上的重要性也不够大，

柯特心之所系的政治目的——保护教皇和教会国家，也与普鲁士格格不入，甚至根

本不讨人喜欢，所以，人们不可能特别关注这位西班牙外交官。柯特在柏林始终是

孤立的，从未取得任何看得见的成果。

黑格尔哲学“朦胧的理性主义”（nebulose Rationalismus）使柯特深感吃惊；

他始终不能理解虔诚的新教徒的宗教情怀；施塔尔（Friedrich Julius Stahl）

的政治哲学似乎根本没有给他留下任何印象；在柯特看来，普鲁士宫廷的习惯奇怪

无比。柯特觉得，自己在柏林必将窒息而死。普鲁士的政策所谋求的经过革命取得

普鲁士的霸权而又保持关于君主制、权威和正统性的古老概念，这在他看来是不可

能的，而且后患无穷。他认为，德意志的统一本质上是革命民主制度的问题，而德

意志的君主制只要通过建立联邦制的国家联盟便可得以维持。如果普鲁士政府试图

借助革命在普鲁士领导之下统一德国，这在他看来是危险的，不仅因为与革命的联

系，而且因为外交上的影响。按照他的说法，当时作为欧洲政治运转中心的德意志

的统一，从理性上说既不可能为英国也不可能为法国和俄国所容许，俄国之所以不

容许首先是因为一个强大的、民主的德国必将夺去俄罗斯帝国对欧洲的影响而将它

抛回亚洲。如果在欧洲的中心形成一个强大的国家，这将是一场欧洲大战的前兆。

因而他认为，德意志统一的思想是历史上不可能实现的民主幻想，una idea

condemnada juntamente per la razon y per la historia[这是理性和历史

经验都同样诅咒的]。他只能将德意志设想为两个分裂的国家，即南德天主教的德国

和北德抗议宗的德国之联邦主义的统一。关于他作为外交代表被派驻的国家——普

鲁士，他说，它以其统治家族成为各民族历史上的一个prodigium[奇异现象]。一

旦他谈到这个题目，人们便听到一种交织着诧异、恐惧、惊叹和陌生的奇特口吻。

普鲁士不是一个像其他国家那样以某种历史的均衡性进入欧洲发展节奏的，而是走

着自己的道路的国家；它在短短的几个世纪之内以不可解释和不容阻挡之势，从可

怜的东方野蛮状态中腾飞起来，所有一切必然以神秘莫测的方式服务于它的扩张和

壮大：信守条约和破坏条约、胜利和失败、崇高的美德和卑劣的奸诈、有时是国王

的伟大而随之又是人民的伟大——缺少此一之时，彼一总会出现，以便帮助它前进

着。但是，普鲁士的历史性伟大的本质仍然是抗议宗的新教。普鲁士将与之一起生

长和消亡。抗议宗新教是普鲁士生命的秘密，也将成为普鲁士死亡的秘密（1849年5

月23日发自柏林的信，Veuillot版，卷二，第82页）。在他的柏林居留过后三年，

柯特向他的朋友拉辛斯基承认：假若不是对朋友的顾及，他会在议会攻击普鲁士国

王——

因为我既非普鲁士的朋友，也非它的政策的朋友，更不是它的扩张，甚至也不是它

的生存的朋友；我认为，普鲁士从其出生之时起便被献给了神魔（Dämon），我始终

确信，它通过它的历史秘密永远被献给了神魔。（1852年5月24日发自巴黎的信，

安蒂奥什版，第306页）

这种惊人之言由于是对一个普鲁士公使讲的，因而尤其引人注目。

尽管怀着这种厌恶情绪和心理上的压抑，柯特斯在柏林仍然十分清醒地关注着日常

政治的现实和政治原则的斗争。他观察革命进程的目光由于无数次西班牙革命的经

验而更加犀利。就在他到达柏林之后不久的1849年3月，他对当时普鲁士和德国形势

就有了惊人的了解。他感到大惑不解的是，像普鲁士这样一个如此稳定的政府，面

对德国议会这样一个无害的东西竟表现得如此可笑而笨拙。国王威廉四世

（Friedrich Wilhelm IV.）像拉多维茨那样从一种原始的阶级理论解释革命，他

简单地将城市看成革命的，而认为农村忠于国王（《文集》，卷IV，第145页）。柯

特在第一次晋见时便提醒国王，不要盲目相信农村居民忠于君主制的思想；政府必

须自己救自己，不可指望农民（1849年3月15日的信，安蒂奥什版，第31页）。他

在另一个地方提出一个令人注目的命题：国内职业的工人愈少，社会主义革命的社

会主义便愈是激进（1849年5月30日发自柏林的信，Veuillot版，卷II，第26

页）。他觉得国王本人是浪漫式迷惘的可悲例证，这位国王充满宗教癫狂，自认为

是上帝的选民，并因此而不接受任何教训，他的种种矛盾的情绪和倾向使反对革命

的政党的力量陷于瘫痪，他厌恶革命而自己却又感到有责任制定一部宪法，随之却

又强迫通过一部宪法。这部宪法并非恐惧的产物，而是经仔细谋划的一个体系，以

便用民主打击自由派，尽管如此，仍借助军队和戒严状态挽救一个专制主义的王

国。对于国王的宗教信仰、他真正的基督教思想、他对革命和自由主义的内心仇

恨，这个西班牙天主教徒几乎未置一词，这点颇为耐人寻味。他对普鲁士政治之特

殊观点不感兴趣，正如普鲁士政治对他的天主教思想也未表现出任何兴趣一样。但

他注意到，从普鲁士—德意志的立场出发，普鲁士国王的行为方式看似统一和前后

一致，他的某些言论说明，他认为单纯对国王个人弱点的指责——柯特说：“在这

整个形势之下最可悲的东西”——并没有使一切都得到解释。在革命的政治技术

中，这个西班牙人太有经验了，他立即看到，强行通过的1848年12月15日宪法在关

键时刻使政权保留在王国政府一边。他立即指出种种非常权限，并举出105、108、

110等条。按照这几条的规定，王国政府借助非常命令权和不经预算认可的独立权，

尤其根据戒严权掌握了一切重大的决定权，他强调指出，1848年普鲁士宪法是深思

熟虑之作。对于他清醒的政治意识来说更加不可思议的是，国王对普鲁士官僚体制

居然抱着如此愚蠢而浪漫的观点。在柯特看来，像普鲁士行政机关这种如此奇妙的

工具，对资产阶级自由所提供的保证胜过其他国家专门为保护这种自由而设的机

构。人们理应让普鲁士行政机关不受干扰地运转；与此相反，国王却从中看到某种

敌视他的王国的东西，他想入非非地要与他的人民保持直接关系，而同时又能够维

持古老的君主制（Veuillot版，卷II，第33—34页）。

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对于柯特而言是革命原则的一个怪胎。他知道法兰克福国民议会

拥有杰出的政治家和学者作为其成员，但作为政治因素却为他所鄙视。他立即察觉

出它缺乏执行权，察觉出它表现在喋喋不休的议论中的无助状态，以及它隐秘的野

心和只是不敢表露出来的权力欲，虽然1849年已经没有任何危险。他以一种甚至马

克思也不曾超越的嘲弄口吻谈到这个议会，他说，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之所以还未解

散，只是因为人们不知道谁主管它的解散。他以他有力的修辞方式用一句话总结了

它的命运：德意志人民最初曾像对自由女神那样对国民议会热烈欢呼和膜拜，而一

年以后，德意志人民却听任议会死去，como una prostituta en un caberna[像

听任一个妓女死在小酒馆里那样]。

柯特对基本政治力量的整体态势作一归纳，认为在普鲁士可以区分三种倾向：强硬

的、保守的贵族党，在这里像在任何地方一样寻求juste milieu[中庸之道]的自

由；经济处境优裕的市民阶层；强大的具有煽动性的潮流，其中汇集着无产阶级、

波兰和犹太的造反者，以及野心勃勃的、其头脑为黑格尔派——causa

principalisma del giro radical[激进倾向之最根本的原因]——所迷惑和摧毁

的知识分子。值得注意的和对柯特的观察方式具有典型意义的是他对普鲁士保守主

义的判断。他对这个因其君主制和反对革命的信念而必然让他产生好感的政治派别

的评价十分冷静。他看到保守主义处于危险之中：作为反动的一派，它远离自由资

产阶级，后者因此而被推向与民主派联合；假若它少一点儿反动而多一点儿宽容，

它本可能在普鲁士通过与市民中的有产阶级合作，建立一个多少有些持久的、至少

是有秩序的政府的；假若它公开反动而又较少依附没有信心避开困难的国王（他总

是以普鲁士保守主义的灾星的形象出现），假若它更为自由、更富活力，它本可能

造成一场复辟，这场复辟同样多少有些持久，但却能够可靠地消灭革命者的疯狂希

望。保守主义本身对革命只意味着一个借口，不可能阻止其爆发（Veuillot版，卷

II，第11页）。这个判断不仅对于柯特的建设性的政治判断具有典型性，而且预先

说出了后来发生的情况。这对于当时君主制还相当强大的1849年的普鲁士虽然并不

正确，但对于一个君主制已受到沉重打击的时代是正确的。

由此可以理解柯特为什么在柏林还没有达到决定着他在历史上的形象的最后的、绝

望的反题即关于近在眼前的天主教与无神论的社会主义之间的灾难性的决战的观

念。自1848年以来，种种强有力的反题往往是他天性中的决断论

（Dezisionismus）的表现，往往只是多尔维利以准确的批评性判断在他身上作为

特点发现的他那种修辞隽永的风格的表征。然而，对立还没有达到终极的末世论；

他常用的词还没有堆砌在一起：maravilloso, misterioso, tremendo, radical, soberano, supremo, terribile, profundisimo, absoluto, perentorio, sangre, decisivo[绝妙的、玄妙的、可怕的、激进的、专断的、

极端的、可怕的、深奥的、绝对的、断然的、带血的、决定性的]。在他从柏林写给

蒙塔朗贝尔的信中虽然说，最终被击中致命要害的欧洲社会制度正在死去，因为它

是非天主教的，因为天主教主义意味着生命；他还对欧洲必将莫斯科化或共和化这

句名言补充说：如果欧洲没有转向天主教的话（Veuillot版，卷二，第123页：

1849年7月21日的信）。但人们却不可以说，他的思想恰恰在柏林经历了外在的飞

跃。他似乎真的感到有些倦怠。形式思想的和社会的伟大决定的场所是巴黎而不是

柏林。普鲁士王国还颇强大，还面临着它伟大的权力扩展。王室成员还远远没有陷

入1848年以来法国表现在以往统治家族成员们身上的那种幽灵般的无足轻重的状

态。情况还不是〔如俾斯麦所说〕“君主制和祖国处于危险之中”，在柏林尤其缺

少与柯特的真正思想上的敌手蒲鲁东相当的那种无神论社会主义的表现。一言以蔽

之：柏林在1849年不论在政治上还是在思想上都不是一种专政获得其伟大历史意义

的所在。1848年的印象——真正的人心惶惶的情况已经被克服。普鲁士的政治和道

德力量是如此强大，充满恐惧感的、原则上的非此即彼的选择在这里得不到人们的

理解。虽然柯特现在仍像1848年以来那样谈论欧洲自由的死亡和天主教的与“哲学

的”社会制度的法则，但这仍然是1848年一般意义上的效应，而非柏林他寓居及其

经验的特殊效应。这类选言判断（Disjunktion）缺乏它两年以后在巴黎收到的那

种几乎世界末日般的成效。只有在那里，在欧洲政治思想的古典角力场，他才说出

了19世纪最极端的一句话：Ilegua el dia de las negaciones radicales o de las afirmaciones soberanas[彻底否定和提出独立自主主张的日子正在到

来]。

在这些年里，柯特对英国的判断可能是说明他的发展的最好尺度。每一个思考欧洲

共同政策的人都必然遇到所有问题中之最不可避免的、最难解决的英国与大陆的关

系问题。变化不定的外交关系形势不断改变着他的判断，因为他决不同于坚持一个

抽象原则的唐·吉诃德。他对外交现实的感知力是非凡的；尽管提出咄咄逼人的命

题，但他的适应能力仍然令人感到惊异。青年时代的柯特倾向进步派，认为英国宪

法是所有宪法的典范。但1848年革命使他领悟到，欧洲大陆进入了社会革命的时

代，因而英国的政治面临着一个新问题。他了解英国，认为它是l’Angleterre,

cette éternelle instigatrice des révolutions[大陆革命的煽动者]（见安

蒂奥什版，第79页）。他从西班牙革命的经验深知借以引发和支持革命的娴熟技

术。可是，在1848年的影响之下，他希望——重又提出一个典型的对以后将发生的

情况的预言——英国最终能理解其真正利益——战胜欧洲革命——和对它而言纯属

自然的保守思想。在他动身赴柏林之前，在1849年1月9日关于专政的演讲中，他仍

旧认为与革命的法国相反，英国可能意识到它反对革命的传统，并在欧洲大陆上确

认它的保守主义。

从柏林回国后，1850年1月30日，柯特在马德里国会上就欧洲的一般形势作了才华

横溢的演讲，兰克和谢林也叹服，显示出他的一个重大变化和出使柏林造成的真正

结果。这个结果当然不是与普鲁士和德意志有关，而是与俄国有关。这时，出现了

欧洲文明的一个新敌人：革命社会主义与俄国政治联合的可能性（Veuillot版，卷

一，第384页）。这时，他赞美英国，称它是欧洲的最后希望，是在气势汹汹的俄国

势力之前，在任何欧洲国家甚至俄国也没有力量与之对抗的革命之前的最后庇护

所。1849年4月3日，他在发自柏林的信中曾写道，只有与俄国的联盟才能将西班牙

从英国的魔爪里解救出来，而现在则称颂英国是使欧洲避免俄罗斯危险的救星。他

在这篇演讲中所描绘的图像大概是他富有创意性预言中之最光彩夺目者：首先，革

命将解散现存军队；继之，社会主义将消灭一切爱国情感，并将一切对立归结为有

产者与非有产者的对立；然后，当社会主义革命成功地扼杀了一切民族的萌动，当

斯拉夫各民族在俄国领导下联合起来，当在欧洲只剩下剥削者与被剥削者的对立的

时候，俄国的伟大时刻便将到来，随之便是对欧洲的严重惩罚，而首当其冲者便是

英国，就是这个一只手掌握着欧洲、另一只手握着印度的巨人。但这还不是惩罚的

终结。因为俄国人并非像在民族大迁移中革新欧洲文明的日耳曼人那样的民族；俄

国的贵族体制和行政机构像欧洲一样腐败不堪；俄国在取得胜利之后血管中仍流动

着古老欧洲的毒液，并因此而死亡和腐烂。这篇演讲还包含令人称奇的预言：革命

将在圣彼得堡而不会在伦敦爆发。拯救欧洲抵抗革命的—共产主义的—俄罗斯的洪

流者只可能是英国，即一个君主制的和保守的英国，对柯特而言就是天主教的英国

（Veuillot，卷I，第400页）。

为了沿着这条路线走到底而不是为了对柯特变化不定的外交政策的观点描绘一副全

貌，还应该提到，他在两年之后，即1852年一二月间重又视英国为欧洲的灾星，并

认为对法国而言只有一个政策，即为对付英国而将欧洲大陆统一起来，并将这个永

恒的动乱制造者连同其民主制驱逐出大陆（Veuillot，卷II，第391页及以下，第

404页及以下）。在观点的变化中唯一保持不变者是对教会国家（Kirchenstaat）

和教皇主权的关切。而且，他追踪着无日不在变动的形势，决不想持久地固定在一

个外交体系之内。英国并非始终是敌人，俄国作为保守大国也不是绝对的盟友。人

们往往有个印象，似乎柯特在他对清晰的阵线组合的欲求中也寻求着外交的对立，

处于这一对立中的是两股势力：其一为传统秩序的代表，其二是革命霸权，正如

1793年革命的法国之于英国，或者1918年以来的布尔什维主义的俄国与英国的对

立。但是，这样一种组合在1848年并未出现。当时对这种组合的设想符合表现在论

题之概念性内核中的正确的简单化，但历史的发展比这位西班牙天主教徒经其创意

跑在前面的思想需要更长的时间。在政治现实中尚未达到这关键的一点。作为反对

革命的斗争的可能代表，柯特对所有欧洲的大国都曾依次加以考虑，随之又加以否

定：诸如俄国、英国、奥地利和法国。只有普鲁士使他感到格格不入和不可理解，

尽管恰恰在这里，最强大的传统观念之后备力量是由国家组织起来的，正是普鲁士

在半个世纪以后成为全世界在民主的名义之下联合起来所反对的国家。这是柯特所

没有预见到的。他只对法国和拿破仑三世专政有着固定看法。在我看来，这一固定

看法自然并非最后的看法，假若他经历了拿破仑政治后来的发展，他必然也会放弃

它的。

由于柯特支持拿破仑三世，他的最重要的努力之一便在于使之得到国际上的承认，

随即便产生了与北方保守国家俄国和普鲁士的对立。这两个国家出于原则性的理由

——其本身像这个西班牙人的理由一样无懈可击——立即拒绝承认这个“篡位

者”，过了一段时间，在克里米亚战争爆发时，威廉四世声明，他决不作为伊斯兰

教的盟友抽出利剑对付一个基督教国家。这的确也是原则性的和符合基督教的思

考，是革命政治的反面。这里特别清楚地表明，保守的欧洲政治必然会遇到哪一些

困难。保守性就其本性而言是与历史的差异性一起生成的，在欧洲与宗教的和民族

的差别联系在一起。暂时还没有欧洲保守主义，而在1848年这样的概念几乎是幻

想。一切有价值的和保守性所特有的成分，诸如宗教、语言、传统、教育，在欧洲

都体现为教会的、国家的和民族的差别。罗马天主教的保皇主义、信奉新教的普鲁

士的王朝情感、俄国东正教与沙皇制的联合——这是有着宗教和民族差别的三种保

守力量，它们永远不可能像形成类似国际革命那样的一个同质性的统一体，国际革

命的理性主义以机械的单一性摧毁传统的障碍。一个其思想以如此惊人的预见奔跑

在发展的前面而其本质和品格却又完全停滞于基督教传统之中的人，自1848年以来

既强烈地意识到共同的危险，也强烈地意识到绝对不可能采取一个保守的全欧共同

行动。柯特柏林之旅最重要的结果是，他在这里修改了他对俄国的判断并认识到

（这在当时几乎没有人想到），俄国绝不是欧洲保守主义的牢固堡垒。在当时，保

守主义只有一条得救之路：专政。这是这个西班牙人的罗曼精神能够很快掌握并符

合他的立法决定论的一个概念，但这种立法决定论的固有能力却蕴含在革命民主主

义领域之内，它只是作为一个外来成分从外部进入一个保守思想与情感的体系之

内。


10.民主与财政[1927]

[题解]本文原为1926年12月11日在柏林法学会上的一个报告，刊于《人民裁决与人

民要求——对魏玛宪法和直接民主学说的诠释》（Vollksentscheid und

Volksbegehren.Ein Beitrag zur Auslegung der Weimarer Verfassung und zur Lehre von der unmittelbaren Demokratie），见柏林外国公法和国际法

研究所编：《外国公法和国际法论文集》（Beiträgezumausländischen

öffentliches Recht und Völkerrecht in Berlin），Institut für ausländisches öffentliches Recht und Völkerrecht in Berlin编，第二

辑，Berlin und Leipzig，1927，第51—53页。

自由主义与民主之间的后果严重的冲突表露得最为强烈的领域是财政。财政这个概

念曾使近代民主的文学之父卢梭深感不安。他在《社会契约论》中虽然高度颂扬直

接民主，却清楚地感觉到它的自然界限。作为统治者的人民被局限于立法，即局限

于那种与政府和行政机构严格区分开来，尤其不知何谓object individuel[个体

性客体]的物质意义上的立法（卷二第六章）。财政问题并不在民主之内。财产对于

民主是危险的东西：Ce mot de finance est un mot d’esclave；il est inconnu dans la Cité[财政这个词是奴隶的词；它在城市居民中是不为人知

的]。因此，按照卢梭的说法，在一个民主国家只可以有简单的、完全素朴的关系，

首先不可以有财富和贫富对立——一种典型卢梭主义的、向着田园般原始状态的逃

遁，尽管如此，这种逃遁仍然表现出对于从经济和财政方面威胁着民主的危险之政

治上的本能反应。

只要经济范畴取代政治概念，只要经济对立与马克思主义阶级概念相联系而伤害民

主的同质性，关于财政即关于国家收支的正确比例和分配的一切观念便立即发生变

化。与传统的、在其历史根源上部分来自等级制部分来自自由资产阶级的信念相应

的是，缴纳赋税者必须批准并监督其使用。从这一信念发展出现代的预算法。古老

的“人民”代表是缴纳赋税的或者纳税的那一部分人民的代表，他们所批准的赋税

是由其委托人完成的。所以，这里便存在着一种为人们所相信的缴纳赋税与人民代

表的牢固联系。Non taxation, without representation[不纳税便没有代表]

这句自由派的名言只有在它颠倒过来也适用的时候才有意义。在现代工业国家的大

众民主制之下，这种简单的联系和责任不再可能维持下去。“人民”即决定赋税法

的多数，也为表决中的少数规定了赋税和社会负担。这至少在本质上不同于下述古

老的思想：赋税理所当然地只能够——说白了——“从自己的口袋里”得到批准。

因此，今天的状况不一定是公正的，暂时几乎不可能有所改变，因为甚至对这种明

明白白的经济上的责任的信赖也遭到破坏，“自己的口袋”这一概念失去了其等级

上的或者个人主义的单一性。如果人们讨论现代民主，就有必要意识到这一巨大变

化。

因为在这里，“人民”即“批准”赋税的投票的多数，与“人民”即在经济现实中

事实上缴纳赋税的纳税者，二者显然不再是同样的值。在这里，“人民”这个词也

表现出它深奥莫测的多义性。结果是，对于财政事务在多大程度上适应采取直接民

主方法的问题显然并没有把握。这也表现在魏玛宪法委员会的讨论中（会议记录第

312页）。例如议员克瓦克（Quarck）博士认为，在重大的税收行动中取出一部分

交付人民表决是“很尴尬的”；他补充说：“我甚至认为，在财政问题上进行人民

表决几乎是不可取的。另一方面，我们又必注意到，预算法是民主制中之最重要的

法。”这个富有特色的“另一方面”包含着议会主义与直接民主的全部混乱状态。


没有理由对此加以嘲讽。因为矛盾只是在传统形式和机构背后进行的一场重大变化

的阴影，这场变化使以秘密个别投票为基础的现代大众民主制下的国家事务面对着

一个全新的“财政”问题。卢梭用的极富多变命运的奴隶这个词在今天重又出现，

人们今天用对某些无关紧要的情况的赞语是不会将这个词驱走的。

11.国际联盟与欧洲[1928]

[题解]本文原为1927年10月29日在波恩大学之友和推进者协会上的报告，发表在

《高地》1928年1月号，第345—354页。

“国际联盟”和“欧洲”这两个词说明两个有着激烈争议和相当成问题的观念。不

论对两个概念中任何一个概念的兴趣，还是舆论中对它们的评价和判断都经常在变

化，让人看不到一副清晰的面貌。

姑且不说舆论中的种种变化，如果详细加以观察，这两者之中的每一个本身都非常

有歧义，令人难以捉摸。国际联盟的思想当然已经离开单纯理念的范围，通过日内

瓦国际联盟从组织上得到实现。然而，不论在其最重要的两个机构国际联盟大会和

国际联盟理事会的组织中，还是其主管范围（Zuständigkeiten）和权限的形式

上，日内瓦的这个组织都使人看不出一个明确的立场。所有重大的政治问题之所以

在这里悬而未决，首先是因为对于日内瓦国际联盟既不存在处理一切有关世界和平

事务的实际可能，也没有被认可的义务。国际联盟可能（按照它的章程的说法）做

一切，又无须做什么。所以，今天国际联盟在政治上无非是一个提供会议机会的体

制，附设有一个国际办公机构总秘书处，它的主要工作在于创造一个国际谅解和乐

于谈判的气氛。这可多可少。不论做多少，在这里都不可能达到一个最后的实质性

决断。

“欧洲”这个词在今天更是一个难以说清楚的观念。在关于欧洲的不同设想和概念

中，即便确定一个令人信服的地理范围也是困难的。英国究竟属于欧洲，还是更应

该说它与其自治领（Dominions）和殖民地构成一个封闭性的帝国？这个帝国与欧

洲大陆建立联系既是不可能的，也是有害的。西班牙属于欧洲吗？它与拉丁美洲国

家的联系比与德国和斯堪的那维亚国家的联系不是更加密切吗？俄国属于欧洲吗？

设想在斯拉夫民族的主要国家与西方斯拉夫人之间存在着一个差别是正确的吗？法

国应该与它的全部殖民地和整个军事力量一起参与进来吗？这就是说，它应接受军

事和政治的统治吗？德国由于其日益增长的债务不是更加依赖美国而非对它抱有敌

意或者持不信任的邻国吗？最终，整个欧洲问题最终只归结为德法谅解？甚至只归

结为建立一个包括德国西部、法国北部和东部、比利时和卢森堡的经济综合体？所

有这些问题都尚未解决。总之，在这里提醒人们注意这些问题，只是为了指出“欧

洲”这个观念的多义性。

在这里提出的问题中有两个成问题的概念联系在一起：“国际联盟”与“欧洲”，

这并不意味着此一不明确的概念澄清和说明彼一概念，而是相反，不明确性变得更

加严重，而且还在加剧。尽管如此，两个概念必须作为可能和问题认真对待。因为

其中任何一个都说明一个整体形势，德国也属于其中，不论它愿意与否。人们可以

视为当今历史时期标志的是，所有传统的政治力量正在进行整体改组，国家和国家

体系的新形式正以极其广阔的规模出现。对上述概念的关注正是由于它们指出了这

类可能的新形势。像德国这样一个处于所有对抗力量和潮流的交点上的国家，在地

理上、历史上和意识形态上都注定是这种重新组合的战场。它之被解除武装、非军

事化，甚至某种程度上的非政治化，从政治上看意味着为这种地理的、历史的和道

义的命定论提供保证和安全措施，而其居民则将被剥夺逃避他们命运的可能性。

但是，如果国际联盟和欧洲是当今大改组的两个基准点，那就必须提出一个问题：

国际联盟的政治体系与一个可能的欧洲国家整体体系是什么关系？在日内瓦国际联

盟与欧洲之间是否有特殊关联？许多热情的世界和平与民族和解之友似乎认为这种

关联是理所当然的。对他们而言，日内瓦国际联盟是和平的一种手段；欧洲的统一

同样可能是和平的一种手段；所以，二者——国际联盟和欧洲——可以融合成一个

理想化形象。可是，人们暂时至少必须将日内瓦国际联盟的体系与欧洲国家的体系

相互加以区别。因为两个巨大的政治体系和两个巨大的组织本身不太可能并行不悖

地服务于同一个目的。所以，对于欧洲和国际联盟的这种关系恰恰存在着明显的相

互矛盾的观点和意见。致力于泛欧洲理想的朋友们，希望日内瓦国际联盟今天真正

成为一个欧洲组织。他们指出，国际联盟几乎完全处理着欧洲事务，因此，非欧洲

成员必然很快失去对这个组织的兴趣。1926年秋，当德国被接纳进入国际联盟理事

会时，巴西退出了；其他非欧洲成员国也许随之步其后尘。于是，泛欧洲问题说不

定将通过简单的减法得以解决，即在所有其余国家撤出之后，剩下来的余数便作为

统一的欧洲存在了。但在另一方面，国际联盟思想的积极追随者们将1926年秋的危

机恰恰称为一场“欧洲化危机”，因为欧洲化危害着作为普世组织的国际联盟。知

名的法学家和国际联盟思想的先驱斯克勒（Georges Scelle）在他的一篇内容广泛

的文章《国际联盟的一场危机》（Une crise de la Société des Nations, Paris，1927）中便代表了这种立场。

各大洲之参加日内瓦国际联盟显然各不相同。从整体上看，除了日本，主要是欧洲

和美洲国家，最多者是欧洲国家。但是，有18个美洲国家是日内瓦国际联盟的成

员；这是所有成员的三分之一。未参加者是墨西哥，尤其缺少美洲大陆的领导国家

——美国。

今天的情况表明，对国际联盟与欧洲的理解问题首先是国际联盟与美洲的关系问

题。后者在美国拥有占绝对优势的经济和政治力量的情况下，又首先是国际联盟与

美国的关系问题。从表面看，这里似乎并不存在问题。美国拒绝签署凡尔赛条约；

它缔结了1921年8月25日对德专门和约，而且没有成为日内瓦国际联盟的成员。甚

至让它参与海牙常设国际法庭的努力也毫无结果。可以说，美国表面上以特别坚决

的方式缺席（abwesend）。但情况将表明，在这方面像在其他欧洲问题上一样，美

国以一种间接但并未因此而较少效果和力量的方式重又出席（anwesend）。正式的

缺席和有效的出席之独特混合——这标志着国际联盟和欧洲与美国的关系。

属于国际联盟者有一系列美洲国家，人们出于不同的理由和考虑将它们看成独立国

家，但它们却依附于美国，其外交行动处于美国“监督”之下。古巴、海地、圣多

明哥、巴拿马和尼加拉瓜这些国家都是日内瓦国际联盟的成员，有的还是国际联盟

理事会成员。可是，它们不仅在经济上和事实上依附于美国，而且还有正式的、明

确的条约的约束。美国与古巴在1903年5月22日，或者与巴拿马在1903年11月18日

所缔结的条约，对控制一个国家的现代形式具有典型意义。这是干涉条约，因为政

治上的监督和统治是基于干涉权实施的。监督国可以按照自己的评估为了保卫独立

或者私人财产，为了维护秩序和安全，或者其他自己裁定其存在的理由，干涉另一

个国家的局势；它的干涉权通过舰队基地和加煤设施，通过军事占领、土地租借或

以其他方式得以确保。这种现代统治和监督方法的细节在这里略去不谈。总之，一

个以这种方式被控制的国家不同于一个独立的国家，独立国家应根据自己的定义裁

定诸如独立和公共秩序这类概念的含义。上述美洲国家按现有的符合国际法的条约

属于美国的政治体系。尽管如此，它们却是日内瓦国际联盟的成员，于是，与大英

世界帝国的政治体系并列的第二个体系进入了这个日内瓦组织，即以独特的方式：

在日内瓦，被监督的国家出席，而进行监督的国家却缺席。

基于另一个理由，国际联盟的结构是由美洲决定的。国际联盟在其章程的第二十一

条明确表示服从门罗主义。这一条说，门罗主义与日内瓦国际联盟的章程“并不是

不可达成一致的”。这是否真的如此，本身还是一个问题。这种解释的实际意义在

于，门罗主义及其所有广泛的解释发生在国际联盟章程之先。日内瓦国际联盟由此

而放弃了面对美洲国家的任何真正的发展可能性。因为这个“主义”的第一个原则

是，一个欧洲的（其实际含义是指非美洲的）国家或者体系对美洲大陆的任何干涉

都是不容许发生的。对这个模糊的主义的解释，及其在具体个案中的运用，完全掌

握在美国手中。因此，只要涉及美洲国家之间的关系，或者一个非美洲国家与美洲

国家之间的关系，便排除了日内瓦国际联盟的主管责任或者权限。可以说，国际联

盟在这一侧是瘫痪的，这一条腿是跛的。但尽管如此，美洲的成员国的权利自然与

其他成员国是平等的。换言之，日内瓦国际联盟的决定是受到美洲成员国参与的影

响的，相反，国际联盟对美洲局势的影响却由于门罗主义而被排除在外。美国并未

在日内瓦出席；但只要门罗主义得到承认，只要其他美洲国家出席，美国在事实上

就没有缺席。

这种缺席和出席的混合并非奇怪的偶然现象，不可从威尔逊总统的特有个性或者类

似的次要理由加以解释。出席与缺席的混合深深地植根于当今欧洲现状的整体结构

之内，遇有重大问题便重复出现。每个细心的观察员必然注意到，美国在参与调停

德国赔款问题上起了决定性作用，但尽管如此，却在表面上保持最大限度的克制。

赔款委员会里没有美洲的成员。四个成员国是法国、英国、意大利和比利时。1924

年8月16日伦敦议定书——其中包含着以所谓道威斯计划为基础提出的今天的赔款

支付规定——所依据的是，德意志帝国分别与赔款委员会和在赔款委员会拥有代表

的盟国之间的条约。此外还有其他参与国，在伦敦议定书上签字者是比利时、英国

（与自治领和印度一起）、法国、希腊、日本、意大利、葡萄牙、罗马尼亚和塞尔

维亚—克洛地亚—斯洛文尼亚王国。序言中说，美国通过“拥有精确界定的全权的

代表”参加。美国以同样方式参加1925年1月14日巴黎条约；通过这个条约，英、

法、意、日、比利时、巴西、希腊、葡萄牙、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和塞—克—

斯王国就每年应付利息与部分债款的分配达成一致。最独特和最令人注目的是，在

执行道威斯计划的一切关键性的，即政治性的时刻都会出现一个“美国公民”。根

据附件IV第一条§2a，在赔款委员会必须就道威斯计划的一个问题作出决定时，将有

一个拥有表决权的美利坚合众国公民参加磋商；他是“合众国公民”，但并非其官

方代表；他的任命须通过赔款委员会的一致决议，必要时经由海牙常设法庭的审判

长认可，但他并非美国政府任命的。在认定违反赔款义务的错误，在采取实施赔款

的实质性政治行动，即在决定容许制裁的前提时，又有一个“合众国公民”出现。

凡尔赛条约第八章附件II因占领鲁尔区条款而闻名于世，这个附件关于制裁权的表

述在伦敦议定书中作了修改，但并未被取消。根据这个附件II的§16a，亦即伦敦议

定书附件IV第一条的表述，赔款委员会的责任是，核定关于确认德国未履行义务的

每一个报告；在拒绝这个报告或者通过多数决定时，赔款委员会的任何委员都可以

向仲裁委员会上诉；而仲裁委员会的主席始终是一个美国公民。转账委员会就德国

方面是否有“约定好的财政欺诈”的问题产生争执时，由仲裁法庭裁定，而仲裁法

庭的首席法官必定是一个美国公民。一个非正式的而又绝非单纯私人性质的美国公

民所扮演的独特角色是一个表象和象征。从德国立场看，可以说，使用“美国公

民”的做法里包含着作出一个更为公正裁决的可能性，即比赔款委员会的欧洲成

员，即欧洲政府所可能作出的裁决更加公正。

战后最重要的问题——赔款和盟国间的债务——没有美国的参与不可能得到解决，

这是不言而喻的。美国基于门罗主义想方设法地避免对欧洲政治局势进行任何干

涉，这从这个主义的基本含义是可以得到解释的。但是，上述经济问题具有不可回

避的政治含义，所以真正不出席是不可能的。结果便是美国缺席与出席的混合，这

是国际联盟与美国、欧洲与美国的关系的特点。如上所说，这深深地植根于当前欧

洲的结构之中，有一个至为清楚的历史—政治的原因。因为对世界大战起了决定性

作用的是美国。它在巴黎和会发挥了自己的影响，在当时推行了一系列有利于德国

的和缓的政策，这就是说，它当时在战胜国与战败国之间处于一个仲裁者的地位。

时至今日，美国的这种仲裁者的地位事实上继续存在着，这表现在种种不同的、出

于多层原因在形式上隐蔽的参与和施加影响的方法，由此便产生了那种缺席与出席

的独特结合。但美国的参与并未因此而减少效用和力度。对于我们的问题，即对于

国际联盟与欧洲的关系，这其中便包含着一个答案。并非日内瓦的国际联盟是解决

重大欧洲问题的仲裁者，这仲裁者是美国；世界大战的战败国还有可能期待的某些

公正与合理，不可指望从日内瓦国际联盟，而是可望从美国得到。既然国际联盟不

可能成为毫无偏袒的机构并克服将欧洲分为胜者和败者的做法，那么，在整个欧洲

问题的任何关键之点上就不应考虑它。因为一个欧洲国家联合组织之任务，首要的

不可避免的工作必然在于消除这一危险区分的政治毒素。

日内瓦国际联盟不想成为一个专属欧洲的，而是要充当一个普世的联盟。可

是，“普世”这个词有着多层内涵。它大都被理解为一个纯空间的、领土的普世

性，意思是国际联盟应包括地球上的所有国家。用这样一种空间上的普世性自然是

得不到多少东西的，假若不兼有实质的普世性的话。因为即便一个行政性共同体，

如万国邮政联盟也拥有这种缺乏决定性政治意义和作用的普世性。但实质的普世性

不仅在于，国际联盟可以处理任何与世界和平有关的事务，即接受任何重大政治问

题并对它表明态度。因此，国际联盟始终可能是一个国家组合在反对其他一些国家

的斗争中的政治工具，是维持凡尔赛现状的组织，是掠夺的合法化。只有当国际联

盟超然于个别国家的集团的政治利己主义，尤其当它在事实上——而不是为了会议

礼仪和发表祝辞——消除了战胜国与战败国的区分，使战败国感到受到公正对待的

时候，人们才可能谈得上真正的普世性。对于欧洲国家和事务，这种真正的普世性

远远没有达到，相反，在国际联盟中还须有非欧洲国家尤其美洲国家的出席，作为

公正与合理的因素。就美国而言，那种出席与缺席的结合有利于达到同一个带有某

种程度的中立性的结果。

可见，不论从空间的还是某种实质性的意义上看，国际联盟并非普世性联盟。不

过，它也无须因为不具普世性而成为一个欧洲联盟。因为它与凡尔赛、圣日耳曼、

特里阿农和纳伊诸和约的关系太密切了。这四个和约的战败国全都是欧洲国家，甚

至主要是中欧国家。和约的内容主要涉及欧洲，没有关于世界和平即整个地球的和

平的条款，不包括普世的政治秩序。先于所有这四个和约产生的国际联盟章程未能

对此作任何修改。1919—1920年间的这四个和约从完整的意义上看也并非世界和

约。因为即便1914—1918年间的战争也并不是词义完整内涵上的“世界大战”。这

场战争习惯上被如此称谓，在某种意义上也有道理，因为自美国干涉以后，整个世

界便对两个中欧的、基本上属于大陆的国家开战，因为德意志帝国以一种出人预料

的、令人难以相信的力量将这个对抗世界的战斗坚持了几年之久。然而，这并未因

此而成为一场世界大战，如今天——打个比方说——假若发生的一场战争，其中一

方为盎格鲁-撒克逊帝国，另一方为俄国、日本和中国，双方相互对垒。这意思是，

从1799—1815年的拿破仑战争是欧洲战争这层意义上看，1914—1918年的战争并

非世界大战。欧洲抵抗拿破仑一世的联合阵线包括整个欧洲；双方在军事上和经济

上旗鼓相当；战争席卷整个欧洲大陆，因而它的终结是欧洲的和平。维也纳会议对

欧洲局势进行了整体协调，人们可以将之称为具有体制性的欧洲秩序，而其政治上

的保证，即1815年9月14日的神圣同盟是俄国、奥地利与普鲁士之间的政治联盟，

自法国参加以后（1818），它比1917年日内瓦同盟在更大的程度上实现着欧洲统一

的思想。

神圣同盟——前几个世纪唯一一个欧洲整体体系的命运，比任何机构都更清楚地指

出了欧洲的统一所面临的政治困难。因为当时这样一个欧洲体系刚刚登台，立即在

另一个方面出现对抗集团。美国（在英国的认可下）于1823年所宣布的门罗主义正

是针对神圣同盟，它以统一的美洲大陆与欧洲同盟的尝试相抗衡，尽管如此这个大

陆尚未完全殖民化和为移民所定居。欧洲的政治统一从世界政治上看也许是一个闻

所未闻的事件。它似乎比19世纪的德国统一更加不可能。但关于后者人们却不得不

承认，虽然有几代人之久的准备，虽然进行过自由战争和一场革命，但最终德国的

统一只是通过唯一一个人的天才，只是借助有利的外交形势才得以实现的。19世纪

的每一个政治家，尤其是俾斯麦本人都意识到这一成功壮举之非同寻常，谁都不致

想入非非地认为，这样一种政治上的新组合会在没有危险的战争和不可预料的外交

影响的情况下进行。1914—1918年的世界大战只是德国政治统一的后果之一。但欧

洲政治上的统一与德国的民族统一相比，也许会是一个真正的奇迹。如果这样一个

欧洲不单单是一个无害的装饰，而应成为一个不受变动不定的经济利益和发展趁势

影响的、持久的和具有主动行为能力的统一体，那么，这不啻为一个新的世界大

国。这个世界大国的单纯存在本身就会引起一场敌友的重新组合，而现存的世界大

国，尤其盎格鲁-撒克逊国家体系是否有兴趣让一个具有自己的力量和独立性的政治

实体与自己并列存在，人们将拭目以待。但无论如何，日内瓦国际联盟绝对不是达

到这样一个政治统一体的政治手段。按照法国人的理解，国际联盟的政治目的毋宁

说在于稳定欧洲1919年的现状，赋予同盟国的成功以合法的庄严光环。国际联盟至

少为现存的国家提供了独立和自主的保证。如果真的开始了认真致力于统一的活

动，国际联盟也许会为这种统一努力制造比1815年的德意志联盟为德国的民族统一

所设置的更为严重的障碍。即便在可能的欧洲政治统一这个观点之下看，日内瓦的

国际联盟也并没有在某种特别意义上表现出自己是一个欧洲组织。

可以说，探求国际联盟与欧洲的关系问题所得到的是一个负面的结果。就其今天的

形式与活动，人们可以说，日内瓦国际联盟主要处理欧洲事务，但它既不是整个欧

洲的自决的表达，也没有以特殊方式成为真正关键性的欧洲问题，即赔款和同盟国

间债务问题的仲裁法官，对这类问题它既不可能也不愿处理。世界和平的思想从情

绪和感觉上与日内瓦国际联盟联系了起来。除了个别大国的政治利益，这种联系和

从道义上承载着国际联盟的第二国际的巨大利益是主要的。这可能使日内瓦国际联

盟有朝一日也许会阻止一场欧洲战争——这当然是极其有价值的事。但是巨大的欧

洲问题并没有因此而得到解决。欧洲的真正和平——姑且不说它的统一——由于国

际联盟与上述和平条约的独特联系既得到推进，同样也受到阻挠。战胜国与战败

国、武装者与被解除武装者、受监督的和不受监督的、被占领的与自由的、受“制

裁”威胁的与享受其“安全”的国家之间的区分——这种种基本的不平等并未通过

日内瓦国际联盟而得到消除。这种情况并未因接纳德国进入国际联盟而有丝毫改

变。必须十分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以便使“国际联盟”与“欧洲”这两个概念不再

成为某些误导性构想之诱惑性的共同点，以便使人们认识到欧洲之真正的仲裁法

官。人们可以称这个结果是“负面的”，但这肯定并非毫无价值。对于其志趣在致

力于真正知识的人而言，任何一种破碎的幻想都是一次巨大收益。


12.莱因地区的国际法问题[1928]

[题解]本文原为1928年10月在赫本海姆城伯格大街德国历史教师协会大会上的报

告，发表在吕尔曼（Paul Rühlmann）编的《莱因命运问题专辑》（Rheinische Schicksalsfragen.Eine Schriftenfolge）的第27/28辑：《德国西部问题》

（Probleme des deutschen Westens, Berlin，1929），第76—89页。特印本

载：《莱因观察家》（Rheinischen Beobachter, VII，1928），第340页及以

下。

一

今天，德国莱茵河沿岸地区是按照国际法专门处理的对象，不论在其内容的广泛

性，还是在其持久性，抑或在其规定之复杂和多歧义方面，这种专门处理都史无前

例。诸文明民族的历史大概不会有第二个加给一个同种民族地区一系列如此五花八

门的非常措施的，哪怕只是近似的个案。虽然多次讨论莱因兰问题，但这一状态之

真正性质只是逐渐地使人意识到的。因为在一方面，很容易让莱因兰之特别处理问

题消融在凡尔赛条约之种种不公正和严苛条款的汪洋大海里，人们仅满足于表示强

烈义愤的肤浅情感，只注意诸如占领军这类极其可憎的现象；而在另一方面，法学

和行政管理专家们的兴趣往往又局限在个别技术问题上，在这一状态每天带来的大

量琐碎细节中很容易忽视这种历史的、政治的和法律的非常状态之根本性的可憎可

怕。

今天处理莱因地区之驳杂的、实质上属于幻想般的并行方式可以用下列词语说明：

萨尔地区、占领区、非军事区（根据凡尔赛条约第三一二条）和受调查地区

（investigiertes Gebiet）。这四种组合中每一个自身又都包含着如此多的问

题，所以，在这个简短报告的框架之内只可以指出一些基本线索，并由此而能够避

免那种危险的、也许典型德国式的极性对立（Polarität）：一种强烈而又模糊不

清的义愤感与一种技术操作上勤奋甚至迂腐的并将某一状态作为既成事实承受的琐

屑工作的结合。因此，始终要注意这个由四部分构成的整体组合，这只长着四个头

的动物——其中的两个，即萨尔行政委员会和同盟国莱因兰委员会已经运作很久，

而另外两个，即非军事化委员会和调查委员会，正在形成之中。

这四个组合本身又不相同，它们所涉及的地区的政治命运可能因此而各自有别。关

于涉及前两个地区，即萨尔地区和被占领的莱因兰的问题，在这里无须重述和讨论

根据凡尔赛条约和莱因兰协议对这两个地区适用的国际法规定的内容。萨尔行政委

员会，即在其中联合起来的、受其政府指导的外国代表们，在萨尔地区行使着国家

主权，在国际联盟非常成问题的监督之下在那里执政。德国的国家主权被排挤在

外。莱因兰委员会在莱因兰仍被占领的部分领导着一个并立的政府，它在关键时

刻，如在占领鲁尔区和分裂主义者时代，同样可能完全将德国的领土主权排挤出

去，而在平静的年代则退居幕后，却又在原则上不放弃其广泛的、可延伸的权限。

这两个委员会行使着立法权和行政权，因而实质上在进行着统治。它们的决定是控

制着委员会的诸外国，主要是法国和英国妥协的产物。这类委员会的统治是使一个

地区及其居民变成外国妥协之客体的特殊组织形式，是一种只须意识到其完全的不

道德行为便可断定其不会持久的状态。

至少按照诸条约的文本，这种状态并非长久存在，条约并规定了它的终止之时。在

萨尔地区，应在1935年举行全民投票，随后国际联盟（国际联盟大会还是国际联盟

理事会？很可能是后者）将决定萨尔地区应完全还是部分地回归于德国主权之下，

还是归属法国抑或继续维持现在的状态。在这个方面必须仔细审视无根据的乐观主

义往往忽略的有关条约规定的几个特点：第一，现今状态的延续被规定为一种可能

性；第二，形式上并不是全民投票，而是考虑人民意愿（voeu）作出裁决的国际联

盟；第三，分割萨尔地区是可能的，在这里立即令人想到与对上西里西亚所作出的

规定之相似，并使人回忆起对上西里西亚的分割。对这种不道德和不堪承受的状态

的修正在于：外国在萨尔地区的统治只应持续15年，可惜并不清楚，并不令人心

安，并不像人们最初看到的那么理所当然。

至于莱因兰的占领期限，同样规定了一段空前长的时间（即对第三地区为15年，这

尤其适用于军事上和政治上特别重要的美因茨），不过，毕竟还是有个期限。在这

里也产生了大量解释上的问题，这些问题妨害和不能实现德国要求提前撤军，甚至

要求期限结束之后撤军的权利。撤军问题一方面与法国安全问题，而另一方面与赔

款问题相联系，此两者在这里产生了许多不同意见和分歧，以致几乎条约规定（凡

尔赛条约第四二八条以下）的每个字都成为问题。这里清楚地表明，一种法律准则

的词语一旦被卷进政治对手们的斗争，是多么严重地改变着其内容。在裁军、进攻

性战争、安全、少数这些概念上，我们不得不亲身体会一下这种经验，并看到一种

法律准则作为单纯的准则是无力的和不可靠的，而维护非政治化的国际法则是公开

的、最具政治性的欺骗。

莱因组合体之前两个部分——萨尔行政管理和莱因兰之占领，至少原则上被认为是

暂时现象，而另外两个，即非军事化和调查却应是无限持久的。与萨尔行政管理和

莱因兰占领所带来的可见和可感知的发展相比，尤其与一支强大的敌方军队的存在

相比，这其他两个部分也许看似无关紧要和次要，然而，它们却是持久的，而且并

非是无害的。根据凡尔赛条约第二一三条，借以监督德国之非武装化的调查权的实

施应通过国际联盟理事会的多数决定。这种调查权是针对整个德国的，只有通过国

际联盟理事会的实践才可能获得其基本内容和政治含义，所以，暂时对此还不可能

多作具体评说。国际联盟理事会于1924年9月27日批准了所谓调查权议定书，其中

规定为非军事化地区设立“常设因素”（éléments stables）。德国政府的努力

使这些非常危险、后果不可估量的常设因素暂时被放弃了。国际联盟理事会1926年

12月11日的一项决议针对调查权明确地说：

现在达成谅解，对德和约第二一三条关于对非军事化的莱因兰地区的调查的规定同

样可用于德国其余部分。这些规定并没有为这个地区和其他地区规定通过常设的或

者持久性的地方因素进行特殊监督。在非军事化的莱因兰地区，这类特别的、未在

第二一三条中作出规定的因素，只有通过各参与国政府的认定才可以设置。

这听起来令人心安，因为由此也驳回了针对非军事化地区的常设地方性因素，我们

希望刁钻的咬文嚼字者不至认为，由此所取消者只是常设的地方性因素，而非其他

常设因素。但同时，在这项决定中却可能有一项认可，它使调查的内容得以延伸，

因为调查的目的和标准得到了延伸；第二一三条规定调查只是为了实施普遍的非武

装化，而在德国参与下所通过的1926年12月11日的决议则承认，调查也是为了监督

执行非军事化专项规定。指出这项决议中的可疑之处是有道理的。

因此，在这里最令人关切的是非军事化。即便有朝一日占领和萨尔问题真正得到解

决，即便强大的法国军队及其大量军事物资从美因茨撤走，即便从德国地区完全撤

出了占领军，即便德国当局在萨尔恢复工作，这个非军事化问题作为莱因兰和法德

关系的基本问题仍然继续存在。非军事化的范围和内容经常被提出讨论，尤其在林

内巴赫（K.Linnebach）的书中，材料翔实，分析深刻。在这里只须提醒人们注

意，这个范围总计超过55000平方公里的完整的德国地区，即整个德国莱茵河左岸地

区和莱茵河右岸从巴塞尔到荷兰边境宽50公里的地带，是一个经济高度发展的地

区，拥有重要的大城市，如卡尔斯鲁厄、曼海姆、法兰克福、科隆、杜塞尔多夫和

埃森，这也许是德国最富裕的地区。根据凡尔赛条约第四十二、四十三条，非军事

化在于，禁止德国在这个地区保留或建立防御设施，不准德国部队长久或临时在此

驻扎或者集结，禁止任何种类的军事演习，最终禁止所有“物质上的（[中译者按]

英语文本为：持久性的）动员准备”。这些规定的每一条都为进行有目的的政治诠

释时不可避免的引申性解释敞开了可能的大门。尤其像“动员准备”这样一类概念

很容易被作出漫无边际的解释，按照这类解释，最终任何公路建设、任何车站、任

何体操协会、居民的任何防毒面具保护都可能被视为一种动员。这种非军事化从其

内容、领土范围、时限看，尤其由于它借以加给德意志帝国的片面性，完全不同于

以往历史上知名的古今非军事化的个案（林内巴赫的话言之有理，同上引书，第76

页）。目的并不在于使这个地区中立化，使之不致成为战场。相反，这种规定的目

的是，消除一切防卫的可能，并由此而制造一个预定的作战地区，这个地区在完全

无防卫和无助的状态之下永远对法国军队及其军事行动的入侵敞开大门，这是法德

之间的一个前沿地带，只不过它是以德国为代价建立起来，并被用来使400万德国人

变成可能的战争措施的牺牲品，成为数量巨大的人质。

使这种范围广泛的非军事化状态首先得到确保的是，德国任何违犯这些可引申的规

定的行为都被视为“对世界和平的破坏和对凡尔赛条约所有签字国的敌对行

为”（凡尔赛条约第四十四条）。这些话的政治内涵在于，德国因为任何一件琐事

都可能被虚构为攻击者，于是，整个国际法的假法学（scheinjurisprudenz）体

系，真实的和虚假的防止战争和谴责战争的权利，都以全力向着不利于德国的方向

运作。被非军事化者理所当然地被想为攻击者，德国正是由于其无防卫和非军事化

状态而自动地以世界和平破坏者的形象出现，——这是对狼与羔羊的著名寓言或者

对兔子的故事的绝妙图解：兔子无助的咀嚼被狼——在它朋友们的喝彩声中——视

为无理挑衅和攻击并因此而遭惩罚。第四十四条的这种保证通过1925年10月16日洛

加诺条约，部分得到重新加强，部分受到某种限制：得到加强是因为恰恰这些非军

事化规定被重新加以确认和强调；受到某种限制是因为对德国采取单方面的行动和

正当防卫只有当存在明显的违犯凡尔赛条约第四十二、四十三条的行为时，此外只

有当这种违犯条约的行为是一种并非因受到挑衅而采取的攻击行为且由于在非军事

化地区集结军队而需要立即采取行动时，才是容许的。在这三个前提之下，洛加诺

保证国（Garantiemächte）有义务帮助受害国（实际上是法国或比利时）反击德

国，但对是否存在这三个前提则由它们自己裁定。如果不存在与三个前提相联系

的“明显违约”的情况，便禁止进行正当防卫，而且由国际联盟理事会认定是否存

在违约和破坏非军事化规定的情况。这与法国以往的实践相比无疑是有利于德国的

一个进步，尤其是防止法国在制裁、和平措施、执行条约等不同的法律标签之下进

行入侵（1920年5月占领法兰克福，1921年占领莱茵河沿岸城市，1923年占领鲁尔

区）的保护措施。按照正确的理解，国际联盟理事会在这些情况下只能一致认定一

次破坏行为，而在投票表决时争执各方的票不计算在内。由于国际联盟理事会数量

大（目前是14位），而且其成分多样，这就在某种程度上防止对一种违约行为作出

不公正的认定。在另一方面，像法国或者英国这样的大国当然不会使它们的政策服

从某一弱小的、恰恰在国际联盟拥有代表席位而又并不顺从这个大国的国家的意

见。因此，关于这一规定的实际意义尚很难进一步评说。除了这些特别权限，国际

联盟（实际是国际联盟理事会）根据洛加诺条约还拥有以国际联盟章程为依据的防

止战争的广泛权限。

二

在这个法律基础上展开1928年9月国际联盟大会计划的关于莱因兰撤军的谈判，人们

对此暂时——根据1928年9月16日的所谓最后议定书——达成下面的一致认识：应

举行关于提前从莱因兰撤军以及关于最终解决赔款问题的谈判，并应为非军事化地

区成立一个协调和确认委员会（commission de conciliation et de

constatation）。这后一个与非军事化地区有关的协议对我们的讨论语境而言特别

值得关注。进一步的谈判会有什么结果，当然无法预言。迄今为止，德国政府坚决

拒绝了至少超过1935年的任何义务。但是，对于这里出现的大量揣测和建议，必须

始终盯住原则性问题，不澄清这些问题便不可能在德国方面取得一致意见，因为有

这么一些德国人，他们认为计划中的调解委员会——哪怕它的运作超过1935年——

是无害的，与占领军相比是很有益的，除此之外还将它看成一个有用的、为国际联

盟理事会作出决定进行准备的、有利于促进谅解与和平的机构。

甚至诸如调解、谅解与和解这类令人产生好感和唤起信任的名称，以及

conciliation[协调]这样的词，也很少表达出事实，根据以前的政治经验这是不言

而喻的。因为令人遗憾的是，政治现实很少以这类招牌定位，而且我们都知道，美

丽的甚至神圣的词语用在政治斗争中是为了通过道德感召麻痹对手，正如波斯士兵

在对埃及人作战时腋下夹着猫那样，因为埃及人不敢向这种神圣动物所在的方位开

枪。一种调解和谅解政策虽有其名，却仍可能为非常片面的政治目的服务。因此问

题是，一个专门为非军事化地区设置的、率先在国际联盟理事会的裁决之前就任何

情况采取行动的调解委员会究竟具体意味着什么。它至少首先是对从德意志帝国被

划出的一部分负主管责任的一级国际机构。这个机构由此而从外部给德意志帝国的

领土统一和完整区别开来；这是很危险的，因为它以一级机构的方式组织了以往对

这个地区只是按准则进行的专门处理。换言之，非军事化地区在这种委员会存在的

情况下不仅遵守凡尔赛条约中所规定的特别规定，而且隶属于一个专门组织。这在

政治和法律上是一个根本性区别，并大大超越了凡尔赛条约。这就使德意志帝国的

某一特定部分，而恰恰是莱因兰这一部分得到一部特别宪法。重要的国家职能，不

仅立法而且政府和管理的职能，被置于一个经常的、外国的、国际混合的监督之

下，并服从一种持久的否决权，而且并不像从整体上对德意志帝国进行国际监督的

其他众多情况那样（帝国铁道委员会、帝国银行专员、托管官员等等），它只是专

门针对一个特定的、有确定地理范围的部分。这样一个委员会将首先必须对维护莱

因兰的公共安全和秩序作出判断，因而也要对政治上最重要的问题，即对非常状态

的问题以致对主权问题作出判断。于是，1400万德国人自己不再处于德国政府的治

下，而是有一个作为最高权威的国际委员会凌驾于自己之上，以便裁定“公共安全

和秩序”的生死攸关问题。委员会只在特殊情况下进行干预，这并未使它显得更少

危险，而恰恰证明了它与主权问题的联系。

很可能有人反驳说，根据洛加诺条约必须对非军事化所产生的争端作出裁决的国际

联盟理事会也是这样的国际委员会呀。这当然不错。国际联盟理事会是外交官会

议，会议代表由其政府委派，他们根据政治观点进行裁决，因而同样会达成这种妥

协的客体和牺牲品自然首先为德国利益，如果是与莱因兰有关的裁决的话。然而，

这种外交官会议由于其成员数量大而又有中立的尤其是斯堪的那维亚和美洲国家的

参与，不致都同样地服务于英法的特殊妥协利益。它也并不是专门为非军事化的德

国地区，即本质上不是为莱因兰而存在的一级机构，而是还负有大量其他的使命。

此外，如上文所提到的，它必须一致认定一次破坏或者违犯条约的行为，这在其成

员数量巨大和构成复杂的情况下不会像在一个专设的调解委员会中那样很容易便可

达到的。可见，究竟是由一个范围较小的专门的非军事化委员会以某种名义和表面

上只是“准备性地”行使职务，还是由国际联盟理事会直接进行裁定，这绝不是无

关紧要的。由法英这两个大国参与的一种“纯准备性的”活动事实上对国际联盟理

事会意味着非常决定性的fait accompli[既成事实]或者res judicata[已裁定的

事项]。这样一来，洛加诺条约为维护德国而达到的唯一一个进步将会为了法英的特

殊利益而重又被取消。

这种在无害的名义和法律形式的掩饰之下从事政治性工作的专门委员会，恰恰对于

怀有轻信和“急切的合法需求”的德国人民，而且恰恰在目前形势下包含着特别的

危险。它掩盖了一种严酷和残暴的政策，为渴求安定和公道的人民在一段短暂时间

里造成一种国家间关系趋于稳定和法治化的印象。但稳定化是危险的，如果其他一

切并不稳定，而只是存在着一种从中必然产生新的意见分歧而本身并不稳定和明朗

的情况；而法治化事实上只是具有法律形式的政策的一种方法，它赋予剥削与压迫

以合法形式。德国与诸大国“形式上的”平等掩饰了最令人惊异地表现在莱因兰之

单方面非军事化中的实质上的不平等。一个无防卫、受监督和承担贡赋义务的德国

与一个高度武装、实施监督和收取重赋的对手之间的法律平等，无非是鹳与蛙之间

所达成的保证双方觅食的平等权利的条约的平等，这个条约的签订却被几只蛙称颂

为巨大进步。

三

令人注目的是，居然可以讨论起莱因兰的或者在莱因兰的国际法问题了。一般而

言，今天的情况仍然是，只有国家或者近似国家的实体本身才拥有国际法地位并且

是独立的国际法问题的载体，而非独立国家的部分地区没有国际法地位，也并非国

际法问题的载体。没有人敢于讨论阿尔萨斯或者爱尔兰的国际法问题。甚至埃及的

国际法问题也被英国政府完全成功地作为问题断然否决。令人疑惑不解的是，像关

于“莱因兰的国际法问题”这种说法之政治上的深远含义几乎并未为大部分德国人

所意识到。如果莱因兰的非军事化只建立在专门准则之上，其执行全靠德国政府的

忠诚，这一状态还是可以忍受的。但是，假若超越此一点而由一个专门组织取代专

门准则，并在德意志帝国之内产生领土划分，那当然就容易使人担心莱因兰之国际

化，这将使莱因兰从国家法状态进入国际法状态。

人们必须在帝国主义征服和剥削外国之现代方法的语境中观察将德国一片广大地区

置于一种国际性的专门协调或者专门组织之下的问题，以便正确理解这样一种状态

之全部政治影响。因为今天不再采取公开的领土兼并的过时方法，而是使用“监

督”和一系列条约，即迫使被征服国家接受的干涉条约。现代体系——取代兼并而

只有监督和干涉——除了大量政治和经济的实际好处以外，还有道义上的优点，它

可以以条约的神圣性和pacta sunt servanda[契约即负有义务]的原则为其根据，

并以这种方式从道义上麻痹被征服的国家。然后进行干涉的国家将决定被监督国家

的基本生存问题，尤其决定关于“公共秩序和安全”的含义的具体规定。这是美国

对付附属于它的拉丁美洲国家（如古巴、尼加拉瓜等）的方法；这是英国对付形式

上“独立的”埃及的方法；这可能是，如果全体德国人民不以高度的政治觉悟反对

的话，对德国某些地区以国际名义组织进行非军事化之最终结果。

与这样一种现代的、为军事上和经济上占优势的大国推行的瓦解弱国的方法相呼应

的，是这些国家内部一种关于国际法优先的理论，即在理论上承认这种从属和被征

服地位。这可能达到如此地步，人们甚至将国家的生存建立在取得国际法承认的基

础之上，将自己的国家只当成一个经某种方法确立的“国际法共同体”的组成部

分；甚至将对自己的人民之自然的和理所当然的忠诚置于对国际混合委员会和外交

官会议的忠诚之下。对于所有这一切，在近几年的德语文献中都不乏例证。在这里

无须讨论这类构想之极其成问题的理论上的正确性，及其作为具体的政治实践上的

内涵。尽管可能有这样的国家，它们无非是一种妥协，即一种国际法上的妥协，也

就是国家之间的妥协。例如奥地利便处于这种可怜的情况，上述理论无疑是这种政

治存在的相应表现，或者更是——因为这种实体几乎什么都不是——一种国际

法“效用”（Gelten）的相应表现。但对于德意志帝国而言，问题恰恰是，它是否

和在多长的时间内还属于政治上生存的国家，或者它是否应降格为一个仅仅国际法

意义上的和只是“有效用的”准则综合体（geltendern Normenkomplex）。在这

里，非军事化的莱因兰的问题是这个生存问题所围绕的中心点。

可以说，处在所有这些纯理论的或者具体实践的国际法问题背景之下的正是德国人

民的政治生存问题。我们正生活在一个根本性的政治重组的时代，今天，这在全体

德国人民中正在被感觉到，这属于我们时代的基调。因为每个人都不能不看到，现

代技术的发展正在使以往时代的某些政治组合和界限徒有其名，正在消除传统的现

状，“地球正在变小”，而与此相应，国家和国家体系必然将变大。在这个巨大的

变化过程中，许多弱国可能会沦亡。几个巨大的综合体将依然存在，按照人之常理

推算，可企盼的时代也许将享受到一种预想不到的、立足于崭新技术能力之上的人

间幸福。某些较小的实体将在某一个富裕的巨人的荫庇之下获得自己的安全。据我

观察，有些德国人认为，后者对于德国也不失为正确的方法，以便避免作出政治决

断并巧妙地进入一种无问题、无防卫、无历史的幸福之境，这犹如“装死甲虫的政

策”，甲虫的保护就在于它的无防卫状态。这当然算得上一种方便而饶有情趣的解

决方法，似乎使我们省却其他一切政治思考和任何风险。只是我担心，这条道路按

照现在的情况已经令人失望地堵死了，而装死的甲虫将被踩得稀烂。德意志帝国以

它位于欧洲中部的较小的领土和六千多万人口还不是足够强大，还不会直接成为继

续生存着的世界大国之一；但在另一方面，它也不是弱小的和可有可无的，像一个

弱小民族一样沦落在另一个民族的政治体系里，或者干脆悄悄从世界历史上溜之大

吉。它的幅员太小，还不可能像俄罗斯那样通过单纯稳定的实体重量得到保护；可

是它的重量又过大，以致在迅速而灵活的变动不定的结盟政治中不能保持自己的不

稳定的存在。处在这种中间地位，一切都系于政治意识，系于德国政治的自我克制

和坚定不移，取决于德国人民保持他们的政治生存意志，还是听任自己在心理上和

道德上消沉下去，最后甘愿以自己的血肉喂饱外来的巨兽（Leviathane）。

这是可怕的德国整体形势，处于其中心者是莱因兰的非军事化的问题。一个伟大而

坚定的民族无须绝望，放弃希望便是怯懦。而解除自己清楚的政治觉悟，闭眼不看

最坏的可能性，哪怕希望始终只是可能性，这便是犯罪。假若设想今天国家间的关

系基本上已经道德化和法治化，假若人们理论上和实践上可以认为各民族的思想和

感情已经非政治化——这更是不负责任的自欺欺人。不论如何宣传利用道德的和法

律的概念，世界仍然处于一种高度的政治状态；世界依旧按敌友进行组合；那种道

德化和法治化，包括“非政治化”，完全服务于具体的政治集团和利益。可惜各民

族仍然生活于“相互间的自然状态”。这正是17和18世纪的伟大的自然法学者们

——同时也是伟大的国际法学者们——的认识。我想根据近年的经验所给予的印象

强调指出这一惯用说法。关于“自然法”的惯用套语并非绝对的教条，但却是对国

家间关系的某些方面和特点的非常认真的概括；这个惯用套语更多证明着知识的真

诚，而不是关于“法”治的大多数雷同的空话；它使人认识到在国际法中属于真正

法律的东西，并由此避免来自本质上属于其他法律领域的，尤其来自国内私法的误

导性转义用法。它从具体存在着的国家的多元性出发并避免了虚构的世界统一体幻

景；它最终给人描绘出一幅简明的、在许多情况下与现实吻合的画面。在本人简短

的叙述过程中不由自主地一再出现一幅动物寓言的画面——国际法现实之恰如其分

的写照。为什么每个德国人在思考他的国家在近十年所遭到的对待时，脑海里都会

自然地浮现那个动物寓言呢？为什么人们根据某一本经典的寓言书——伊索寓言或

者拉封丹寓言——能够阐释一种清楚明白的政治和国际法理论，并将著名的故事

——关于狼与羔羊、关于鹳与蛙、关于自然地应该承担瘟疫的责任的那头驴子——

直接转用于德国呢？这里表现出关于各民族之间的“自然状态”的那个富有教益和

意蕴深邃的惯用语的价值。在这种状态之中，每一个不能适应其具体环境、哪怕暂

时让人说服而忘记其最自然的、最理所当然的和最首要的权利的民族，即忘记其要

求自由、独立、统一和完整生存的权利的民族都将灭亡。


13.法西斯主义国家的本质和形成[1929]

[题解]这篇关于贝克拉特（E.Beckerath）的《法西斯主义国家的本质和形成》

（Wesen und Werden des faschistischen Staates, Berlin[Springer]，

1927，共155页）的书评，发表在《德意志民国立法、行政和国民经济施莫勒氏年

鉴》（Schmollers Jahrbuch für Gesetzgebung Verwaltung und Volkswirtschaft im Deutschen Reich），第53卷第一册（1929），第107—

113页。1925年以“科学性”之狂妄自诩作出的预言“墨索里尼的倒台更多只是一

个时间问题”，出自当时慕尼黑的法学教师纳维亚斯基（H.Nawiasky）的《政府在

现代国家中的地位》（Die Stellung der Regierung im modernen staat，

1925），第23页；另请参阅拙著《论专政》第二版（München/Leipzig，1926）序

言。

这本书以堪称范例的清晰和严整描绘出一幅1927年以前法西斯主义的历史发展、社

会学和意识形态的图画。作者在一篇题为《法西斯主义中的理念和现实》（载《施

莫勒氏年鉴》卷52）的文章中继续就此论题作了讨论。关于法西斯主义，虽然以往

有一些好的和深刻的德语著作，但只是随着这本书的问世才达到了科学的客观性和

明确性的水平，这使有成效的讨论有了确定的根据。除此之外，本书还有一系列其

他足以提高其价值的特点。它没有政党政治依赖性的局限，而是采取理智客观的立

场，甚至敢于下断言。这本书因此而在一方面非常有利地使自己与热情的景仰者和

狂怒的诅咒者的言论区别开来，令人遗憾的是，在这些人当中还看得见一些知名的

德国学者；另一方面，它并没有滥用客观性和科学性概念，以便怀着胆怯的观望心

态回避清晰的认识和表述。显而易见的是，本书的断言并非人们在1923—1925年间

可以在报刊文章中读到的那种预言，后者之最美妙的例证是一个学术报告中所谓完

全非政治性的一句话，这个报告在1925年宣布的——“墨索里尼的倒台更多只是一

个时间问题”。

鉴于这样一本书的清晰和严整的表述，一篇短短的书评不可能重述其非常扼要而简

明的内容，而只是提出从评论者的立场和他的专业产生的几个观点。因此，我想首

先就国家理论作几点提示。凡是与宪法问题有关的，我可能涉及莱布霍尔茨

（Gerhard Leibholz）的杰出论文《论法西斯主义宪法的法律问题》（Berlin，

1928）。至于国家理论所独具的结构，在我看来作者并没有足够清楚地提出国家所

特有的问题，这可以归纳为下述问题：是否可以设想，一个国家今天面对经济和社

会的对立与利益扮演着更高的第三者的角色（这是法西斯主义国家的要求）？或

者，国家是否必然只是那些经济的和社会的诸阶级之一的、武装起来的仆人（著名

的马克思主义命题）？抑或只是一种中立的第三者，即一种pouvoir neuter et

intermédiaire[中立的和居间的权力]（某种程度上今天在德国确实如此）？这并

不是说，这些问题似乎出自贝克拉特先生；法西斯主义超然于经济的参与者——不

论是雇主，还是雇员——之上的优势地位，和面对经济参与者的多元性而力图保持

和实现国家和民族统一尊严的——可以说是——英勇尝试，此两者在贝克拉特的表

述中确实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但是，他的国家理论兴趣却首先针对以法西斯主义意

识形态为一方，以民主和议会主义意识形态为另一方的对立。这严重地混淆了真正

的国家理论上的区别与纯意识形态基本词语的对立。这清楚地说明，法西斯主义被

置于一种绝对对立的地位（它由此而应与布尔什维主义区别开来；第147、149

页），即它被理解为某种绝对反民主的东西，而实际上法西斯主义只是与对真正民

主之自由化的瓦解处于这样一种绝对对立的地位。我认为，作者在这里没有充分深

刻地注意到早已众所周知的民主与自由主义的差异，这种差异是根本性的；它基于

政治的与经济思考的对立本身。高度机智而优美但最终却并不正确的表述——法西

斯主义至少在“最初时刻”是“政治领域里的为艺术而艺术”（第25页）——和关

于误导性的谓词“浪漫的”（第24页），此两者我认为是由于不清楚资产阶级自由

主义的本质，是由于还没有完全放弃19世纪的杂乱状态的混淆做法。彻底的自由主

义的故乡部分在经济学，部分在伦理学，而且它是一个巧妙地削弱国家的方法体

系。自由主义从伦理和经济学方面消解一切政治所独有和经济所独有的东西。相

反，民主是特别属于政治领域之内的一个概念。真正的民族主义、普遍兵役制和民

主是“三位一体、不可割裂的”，具有专制主义思想倾向的民主派是一个古老的历

史典型（撒路斯特）。人们不可简单地将在意大利人民群众身上，尤其农民，

即“世袭佃农”身上所达到的公民和民族自觉意识的伟大升华与民主对立起来。法

西斯主义至少达到了这样一种升华，像舍菲尔（Paul Scheffer）这样一个优秀而

无偏见的观察家将这种升华称为法西斯主义的主要功绩。法西斯主义放弃选举，仇

恨和鄙夷整个的elezionismo[选举主义]，这并非不民主的，而是反自由主义的，

这产生于下述认识：今天的秘密个别选举的方法通过完全的私人化而危害着一切国

家和政治，将作为统一体的人民完全从公开场合中排除出去（选民消失于选举间

里），并将国家的意志构成降格为秘密的和私人的个体意志之累积相加，这实际上

是不可控制的大众愿望和怨恨之累积相加。人们如要保护自己不受这种选举方法事

实上存在着的瓦解性影响，只能在斯门德的整合说的意义上建立个别公民的法律义

务：在投票时关注的不是个人的利益，而应是整体的福祉，——但鉴于社会和政治

生活的现实，这是一种无力而又可疑的保护办法。那种将民主和秘密的个别选举等

同起来的做法是19世纪的自由主义而非民主制。即便1928年5月17日关于政治代表

的新的法西斯主义的法律，即只给予拥有投票权者对由政府提出的候选人名单表示

肯定或否定的可能性，也只是从上述自由的私人化的意义上看是非民主的。这实际

上是公民表决，贝克拉特正确地认识到了这一点（《施莫勒氏年鉴》卷52，第213

页；莱布霍尔茨，上引书，第27页）。公民表决并不是非民主的。即便最彻底和最

直接的民主也免不了只是让人民鼓掌通过，只是让人民表示肯定或者否定；鉴于对

问题咨询和建议名单的不可避免的依赖性，由政府发出问卷和建议名单，而不是委

托匿名的集团和利益组织极度隐秘地炮制这类东西，然后从不透明而又不负责任的

暗处发给一群部分按党派组织的、部分无可奈何的摇摆不定的秘密投票的个人，

——这种做法正是出于政治的因而也是出于民主的考虑。今天的情况表明，在任何

一个国家里，围绕着国家和政治的斗争都不是反对真正民主的斗争，同样，这种斗

争必然也不是反对19世纪自由资产阶级用来削弱和推翻当时的、而今天业已终结的

君主制国家的方法的斗争。

非常引人注目的是，布尔什维主义的俄国和法西斯主义的意大利是仅有的这样两个

国家，它们试图与传统的19世纪关于宪法的陈词滥调决裂，在国家组织和成文宪法

里表达国家在经济和社会结构中发生的巨大变化。令人奇怪的是，居于主导地位的

工业大国（意大利还不属于此列）无视其经济和社会结构中发生的种种变化，仍然

坚持1789年和1848年的传统宪法模式。1919年的魏玛宪法也基本上与旧的类型一

致，它可能——如拉特瑙（Rathenaus）正确指出的——出自1848年。与此相反，

在这一方面，即为了从国家组织上承认新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布尔什维主义和法西

斯主义的宪法是非常现代的，是地道的“经济宪法”。对此我权且作如下解释：恰

恰像俄国和意大利这些并非高度工业化的国家才能够在今天制定一部“经济宪

法”。反之，在高度发达的国家里，内政的形势完全为资本与劳动、雇主与雇员之

间的“社会平衡结构”这个现象所控制。这个现象大概首先是由鲍威尔（Otto

Bauer）认识和命名的，后来，基尔希海默（O.Kirchheimer）在发表于《政治杂

志》上的一篇有趣的文章中从国家与宪法理论角度进行了评述（Zeitschrift für

Politik, Bd.17，1928，第596页）。今天，既然在高度发达的现代工业国家，雇

主和雇员大致以相同的社会力量相互对立，至少其中任何一个集团不经过一场可怕

的内战便不可能将一种极端的决定强加给另一个集团，所以，通过合法的途径不可

能作出社会的决定和进行根本性的宪法修改，而国家和政府方面所存在着的一切或

多或少只是中立的（而非更高一层的、以自己为力量和权威进行裁决的）第三者。

国家对经济的最高统治权力只有借助一种严密的、教团式的组织才可能得以执行。

不论法西斯主义还是共产党的布尔什维主义，为了保持对经济的优势地位都需要这

样的“机构”。贝克拉特先生在书中所使用的社会学名称从术语的高度看并不明

确，因为这些名称没有充分清楚地将政党、教团和种姓区分开来（第141页）。而从

国家理论的观点看，在语言表述上作出区别却又是具有本质意义的。如果国家不拥

有一种强大的、有固定形式的、自成一体的因而不像政党那样基于自由征募的、等

级森严的组织，它怎么会是更高的和更强有力的第三者呢？只有这样一种新组织才

能胜任巨大的新使命。属于德国的命运的是，德国早在一百年前就创造了一个关于

作为更高的第三者的国家的伟大哲学理论，这个理论经历了从黑格尔开始经施泰因

（Lorenz von Stein）到伟大的国民经济学家们（如施莫勒[Schmoller]和克纳

普[Knapp]）的发展，随后陷于肤浅、平庸，轻易地被诋毁为关于极权国家的学

说，因为在社会现实中与之相适应的并非新的、怀着对新情况的社会学意识而创造

出来的组织，而只是一个有着严明纪律和充分技术化的官吏阶层，与这个阶层相联

系的是经受过传统主义磨炼、民族杂乱的多元性王朝，后者的思想基础是令人在政

治上麻痹的合法性概念。与之相反，法西斯主义有充分的理由重视革命。

贝克拉特先生认为，法西斯主义的stato corporativo[合作国家]及其统一和调和

雇主与雇员的尝试迄今没有成功。“矛盾消解于政府的胜利之中。”法西斯主义的

国家并非作为中立的而是作为更高的第三者进行裁决。这是它的最高统治权。这种

能量、这种新力量从何而来呢？来自民族激情，来自墨索里尼的个人力量，来自参

战者运动，也许还由于其他原因，——所有这些在贝克拉特的书中都有极其清楚的

描述。但我觉得，他随之提出的判断在问题提法上似乎并未完全切中论题的核心。

他判断说，主流意识形态随着经济的和政治的力量日益集中在少数人手里而将陷于

瓦解，极权国家将随着政治意识形态的改造而在西方文化共同体中重新取得优势

（第154—155页）。我不想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提出须由一种论断来回答的问题，而

只是问，从合乎人之常理的考虑看，墨索里尼所建立的机构如果没有现在的原动力

而能继续运作，按其本质它必然长久地服务于什么呢，是雇主的资本主义利益，还

是雇员的社会主义利益？我估计这个机构——只要它是一个真正的国家——将长久

地对雇员有利，这是因为他们是人民，而国家则是人民的政治统一体。只有软弱的

国家才是私有财产的资本主义奴仆。每一个强大的国家——如果它真正是更高的第

三者而并不简单地同时是经济上的强者——不是对弱者而是对社会上和经济上的强

者表现其真正的强大。恺撒的敌人是贵族而非人民；专制君主的国家必然针对有地

位者推行自己的主张，而不是针对农民之类的人。所以，雇主们，尤其实业家们，

决不可能完全相信一个法西斯主义的国家，他们必然推断这种国家有朝一日终将发

展成一个实行计划经济的工人国家。贝克拉特的某些论说（如第143页）便与这种推

断一致，最近舍菲尔在一篇非常有趣的重要文章里将这一推断公之于众（1928年12

月29日《柏林日报》，Nr.613）。于是便出现下述情况——这是说明世界历史思想

之奸诈的一个绝妙例证：正像俾斯麦在自由派的叫骂声中在1863—1870年实现了真

正自由派的纲领的基本部分那样，墨索里尼在针对社会主义的官方卫士的无情斗争

中创造了社会主义机构。这并不排除一旦墨索里尼的领导中止便会出现某些自由派

反弹的可能。只是我认为，这种反弹无非是试图离开今天建立的法西斯主义机构的

那种内在的、导致国家计划经济的逻辑和方向，而这种试图要得到实现，只有彻底

摧毁整个机构和盲目复辟古老的自由主义，而这种复辟，贝克拉特在发表在《施莫

勒氏年鉴》的文章结尾宣称，是不可能成功的。

最后，我想对关于法西斯主义的stato etico[伦理国家]和国家伦理的论说作一补

充。人们不能也不可从相反方面，按照自18世纪以来在欧洲资产阶级中成为理所当

然的尺度和话语去衡量法西斯主义关于国家的思想。众所周知，所有这些话语都属

于今天为亿万人所感知和憎恨的进行意识形态欺骗的氛围。像一切强大的运动一

样，法西斯主义也想方设法摆脱意识形态的抽象性和虚假形式，从而达到具体的存

在。法西斯主义的伦理也是从上当受骗的感情出发，这种感情自19世纪以来便无所

不在，它不单单是无产阶级的激情，它在世界大战后的罗曼语国家比在德国表现得

更为强烈。法西斯主义的国家想以古代的忠诚使自己重新成为有着可见的权力载体

和代表的国家，而不想充当不可见和不负责任的掌权者和出钱人的门面和候见厅。

与古代相联系的强烈情感并非纯然的装饰，这肯定是贝克拉特先生设想不到的。人

们可以从对抽象的非政治化的反应理解这一点，与此相联系的是下述简单的历史事

实：欧洲大陆上真正的伟大国家始终是一个古典的实体并必然坚持古典的思想传

统。这不仅指与文艺复兴和巴洛克同时崛起的国家，以及法兰西和普鲁士国家的伟

大时代；这也适于说明其根系远及于古希腊罗马时代、最后由黑格尔完成的伟大国

家哲学。如果法西斯主义感到自己优越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那么这种优越感

首先针对社会主义的人类概念及其意识形态上的、抽象的一元论——这是真正自由

派的遗产，无产阶级只要没有掌握国家政权，就会长期背负着这份遗产。而法西斯

则认为自己已经克服了这份遗产，因为它以古希腊罗马时代的淳朴认识到民族和国

家、许多不同的资产阶级和许多不同的无产阶级之具体的多元论，并明白意大利民

族只有集中政治意志才能保持其具体的国家存在方式。


14.无名的柯特[1929]

[题解]原刊《高地》杂志1929年卷，第491—496页。1929年10月23日，我在马德

里的德国与西班牙学术交流中心的报告，将本文与第九篇文章（即《1849年柯特在

柏林》一文）合而为一。1930年，这篇报告作为该中心的文集第17卷以西班牙语在

马德里出版。后来，《高地》杂志在1934年6月第277页的一篇文章中，对我关于柯

特的看法明确表示保留。

如果人们试图以寥寥几个线条的素描就将柯特列入19世纪的政治思想史，便只能以

请求宽恕和许多保留条件开始。这是由于柯特在西班牙之外几乎无人知其名，在西

班牙，其名又多引起政治误解，因为他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改宗者——至少由于柯

特以自由派的国家法教师开始其生涯，最终则成了一个以伟大的预言家姿态向自由

的世纪宣告保守的专政理论的宣谕官。所以，与专政这个词相联系的反感，乃至使

一个最客观的专政的观察者也产生疑虑的所有反感，必然都集中起来指向柯特，不

仅指向柯特本人，而且指向每一个试图公正对待他的人，恰如一个古老的拉丁文句

子所说：Rumor dictatoris injucundus bonis[即便善良的专政者也令人厌

恶]。

我想在一个短短的讨论会的框架内，在一个非西班牙人可能做到的情况之下，以完

全无偏袒的态度评说这个奇人。这并非讨论柯特全部政治理论和见解的专文，只是

试图解释他的失败。当然，并非不可以轻易地径直断言，柯特几乎没有值得称道的

持久影响；相反，对于大部分的欧洲读者来说，柯特今天仍是无名之辈，也不值得

将他从遗忘之乡拖回来。不过，让一个无疑相当重要的思想家待在他陷入其中的遗

忘之乡，不仅太随意和简单，也是愚蠢和不公正的。柯特沦落遗忘之乡，实际上是

一个奇特而绝非简单的现象。柯特在世时，尤其在1849—1853年间，其政治上和文

学上的成就非常巨大。柯特的某些演讲和文章，在整个欧洲大陆可谓风靡一时。从

许多人的言论还可以看出和证明这种巨大影响；在信奉新教的德国，这种影响尤其

见诸谢林、兰克和威廉四世的言论。所有人都觉得，这个西班牙人不寻常，是个了

不起的人。为传布他的著作，人们作出许多努力，而且一再作出新的努力——被译

成德文、法文和意大利文；人们也曾多次尝试选出其著作和演讲中的某些段落结集

出版。如果说，尽管如此人们还是可能认为，除了在西班牙，柯特在欧洲不知名，

那么，解释他的这种失败和没有发生持久影响的事实的种种原因，便包含着一个有

趣的问题。

原因首先是文字和风格上的。柯特的许多表述仍是以往强调修辞的世纪的语言和文

学风格，活动于波舒哀和德·迈斯特式的反题中，这在浪漫主义时代已不再受人青

睐。对色彩浓重的字眼——可怕的、血腥的、令人吃惊的、巨大的——的过度使

用，由于达到极限而使之自我耗尽，令人感到厌倦，因而错过修辞目的。多尔维利

立即看出并批评了这个包含在修辞里的弱点；多尔斯（Eugenio d’Ors）非常中肯

地将这称作浓重画面排列出的巴洛克风格。此外，还有柯特的主要著作《论大公主

义、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神学说教方式，这本书——可以说极其不幸地——成

为传播最广和译本最多之作，在这里，气势恢弘而又动人的段落被淹没在冗长的神

学表述中。柯特在这里貌似一个进行神学说教的俗人典型，这种情况是他的演讲和

书信中，更是他的本质中所没有的。柯特开始详细讨论教义，随之陷入一个危险境

地：任何职业神学家都可以告诫他，莫要在此多嘴。这位伟大的外交官所遇到的最

糟糕的情况正是如此。一个名叫加杜埃（Gaduel）的法国神学家在任何方面都难与

柯特匹敌，却向他指出了一大堆教义学上不精确和谬误的地方，这位为反对最后和

最极端的敌人——无神论社会主义——挺身而出的专政和决断论理论家，突然发现

自己置身于无限矛盾构成的丛林之中，这些矛盾产生于自己的营垒，并摧毁了他不

容争辩的专政态度得以立足的土地。柯特视为政治理论之唯一牢固基础的神学，包

含着比他所可能承认的更多可以论辩和作出区别的地方，神学说教的俗人角色被证

明与政治专政理论家的角色不兼容。

在柯特的思维行程的内容中，也蕴含了他不受欢迎和失败的充足理由。柯特的文章

表露的对人的鄙视情绪太明显、太深刻，所以，像19世纪的某些悲观论者一样，不

可能产生浪漫派式的兴趣和吸引力。这种情绪严重而可怕，尤其在其生命的最后几

年往往近于癫狂。晚年的戈雅也几乎不曾画出比柯特的描述更为恶劣的〔人的〕景

象。对柯特而言，人是一种令人厌恶、可笑、完全为罪摧毁、陷于谬误的生命，假

若不是上帝亲自解救人，人甚至比脚下踩死的小爬虫还要可鄙。柯特认为，世界历

史只是一艘颠簸漂泊的航船，船上是一群喝得酩酊大醉的水手，他们咆哮，乱舞，

直到有一天，上帝将船沉入大海，一切重又归于沉寂。这一切令人感到太可怕了，

不可能使一个作者在19世纪得到好感和受人欢迎；而且，这并非一时的、浪漫主义

和悲观主义的感受，而是作为教义和体系提出来的。即便在书信里以自由生动的口

吻表达的政治见解，在文章中也被关进体系性的框架，结果作者本人的形象便成了

体系政治家和政治教义说教者，这种形象本身就不讨人喜欢，尤其当柯特与如此毁

灭性的悲观主义和如此鄙夷人的情绪一同出现的时候，因为，在19世纪，只是当专

政以人道乐观主义的名义出现的时候，人们才会容忍专政——比如，只是当战争被

用来反对战争时，人们才容许战争；只是当奴隶制在自由的名义之下出现时，人们

才容许奴隶制。

从天主教神学与政治体系的这种结合对一个新教徒必然造成的特殊印象，可以解释

俾斯麦在其《思考与回忆》中的一段话里突然爆发出来的对柯特的激愤情绪。俾斯

麦认为，在1870年战争之后，奥地利和法国有可能在共同的天主教土壤上相互接

近，并将巴伐利亚也拉入自己的联合。他担心出现一个天主教外交体系。在欧仁妮

皇后的政策中，这在事实上似乎是一个强有力的动机，并导致一些想入非非的以天

主教国家（法国、奥地利、巴伐利亚、莱因兰、西班牙以至拉丁美洲）的大联合为

目标的计划。只须想一下一个庞大的、有强大外交力量的天主教集团建立的可能

性，必然使俾斯麦激愤和不安。我认为，在这种担心之中，深藏着至关重要的、虽

说还未为人充分注意到的德国文化斗争的根源。1848—1849年的革命年代，俾斯麦

知道柯特其人，他作为保守的普鲁士人认识柯特在柏林的朋友、俄罗斯公使迈因多

夫，认识欧仁妮皇后并了解在哈布斯堡大公治下使墨西哥成为帝国领土的计划的背

景；俾斯麦尤其明白，所有这些政治家都深信不疑：新教和天主教的德国必定会形

成两个不同的国家。焦虑的俾斯麦可能在这里看见了对于德国民族统一孕育着危险

的外交上的敌人；反过来，德国民族统一的理念在柯特及其友人的心目中，是一个

危险和人为的、为德国和欧洲无法忍受的错误。

柯特的理论见解必然从许多方面引起西班牙天主教徒的反感和疑虑。作为实际的政

治家，柯特是优秀的、头脑清醒且讲求实际的外交官，绝对不是预言世界末日的狂

热信徒或幻想家，但这对他并无助益，反而是他的失败的另一原因。人们只要将其

政治理论与其外交实践作一比较，便会得出结论，末日论预言家与目标明确的职业

外交官几乎无法为一个人所兼有。多尔斯就此提出一个无比精辟的公式：calido

retorico, frio politico[热烈的演说家、冷静的政治家]。在这样的情况下，理

论与政治必然相互抵消。以巨大的冲击力提出的观念性命题，不断要求与已知的、

容易洞察的事实作比较。今天不难理解这一点，更容易感到应对此进行思考。至于

柯特反对无神论社会主义的斗争，所针对的只是蒲鲁东。在柯特看来，这个无政府

主义的社会党人是魔鬼和地狱使者。今天我们看到，反对蒲鲁东的斗争，是在错误

的阵线上进行的。今天，马克思才是无神论社会主义的真正领袖，是真正的经济学

思想教士，而蒲鲁东仍然是个道德家的形象，他植根于拉丁传统，其精神力量来自

对资本主义破坏家庭的行为的义愤。对议会主义和自由主义最有力、最激烈的批

判，恰恰来自蒲鲁东；从他开始了一条经索雷尔到法西斯主义，到stato

corporativo[合作国家]和苏维埃体制，即到当今议会主义的真正反对者的路线。

但是，在1848年以后的最初几年里，蒲鲁东处在关于社会主义的一切理论讨论的中

心，而马克思在法国，除了社会主义圈内的人，很长一段时间完全是无名之辈。今

天，我们看到了柯特在反对蒲鲁东的神学斗争中未能察觉的东西：在某种意义上，

柯特是在同一个与他一起反对自由主义与民主联合战线的同盟者甚至亲戚展开论

战，这场论战基于一种理应给他带来“罗马人”之名的道德上的严格要求。

不过，与这个容易解释的错误路线相比，柯特的政治环境的内在矛盾更为激烈，更

引人注目。柯特的对于旨在对抗革命的理论的历史之重大历史意义在于，他放弃正

统的论证方法，不再提出复辟的国家哲学，而是推崇专政理论。柯特在这里使其反

题上升为一种无神论与基督教之间的终极决斗，在这一方面，柯特的文章是预言末

世的和末世论的。但在具体的现实中，柯特作为frio politico[冷静的政治家]却

推行一种人们在伟大的末日审判视角之下不可能看到的政策。柯特在现实中所做

的，无非是支持拿破仑三世的政变。人们尽可以去设想专制主义和波拿巴主义的复

辟企图；出于某些理由，人们尽可以首肯1851年政变，并认为它是件很好的事，但

是，要以预言末世的思想给予观念性的论证却绝对不可能。在这里，激情与现实太

不成比例。事实上，拿破仑三世的政变只是欧洲19世纪典型的国家问题，是立法权

与行政权的关系，即强大的行政权力反对自己既不能执政也不容许他人执政的无执

政能力的议会的斗争。拿破仑三世、俾斯麦和墨索里尼分别以不同方式解决了有执

政能力的行政权问题，至少为此并不需要末世论，这只可能损害真正的、始终存在

和必要的末世论，如果人们要将它与这一类政治事务联系起来的话。

所有这段说明柯特的失败的各种理由，很容易造成一种印象，似乎柯特思想本身被

驳倒了，他陷于其中的遗忘之乡也有其存在理由。情况并非如此。错误的护教论自

然没有希望，对于以论战方式抬高被贬低和遭蔑视的重要人物，也毫无意义。柯特

的行文方式在极大程度上已经陈旧，其方法也已过时，部分则遭到否定。尽管如

此，在天才的概括和直感方面，柯特仍留下了许多东西，这足以使他被看成19世纪

最伟大的政治思想家之一。这个人在1848年预见到，未来的社会主义革命不是发生

在伦敦而是彼得堡，早在1848年，他就将社会主义与斯拉夫精神的联系看成未来世

代极具决定性的事件，这个人堪称具有非凡才智的政治思想家。通过推理性的构

想，柯特认识到人在其最终的政治决定中的思想动机，尽管他以一种已经陈旧的风

格失迷于神学说教，但他的话依然值得听取。此外，柯特在现代议会主义批评历史

上最终完成了所有关键性的观点。尤其是，柯特认识到资产阶级讨论问题的终极内

核——即他将资产阶级定义为“商讨阶级”，并大力提出决断（Daision）思想，

以对抗将一个国家建立在讨论之上的企图。这始终是一个理论上和政治上的功绩。

除此之外，柯特还有其独具的重要性，他在一个政治概念和政治的对立被相对化消

解的时代，在观念性欺骗的气氛中，认识到每一种伟大政治的核心概念。他穿破层

层欺骗和谎言的掩饰，牢固地把握住这一核心，并设法深入日常政治掩饰的背后，

以确定朋友与敌人这一伟大的历史性和本质性区别。柯特之所以这么做，完全是在

资本主义形成中的欧洲令人震惊的印象之下，出于作为西班牙天主教徒的生存，没

有夹杂任何个人的统治欲和残忍，而是相反，怀着他的本质中使他作为人而值得爱

戴的整个天真的人道主义。这位彻底的专政论哲学家谈到自己时曾说，他没有能够


成为一个专政者所应有的严酷，——这并非反对而是支持他的理论的证言，这说

明，柯特关于斗争和决断的思想产生于对政治事物和政治环境的思考，而并非来自

一个敌视人的秉性的个人邪恶心态。柯特的个人天性中有着某种地道的自由思想，

它甚至比他进行人道主义道德说教的对手的自由更深刻、更具本质性，一切自由品

质的本来故乡是个体—私人领域，而非国家和政治思想领域。现在该是认识这个非

同寻常、令人喜爱的人的时候了，认识到他作为欧洲思想史上的重要人物的纯洁和

伟大，不要再纠缠他种种表现上的缺点和不足之处，而是研究这个具有一种立足于

世俗视野的政治直感的非凡奇人。

15.中立化与非政治化的时代[1929]

[题解]本文原为1929年10月12日在巴塞罗那欧洲文化联盟大会上的演讲，演讲稿刊

登在Europäische Revue（《欧洲评论》）11月号，卷五，1929，第517页及以

下；后收入《政治的概念》第二版，1931，第70页及以下。鲁塞尔（W.G.de

Roussell）的法译文刊于巴黎L’Année Politique française et étrangère（《法国与国外政治年鉴》），卷十一（1936年12月），第274—289

页。1929年《欧洲评论》发表的文本的标题为Die europäische Kultur im Zwischenstadium der Neutralisierung（《中立化阶段的欧洲文化》）。

身居中欧的我们生活在sous l’œil des Russes[俄国人的眼皮子之下]。一个世

纪以来，俄国人的心理的目光洞察了我们的伟大话语和我们的机构；他们的活力已

经相当强大，足以夺取我们的知识和技术作为武器；他们接受理性主义以及与之相

对立的思想的勇气，他们以软硬兼施的方式维护正统信仰的力量令人折服。他们实

现了社会主义与斯拉夫精神的结合，柯特早在1848年就曾预言这是未来世纪具有决

定性意义的事件。

这就是我们的处境。人们如果不意识到自己的文化和历史环境，就不可能就文化和

历史说出值得称道的话。一切历史的认识都是当今的认识，历史的认识从当今获得

其锋芒和强度，确确实实是只服务于当今的，因为一切精神只是当今的精神，——

自黑格尔以来许多人都作如是说，而克罗齐讲得最为精辟。在上一代众多著名的历

史学家身上，我们还看得到朴素的真实，今天已经没有人会为成堆的资料所迷惑而

看不到一切历史的表述和构想都充溢着天真的投影和认同。可见，重要的还是对自

己当今环境的意识。使人想起这一点者正是对俄国人的上述看法。清醒的意识在今

天是很难做到的，但因此也更有必要。所有迹象表明，我们欧洲在1929年还生活在

倦怠和进行复辟尝试的时期，这在大的战争之后是正常的和可以理解的。在19世纪

历时二十年之久的反对法国的联合战争之后，即自1815年以来，几乎整整一代欧洲

人都处于这样一种精神状态，这种状态可被归纳为一个程序性表述：现状之正当性

（Legitimität des status quo）。这样一个时代的一切论证事实上很少包含已

经或者正在消失的事物之复苏，而更多是内政和外交上的病态：现状，仅此而已，

岂有它哉？这时，复辟情绪的宁静有利于其内涵和方向为复辟的表象所掩饰的新事

物和新关系之迅速和顺利的发展。时候一到，正统的前台场景便有如虚空的幻象一

样消失。

俄国人接过了欧洲19世纪的话语，认识到其内核并从其文化前提引出终极性结论。

人们始终生活在激进弟兄的目光之下，这目光迫使一个人将实际的推论进行到底。

姑且完全不论外交和内政上的推断，有一点可以肯定：在俄罗斯的土地上，拜技术

的反宗教（Antireligion der Technizität）是认真的，在这里产生了一个国

家，它较之任何最专制的君主的国家具有更多、更强化的国家性质，超过菲力浦二

世、路易十四或者腓特烈大帝的国家。所有这些作为情况只有从近几个世纪的欧洲

发展中才可能为人所理解；这些东西完成和战胜欧洲所特有的理念，并日益浓烈地

展示出现代欧洲历史的核心。

变换不定的中心区域诸阶段

让我们回忆一下近四个世纪欧洲思想运动所经历的诸阶段，以及作为其人性此在中

心的诸不同思想领域。这场运动跨越四个重大的、单一的、各历时百年的阶段。这

四个阶段刚好相当于四个世纪。运动本身从神学领域跨向形而上学领域，从形而上

学领域跨向人本—道德领域，最后从人本—道德学领域跨向经济学的领域。人类历

史的伟大阐释者维柯（G.Vico）和孔德（A.Comte）将这种独有的欧洲进程一般

化，使之变成人类发展的普遍规律，随后经过千百种通俗化和平庸化的解释，这个

进程被宣传为著名的“三阶段规律”——从神学阶段到形而上学阶段，从形而上学

阶段到“科学性”阶段或者“实证主义”（Positivismus）阶段。事实上，人们以

实证方式无非要说明，自16世纪以来，欧洲人从一个中心领域向另一个中心领域多

次跨越，构成我们文化发展的内容的一切都处于这些跨越的影响之下。在过去的四

个世纪的欧洲历史中，精神生活有四个不同的中心；形成其各自时代之先锋队的活

跃的精英们在不同的世纪围绕不同的中心活动。

只有从这些总是在转移的中心出发，不同世代的概念才可能得到理解。让我再强调

一下，转移——从神学领域向形而上学领域，从形而上学领域向人本—道德学领

域，最后向经济学领域——在这里并不是指三个阶段规律或者类似构想的意义上的

历史哲学规律。我说的并非整个人类文化，并非世界历史的节奏，我既不可能就中

国人也不可能就印度人或者埃及人说些什么。变换不定的中心领域诸阶段顺序既不

是被设想为一条连续性的自下而上的行进之线，也不是被设想为与之相反的东西；

人们就此不论设想为一种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进程，设想为一种上升还是衰败，

这本身便是问题。最终这可能是一种误解，假若如此解释诸阶段顺序的话：似乎在

这四个世纪中的每一个世纪里除了中心领域别无其他。相反，自始至终都存在着已

经在进行的诸不同阶段之多元并列现象；同一时代和同一国家，甚至同一家族的人

们并列地生活在不同阶段，譬如今天的柏林在文化直线上的位置距纽约和莫斯科比

距慕尼黑或特里尔更近。变换不定的中心领域所指的只是具体的事实：在欧洲历史

上的这四个世纪里，处于主导地位的精英们变换不定，他们的信念和论证的确定表

达不断地改变，同样，他们精神上关注的内容、他们行为的原则、他们政治上成功

的秘诀也在不断地改变。与此相应，大众甘心受某些特定的诱逼影响的秘密也改变

着。

作为划时代的历史转折明显而又特别清楚的是，从16世纪的神学向17世纪的形而上

学，向不仅在形而上学而且在科学上堪称欧洲最伟大的时代的过渡，这是向西方理

性主义之真正英雄时代的过渡。这个系统地进行科学思考的时代同时拥有苏亚雷斯

和培根、伽利略、开普勒、笛卡尔、格劳秀斯、霍布斯、斯宾诺莎、帕斯卡尔、莱

布尼茨和牛顿。这个时代所有令人惊叹的数学、天文学和自然科学的知识都被装进

一个巨大的形而上学的或者“自然的”体系之内，所有的思想家都是伟大的形而上

学家，甚至这个时代之特有的迷信在占星术的形式上都是宇宙—理性主义的。接踵

而来的18世纪借助自然论哲学（deistische Philosophie）的构想将形而上学推

到一边，这是一场大规模的庸俗化，一次启蒙，一种以著述方式对17世纪的伟大事

变的表述，是人本化和理性化。人们可以从细微处看到，苏亚雷斯在不计其数的通

俗文章中继续发挥影响；从某些基本的道德和国家理论概念看，普芬道夫只是苏亚

雷斯的模仿者，而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最终又是对普芬道夫的通俗化。但是，18

世纪所独有的激情却是“美德”的激情，其神话式的词是vertu[美德]。即便卢梭

的仿浪漫主义（Romantizismus）也并非出于自觉而冲破道德范畴的框架。这个世

纪之标志性的词是康德的上帝概念，在康德的体系中，上帝——正如人们以有些粗

俗的方式表述的——不过是以一个“伦理学寄生物”（Parasit der Ethik）的形

象出现的；“纯理性批判”这个词组中的每一个词——纯、理性和批判——都在论

战上针对宗教、形而上学和唯本体论（Ontologismus）。

然后，随着19世纪而来的是美学—浪漫主义与经济—技术主义两种倾向之貌似杂交

性的和不可能的结合的一百年。事实上，19世纪的浪漫主义——如果我们不想以浪

漫主义的方式将浪漫主义这个稍带达达主义色彩的词变为造成混乱的工具的话——

只是指介于18世纪道德主义和19世纪经济主义之间的美学的中间阶段，只是指由于

一切精神领域的美学化而形成的一个过渡，一个非常容易而又成功的过渡。因为从

形而上学和道德阶段通向经济阶段的道路是经由美学的，经由尚属高雅的美学消费

和享受的道路是通向精神生活之普遍经济化的最安全和最便捷的道路，也是通向一

种在生产和消费中发现人类生存的中心范畴的精神状态之最安全和最便捷的道路。

在精神继续发展的进程中，浪漫派的唯美主义服务于经济，它是一个典型的伴随现

象。但技术的东西在19世纪之出现与经济有最密切的联系，即作为“工业主

义”（Industrialismus）出现。其典型例证是马克思主义体系的历史和社会构

想。这种构想将经济看成柱石和基础，看成一切“精神性的东西”之“下层建

筑”。诚然，它在经济的内核中已经看到技术，并根据特有的技术手段确定人类的

经济时期。尽管如此，这个体系本身是一个经济学体系，而唯技术主义的成分只是

在后来庸俗化的过程中方才出现的。从整体上看，马克思主义的思考着眼于经济，

它在具有经济属性的19世纪一直如此。

不过，在19世纪技术进步已经如此令人惊叹，因而社会的和经济的情况变化如此迅

速，以致所有道德的、政治的、社会的和经济的问题都被卷入技术发展的急流之

中。在日新月异的、令人惊叹的发明和功效的巨大影响之下，产生了一种技术进步

宗教（Religion des technischen Fortschritts），这种宗教认为，其他所有

问题通过技术进步都将迎刃而解。对工业国家的广大民众而言，这种信仰是明白易

懂和理所当然的。他们跨越了对于居主导地位的精英们的思想具有典型性的一切中

间阶段，在他们那里，奇迹和彼岸信仰的宗教不经任何中间环节立即变成了崇拜技

术奇迹、人的作为和征服自然的宗教。神奇的宗教情感（Religiosität）演变为同

样神奇的拜技术情感（Technizität）。于是，20世纪在其开始之时便显示出不仅

是技术时代而且是对技术的宗教信仰时代。这个世纪往往被称为技术时代，但这只

是对整体情况的权宜性称谓，关于具有征服性的技术情感的意义问题可暂时不作回

答。因为对技术的信仰事实上只是中心领域位移时所遵循的某一确定方向的结果，

它作为信仰产生于位移的逻辑性。

精神性领域的一切概念，包括精神的概念，本身便是多元性的，只应从具体的政治

生存去理解。正如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族性概念，其民族性之构成特征在其自

身而非在其他民族那样，每一种文化和每一个文化时期都有其自己的文化概念。人

类精神领域的一切基本概念都是生存意义上的而非准则性的。既然精神生活的中心

在最近四个世纪里不断地转移，因而一切概念和词语也在不断地变化，这就有必要

记住每一概念和词语的多义性。大多数最严重的误解（当然有许多骗子以此为生）

是由于将属于某一领域——比如只用在形而上学或道德领域抑或经济领域——的概

念错误地转移到精神生活的其他所有领域。这不仅是说，感染人们的内心并成为他

们思考和交谈的客体的进程和事变始终根据中心领域定位——例如，里斯本地震在

18世纪可能引发一股道德说教性的文学热潮，而今天类似的事件却不会造成多么深

刻的心智上的影响。相反，经济领域内的一场灾难，一场股市暴跌或者崩溃，不仅

会有力地引起最广泛的阶层之实践上的关切，而且会引起他们的理论上的兴趣。某

一个世纪的特殊概念也是从这个世纪的中心领域获得其特殊的内涵的。容我用一个

例子说明这一点。例如一种进步，一种改良和完善，用现代的话讲：一种合理化

（Rationalisierung）的概念在18世纪，即在一个人本—道德信仰的时代占主导

地位。因而进步首先意味着启蒙的进步，教育、自我克制和教养的进步，意味着道

德上臻于完善。在一个经济和技术思考的时代，进步被设想为经济上的或技术上的

进步，这是不言而喻的和理所当然的；人本—道德的进步即便还为人所关注也只是

作为经济进步的副产品。一个领域一旦变成中心领域，那么，其他领域的问题只能

以中心领域为基点解决，而且只被当作次要的问题；只要中心领域的问题解决了，

那些次要问题自然随之解决。所以，在神学的时代，只要神学上的问题井然有序，

一切都将自然地发生；所有其他一切都将“被交付于人”。在其他时代情况也与此

相同：在人本—道德的时代，重要的只是从道德上教育和培养人，所有问题都成为

教育问题；在经济时代，人们只须正确地解决货物生产和分配的问题，随之道德的

和社会的问题也不致再造成麻烦；从单纯技术上的思考看，通过新的技术发明也会

使经济问题得到解决，所有问题，包括经济问题，都将为技术进步这个使命让路。

说明这类概念之多元性的另一个社会学例证是：富有智慧和享有声望的代表人物的

典型形象——Clerc的独有特点在每个时代都是由中心领域确定的。Clerc在16世纪

是神学家和传教士，在17世纪是生活于真正的学者共和国之内并远离大众的有学养

的、提出体系的学者；继其后者是尚属贵族体制的18世纪的启蒙作家们。至于19世

纪，人们切不可为浪漫派天才的短暂插曲和一种私人宗教的众多教士所迷惑；19世

纪的Clerc（最伟大的例子是马克思）变成了经济的行家，问题只是，经济学的思考

在多大程度上容许社会学类型的Clerc的存在，国民经济学家和受过经济学教育的公

司法律顾问们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成为精神领导层。从拜技术主义思想看，一个Clerc

似乎无论如何都是不可能存在的，关于这一点，在下文讨论技术时代时还要谈到。

Clerc类型之多元性经这几点简短提示已足够清晰了。如上文所说，精神领域的一切

概念和观念：上帝、自由、进步、关于人的本性的人类学观念、关于舆论、合理的

和合理化，最终不仅自然的概念而且文化本身的概念——这一切都从中心区域之所

在获得其具体的历史内容，也只有由此出发才可能为人所理解。

首先，国家之现实性和力量也是来自某一中心区域，因为友与敌的组合这个决定性

论争主题同样要根据决定性的具体领域来确定。当宗教—神学的东西处于中心时，

cujus regio ejus religio[在谁的地方信谁的宗教]这个定律才有政治的内涵。

当宗教—神学不再是中心领域时，这个定律便失去其实际意味。这时，它经过民族

和民族原则（cujus regio ejus natio[在谁的地方就属谁的民族]）的文化阶段

转入经济阶段，于是它的意思成为：在同一个国家里不可能有两种相互矛盾的经济

体制；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经济制度相互排斥。苏维埃国家在一定范围内实现了

cujus regio ejus oeconomia[在谁的地方就行谁的经济]这个定律，这证明稳定

的地区与稳定的同质性的联系绝不仅仅是为了16世纪的宗教斗争，绝不仅仅是为了

欧洲中小国家的大众而存在的，它始终适应精神生活中变换不定的中心领域和独立

的世界帝国之变换不定的维度（Dimensionen）。这个现象的本质在于：同质的经

济国家与经济学思考相适应。这样的国家要求成为一个现代的、知道自己的时代和

文化状况的国家。它必然提出正确认识历史的整体发展的要求。国家进行统治的权

利便基于此。一个在经济时代放弃从自身出发正确认识经济状况并进行领导的国家

必然在面对社会问题和作出决断时采取中立态度，并因此而放弃进行统治的要求。

一个奇怪的现象是，19世纪欧洲自由国家可以将自己装扮成stato neutrale ed agnostico[出于无知的中立国家]，而且正是在自己的中立之中发现生存的合法

性。这有各种各样的理由，不可能用一句话，用一种原因解释。在这里，国家是作

为一般的文化中立性的特征而令人感兴趣的；因为19世纪关于中立国家的学说处于

一种普遍的、精神上的中立主义倾向的框架之内，这种中立主义是近几个世纪欧洲

历史的特点。我认为，这里存在着为人们称为技术时代的历史解释。这还须要作一

个简单的解释。

中立化与非政治化诸阶段

上文说明的阶段顺序——从神学经由形而上学和道德到经济学——同时意味中心所

由移开的诸领域之一系列渐进式中立化。欧洲历史上所有精神转变中之最强有力和

后果最为深远的转变，在我看来是17世纪从传统的基督教神学向“自然的”科学性

体系所跨出的那一步。这一步决定了后来的一切发展必须遵循而且时至今日仍在遵

循的方向。一切普遍性的人类历史“规律”，诸如孔德的三阶段规律、斯宾塞的从

军事时代向工业时代发展的构想，以及相似的历史哲学构想，无不处于这一事件的

巨大影响之下。寓于这惊人的转折之核心者是本质上单一的、对几个世纪有决定性

意义的基本主题，即对中立领域的追求。欧洲人类在16世纪无望的神学论辩和纷争

之后便寻找一个能够停止纷争、互相谅解、达到一致和互相信服的中立领域。因

此，人们搁置传统基督教神学的一些有争议的概念和论证，架构了一个神学、形而

上学、道德和法的“自然的”体系。狄尔泰（Wilhelm Dilthey）以一种无愧于其

名声的表述方式描绘了这一思想史进程，其中首先突出了斯多葛传统。但我觉得具

有本质意义的是，以前的中心领域神学由于其本身是争议领域而被抛弃了，人们转

而造访另一个中立领域。以前的中心领域由于不再是中心领域而中立化了，人们希

望在新的中心领域的土地上找到可能带来安全、明确、谅解与和平的最低限度的一

致和共同前提。由此开始了走向中立化和最低化的方向，接受了欧洲人类赖以为后

来几个世纪“起步”的法则。

在许多世纪的神学思考中所形成的概念现在已经引不起人们的兴趣，成为私人的

事。上帝本身在18世纪自然神论的形而上学中被置于世界之外，上帝面对现实生活

的斗争和对立正在变成中立的一级所在；正如哈曼反驳康德时所说，上帝成为一个

概念，不再是一个实质（Wesen）。在19世纪，先是君主，继之是国家成为中立的

数值（Gröβe），在这里，在关于pouvoir neutre[中立权力]和关于stato neutrale[中立国家]的自由派学说中完成了政治神学的一章，中立化过程在这一章

得到其经典性表述程序，因为它在这里也涉及了终极性的东西——政治权力。但这

属于这样一种发展的辩证法：人们正是由于中心领域的转移而不断创造新的角力领

域。在新的、最初被认为是中立的场地上，立即以新的强度展开了人与人和利益与

利益的对立，而且人们对这新的领域的占领越牢固，对立便越强烈。欧洲人类总是

从一个角力场进入一个中立领域，而这新占领的中立领域总是立即变成角力场，于

是便必须寻找新的中立领域。自然科学性也未能带来和平。宗教战争变成一半为文

化、一半为经济所规定的19世纪民族战争，而最终则径直变成了经济战争。今天对

技术的广泛信仰之根据在于，人们可能自以为在技术中找到了绝对的和终极性的中

立的土地。从表象上看，没有比技术更具有中立性的东西了。技术服务于任何人，

犹如广播可以被用来传播一切形式和任何内容的消息，又正像邮政传送的邮件而不

问其内容那样，从邮政经营技术中不可能得出评估和判断被传送邮件的标准。与人

们可能为之永远争论不休的神学、形而上学、道德以及甚至经济的问题相比，纯技

术问题有某些令人兴奋的客观性；它们有一目了然的解决办法，因而人们能够理

解，为什么人们设法从所有其他领域无法理清的问题中脱身而逃入技术情感寻求救

助。在这里，似乎一切民族和国家、一切阶级和教派、一切年龄和性别的人都可以

迅速取得一致，因为所有的人都同样理所当然地利用技术之灵巧设备的优点和便

捷。可以说，这里似乎是普遍平衡的土地，——舍勒在1927年的一个报告里曾作如

此宣告。教派的、民族的和社会的争端的一切论辩和混乱都会在这个完全中立的领

域里平息下来。技术领域似乎是和平、谅解与和解的领域。以往不可解释的和平主

义信仰与唯技术主义信仰的联系从中立化的发展方向中得到了解释，欧洲精神在17

世纪决心转入这个方向，一直到进入20世纪——犹如在一个命运的召唤之下——还

在继续遵循这个方向。

然而，技术之中立却是有别于以往所有领域之中立的另一种东西。技术始终只是工

具和武器，正是由于它服务于任何一个人，它才并不是中立的。从技术之内在性质

得不出任何一种人性的和精神性的决断。任何文化，任何民族和任何宗教，任何战

争和任何和平都可以将技术用作武器。工具和武器变得越来越有用，这只会使其现

实应用之概然性更为增强。一种技术上的进步之为进步，不一定是形而上学或者从

道德上而言的，甚至也不一定是从经济上而言的。如果今天许多人仍然从技术之日

臻完善期待人本—道德的进步，那么，他们便是在以完全神奇的方式将技术与道德

联系了起来，而且还有些天真地一厢情愿地假设：人们将只是从其固有的意义上使

用当今技术之无与伦比的工具，这从社会学上看意思是，他们自己成为这些可怕武

器的主人并可以拥有与此相联系的强大权力。不过请容我直言，技术本身在文化上

始终是盲目的。因此，从纯然的技术之外别无一切（Nichts-als-Technik）得不

出任何一个以往从精神生活的中心领域得出的推断：不论是文化进步的要领，Clerc

或者精神领袖的抑或某一政治体制的类型。从技术发明者群中发展一个社会统治阶

层的希望迄今仍未实现。圣西门（Saint-Simon）和其他期待一个“工业”社会的

社会学家们的构想，要么并非纯技术主义的，而是部分杂有人本—道德成分、部分

杂有经济学成分的，要么纯属幻想。甚至当今经济的经营领导和管理机构也并不掌

握在技术人员手中，迄今为止还没有人能够设想一个由技术人员领导的社会制度，

所设想者无非是一个无领袖人物和无管理机构的社会而已。索雷尔也并非一直是工

程师，而是变成了一个Clerc。从任何重大的技术发明都不可能推断出其客观的政治

影响将是怎样的。15和16世纪的发明曾产生自由、个人主义和反叛效应，言论自由

便来自印刷术的发明。今天，技术发明是大规模控制大众的手段；属于广播者是广

播垄断，属于电影者是电影审查。关于自由和奴役的决断并不在作为技术的技术。

技术既可能是革命的，也可能是反动的，可服务于自由或者压迫，可效命于集中或

者分散。从它所独有的原则和观点既得不出政治性的提问方式，也得不出政治性的

回答。

在我们之前的一代德国人充满一种文化没落情绪，这种情绪在世界大战以前已表露

出来，绝对无须等到1918年的崩溃和施宾格勒（Spengler）的《西方的没落》的出

版。在特洛尔奇、M.韦伯和拉特瑙的著述中，有许多表露这类情绪的言论。在这些

言论中，技术之不容抵抗的力量被表现为无精神状态对精神的统治，或被表现为也

许富于精神却无心灵的机械。在一个哀叹maladie du siècle[世纪病]并期待半兽

人统治（Herrschaft Calibans）或者After us the Savage God[我们之后是野

蛮上帝]的欧洲世纪之后，接着便是哀叹灵魂在其中孤独无助和软弱无力的无心灵的

技术时代的一代德国人。在舍勒关于软弱无能的上帝的形而上学中，或者在齐格勒

关于作为附庸的、流动不定而最终又无能为力的精英们的构想里，都记载了这种面

对技术时代的束手无策状态，不论是心灵上的还是精神上的。

这种恐惧是有道理的，因为它产生于对已经被推到尽头的中立化过程之逻辑结果的

朦胧感觉。伴随技术而来的精神的中立走进了精神的虚无。在人们首先放弃了宗教

和神学，继之又放弃了形而上学和国家以后，现在似乎完全放弃了一切属于文化的

东西而进入文化死亡的中立状态。一种庸俗的大众宗教在从技术表象上的中立状态

期待人类的天堂，而那些伟大的社会学家们则感觉到，曾主宰过现代欧洲精神之所

有不同阶段的倾向目前在威胁文化本身。此外还有对在完全的技术化所造成的

tabula rasa[白板]之上产生的新的阶级和群体的恐惧。从文化和社会虚无的深渊

不断浮出新的、与传统教育和传统审美观格格不入甚至对之怀有敌意的群体。然

而，这种恐惧最终不过是对自己的力量，对自己使新技术之全部伟大的工具为我所

用的力量的怀疑，虽然工具只是在等待为人所用。而且绝不可将人类的理智和人类

的学科所达到的结果——如任何技术，尤其现代技术——简单地看成死的和没有心

灵的，并将拜技术宗教与技术本身混为一谈。造成一种反宗教的此岸行动主义

（Diesseits-Aktivismus）的大众宗教的唯技术精神是一种精神，也许是一种邪

恶的和恶魔般的精神，但不可被贬为机械论的，不可被计入技术之列。这种精神也

许是某种令人心惊胆战的东西，但本身却并非技术性和机械性的东西，而是一种行

动主义形而上学（aktivistische Metaphysik）的信念，是对人驾驭自然，甚至

驾驭人的肉身的一种无限的力量和统治的信仰，是对“自然藩篱退却”之无限性、

对人的自然的此岸此在之无限的改变能力和幸福的信仰。人们可以将这称为幻想和

撒旦般的东西，但不能简单地说它是僵死的、无精神的或者机械化的无心灵状态。

同样，对文化虚无和社会虚无的恐惧毋庸说是产生于对受威胁的status quo[现状]

的惶恐的忧虑，而并非出于对精神过程及其动力之冷静的认知。所有新的、伟大的

倡议，所有的革命和所有的改革，任何新的精英都来自苦行和志愿或非志愿的清

贫，而清贫则首先意味着放弃现状的安全感（Sekurität）。原始基督教和基督教

内部的激烈改革，本尼狄克的、克吕尼的和方济各的运动，浸礼派和清教徒派，还

有伴随回归于固有的朴实原则而来的每一次真正新生，每一次真正的ritornar al

principio[原则的返归]，每一次向完好无损、未遭败坏的本性的返归，在现存的

现状之方便和舒适之前都显得恰似文化的或者社会的虚无。所有这类东西都是不动

声色地暗地里增长，一个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在它滥觞之时所看到的又可能只是虚

无。宏大场面出现的时间也一定是那种与秘密的、不引人注意的力量的联系受到损

害的瞬间。

文化生活中各种不同领域之持续不断的中立化过程已经到达其尽头，因为它落定在

技术之上。技术不再是上述中立化过程意义上的中立土地，任何强大的政治都要使

用它。因此，权宜之计只可能是将当今文化意义上的世纪看成技术世纪。其最终的

内涵只有当证明了哪一种政治强大到足以占有新技术，什么是在新的土地之上成长

的真正的友与敌的组合的时候才会产生。

工业化民族的大量民众今天还在追随模糊的拜技术宗教，因为他们像一切群体一样

在寻求绝对的结论，而且不自觉地认为在这里找到了人们几个世纪以来便寻找的绝

对的中立，战争将因此而停止，普遍的和平将由此而开始。可是，技术所可能做的

只是推动和平或者战争；它对两者都同样乐于从命，和平之名与和平之召唤对此毫

无改变。今天，我们的目光穿透了影响着大众的心理和技术机构借以运作的名目和

话语迷雾。我们甚至熟悉这一整套词汇和秘密法则，而且我们知道，今天最可怕的

战争只有以和平的名义，最骇人听闻的奴役只有以自由为名义，最残忍的非人性只

有以人类的名义才可能得以推行。我们最终也洞察到了在拜技术时代只看到精神的

死亡或者丧失心灵的机械装置的一代人的情绪。我们认识到了精神生活的多元性并

知道，精神此在之中心领域不可能是中立领域，想以机械性与有机性、生与死的反

题解决政治反题是错误的。一个生命如果在自己对面只看见死亡，它就不再是生

命，而是昏厥和无可奈何。谁如果除了死亡别无其他敌人并在他的敌人身上只看到

虚空的机械，他就离死近而离生远了。有机与机械的廉价反题自身是某种粗劣的和

机械性的东西。一个在自己一方只看见精神与生命，而在他人一方只看见死亡与机

械的群体只意味着放弃斗争，只具有浪漫主义哀叹的价值。因为生命并非与死亡斗

争，精神并非与无精神状态斗争。生命与生命斗争，精神与精神斗争，从一种完美

知识的力量中产生人类事物的秩序，即Ab integro nascitur ordo[秩序产生于整

合]。


16.国家伦理与多元主义国家[1930]

[题解]本文为1929年5月22日在哈勒康德学会的一次会议上的报告。松巴特

（Corinna Sombart）将其译作罗马尼亚语发表在Minerva杂志，Bukarest，

1930，第1—15页。本文与第8、10、17、21诸文，都属于辨析政党多元主义政治体

制以及对pacta sunt servanda[契约应得到遵守]这个命题的表述，属于对现代之

合法性和正当性的批驳；参见拙著《宪法学说》，1928，第61—71页。

一

美国人帕克（Ernest Barker）的文章“The Discredited State”[丧失信誉的

国家]（作于1915年）广为人们引用，其标题再恰当不过地表述出今天人们对国家的

评价——而且是流传最广、完全占主导地位的评价。在非常强大的国家——美国和

英国，即便其外交力量和内政秩序未受到损害，自〔第一次〕大战以来，也在热烈

讨论传统的国家观念，主权的统一和完整这一古老的国家权利受到了冲击。在法

国，工团主义的理论家们早在1907年就宣告：国家死了。在这一方面，二十多年以

来产生了一系列法学和社会学文献，这些文献否认国家和法律的任何优势地位，使

两者隶属于社会。作为现代法学家中重要的和值得关注的名字，这里应提到迪骥和

勒瓦（Maxime Leroy）。在德国，危机是随俾斯麦帝国的崩溃表露出来的，当时关

于国家和政府的观念曾被认为不可动摇，如今也不存在了。自1919年以来，涌现出

大量讨论危机的文献，这里只须回忆一下〔小〕韦伯（Alfred Weber）的一本书的

标题：《欧洲国家思想的危机》（Die Krisis des europäischen Staatsgedankens）。此外，还有大量国家和国际法理论著作，这些著作试图摧毁

主权概念，并与之一起同时摧毁这样一种传统的国家观念：国家即凌驾于一切群体

之上的统一体。

对国家的冲击始终也是对国家伦理的冲击。因为，一切传统的国家伦理观念从来就

与作为自身前提的具体的国家共命运，〔一旦具体的国家丧失信誉〕，并与之一同

陷入丧失信誉的境地。如果这“尘世的上帝”从其圣座上倒塌下来，客观理性与道

德王国变成magnum latrocinius[大盗]，各政党便会宰杀这庞然怪物，各自从它

的躯体上切下属于自己的一块肉。这时，国家伦理的意义安在？这一冲击不仅触及

将国家变成特有的伦理载体和创造者的黑格尔的国家伦理学，不仅触及法西斯主义

教义意义上的stato etico[国家伦理]观念，也触及康德和自由个人主义的国家伦

理。虽然后者并没有将国家看成伦理学的独立主体和载体，其伦理学主要在于使国

家受到伦理准则的制约，可是，其出发点迄今为止——除了几个激进无政府主义者

外——却始终是，国家为最高的所在和裁决外在的“我的与你的”（Mein und

Dein）之主审法官，单纯准则性的和因此而无法官的自然状态——一种每个法官都

自主行事的status justitia（genauer judice）vacuus[法律的（精确地说，裁

决的）空置状态]——将由此得以克服。如果没有作为一个超拔的统一体的国家的观

念，康德的国家伦理学便充满矛盾，站不住脚。他关于反抗权

（Widerstandsrecht）的学说尤其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康德尽管对国家进行了种

种理性法的相对化（vernunftrechtliche Relativierung），仍然拒绝了对国家

的反抗权，这正是基于国家统一的思想。

二

晚近盎格鲁-撒克逊的国家理论——这里最令人感兴趣的是柯尔（G.D.H.Cole）和

拉斯基——自称“多元主义的”。它不仅要以此否定作为一个具有最高包容性的统

一体的国家，而且首先要否定国家的伦理权利，即要求成为有别于其他任何一种人

们生活于其中的组合体的、更高的社会组合体的权利。国家成为一个社会群体或者

组合，最多与其他组合并列，绝不可凌驾于其上。这种情况按其伦理逻辑导致的结

果是，个体的人生活在众多相互无序和并列存在的社会责任和忠诚关系之中：如宗

教团体、经济性的结社——诸如工会、康采恩或其他组织、政党、俱乐部、文化的

或者群众的社团、家庭或某些其他社会组织。个人在任何地方都有遵纪守法或保持

忠诚的义务；处处都有一种伦理：教会伦理、等级伦理、工会伦理、家庭伦理、社

团伦理、事务所和经营伦理等等。对于这些义务组合（pflichtenkomplexe），对

于“忠诚的多元性”并没有“义务之等级划分”，并没有绝对威权性的划分上级和

隶属的原则。尤其对国家之伦理上的责任，即保持忠诚和奉公守法的义务，似乎只

是一个个案，与其他许多责任，与对教会、工会或者家庭的忠诚并列存在；对国家

的忠诚没有任何优先，国家伦理是与其他许多专门伦理并列的一种专门伦理。究竟

是否有一种社会的整体伦理，不论柯尔还是拉斯基都没有说清楚；前者含混其词地

谈到一种似乎包容一切的society[社会]，后者则大讲“人类”云云。

三

这个理论在今天之所以必然给人以深刻印象，有许多充分的、在哲学上也令人感兴

趣的理由。如果说像柯尔和拉斯基这样的多元主义社会理论家首先凭借的是经验认

识，那么，他们是作为实用主义者而如此行事的，而且他们始终坚持他们的实用主

义哲学的推理，拉斯基更是明确地以此为依据。这个理论在哲学上之所以令人感兴

趣是在于，至少从其意向上看，而且似乎也可以从结果上看，这是将詹姆士哲学的

多元主义世界观转用于国家，并从一元主义的宇宙统一体之分解为多样体

（Multiversum）取得其论据，从而以多元主义瓦解国家的政治统一。所以，他的

国家观属于我曾名之为“政治神学”现象的思想史系列之内。神学的和形而上学的

世界观与国家观的叠合在人类思想史上随处可见；最简单的例证是专制政体与一神

论、立宪制与自然神论之理念上的联系。这种联系既不可用唯物主义解释为单纯

的“意识形态性的上层建筑”、反射或者“反映”，反之，也不可以唯心主义或者

以唯灵主义解释为“物质性的下层建筑”。

还有一个思想史上令人感兴趣的因素，即这类多元主义的论据并非绝对的新东西，

而是与古老的政治哲学理论联系在一起，因而从属于一个伟大的传统。诚然，柯尔

的社会伦理学解释了一种非常现代的、工会或者行会社会主义的国家，拉斯基的多

元主义学说同样与工会运动的政治目的和理想有关；法国的国家主权的批评者们也

属意于工联主义的联邦制。因此，人们乍一看时得到的印象是，这是崭新的、极其

现代的理论。可是，这个理论环境中之真正出人意料者却在于——从思想史上看

——那些曾被罗马天主教会或者其他教会，抑或宗教派别的社会哲学家们用来限制

教会所面对的国家的论证和观点现在之被提出，却是为了工会的或者工联主义的社

会主义的利益。拉斯基最爱用的论证之一来自俾斯麦的文化斗争：当时那么强大的

德意志帝国在这场斗争中竟无法战胜罗马教会。盎格鲁-撒克逊的多元主义理论以之

为根据的最重要著作之一是（除了基尔克[Gierke]和梅特兰[Maitland]的著作

外），是菲吉斯（John Neville Figgis）的《现代国家中的教会》（Churches in the Modern State，1913）；拉斯基甚至利用一个在我们德国因戈勒斯

（Görres）的著名文章而成为普世教会对抗国家的斗争的象征的名字，即圣亚塔纳

修，他为了他所支持的第二国际的社会主义而招来这位最富战斗性的教父的阴魂。

然而，多元主义观点首先符合人们今天在大多数工业国家所可能观察到的经验现实

的状况。从这一点看，多元主义理论是非常现代的和现时性的。看来，国家在很大

程度上确实仰赖各种不同的社会集团，时而作为牺牲品，时而作为诸集团协议的结

果；国家是诸社会和经济权力集团的一个妥协客体，相互达成谅解的政党、利益社

群、康采恩、工会、教会等等诸异质因素的一个凝结。国家在诸社会力量的妥协中

受到削弱和限制，甚至成为问题，因为很难看出它还有什么具有独立意义的东西。

从这种观点看，国家虽说还没有真正成为一个统治阶级的或者执政政党的仆人或者

工具，但的确似乎变成了一些争斗的集团所达成的平衡之单纯产物，充其量只是一

个pouvoir neutre et intermédiaire[中立的和中介的力量]，一个中立的中间

人，一个居于相互斗争的集团之间的调解当局，一个clearing office[调解机

关]，一个拒绝作出任何权威决断的调停者；国家完全放弃了对社会的、经济的、宗

教的对立的控制，甚至可以公开对之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这是一个“不可知主义

的”国家，即法西斯主义批评家所嘲弄的stato agnostico[无知的国家]。对这样

一个组织应以不同于对待一个明确的、超拔的和包容一切的统一体的方式回答忠诚

和奉公守法的伦理问题。因此，单一的个体今天在许多国家里确实感到置身于多元

的伦理责任的约束之中，受到宗教团体、经济社群、文化集团和党派的制约，而在

发生冲突的情况下却又没有一个对众多责任之轻重缓急顺序的公认的决断。

哲学讨论对社会生活经验现实的这种状况不可以置之不理，因为哲学讨论国家这样

一个课题时，指出经验现实的状况完全是一个哲学的和道德的论证。对于任何政治

哲学观点——不论是个人主义的还是集体主义的观点——而言，国家的价值至少就

在于其具体现实性，一个非现实的国家不可能是具体的国家伦理要求、义务和情感

之载体或者受体。忠诚和奉公守法这类伦理性关系在具体生活现实中只可能针对具

体存在的人或者机构，而不是针对构思和幻想。因此，国家以往提出的在发生冲突

的情况下它应超越于其他一切社会集团之上的要求现在是否应被取消，这从政治哲

学和政治伦理学上看就不是无关紧要的了。即便对于个人主义的国家理论而言，国

家的功效也在于确定道德的和法律的准则能够在其中起作用的具体环境。每一条准

则都是以一个正常的环境为前提的。没有任何准则通行于空虚之中，通行于〔与准

则有关的〕不正常的环境之中。如果说国家规定“道德的外在条件”，那么，这意

思是：国家创造正常的环境。只有如此（按照洛克以及康德的说法），国家才是最

高法官。假若不再是国家而是此一或彼一社会集团自己规定个别人所处环境的这种

正常性，自己规定个别人生活所遵循的具体秩序，那么，国家对忠诚和奉公守法的

伦理要求随之便被取消了。

四

这种多元主义尽管符合经验认识，尽管具有哲学上的重要性，却不可能成为当今政

治伦理学问题的终极之言。从思想史上看，这种多元主义的、针对自身统一的国家

的论证绝不像其最初的表象那样，是特别新颖而又具现代性的。人们不妨结合当今

社会生活迅速重新组合这种印象，简略回忆一下下述事实：在数千年之久的时间

里，所有政治哲学家，从柏拉图到黑格尔，都将国家的统一看成最高价值。在所有

这些哲学家的著述中，事实上有许多不同的层面，有对一元主义的过度紧张状态的

强烈批评，有许多对维护各种不同的独立社会集团的保留条件。众所周知，亚里士

多德曾对柏拉图夸大政治一元主义的言论提出非议。他认为，πóλις[城邦]必须是一

个统一体，μίανεἶναι[个体的人]以及οἰκία[家族]并不完全如此，

ἀλλ’οὐπάντως[绝不如此]（亚理士多德，《政治学》，II2，19以及第二篇的许

多地方）。在托马斯·阿奎那那里，基于他的一神论其一元主义尤为突出，他将统一

视为国家价值之所在，并将统一与和平相提并论，但他在接过亚里士多德的话题时

却说，maxima unitas destruit civitatem[被推向极端的统一将摧毁国家]。此

外，他像其他所有天主教哲学家一样认为，教会作为独立的societas

perfecta[完美社团]与同样应是完美社团的国家平起平坐。这是二元主义，这像任

何放弃明确的统一的主张一样，为向多元主义的延伸提供了众多依据。从对待国家

的这一独特立场，可以解释表现在拉斯基著作中的罗马天主教与工会联邦主义的那

种看起来有些离奇的思想史上的联盟。这同时也证明，拉斯基的国家理论上的多元

主义尚需从哲学上加以深化，如果不使这种多元主义受到下述显而易见的指责的

话：他所理出的天主教政治哲学的论据恰恰出自特别坚定的普世主义

（Universalismus）。罗马天主教会并非多元主义的组织，在它反对国家的斗争

中，多元主义至少自16世纪以来便站在民族国家一边了。一种多元主义的社会理论

如果利用罗马天主教会的一元主义和普世主义——而且世俗化为第二和第三国际的

普世主义——来对抗国家，并且想一直保持其多元主义性质，这种社会理论便陷于

自相矛盾之中。

这种思想史上的联合之模棱两可性质足以证明，此类现代社会理论的多元主义含混

不清，自身很成问题。它在论战上针对现存的国家统一体并极力限制它。同时，多

元主义的理论家们在其论证的关键之点上，大都用一种极端个人主义的语言。尤其

对谁来裁决种种不同的忠诚和奉公守法关系的不可避免的冲突这一显而易见的关键

问题，他们作出如下回答：个体自己作出裁决。这意味着双重的矛盾。第一，这里

的问题是社会的环境，这种环境关涉个人却不可能任意由个人加以改变；这是社会

伦理学的，而并非由个体内在地独立处理的一件事。从如此个人主义的角度作出回

答并将最后的裁决委诸个人，这固然符合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思路，可是，一种多元

主义的社会伦理学却因此而放弃了其本身令人关注和有价值的东西，即重视社会集

团的具体经验力量和重视因个体从属于某些这类集团而造成的经验环境。何况由个

体而非由一个社会集团作出裁决从经验上看是不正确的。也许有少数干练而机智的

个体能够成功地在许多有权势的社会集团之间纵横捭阖超然于外，正如人们在浮冰

之上跳来跳去一样。可是，人们不可作为正常的伦理义务要求一般的公民群众掌握

这种自由平衡技巧。而且，这种技巧恰恰是对社会冲突作出的裁决之反面。从经验

上看，如果丧失国家的统一，不同的社会集团本身很可能从自己，即从其集团利益

出发作出裁决。但对于经验的个体而言，经验证明，除了强大的国家能够向他保证

的自由活动余地以外别无其他余地。与国家统一体相对立的社会多元主义无非意味

着：社会义务冲突始终听任个别集团作出裁决。所以，这只意味着社会集团的独断

而非个别个体的自由和自治。第二个矛盾在于伦理学上的个体在人类概念之中获得

其相关概念（Korrelat），经验的个体不可能自己满足自己，不可能从其个体性出

发裁决社会生活的伦理冲突。对于个体伦理学，个体只是作为人才有其价值；因

此，决定性的概念是人类概念。在拉斯基著作中，人类确实是作为最高一级出现

的，即作为整体的人类；柯尔以society[社会]这个词所指的——虽然尚欠明确

——是某种近似人类的东西。不过，这是可能设想的最广泛、最显著的普世主义和

一元主义，完全有别于一种多元主义理论。

像这种奇特的多元主义一样，上述理论的反对者，即作为多元主义所理解的统一体

的国家也是含混不清的。仅仅从上述哲学史的提示便可以发现，政治的统一绝不可

被理解为，也从不曾被理解为如此绝对的一元主义并对其他所有社会集团具有毁灭

性，事实并不像“多元主义者”有时出于论战目的所说的，也不像有时按照法学家

们的简单化的形式所假设的那样。当法学家们高谈君主、国王或者议会的“全

权”的时候，人们必须将他们所说的下述情况理解为巴洛克式的夸张套话：在16—

18世纪的国家里，重要的是克服各教会和各等级的多元主义的混乱。人们如果相信

这类说法就把自己的使命看得过分轻松了。即便17和18世纪的专制君主也不得不尊

重上帝的和自然的法律，即社会学所说的教会和家庭，也必须尽可能周到地照顾传

统的机构和来之不易的权利。国家的统一始终是由社会众多性构成的统一。它虽因

时代的不同和国家的不同而大有差异，但始终是复合性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其自身

是多元性的。指出这种理所当然的复合性也许使极端的一元主义遭到批驳，但政治

统一的问题却并未得到解决。此外，还存在——姑且撇开复合性不谈——许多不同

的政治统一的构成方法。有自上而下（通过命令和权力）的统一和自下而上（基于

一个民族的基本的同质性）的统一；有通过诸社会集团持续不断的协商和妥协或者

通过这些集团以某种方式达成的其他平衡而实现的统一；有来自内部的统一和基于

外在压力而实现的统一；有更多静态性的统一和持久地发挥整合功能的动态性的统

一；最后还有通过权力实现的统一和经由意见一致而达成的统一。这最后一种简单

的对立主宰着多元主义的国家伦理学，其伦理学内涵显然在于它只从伦理上承认经

由意见一致而达成的统一。这是有道理的。但由此却出现了现实的问题。因为任何

一种哪怕“自由的”意见一致，也是以某种方式激活和取得的。权力造成意见一

致，而且这往往是一种理性的和伦理上正当的意见一致；反之：意见一致造成权

力，而且这往往是非理性的和——尽管意见一致——伦理上应受谴责的权力。于

是，从实效和经验上看，便出现一个问题：谁拥有造成大众之“自由的”意见一致

的手段，谁拥有各种各样的、能够根据经验借以造成意见一致之经济的、教育的、

应用心理学的手段。如果这种种手段掌握在社会集团或者个别人的手里而又不受国

家的监督，那么，正式尚被称为“国家”的东西当然便告终结，政治权力变得不可

见和不负责任了，可是社会—伦理的问题并未因此而获得解决。

所有这些含混不清的状况，甚至矛盾之终极的和最深刻的原因在于，多元主义的国

家理论家们提出的国家观念含混不清。他们大都纯然出于论战目的想到17和18世纪

旧的“专制”国家的残余。于是，国家便意味着政府机构、管理机器，总之是一类

理所当然地只可以从工具性上评价的东西，这些东西至少并非忠诚和奉公守法之对

象，各种社会集团都有理由通过瓜分其剩余部分而占有之。然而除此之外，那些多

元主义者却又认为国家不断地重新整合，而且正是从各种社会集团所达成的妥协中

整合而成的政治统一体，本身可以提出某些伦理上的要求，哪怕只是要求遵守协议

和妥协。这大概就是一种虽说很成问题的pacta sunt servanda[契约应得到遵守]

的伦理学。从历史上将“国家”这个词局限在17和18世纪的专制国家，这自然也是

可以成立的。这样一来就很容易在今天从伦理上反对它。但问题并不在这个有其历

史、可能过时的词，而是在具体的事，即一个民族的政治统一问题。在这个问题

上，几乎像在任何地方一样，在多元主义的社会理论家们身上也存在着谬误，这种

谬误大都滞留在毫无批判能力的不自觉状态：政治指一种与其他“社会组合”的实

质并列的特殊实质，政治与宗教、经济、语言、文化和法律并列，表达一种特殊的

内涵，所以，政治集团经协调可以与其他集团，与教会、康采恩、工会、民族，与

形形色色的文化和法律团体并列。政治统一体是一种特殊的、加入其他统一体之列

的、新的实质性统一体。只要认为有一个内容上特殊的、与其他领域并列的领域，

只要这种广为传布的观念占上风，关于国家与政治的本质的任何意见交换和讨论必

然陷于混乱。这也就很容易证明作为政治统一体的国家之荒唐无稽，进而从根本上

加以批驳。因为如果人们减去所有其他内容，减去宗教的、经济的、文化的等等内

容，那么，留给作为政治统一体的国家者还有什么？如果政治无非是这样一种递减

之结果，它在实际上便等于零。这恰恰是误解之所在。正确的表述是，政治只说明

一个统一体之强度（Intensitätsgrad）。因此，政治统一体可能具有和包容不同

的内涵。但它始终只说明统一体之最强度，由此出发也决定最鲜明的区别，即敌与

友的组合。政治统一体是至高的统一体，这并非因为它进行全权统治或者将其他所

有统一体拉平，而是因为它作出裁决并能够在其自身之内阻止其他所有相互对立的

组合陷于分裂、瓦解以致形成极端的敌对（即最后酿成内战）。在政治统一体所在

的地方，个体和社会集团的冲突就可能得到裁决，因而秩序即一个正常的环境便得

以维持。最强固的统一体或存在，或不存在；它可能会解体，随之正常的秩序便不

复存在。但是，政治统一体始终是统一体，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绝没有正常环境

之多元性，只要政治统一体存在，便不可避免地由它作出裁决。每一个社会集团

——不论是哪一种和有什么内容——其政党性的程度取决于它参与作出裁决或者集

裁决权于自身的程度。既然政治并没有独特的本质，所以从任何领域出发都可能赢

得政治的基点（Punkt des Politischen），每一个社会集团，诸如教会、工会、

康采恩、民族等，只要在这个点上接近最高强度，它便成为政治性的，随之也具有

了国家性。它以其具体内涵和价值滋养政治统一体，而政治统一体凭借人类生活与

思想的不同领域而存在，并从科学、文化、宗教、法律和语言取得其能量。一切人

类生活，包括至高的精神领域的生活，在其历史性的实现过程中至少潜在地有一个

国家凌驾于自己之上，这个国家像神话中从普罗米修斯的内脏中取食的宙斯之鹰一

样，因从这些内容和本质汲取营养而变得强大、有力。

五

在多元主义社会理论中被确认的含混不清和矛盾，其原因并不在多元主义，而只是

在于没有正确地运用本身正确且在客观精神的所有问题中不可回避的多元主义，因

为客观精神世界是一个多元的世界：种族与民族、宗教与文化、语言与法律体系之

多元。重要的并非否认与以种种普世主义和一元主义强奸这种已经存在的多元主

义，而是为多元主义正确地定位。

政治世界本质上也是多元的。可是这种多元之载体是政治统一体本身，即国家。尤

其现代欧洲国家是从16和17世纪普世主义的解体过程中产生的，其主权概念在论战

中既针对皇权的世界君主统治之普世的要求，也指向教皇统治权之同样普世性的政

治要求。思想史上一个令人惊诧的误解是，企图根据普世的和一元主义的观念瓦解

这种多元的政治统一体，甚至根据詹姆士的学说——像拉斯基所做的那样——将这

种做法称为多元主义。在“政治神学”体系中，与詹姆斯的世界观之多元主义相吻

合的是当今民主制民族国家的时代，这些国家具有在民族基础上有国家意识的民族

之多元性。君主制按其理念上的倾向和论证方式更具有普世主义性质，因为君主制

如果不以民主方式通过人民的意志解释自己的正当性，就必然来自上帝。与此相

反，民主制则最终承认众多民族中的每一个民族都是政治的统一体。所以，一位多

元主义哲学家有理由说：

在社会生活中，δῆμος[人民]现在并将永远占据主导地位，因而在文明世界里不再

可能有不是人民公仆的国王，同样，在哲学领域里在者（das Seiende）自身以其

整体和所有纷繁多样的形态出现，这就是说，经验之βάδος[脚步]出现了并表现出

其立法性质，对其形形色色的模式化和平庸化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雅科温科

[B.Jakowenko]，《论多元主义的本质》，Bonn，1928）

可见，国家，即不同民族的政治统一体之多元性是一种被正确理解的多元主义之真

实表现。上帝、世界、人类这些普遍一元主义的概念是至高的概念，高而又高地凌

驾于具体现实的多元性之上。这些概念只要占据其至高地位，便会保持其作为至高

概念的威严；一旦介入政治生活的混战并获得虚假的权力和为伪善者所亲近，这些

东西便立即改变其本质，失去其价值并辜负其使命。我不想离题过远，将这些概念

与舍勒关于精神的构想作一比照并指出，它们面对各民族和社会集团的具体生活是

如此软弱无力，犹如舍勒的形而上学中的精神面对生命和本能冲动一样。不过，这

毕竟只是没有直接或间接权力的调节性理念（regulative Ideen）。而这正是这些

概念的价值和不可或缺性之所在。诚然，没有任何人性的生活，没有任何政治性的

生活是没有人性理念的。可是，这种理念不会组成任何东西，至少不会组成不同的

社团。所有民族、所有阶级、所有宗教之所有信徒、基督徒和萨拉逊人、资本家和

无产阶级、善者和恶人、义者和不义者、犯法者和法官都是人，借助这样一个普遍

的概念，任何差别都可能被否定，任何具体的社团都会被冲破。这样的至高理念可

以而且理应加以限制和改变。然而，只要某些民族和社会集团，或者个别的人利用

这类概念并进而与之认同，调节性的理念就变成了一种可怕的实现人类统治欲的工

具。如果个别的社会集团以整体的名义谋求其特殊利益并无理地使自己等同于国

家，这在狭小的和至少在较长一段时间里为人民所看到的国家框架之内是危险的欺

骗。这样一来，国家的名义只被用来进行政治的压迫和权利的剥夺。如果诸如人类

这样的至高无上的和普遍的概念从政治上被利用，以便使某一个别民族或者某一特

定社会组织与之等同，那么，便有可能产生最可怕的扩张和一个嗜血成性的帝国主

义。人类的名义之被滥用于这一方面并不少于上帝的名义，而且在许多民族和广大

民众中可能有一种感觉蔓延开来，其真切表述包含在普鲁东的一句恶言的变换用法

里：“凡言说人类者，便是要行骗。”

与这类扩张性整体政治上之被利用的情况相比，接受和承认统一为国家的民族之多

元性就不算苛求了。较之种种包容世界和人类的普世主义，这要求是不高的，可是

这要通过社会数值的内在尺度解释自己的正当性。当然，众多政治统一体中的任何

一个统一体在世界和人类整体中只是一部分秩序，只是一块残片。然而它却是人的

行为和人的团体可企及的一块。不论在国家和一切人为的事物中可能发生多少欺诈

和谎言，但在这里却不可能有涉及整个世界和人类的普遍欺骗之幻想层面。在一个

由多元主义法则所主宰的精神世界里，一部分具体的秩序较之一个虚假的整体之空

洞的普遍性更有价值。因为这种秩序是现实的秩序，而不是设计的和幻想的抽象，

它是具体的人和社会集团能够在其中获得其具体生存的正常生活之整体环境。以包

括世界的整体反对这类多元秩序之具体现实，这是虚假的多元主义；富于理性而又

有价值的做法是承认表现着人类历史内容的众多民族和国家之先后存在和平等并

立。

国家和民族生生灭灭，民族强弱不一，国家有的健康有的多病，有的威严有的委

琐。指出弱、多病和委琐并不意味反对强大和有力。亚里士多德的一句话在这里很

适用，卢梭曾将它作为警句放在他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的前面：Non

in depravatis sed in his quae bene secundum naturam se habent considerandum est quid sit naturale[不可在变了质的事物里而应该在合于自

然法则的事物里观察自然]。由此也说明政治统一体在多大程度上是人性的行为和使

命，因为它是应在一般的多元主义框架之内形成的决定性的统一体，是具体秩序的

一部分，是正常的环境。为此须付出比对其他共同性和社会统一体更大的努力和心

智。实现一个经济性的“组合”比建立政治的统一体要容易得多，何况生活在倦怠

和疲惫的时代的人们正在丧失为此竭尽全力的兴趣，这是可以理解的，甚至是自然

的。一个团体越高、越强大，其借以实现自我的觉悟便越高，行为也越有力，而失

败的风险也越大。因此，成功的和完美的国家是伟大的，而失败的国家——“道德

上和美学上”——则是可憎而可悲的。人们可以很容易地举出许多失败的尝试和现

存国家的被扭曲的可怜相。不过，不论从理论上、从伦理学上或者只是从经验上

看，这显然并不是一个论据，也不是所提论题的解决办法。

在这个报告里，本应对思想史状况作一简略概述。现在我想以一个提纲式的总结结

束报告。

国家伦理学有各不相同的甚至矛盾重重的涵义。国家伦理学可能意味使国家服从伦

理准则，于是它首先要解释国家所承担的义务。这要以——在康德的国家伦理学的

表述中尤其可以看出这一点——一个现存的国家为前提，这个“现在存在的立法

者”，如康德所说，其生存毋庸置疑地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从具体的社会学意义

上看，国家之服从伦理准则当然无非意味着接受监督和统治，即接受那些在具体的

规定中以伦理准则的名义出现在具体的国家之前并提出这些准则的人群和社会集团

的监督和统治。此外，国家伦理学也可能意味一种被国家规定为自主的伦理主体并

以它为基点的伦理学，对国家所承担之特殊的、超越non-resistance[不反抗]的义

务通过这种伦理学得到解释。但这也要以一个现存的国家为前提。假如国家成为一

个多元的政党国家，那么，只要两个或多个政党通过承认共同的前提取得一致，便

仍然可以维持国家的统一。于是，统一便奠立在为各政党所承认的、作为共同的基

础必须绝对尊重的宪法之上。国家伦理学随之便成为宪法伦理学。其中可能存在的

非常有效的统一，取决于宪法之实质性（Substantialität）、单义性和权威性所

达到的程度。不过，宪法也可能悄然稀释，变成单纯的游戏规则，其伦理学变成单

纯的fair play[按规则游戏]的伦理学。最后，在政治整体的统一陷于多元瓦解的

情况下，统一竟至成为异质集团间变化不定的协议之凝结。而宪法伦理学还在继续

稀释下去，成为“契约应得到遵守”原则的伦理学。在关于国家伦理学的上述所有

说法中，国家仍然是一个统一体，要么是一个被假定为个体存在的统一体，如在前

两种说法中——国家服从伦理或者国家被规定为一个上层伦理主体；要么是一个包

含于对宪法基础的共同承认或游戏规则中的、但同样被假定的统一体。但是在“契

约应得到遵守”原则之上是建立不起国家的统一的，因为作为缔约主体的诸个别社

会集团本身是使用契约的决定性的值，相互间只是通过契约的纽带联系在一起的。

这些社会集团作为独立的政治值相互对立，至于所达成的统一只不过是一种（如所

有联盟和契约一样）可以解除的盟约的结果。所以，契约只具有相互在利益上投合

的集团之间所达成的和约的意义，而和约始终与——不论各方愿意与否——一场战

争的可能性有联系，哪怕也许是遥远的可能性。因此，在这种契约伦理学的后台始

终是内战伦理学；而在前台则显示出“契约应得到遵守”原则的欠缺，具体地说，

这个原则也许还不如对某一现状的正当性的认可，这近似于在私人生活中足以充当

完美的高利贷者伦理学。假如国家的统一在社会生活现实中成为问题，那就可能产

生每个国民都难以忍受的状态，因为正常的环境和每一个伦理的和法律的准则的前

提将因此而消失。于是，国家伦理概念将获得新的内容，随之产生新的使命，即参


与自觉地争取统一的工作，承担义务共同努力，以便使一部分具体而现实的秩序得

到实现，使环境恢复正常。这时除了表现在服从伦理准则的国家的义务，除了对国

家承担的义务，还有另一种国家伦理上的义务，即从属于国家的义务。

17.转向整体国家[1931]

[题解]本文原刊Europäischen Revue（《欧洲评论》）1931年12月号，后收入

Der Hüter der Verfassung（《宪法的守护者》），Tübingen，1931，第73—

91页和该书的西班牙文版：La Defensa de la Constitucion, Estudio acerca de las diversas Especies y Posibilidades des Salvaguadia de la Constitucion（《守护宪法：试论守护宪法的不同方式和方法》），

Barcelona，1931，第98—115页。《宪法的守护者》原本属制宪的部分，早在

1929年便以同样的标题收入Archiv des öffentlichen Rechts（《公法文献》）

新系列，卷16，第161—237页。

当前宪法状况的特点首先是，19世纪的许多惯例和准则原封不动地保留了下来，而

当今的情况与以往相比却完全改变了。19世纪的德国宪法所处的时代的基本结构为

当时伟大的德国国家学说表述为一个明确而实用的基本公式：国家与社会的区别。

第二位的、在这里不为人所关注的问题是，人们如何评估国家，如何评估社会，人

们是否将此一置于彼一之上，此一是否以及如何仰赖于彼一，等等。所有这些并没

有取消区别。而且还须注意，“社会”本质上是一个论战性概念，社会作为其对立

观念瞩意之所在是具体的、当时存在的君主制军人和官吏国家，而与之对立、不属

于这个国家者便被称为社会。国家在当时是可以与社会区分开来的。国家已足够强

大，可以独立地面对其余的社会力量并进而自主地决定其组合，因此所有为数众多

的、“独立于国家的”社会内部的差别——教派的、文化的、经济的对立——都受

到国家的约束，必要时通过共同的与它的对立而形成相对性，而这些差别并不妨碍

形成为“社会”的组合过程。但在另一方面，国家对宗教和经济在极大程度上持中

立和不干涉态度，非常尊重这些生活领域和专门领域的自主权；这就是说，国家之

极权，国家之强大，并不是说它似乎要使一切不属于国家的东西变得毫无意义。由

此便有可能达到一种平衡和二元对立。人们可以认为，建立一个无宗教和无世界观

的，甚至不可知论的国家是可能的；人们既可以建立一个独立于国家的经济，同样

可以建立一个独立于经济的国家。而决定性的关联点始终是国家，因为它以具体的

明确性和可分辨性立于世人的眼前。直到今天“社会”这个含义模糊的词——仅就

其与本文有关的方面而言——首先是指非国家的东西，此外有时也指非教会的东

西。19世纪在德国发展起来的、构成我们公法之大部分的所有重要的公法惯例和准

则都是以作为前提的上述区别为其基础的。人们一般将具有君主与臣民、王室与议

会、政府与人民代议机构这些对立机构的德国立宪君主制设想为“二元对立”，这

只是国家与社会这个普遍的根本性二元对立的表现。人民代议机构、议会、立法实

体被认为是社会在其中出现并与国家构成对立的场所。社会应在这里整合而融入国

家（或者国家融入它）之内。

所有重要的概念构成中，都表现出二元对立的基本结构。宪法被视为君主与臣民之

间的契约。一项国家法律的基本内容见诸它“对公民的自由和财产的干预”。与只

是针对当局和官吏的行政规定有别，法律规定针对所有国民。预算法是基于两个对

手之间定期达成预算协议这种观念，在迈耶（Meyer）和安许茨合编的教科书的最新

版中，仍在称预算法为“预算协议”（1919，第890、897页）。如果人们为国家预

算的评估这类行政行为要求制定一项所谓形式上的法律，那么，在这种形式化中所

表现出的无非是概念之政治化，这说明议会的政治权力已经足够强大，一方面坚持

它的要求——一项准则只有在议会参与的情况下才被视为法律，同时在另一方面又

获取了一个形式上的，也就是说，撇开事件之具体内容的法律概念；这种形式化只

说明了人民代议机构对政府、社会对君主制官吏国家所取得的政治上的成功。自治

在其所有惯例中也是以国家与社会的区别为前提的；自治是与国家及其官吏体制相

对立的社会的一部分；基于此一基本前提，自治的概念和惯例在19世纪得到了阐释

和表述。

这样一个“二元对立的”国家是两种不同国家形式的平衡：它是一个行政国家，同

时又是一个立法国家。议会作为立法实体越是对政府表现出优势，这就是说，当时

的社会越是对当时存在的国家表现出优势，国家便愈会向立法国家发展。人们可以

根据国家活动的领域，即其活动的中心所在的领域来划分一切国家。因而有司法国

家（Justizstaat），或者更正确地说：司法主权国家

（Jurisdiktionsstaat），此外，还有本质为行政和执行（Regierung und Exekutive）的国家，最后是立法国家（Gesetzgebungsstaat）。中世纪的国家

以及在极大程度上一直到现在的盎格鲁-撒克逊的国家思想的出发点是，国家权力的

核心在司法权。于是国家权力与司法权被同等对待，这在今天仍然符合《教会法

典》（Codex Juris Canonici）的表达法（如第196、218页）；当然，在这里应

注意到，对罗马天主教权威及其最高职司的基本规定并非表现在法官形象，而是表

现在监管牧群的牧人形象。自16世纪以来，逐渐成形的专制国家正是在中世纪多元

的封建等级制法权国家（Rechtsstaat）及其司法权的解体过程中产生的，这种专

制国家以军人和官吏体制为其支柱。因此，这种专制国家本质上是一个执行和行政

的国家。这种专制国家的理（Ratio）——国家之理（ratio status），即往往被

曲解的国家理由（Staatsräson），并不在内容丰富的准则，而在国家借以创造使

准则得以通行的环境的效率，因为国家要消除一切混乱和内战的原因，要结束围绕

准则的正确性而进行的争斗。这个国家“创造公共秩序和安全”。只有达到这一

点，资产阶级—法治国家的宪法所指的立法国家才可能渗透进这个国家之内。在所

谓非常状态，国家的中心公开表现了出来。司法国家为适应此一情况而使用紧急状

态法（精确地讲：紧急状态司法权），即一次即决的司法权（summarische

Justiz）；作为执行者的国家首先使用——必要时与中止基本权利同时进行——执

行权的过渡；而立法国家则使用紧急和非常状态法规，即一次即决的立法程序

（summarisches Gesetzgebungsver-fahren）。

在对国家类型进行这种划分和分类时始终要注意到，既不可能有纯粹的立法国家，

也没有纯粹的司法权国家，或者完全作为政府和行政机构的国家。因而每个国家都

是这些类型的结合和混杂，都是status mixtus[混合型国家]。借助这一条件可以

按照国家活动的中心领域对国家作出切实的描述。所以，合理的做法而又对宪法守

护者的问题富有启迪的是，将19世纪发展形成的资产阶级法治和宪法国家确定为立

法国家。托马曾恰如其分地指出，属于“现代国家之决定其类型的倾向”者

是，“将人们为其是否符合理性和正义而可能争论不休的决断（Dezision）交给立

法者而免除法官的决断”。即便一个有组织的中央权力没有自觉的和成文的准则规

定方式，只要可以设定内容确定的准则并得到毫无争议的承认，一个司法权国家便

可能成立。相反，在一个立法国家可以没有宪法，这是说明在这样一个国家里司法

之不可独自裁决有争议的宪法和立法问题的终极理由。在这一语境中，颇值得详细

引用布伦奇利的一段议论，因为这段话以其论题的明确和具体知识的睿智可以被认

为是19世纪国家学说的经典段落。布伦奇利承认，宪法理所当然地也适用于立法，

立法绝对无权去做明确禁止立法做的事。他高度赞赏美国实施法官的法律审核的理

由和优点。然后，他继续写道：

但是，如果人们考虑到，立法者一般都确信法律必定符合宪法而且要求如此，然而

却又很容易就此形成不同的意见，以致一旦立法者的言论有可能成为争执的主题，

法院也许持有与立法者相左的看法；如果人们考虑到，立法者之较高的权威虽然并

非在原则上，但却在效果上必定向法院之较低的权威让步，整个国家的代表在与国

家机构的个别组织的冲突中必定向个别组织让步；如果人们考虑到由此而给国家生

活的统一进程带来的干扰和分歧，并意识到，法院按其现在的性质理应优先关注私

法准则和法律状况，并更容易特别强调形式和逻辑上的因素，而在这里却往往又关

系最重要的国家法律的利益和普遍的福利，认识和促进这些利益和福利恰恰是立法

者的使命之所在：如果考虑到这种种情况，那么，人们将优先选择欧洲的体制，尽

管欧洲体质并没有防止一切弊端，而且表现出人类现状中的不完美性。即便对于最

高法院的不公正的判决一般也没有外在的补救手段。但立法机构在其构成中便包含

最重要的保证，即它不会以违背宪法的精神行使其权限。

最后一句话是关键性的。这表明，按照19世纪的观念，议会就其天性和本质看自身

便包含宪法的基本保证。这属于对议会的信任，这是立法机构之为国家载体和国家

本身之为立法国家的前提。

可是，立法机构的这种地位只有在特定的情况下才是可能的。因为其前提始终是，

议会，即立法会议，作为人民或者社会的代表——两者，即人民和社会只有当它们

与政府和国家处于对立时才可能相互认同——面对一个不依附于议会的、强大的君

主制官吏国家作为宪法契约的对手。这时，议会只要是人民代议机构，便成为宪法

之真正的捍卫者和保证，因为契约对手政府之缔结契约完全是违心的。所以，政府

受到怀疑；政府大把花钱，又大把收税；政府被认为出手大方，而人民代议机构则

被看成节约的、不情愿花钱的。总的看来，情况事实上也是或者可能是如此。自由

的19世纪的倾向总是尽可能地将国家限制在最低点，尤其要竭力阻止国家对经济的

干预和介入，使之从整体上对社会及其利益上的对立尽可能保持中立，社会和经济

由此而可以根据其内在的原则为自己的领域争取到必要的决断权。于是，在自由宣

传的基础上进行的自由论辩中产生诸政党，其讨论和意见交锋造成了公众舆论并由

此而决定国家意志的内容；在社会的和经济的力量之自由角逐中实行契约和经济自

由，由此似乎确保了最大程度的经济繁荣，因为自由经济和自由市场之自动机制按

照经济规律（通过国民经济中的供求关系、功效交换、价格制定、收入构成）自己

运作和调节。资产阶级的基本权利和自由权利，尤其个人自由、言论自由、缔约、

经营和职业自由、私人财产，总之上面讨论过的美国最高法院实践之根本基准点，

是以一个原则上不进行干预的、最多只是为了恢复受到干扰的自由竞争条件而介入

的中立国家为前提的。

这个在自由的、不干涉主义的意义上对社会和经济原则上保持中立的国家，即便在

容许社会和文化政策有例外情况的时候，仍然是宪法的前提。不过，随着国家与社

会、政府与人民这种二元对立结构丧失其紧张状态，随着立法国家臻于完成，这样

的国家将从根本上发生变化。因为这时国家成为“社会的自我组织”。如上所说，

以往一直作为前提的国家与社会、政府与人民的区别随之不复存在，一切建立在这

一前提之上的概念和惯例（法律、预算、自治）因此而成为新的问题。可是，同时

还出现某些更广泛、更深一层的东西。如果社会自己组织成国家，如果国家与社会

原则上是同一的，那么，所有社会的和经济的问题都直接变成了国家的问题，人们

也就不可能区别国家—政治的与社会—非政治的问题了。所有以前纯属寻常的、作

为国家与社会区别的结果出现的对立，即只是此一区别之应用个案和概括表述的、

处于中立国家前提之下和对立不存在了。诸如国家与经济、国家与文化、国家与教

育以及政治与经济、政治与学校、政治与宗教、国家与法、政治与法等等反题性的

分离，只是在分离的值或者具体领域与之相对应的时候，才有其意义，而现在则失

去其意义并变成了无的之矢。变成为国家的社会将成为一个经济国家、文化国家、

救济国家、福利国家、供应国家；变成为社会之自我组织的、随之在事务上与之不

可分离的国家掌握了社会上的一切，即一切与人的共同生活有关的东西。在这种国

家里，不再有国家可能在不干预的意义上对之保持绝对中立的领域。不同的社会利

益和倾向在其中组合起来的政党是变成为政党国家的社会本身，由于存在着受到经

济、教派、文化制约的政党，国家也就不可能对经济的、教派的、文化的事务保持

中立。在变成了社会之自我组织的国家里，没有什么东西不——至少潜在地——具

有国家的和政治的意味。这个新国家包括了一切领域，这正如为法国法学家和士兵

所发明的一个国家之潜在性军备概念包括了一切一样，即不仅包括狭义上的、技术

性的军用物资，而且包括工业和经济上的战备，甚至国民之智力和道德上的培养和

准备。恽格尔（Ernst Jünger）为说明这个令人惊叹的事件用了一个非常精辟的

词：整体动员（totale Mobilmachung）。如果不考虑潜在军备或者整体动员在个

别情况下所具有的内容和正确性，人们必须重视和利用其中所包含的重要认识。因

为这种说法表达出某种整体的东西，并指出一个重大而深刻的变化：在国家中组织

起来的社会还处在从自由的19世纪的中立国家向潜在的整体国家过渡的道路上。这

个重大的转折可以被设想为辩证发展的一部分，这个发展是分三个阶段进行的：从

17和18世纪的专制国家经自由的19世纪的中立国家转向国家与社会同一的整体国

家。

转折最显著地表现在经济领域。这可能——作为一个公认的和无可争议的事实——

是由于下述情况，国家金融不仅在与以往的、战前的规模相比，而且与当前自由的

和私人的，即非国家的经济相比都占有极大的份额，所以，不仅有了数量的增长，

而且表现出质的变化，即“结构性变化”；所有公共生活领域，不单是直接与金融

和经济相关的事务，都受到这一变化的影响。用哪一些数字说明这个变化，比如多

次被引用的、1928年统计出的数字在统计法上是否正确，即德国国民收入实有的

53%为国家所控制这个统计是否正确，对此无须在这里作出回答，因为这整个现象是

不可否认的和无可争议的。最具权威性的专家、国务秘书波皮茨教授的一篇关于财

政平衡的总结性演讲的出发点便是，自由经济和自由市场的自我调节机制事实上对

德国国民收入之绝大部分的分配已经不再起作用，取而代之者是“原则上外在于经

济的意志，即国家意志的决定性影响”。另一位高级别的专家、全国储备特派员塞

米什（Saemisch）部长说，对德国政治形势产生决定性影响的是公共金融。在我看

来，说明以往体制与当今体制之对立的一个特别确切的表述是经济学界提出的：从

参与体制（在这种体制之下，属于国家者只是国民收入的一定份额）走向控制体

制，在此体制之下，由于金融与国民经济之密切的关系，由于国家需求和国家收入

之急剧上升，国家作为国民收入之分享者和再分配者，作为生产者、消费者和雇主

主宰国民经济。这是弗里茨·曼（Fritz Karl Mann）在一篇有趣而又至关重要的论

文《当代国家经济》（Jena，1930）中提出的一个公式，它在这里同样只是被用作

公式，而并不是从国民经济学意义上提出的批评。在这里，对于说明国家理论和宪

法理论观点具有关键意义的是，国家与经济的关系今天是内政问题的基本对象，以

往建立在国家与社会分离之上的传统公式只有利于掩饰这个事实。

在任何现代国家，国家与经济的关系都是直接与现实相关的内政问题的对象。内政

问题不再可能以绝对不介入、绝对不干预的古老的自由原则加以回答。除了少数例

外，这已经得到普遍承认。在当今的国家，经济问题是内政难题的主要内容，在现

代工业国家尤其如此，而且对内和对外政策大部分属于经济政策，这就是说，不单

单是关税和贸易政策或者社会政策。如果一项反对“滥用经济实力地位”的国家法

律被颁行（1923年11月2日德国卡特尔法令），那么，这一表述便从国家和法律方

面承认了“经济实力”（Wirtschaftliche Macht）的概念和存在。今天的国家拥

有广泛的劳动法，工资制和借以对工资施加决定性影响的国家对工资纠纷的调解；

国家给各个经济部门提供巨额补贴；它是一个福利国家、救济国家，因此而同时在

极大程度上是一个赋税国家。在德国还应加上一条：国家还是一个必须为外国征收

几十亿税款的赔款国家。在这种情况之下，不干预的要求正在成为乌托邦，成为自

相矛盾。因为在这时不干预便可能意味着人们在今天绝非以纯然的经济手段进行的

社会的和经济的对立和冲突中，放手让各种实力集团自行其是。在这种情况之下，

不干预只能是对处于优势者和有恃无恐者的偏袒，这再次证明了塔列朗就外交所说

的一句貌似悖理的话所包含的朴素真理：不干预是一个难以理解的概念，其含义大

致与干预相同。

在向经济国家的转折中，与19世纪国家观念相比表现出最令人注目的变化。在其他

领域同样可以看到转折，只是由于经济的困难和问题占压倒优势，今天使人更加有

现实感受罢了。难怪对国家的这种扩张的反抗，最初表现为对在这样的时刻恰恰决

定国家类型的国家活动的反抗，因而表现为对法治国家的反抗。因此，首先提出的

要求是建立反抗立法者的防护措施。所以，在这里应解释一下最初盲目进行的、紧

紧抓住司法不放的补救尝试，以便抗衡日益强大和其范围日益扩大的立法者。其结

果必然是徒具空洞的外在形态，因为这类尝试并非产生于对宪法法整个情况的具体

认识，而只是出于反射性的反应。其基本错误在于，这类尝试只能够以司法对抗现

代国家的权力，而司法要么通过这同一立法者的确定准则在内容上受到制约，要么

只可能对这个立法者提出不确定的和有争议的原则。但是，以这些原则是建立不起

对立法者的优势权威的。向经济和福利国家的转折虽然是传统立法国家的危急时

刻，但并未因此而必然和能够立即给法院注入新的力量和政治潜能。在发生了如此

变化的环境里，面对国家的使命和问题变得如此广泛的事实，能够进行补救者也许

是政府，肯定不会是司法。今天在欧洲大陆大多数国家里，司法大概还缺少借以独

自驾驭全新的形势的一切有内容的准则。

议会——立法国家的立法实体、载体和中心——在它似乎取得全胜的同一时刻，变

成了一个自身矛盾重重、否定自己存在的前提和取得胜利的前提的机构。议会以前

的地位和优势、它与政府相对抗的扩张欲、它以人民的名义登上舞台的形象，所有

这一切都是以国家与社会的区别为前提的，可是这个前提在议会取得胜利之后至少

不再以原来的形式继续存在了。议会的统一，甚至它与自己的认同以前是通过其内

政上的对手，即通过以前的君主制军人和官吏国家而确立起来的。当这种国家不复

存在时，议会自己也随之分崩离析。如前所说，国家现在是社会的自我组织，然而

问题是，这个自我组织起来的社会如何达到统一，统一是否真的会作为“自我组

织”的结果出现。

一个拥有自由的，即没有牢固组织的政党的议会制政党国家与一个拥有牢固组织的

机构作为国家意志构成之载体的多元的政党国家之间的区别，可能比君主制与共和

制或者某一其他国家形式的区别更大。今天作为多元主义国家之载体的、牢固的社

会组合，将议会——其代表在这里以议会派别形式出现——看成国家本身之多元分

配的单纯映现。在这种情况之下，使诸反差强烈的政党和利益组合体得以消除和融

合的统一从何而来呢？对此，无须再进行一场讨论。我在这里指出了议会主义的这

个理念原则，托马由此而进一步提出“完全衰败的基础”一说。几个渗透于诸政党

的所谓“横向联合”（农业的利益、工人利益、官吏、个别情况下还有妇女）在某

些领域可能形成多数；但由于多元主义不仅指议会的政党和派别，此外这类横向组

合本身也可能成为多元群体的因素，所以，这些政党和派别虽然意味着某种复合

化，但并非抵消和消除，毋宁说是在证实和强化这一状态。著名的solidarité parlamenaire[议会的团结一致]，即议会议员们，尤其地道的职业政治家们之超越

党派界限的、共同的利己主义的私人利益，可能是一个有效的动机和有利的统一因

素，但是，在像当今德国所处的如此困难的情况之下，加之各种组织得到大大加

强，可以想象这种利益的一致是不够的。议会正在从自由的人民代表进行自由谈判

的一个决定性的场所，从将政党利益转化为超政党意志的转换机构，变成一个对有

组织的社会权力进行多元瓜分的场所。结果是议会要么由于其内在的多元性而不具

有达到多数和采取行动的能力，要么一时达到的多数使一切合法的方法充当他们占

有权力的工具和保障手段，充分地在各个方面利用他们握有国家权力的时间，尤其

要千方百计地限制最强大和最危险的对手采取同样行动的机会。仅仅从人性的邪

恶，甚至从一种特殊的、只有今天才可能产生的人性的卑劣来解释这种情况，大概

是颇为天真的。德意志国家和宪法的历史在以往几个世纪里就有过类似的事件，其

数量之大和其周期性发作都令人惊恐不安。在古老的德意志民族罗马帝国解体之

时，皇帝和诸侯为确保其家族政权所做过的一切今天又以大量的相似个案重复。

与19世纪相比，这一方面的变化带有根本性质。现在它也是为一成不变地保留下来

的言辞与套语的纱幕，为陈旧的思考与言说方式，为这类孑遗所役使的形式主义所

掩盖。然而，人们切不可为此所蒙蔽而认识不到，不论对国家和宪法思想，还是直

接对国家和宪法本身，其影响都是非同寻常的。这种变化主要在于，随国家变成一

个多元的实体，取代对国家及其宪法的忠诚者是对社会组织，对代表国家多元主义

的实体之忠诚，因为——如上文所说——社会复合体往往有变成整体的倾向，这就

是说，这个复合体使它所包容的国民在经济上和世界观上完全受制于自己。于是，

最终产生一种包括道德责任和忠诚义务的多元主义，一种plurality of

loyalties[忠诚信守之多元性]，因此，多元的瓜分状态越来越趋于稳定，国家统

一的形成越来越受到损害。其逻辑结果是，不可能建立一个对国家承担责任的官吏

体制，因为这种官吏体制也是以一个可以与有组织的社会复合体区别开来的国家为

前提的。此外，由此产生一种合法性概念（Legalitätsbegriffe）之多元性，这

种多元性摧毁了对宪法的尊重，将宪法的领地变成一个不稳定的、为多方争夺的地

盘；可是，在每一种宪法中都应包含作出一种毫无疑义的政治决断的内容，这是国

家统一的共同基础。任何居统治地位的集团或者联合都以极其坦然自若的心态称他

们对一切合法手段之充分利用和维持其既得权势的保证措施，称一切在立法、行

政、人事政策、惩戒权和自治诸方面的国家权限和宪法授权的行使为合法

（Legalität），由此自然产生的结果是，对他们的情况的任何严肃的批评——更

不必说损害——在他们看来都属非法（Illegalität），都是颠覆，都是违背宪法

精神；但从另一方面看，为这种种执政方法所涉及的每一个对立组织都有理由指

出，对符合宪法的同等机会的破坏是对民主宪法的精神和基础之最严重的损害，因

此对立组织同样可以以极其坦然自若的心态驳回非法和违犯宪法的指责。在这两种

在国家多元主义的情况下，几乎自动运作的相互否定之间，宪法本身正在被折磨得

粉碎。

这种关于具体宪法状况的思考将使人意识到一个现实，许多人出于不同的动机和某

些借口不愿正视这个现实，但对于探讨维护和保障现行国家宪法问题的宪法法研究

者而言，清楚认识这个现实却完全是必要的。仅仅一般地讨论“危机”或者贬抑前

面的思考，将之列入“危机文献”，还是不够的。如果当今的国家要成为一个立法

国家，另外，如果国家生活与国家活动诸领域大大延伸，以致人们可以说这是向整

体国家的转折，如果立法机构同时又成为对国家统一体进行多元分割的场地和中

心，使这个统一体被分割为多数有固定组织的社会复合体，那么，为了回答当前宪

法法之最棘手的问题，仅仅专门说明19世纪立宪制君主政体的情况的套语和对立套


语来讨论“议会的独立自主性”于事并无多大助益。

18.国家内政中立概念之不同涵义和功能

概观[1931]

[题解]这篇概观是我在1930和1931年所作的一些报告的基础，比如可参阅

Mitteilungen der Industrie-und Handelskammer Berlin（《柏林工商业协

会通报》），卷28（1938），第471—477页，这里的重印文本相当于《宪法的守护

者》（1931），第111—115页和西班牙文版的第139—143页。

鉴于“中立”（Neutralität）这个词的歧义和几乎使这个不可或缺的概念废弃或

者不堪其用的混乱，作一术语上和内容上的澄清是很合宜的。因此在这里试图作一

概括，以较系统性地分类列出这个词的不同涵义、功能和论战方向。

一、“中立”一词之负面的即避开政治决断的涵义

（一）不干涉、不关切、laisser passer[放任]、被动宽容等意义上的中立

国家内政上的中立首先以这个涵义进入历史意识，即表现为国家对宗教和教派保持

中立。所以，腓特烈大帝在其政治遗言中说：Je suis neutre entre Rome et Genève[我在罗马与日内瓦之间保持中立]。——此外，格劳秀斯的一幅肖像上的一

句古老的俗语对于那个世纪开始的中立化过程具有最伟大的意义。这个原则如被推

行到底，必然会导致普遍的对一切可以设想的观点和问题的中立，必然导致绝对的

一视同仁，譬如，有宗教思想者不可以比无神论者受到更多保护，有民族情感者不

可以比民族的敌人和诋毁者受到更多保护。此外，由此产生各种宣传的绝对自由，

不论宗教的还是反宗教的，民族的还是反民族的宣传；由此还产生对“持不同思想

者”的绝对的“顾及”，哪怕他们嘲弄礼仪和道德，破坏国家形式，为外国进行煽

动宣传。这种“中立国家”是对任何东西不再加以区别的、相对主义的stato

neutrale et agnostico[中立的和不辨识的]国家，是无内容的或者仅局限在最低

值内容的国家。它的宪法首先在不干涉的意义上也对经济保持中立（经济自由和契

约自由），抱有“脱离经济的国家和脱离国家的经济的幻想”（棱茨语）。这种国

家毕竟还可能是政治性的，因为它至少可以想象到有一个敌人，即那种不相信这类

精神上的中立的人。

（二）工具国家观念意义上的中立，这种观念认为国家是一种以实际的可计算性运

作并给予每个人以同样利用机会的技术手段

工具国家观念在极大程度是下述说法的基础：国家的司法和管理机构、“执政机

器”、作为官僚运作机构的国家、立法机器、立法之手柄等等。作为一种技术工具

的国家之中立性对于执行领域是可以设想的；人们也许可以想象，正如不考虑其通

报内容为遵守其运作准则的每个人服务的电话、电报、邮局和类似的技术设施一

样，司法机构或者管理机构以同样的方式运作，并以同样的客观性和技术供每一个

按照准则使用它们的人使用。这样的国家应是彻底非政治化的，其自身不再可能分

辨朋友和敌人。

（三）在形成国家意志时机会均等意义上的中立

这个词在这里所获得的一种意义，成为对普遍而平等的选举权和表决权，对法律之

前人人平等所作出的某些自由解释的基础，只要法律之前的这种平等不属于（作为

应用法律的平等）前列第二项。每个人都有赢得多数的机会；一个人如果属于遭多

数票否决的少数，将被告知，他过去有，现在仍然有机会成为多数。这也是一种自

由的公正观念。这种关于国家意志形成时机会均等的中立的观念也是——当然大都

是欠自觉的——国家宪法第七十六条的主要观点的基础。按照这个观念，第七十六

条不仅包含关于宪法修改的规定（如人们按照行文设想的那样），也解释了毫无限

制与界限的、绝对的至高权力和制定宪法的权力。譬如安许茨对第七十六条的评注

（第十版，第349—350页），基泽（Fr.Giese）的评注（第八版，1931，第190

页）和托马的《德意志国家法手册》（II，第154页），后者甚至将比尔芬格

（C.Bilfinger）和我的不同意见说成“求之不得的”，这一个限定词表现出一种

不太寻常的浅薄恭维之意。对第七十六条的这种占主导地位的看法抽去了魏玛宪法

的实质及其“基础”，使之变成一种对任何内容都漠不关心的、中立的，尤其对任

何现存国家形式也保持中立的修改程序。于是，所有政党都必须公正地被给予争取

必要的多数的绝对平等的机会，以便借助为修改宪法所规定的有效程序达到其各自

追求的目的——苏维埃共和国、民族社会主义帝国、经济民主主义的工会国家、职

业等级的合作国家、旧式君主制、某种贵族体制——并制定另一部宪法。给予现存

国家体制甚或执政党的任何优先权，诸如通过为宣传提供津贴，在使用广播电台、

官方公报时区别对待，通过操纵电影检查，通过为党派政治活动或者官吏参加政党

设置障碍，即执政党只允许官吏参加自己的党或者在政治上与之距离不大的党，以

致禁止极端政党集会、根据自己的纲领确定合法的和革命的政党——所有这些从第

七十六条之彻底的、主导性的观点看都是粗暴和挑衅性的违宪行为。在关于1930年3

月25日保护共和国法（RGBI.I，第91页）是否违宪的讨论中，大都没有注意到这个

问题与第七十六条之体系上的关联。

（四）在平等性（Parität）意义上的中立，这就是说，在同样的条件下和在给予

优惠或者提供其他国家服务时平等考虑的情况下，容许一切可能的集团和思潮

这种平等性在一个并未严格地与一切宗教和世界观问题分离，而是与多数现存宗教

的和类似的集团联系在一起的国家里，对于宗教和世界观团体具有历史的和实践上

的意义，不论这种联系是基于某种财产法的义务，还是基于在学校、公共福利等领

域里的合作。在这种平等性之下出现一个按其实际情况可能很棘手和颇费思考的问

题，即究竟哪些集团可以被考虑给予平等。例如，假若人们从平等的意义上理解广

播电台在党派政治上的中立，那么，这里的问题便是，必须平等地容许哪些政党，

因为人们不可能自动和机械地容许每一个提出申请的政党。接着又出现一个类似的

问题，如果人们将科学自由（国家宪法第一四二条）理解为一切科学思潮的平等，

并要求所有这些思潮在占有教席时都应同样得到公平和合乎比例的考虑的话。M.韦

伯要求，既然高等学校从根本上容许评价，那么也就必须容许一切评价，这在理论

上不仅能够以相对主义—不辨识的国家的逻辑，而且可以从平等机会的自由要求加

以论证，可是实际上（对于聘任）在多元的政党国家里最后的结果却是某些控制国

家的政党的平等。平等意义上的中立只有对比较少的享有权利的集团，只有在平等

地享有权利的对手之相对没有争议的权力和影响分配的情况下才是切实可行的。提

出平等对待要求的集团的数量过大，或者在评价其权力和重要性时不可靠性过高，

即在计算他们要求占有的份额时不可靠性过高，这两种情况既妨碍平等准则的实

施，也不利于这个准则以之为基础的原则的证明。对彻底实施平等的第二个疑虑在

于，平等要么必然导致没有决断的平衡（雇主与雇员的平等往往如此），要么在遇

有诸强大而明确限定的集团时形成一种itio in partes[各行其是]的情况，自16

世纪以来在古老的德意志帝国内，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便是如此。每一方都使国家实

质中关系自己的部分不受侵害，并在妥协之路上同意另一方对另一部分同样行事。

两种方法——算术式的相等或者各行其是——都没有政治决断的涵义，而是远离决

断的。

二、“中立”一词之正面的即导致决断的涵义

（一）基于公认准则的客观性和现实性意义上的中立

这是法官的中立，倘若他基于一种公认的、内容上确定的法律进行裁决的话。恪守

法律方才可能达到客观性，进而达到这种中立以及法官对其他的（即不同于通过法

律条文表述的）国家意志的相对独立性；这种中立最后导致一种决断，但不会导致

政治决断。

（二）基于一种并非为一己之私利的专门知识的中立

这是具有专门知识的鉴定者和顾问、具有专门知识的陪审者的中立，只要他们并非

利益代表和多元体制的代理人；仲裁和调停人的权威便建立在这种中立之上，倘若

他不属于下列第三条的话。

（三）中立作为一个统一体和整体之表达，这个统一体和整体包容着种种对立的组

合，因而在自身之内限制所有这种种对立

这是国家面对国家分崩离析以及被分割为各党派和特殊利益的情况下裁决国家内的

对立所持的中立，如果裁决促进国家整体的利益的话。

（四）局外的外国人的中立，这个人作为第三者必要时从局外促成决断并进而促成

统一

这是保护者对处于其保护之下的国家及其国内政治矛盾、征服者对一个殖民地内的


不同集团、英国人对印度的印度教徒和回教徒、彼拉多（quid est veritas[什么

是真理]？）对犹太人的宗教争执所持的客观性。

19.现代帝国主义的国际法形式[1932]

【译按】本文原刊Königsberger Auslandsstudien（《柯尼斯堡国外研究》）卷

八，1933年。关于论题，参见本书第3篇和第35篇。

在今天流行的观念和言说方式中，美国帝国主义首先被认为是最现代的帝国主义，

因为，它主要是一个经济帝国主义，并因此而似乎与其他类型，尤其与任何军事帝

国主义区别开来。在这里，经济占据主要地位，以致有时被用来完全否定一个帝国

主义的事实，因为，人们基于19世纪的一个传统反题而将经济与政治对立起来，将

经济的看成是本质上非政治的，将政治的视为本质上非经济的。所以，直到1919

年，著名国民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还认为，盎格

鲁-撒克逊人的所作所为与普鲁士和其他军国主义者的所作所为相反，“从概念的必

然内涵看”绝非军国主义，而是本质上不同的东西，因为他们的所作所为只意味着

经济的，因而是和平的扩张。

这种否定经济进程和概念的政治性品格之高度政治性，理应作进一步的讨论。从一

开始，从存在的第一秒钟起，美国帝国主义便以“经济代替政治”的反题行事，这

至少是其特点之一。华盛顿1796年著名的卸任演讲中的名言，被人们不厌其烦地引

用：尽可能多些贸易，尽可能少些政治。贸易和“经济”在这里看似eo ipso[理所

当然的]非政治性的东西。一直到19世纪末，即一直到人们开始在美国谈论帝国主义

并将美国急剧的势力扩张称作“帝国主义性质”的时候，在政府声明中仍然不断地

出现贸易与政治的对立提法。例如，在关于门罗主义的许多言论中称：一个欧洲国

家可以在美国随心所欲地从事贸易，只是不可搞政治活动。至于从事贸易变成政治

性行为的时刻何时到来，自然全由美利坚合众国决定。诚然，美国帝国主义是一个

经济帝国主义，可并未因此而更少帝国主义性质。

19世纪的残余观念之一便是，人们从下述意义上理解“经济”与“政治”的对立：

经济的扩张和剥削似乎自然是“非政治性的”，因而也是“和平的”。此外，任何

一种势力扩张——无论主要是否以经济形式——都在于表达一种特定的合乎法权

（Rechtfertigung）。扩张需要一个正当性原则（Legitimitätsprinzip），需

要一张完整的关于法律概念和套语以及关于说法、口号的清单，这不仅是“意识形

态的”障眼术，不仅服务于宣传目的，而且完全是一个朴素真理的运用个案，这个

真理即人的一切活动都带有某种精神性品格；政治——不论帝国主义的，抑或某种

其他在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可以说从其本性看绝对不是非精神性的东西。在人

类历史上并不乏这类合乎法权和正当性的原则；没有这类合法性也就没有国际法。

现代帝国主义之国际性的正当性原则与法律形式——让我们将欧洲16世纪作为现代

时期的开始——按其先后顺序只用几句话加以表述便足以突出说明美国形式的特

征。一直到进入19世纪之时，在教科书和广为流传的国际法表述中，国际法还被称

为各基督教民族的国际法。当1856年在巴黎会议上土耳其被接纳进入“各民族家

庭”时，被视为一件重要的、没有先例的Novum[新事]，因为土耳其是一个非基督

教国家。从基督教与非基督教的对立中，产生出某些特定的，即非常精确的、并非

纯意识形态性质的国际法交往形式，如基督教与非基督教国家之间的“投降”实

施、不受外国审判的豁免权、欧洲人在“异教”国家内的治外法权等。在整个19世

纪，基督教的与非基督教的民族的区别被世俗化，变成了文明的与不文明的和半文

明的民族之间的区别。与这种文明的、半文明的和不文明的民族之间的区别相对应

的是，19世纪欧洲帝国主义的国际法概念和方法，尤其保护国与殖民地的构成：对

半文明民族，人们使用保护国的形式进行帝国主义统治，而不文明者则被作为殖民

地对待。在保护国与殖民地区别的基础之上建立起其他一系列为19世纪所特有的国

际法的交往形式。文明的、不文明的、半文明的民族的这种区别极为典型的残余，

仍然存在于1919年日内瓦国际联盟章程关于调整托管地的第二十二条，即关于战胜

国作为战利品占领原属土耳其的地区和德国的殖民地的段落。这一条以国际联盟章

程所不曾有过的一种明显带有感情色彩的语气称，有些民族尚没有能力——应重视

这个“尚”字——在“当今文明之特别困难的条件下”领导自己，文明的一项“神

圣使命”是教育这些民族，使之能够自己领导自己。国际联盟章程的第二十二条大

概是文明的与不文明的民族的区别正当化职能最简明的例子，基于这一职能，文明

民族自己规定自己有权以托管地、保护国和殖民地的形式“教育”即统治不太文明

的民族。这一条是对整整一个时代之最后的而同时——正如历史上经常发生的那样

——又是经典性的概括表述。这便是人们可以称为19世纪欧洲民族的帝国主义的东

西的根据。今天，绝大多数人都会感觉到，对其他民族进行统治的这种合法性至少

很成问题。

就合众国的帝国主义而言，这里重要的是，这个合众国早已经超越了这个阶段。它

固然也拥有像菲律宾这样的殖民地，而且绝不耻于利用“文明”的一套词语及其方

法。但是，除了这些东西之外和超越这些东西，在合众国那里还形成了完全不同的

国际法统治的概念和方法。如果允许我尽快结束从基督教与非基督教的民族之间的

区别开始、以文明的与不文明的民族的区别告终的这一简略概述，那就可以说，作

为美国形式之基础的新的区别将是债权国与债务国之间的区别。至于对民族和国家

这种新的分类方式是否比以往世纪的分类方式更具和平性质，这本身也许还是一个

问题。至少帝国主义论证方式的发展趋势是债权民族与债务民族相互对立。在超过

一代人的时间里，美国帝国主义为这种对我们德国人具有严酷现实性的分类方式创

造了一整套概念、惯例、程序和方法，对此我们德国在战前知之不多，虽然这套东

西早已完备，而这个帝国主义所特有的言说方式也早在1918年以前便常常从像威尔

逊这样的人的口中听到了。

百年来，为了为自己辩护，美国从国际法和对外政策上以攻防两种方式提出的一切

论证，其核心是1823年的门罗主义（Monroedoktrin）。这个主义经常被拿出来陈

说。我必须在这里重提门罗主义，虽然我认为，它已经基本上完成了自己的职能，

门罗主义对于美国帝国主义的第一个重大发展阶段具有典型意义。自1823年以来，

门罗主义便伴随美国的对外政策，而事实上也许还要早一些，虽然通常定在门罗总

统发表国情咨文的日期。与美国本身的发展平行行进的是，像其影子一样日益向前

推进的这个门罗主义。它开始时——至少从表象看——是纯防御性的。它在1823年

所针对的是当时的欧洲及当时的“国际联盟”，这就是说，针对神圣同盟及其对南

美的干预，此外，还针对在阿拉斯加北海岸站稳脚跟的俄国；可以说，门罗主义是

一个处于边缘地位的尚很弱小的殖民国家的防御手段。1823年的强国并不很在意这

个主义。英国政府曾染指这一声明，因为英国的利益是与自称为“神圣同盟”的欧

洲大陆联盟对立的。后来，在1823年，本来是一个弱小的殖民国家的这种防御性宣

言，变成了这个国家对美洲大陆进行霸权统治的国际法工具。

可是，美国现在却远远不再是一个仅仅局限于美洲大陆的推行霸权的国家。不过在

最初，他们仅满足于一个著名原则：“美洲属于美洲人”，仅限于拒绝欧洲的任

何“干涉”。初看起来，门罗主义出言至为谦逊：任何欧洲国家都不可干涉美洲局

势，反之，美国也不干涉欧洲局势；1823年存在的欧洲占领地得到承认，但不可再

进一步扩大。这些简单的原则现在发展成为一个伟大的“主义”的基础，其内容不

断地改变、适应，其实践上的意义有时非常大，有时又完全隐而不露。关于门罗主

义有大量文献，其中很多揭示了它从一种防御手段发展为对美洲大陆进行霸权统治

的工具的发展过程。人们从不容许干涉的原则开始，而以通过同一个主义为美国干

涉其他美洲国家的事务进行的辩护告终——一个令人惊奇的走向反面的发展过程。

一个政治原则的这一辩证发展贯穿于门罗主义的整个历史，这不仅在于从防御向帝

国主义扩张的发展，而且表现在从不干涉原则向持久的推行干涉政策的工具、从对

神圣同盟正当性原则的抗议到今天所推行的原则的发展，这后一种原则便是，美国

——威尔逊也曾公开宣布——不承认任何以革命方式取得政权的美洲国家的政府，

只容许美洲大陆上的合法政府。一种新的具有国际法意义的正当性原则正在发展之

中，这个原则以反对以往的正当性原则的斗争和以美国政治上的自我孤立开始，而

以美国对其他国家发挥包容全人类的影响为最终目的。在这里不可能展示这一发展

的详细资料，在这段简短的概述中重要的是一点：门罗主义服务的目的是，首先为

美国确保美洲大陆不受欧洲大国的干预，继之使所有美洲国家屈服于美国的霸权政

治，最后为美国在美洲大陆的干涉、控制、国际警察行为进行辩护，这种门罗主义

今天看来已完成其使命。当前，它从其自身推衍出一系列有专门使命的专门的主

义，比如所谓加勒比主义。如上所述，除了大量书籍和论文以外，还有美国历届政

府就门罗主义所发表的不计其数的声明。现在越来越清楚地表明，门罗主义是一个

非常普遍的、非常广泛的可以为相互对立的行为方式进行辩护的“主义”。例如，

美国根据这个门罗主义拒绝干涉任何欧洲事务；尽管如此，美国却在1917年参加对

德国的战争，当然，同时又作为联合的（assoziiert）而非同盟的（alliierto）

国家，通过与凡尔赛条约分离的对德和约而表现出不同于其欧洲战友的特点。在25

年以前，美国根据门罗主义还曾允许一些欧洲国家，例如一些谋求对委内瑞拉和其

他南美国家实现其权利的欧洲债权国封锁一段美洲海岸；但在另外一些情况下，根

据这同一个门罗主义，美国却不允许同一类行为。它曾声明，一个欧洲国家谋求其

权利并不违背门罗主义，如果欠债的美洲国家被强迫清偿债务，门罗主义不会从中

作梗；但在另一方面，却坚持下述立场：关于一个美洲国家是否行为不端，关于其

权利受到损害的非美洲国家追究法律责任的行为在国际法上是否被容许——这要由

美国作出裁定。可见，这个歧义越来越多、极其多变的门罗主义的具体内容究竟是

什么，由美国自己决定。只有美国自己可以规定，门罗主义在具体情况下具有何种

真正含义。于是，干涉有时被拒绝，有时又被解释为合法；于是，美国有时宣称，

不介入非美洲国家针对美洲国家的某种行为。然而，它却始终坚持一点：任何人都

没有权利根据门罗主义而要求美国采取某一行动，进行干涉、干预、援助、调停或

者做某种事；相反，美国只要认为得当，任何时候它都可以运用门罗主义独自进行

干预、干涉、调停，提出强制性要求和以武力介入。

我并不想在这段讨论中以上个世纪的实例历史地描绘一个极其复杂的原则的发展，

而只是要证明帝国主义的一个特定原则。如果我们要问：这个有众多的含混不清之

点、有种种矛盾、包含美国的种种奇怪的要求和非要求的门罗主义究竟是什么东

西，人们首先就必须注意到，门罗主义是美国的一项单方面的政府声明，是1823年

的总统咨文。它并非条约：它不是与其他国家协议达成的。正如威尔逊在1916年所

强调的，门罗主义是由美国基于自己的权威自行宣布的，美国高度重视的是，美国

做成了这件事。因为由此产生的结果是，门罗主义的定义和解释完全是美国的事。

但尽管如此，美国最终却未缔结条约，也不在未提出理所当然的、虽然并非任何时

候都讲明的门罗主义的保留条件的情况之下接受国际法的关系。可是，门罗主义的

具体含义究竟是什么，如上所说，这由美国自己解释、定义和规定。门罗主义恰恰

并非条约，而是美国单方面的一项声明。此外，这甚至只是一项政府声明；应予重

视的是，立法机构从未明确地为门罗主义形成决议。可见，人们在必要时可以随时

否认它。一切全在于正确地看待和解释这样一种原则的弹性。

还有一个问题：门罗主义究竟是不是某种与国际法有关的东西？它出现在每一本国

际法教科书中，关于它写了大量国际法博士论文、专论和文章，可是，门罗主义究

竟是国际法，还是“仅仅”为一条政治准则？在美国政府和不同的国务卿的官方声

明中，人们既找得到说明前者的理由，也看得到解释后者的根据。在这里存在明显

的矛盾。例如，国务卿奥尔尼（Richard Olney）在1895年说：门罗主义是美国公

法的一部分，它以一般的法律原则（如自卫原则）为其充分依据，并通过无数的先

例得到最广泛的认可。照此说法，它是法律，而不单单是政策。与此相反，国务卿

诺克斯（P.C.Knox）在1911年说：门罗主义与法律从技术意义上看毫无关系，它完

全奠立在政治和实力之上。由此首先必然会得出下述结论：任何人都不可能基于门

罗主义而对美国提出法律要求。

但是，门罗主义是国际法性质的东西还是政治性的东西，是美国的法律原则还是一

项政治行动原则？——这整个的问题提法所遭遇的却是一个在国际法中无法彻底实

现的法律的和政治的抉择。如果认为美国坚持一个如此多歧义和“富有弹性的”准

则是美国的一个马基雅维利式的手腕，那可就错了。国际法以及宪法恰恰是政治性

的法。人们不可以说：门罗主义是“纯政治性的”，因而不属于国际法之内（如施

特鲁普在其《国际法辞典》里的解释）。国际法教师一直在讲授它，虽然他们得出

的结论是，它“并非法而是政治”。可是，只要门罗主义具体运用某些一般的原

则，例如自卫的权利，它就是国际法的基本部分，这是因为它在美国缔结的一切条

约中至少作为保留条件得到了承认。随着美国势力日益增强，所有的国家都沉默地

屈从了门罗主义。这种默认的一个有趣的标志是日内瓦国际联盟章程第二十一条。

这一条明确地说，门罗主义与国际联盟章程并不矛盾。关于国际联盟章程的这一条

下面还将进一步讨论。但是，如果国际联盟章程本身将门罗主义称作“约

定”（Verabredung）或者——有人可能如此解释第二十一条——“协

约”（Entente），那么，这些词便表明，人们通过并非国际法而是政治这种基本

抉择，是不可以研究像门罗主义这样一种独特现象的。门罗主义当然是一件政治性

工具。可是，任何一个国际法法律概念同样是这一类政治性工具。美国的一个巨大

成功是，它能够强行实施这样一个主义，迫使整个世界、其他所有国家和民族承认

一个极其含混不清、极多歧义、往往矛盾百出、但至少只能由美国诠注和亲自解释

的原则，其结果是，人们决不可能向美国要求不符合门罗主义的东西，而美国却随

时可以要求人们尊重门罗主义，而且同时承认，只有美国才可以在出现疑点时精确

规定门罗主义的具体内容。

这种奇怪的弹性和引伸性，这种保留一切可能性的做法，这种首先保留作出法律抑

或政治的选择机会的做法，在我看来对于任何真正的和强大的帝国主义都具有典型

性质。不可能设想一个强国，尤其不可能设想帝国主义的世界强国在法律上会将自

己束缚在一整套局外的异国人可用以针对其自身的准则和概念之上。休斯在1923年

曾就其本质作如下总结：门罗主义的定义、诠释和运用是美国的事。每一个与美国

建立国际法关系的人都必须明白美国坚持这一点；而每一个与美国缔结条约的人都

知道条约受制于这一保留条件。

当然，美国今天几乎没有必要诉求于门罗主义。美国从债务国变成了债权国。门罗

主义已经恪尽其职责，使美洲大陆屈服于美国的霸权统治。现在出现了向两个方向

的分裂：一方面，美国必须适应自己在美洲大陆之内的霸权统治地位，自然必须按

照新的原则行事。人们这时还用陈旧的门罗主义已嫌不足，人们需要更为有力、更

为严格的法律形式；门罗主义之宽泛的弹性只有在作出的决定不利于美国的情况下

才是有益的。在另一方面，美国在美洲之外与整个世界建立了关系，它几乎正要成

为世界的裁判。从这两个方面——一方面在美洲大陆内部强化集中，一方面向世界

扩张——重又产生一系列特殊的国际法事件和新形式。霸权统治的集中和巩固造成

了对中美洲国家之独特的、新的统治方略，造成了帝国主义之新的国际法形式。如

果说，对于19世纪欧洲民族的殖民帝国主义具有典型意义的是诸如保护国和殖民地

这样的东西，那么，美国的基本成就则是发明了干涉条约和与此相近的干涉法律的

名称。这一发展之起点是不干涉原则，是被视为神圣的不干涉原则——这是1823年

门罗主义的基础；其终点是一种实践，这种实践不仅解释干涉之合法性，甚至还创

造出一种特殊的和典型的不干涉条约的实践。事实上，由于帝国主义始终同时意味

着霸权统治，属于每一种帝国主义之本性者便是对其他附庸国事务的干涉。但干涉

的形式和方法却大有区别。法国对小协约国国家事务的干涉所采用的形式和手段不

同于英国对埃及事务的干涉。然而，允许一个国家在典型的前提之下以典型的手段

干涉另一个国家的事务的真正意义上的干涉条约，即具有法律形式的协议，却是美

国首先发现的。美国将这个干涉条约体系特别延伸到古巴、海地、圣多明哥、巴拿

马、尼加拉瓜等中美洲国家。所有这些国家都通过专门条约与美国联系起来并臣服

于它，但这些国家在正式场合却仍然是“主权”国家。古老的保护国和殖民地形式

所剩无几，这些国家有自己的政府、自己的符合国际法的代表机构、自己的外交代

表等等，但却都处于美国非常“有效的”监督之下。这类干涉条约的一个非常显明

的例证是，古巴必须从美国手中接受脱离西班牙的独立，作为补偿，古巴被迫接受

一项干涉条约。美国于1898年向西班牙宣战，以便解放古巴，使古巴成为一个拥有

主权、独立和自由的国家。世人最初为一个强大民族的慷慨大度感到惊异，它竟然

为了另一个民族的自由而战，并庄严保证古巴共和国的主权自由。新的古巴共和国

立即——即当美国士兵进驻岛上的时候——看到自己不得不与美国缔结一个条约，

其内容以所谓普拉特修正案（Platt Amendment）为依据，根据这个法案，古巴给

予美国政府进行干涉的权利——其中使用了“干涉”这个词——，这是为了维护古

巴的独立，另外还为了确保一个有能力保卫生命、财产和个人自由、维持古巴的公

共安全和秩序的古巴政府的存在，最后也是为了确保某些财政上的要求的实现。这

里最重要的是保卫生命、财产和自由。这意味着：在古巴投放的美国资本处于美国

的保护之下，美国自己裁定一个古巴政府是否有能力提供充分的保护和在古巴维持

公共安全和秩序。古巴明确地赋予美国政府在由美国裁定的这些前提条件之下干涉

古巴国内局势的权利。条约中规定，古巴的某些舰队基地、煤和油料库交由美国管

理，以便使其干涉能够在必要的军事和海上的有力支持之下进行。美国经常派部队

登陆古巴。不仅在1900、1901、1902年，而且自那以后，美国部队也定期地出现在

古巴；一次美国海军陆战队员登陆，是为了迫使一个古巴总统辞职，并推动成立一

个准备对某些美国公司作出新的妥协的古巴政府，或者为了恢复财政秩序。在1912

年的一次登陆时公开声明，这不是一次干涉，因为条约赋予了美国进行干涉的权

利。1919年发生了为确保独立选举而登陆的有趣个案。

与古巴签订的干涉条约——其中包含新的法学上特别有趣的东西——是以双重方式

确立其基础的。首先，条约是新的拥有主权的古巴共和国与美国之间的符合国际法

的条约；其次，美国却在1901年迫使古巴国民大会和政府将干涉条约的内容写进古

巴宪法，即给予这项条约宪法法律之全部效力，所以，干涉条约的内容既从国际法

上，也从国内宪法法上得到保障，成为古巴宪法的一部分。试图对此进行抵制的古

巴制定宪法的国民大会不得不在美国战舰和部队的压力之下作出让步。最后，这一

体制之完备在于另一条规定：主权国家古巴保证不缔结任何可能有损其独立的条

约，美国拥有保卫这种独立的特权，而且可以——在没有责任接管古巴驻外国际法

代表机构的情况下——监督古巴人的全部对外交往和所有国际法协议，因为美国必

须关注，使古巴人不致对第三国——不论是美洲的还是非美洲的国家——以一种被

美国认为有损古巴独立的方式承担义务。

我们还记得1931年夏由奥地利与德国之间的关税联盟计划而引发的关于“独立”概

念的讨论。当时提出的问题是，通过奥德之间的这种关税联盟，奥地利的独立是否

会受到损害。在古巴这一个案中，类似的问题甚至并非法律上的问题，而是在法律

上直截了当地按照帝国主义的思想作出决定。在政治关系中，一种辩证的突变竟可

能来得如此之快，保卫另一个国家的自由和独立的人，自然地、合乎逻辑地自己便

是以其保护取消了被保卫者的自由和独立的人。可是，人们出于许多充足的理由

——其中有些我们还将看到——坚持下述看法，美国并非在19世纪过时的意义上拥

有对古巴的“保护权”，可以说那是因应文明的和不文明的民族之间的关系而产生

的国际法形式。而这两个国家就文明程度而言应处于同一个阶段。可惜的是，此一

并非始终都有能力维持自身的公共安全和秩序，保护私有财产、进行公正的选举、

选出称职的总统等等，于是，彼一便怀着最善良的意图监督它、纠正它，而这从官

方层面上看又并不含有某种征服形式的意味。在这里，在正式的、国际法的平等的

基础之上，产生了奇怪的、对于我们欧洲大陆式的思考也许太富有弹性的进行统

治、监督、干涉的形式，这种种形式属于政治现实，从国际法上看也有其独具的特

点。

现在，美国与其他拉丁美洲国家存在一系列这类干涉条约。尤其巴拿马运河的保护

以及进而对这条运河的政治控制更是美国的事。为达到此一目的而专门建立并必须

缔结这种典型的干涉条约的巴拿马共和国，向美国出让为进行军事的和海洋的控制

所必要的土地，并接受了其他一些同样导致定期的军队登陆的条约，其中有一项条

约格外显眼，因为这项条约在凯洛格公约的背景下很值得关注，这就是1926年7月

28日的条约。根据这项条约，巴拿马有义务在美国参加战争的情况下，不论战争在

地球上的哪一部分进行，将自己视为交战的一方站在美国一边。这就是说，不论是

否发生对巴拿马的进犯，也不论运河本身是否受到攻击，只要美国在地球上的某个

地方作战，巴拿马共和国都有义务视自己为交战的一方。

干涉条约这种方法造成了一种对另一个国家进行征服的特别有效的形式，但法律形

式却又是如此“合法”并基于“并列关系”，如此不动声色和富于弹性，以致附庸

国在为其所保留的活动空间里能够像其他任何主权国家一样，进行对外交往，保持

外交关系，重要的是这些附庸国还是日内瓦国际联盟成员国，虽然按照国际联盟章

程只有独立和自主的国家才能成为国际联盟成员国。所有这些处于干涉条约之下、

必须随时随地容许军队登陆的国家，甚至像与美国签订了1926年条约的巴拿马这样

的国家都被视为自由的、拥有主权的国家，都是国际联盟的全权成员国。巴拿马眼

下（1932年2月）甚至是国际联盟理事会成员国。

美国的干涉条约方略迄今基本上仍局限于美洲。美国没有兴趣，至少暂时没有兴趣

将这一实践扩展到其他大陆。此外，它还有第二种非常有效的在美洲大陆实行其霸

权统治的方法，即承认新政府的实际做法。在频繁发生革命、政变和叛乱的拉丁美

洲国家，任何一届政府在财政和政治上全都仰赖美国的承认。美国有一条至为简单

的原则：它不承认革命政府，只支持合法政府。可惜我们德国人出于经验深深知

道，在有些情况下很难清楚地区分合法与非法，尤其一旦真正发生武装内战的时

候。对美洲国家而言，这类问题很大程度上是由美国来裁定的。因此，美国今天可

以决定几乎每一个美洲国家的政府的命运。此外，许多美洲国家相互间签订有条

约，它们相互承担义务：除了“合法的”政府不承认其他任何政府。所有这一切在

不断发生革命和叛乱的情况下首先所具有的实际意义是：美国决定哪一个政府是合

法的抑或非法的。

当然，除此之外美国所利用的一般国际法原则也仍然具有重大意义。例如，虽然并

非由美国官方，但却是由美国的国际法理论家和实践者们提出的一个原则：私有财

产是“神圣的”，虽然一个国家可剥夺自己国民的财产，但却不可——至少在未付

出金额赔偿的情况下——剥夺外国人的财产。不难理解，这种理论在一个作为全世

界的债权国、其资本家在其他国家投放巨额资本的国家里，是不乏其辩护者的。大

约两年以来，这一理论在德国也为一些著作家们所接受。我并不认为它是正确的，

但我能够理解，人们是从美国立场去支持它的。这是一种典型的美国理论，这是一

个其帝国主义扩张表现在其资本投资和剥削可能性之扩张的国家的理论。

从干涉条约和承认新政府的实践已经清晰地凸现出美国借以适应它作为在美洲大陆

上进行霸权统治的大国特点。另一方面，针对美洲以外的世界产生了另外一系列确

保其影响的方略。因为美国事实上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世界的裁判。正是由于美国在

1917年的介入决定了世界大战之不利于德国的结果；它以此而使在此以前基本上限

于欧洲的战事变成了一场世界大战；它在战后又以莫明其妙的方式退出局外。人们

对此切不可理解为，美国似乎出于某种帝国主义的狂妄而要攫取全世界；相反，有

趣的是人们看到，它经常违背自己的意愿半推半就地甚至参与它原本不太想介入的

事。美国如此参加了世界大战；正是美国在实际上强迫欧洲大国，尤其法国创建日

内瓦国际联盟；可恰恰又是美国并不参加这同一个国际联盟，但却允许附庸于它和

受它控制、受它制约的诸如古巴、巴拿马等美洲国家成为日内瓦国际联盟的成员

国。现在，18个美洲国家，即国际联盟成员国的三分之一，参与裁决一切欧洲的和

亚洲的事务；但是，其优先地位，如前所说，在国际联盟章程第二十一条得到明确

承认的门罗主义，却先于国际联盟章程，阻止日内瓦国际联盟介入美洲的事务。巴

拿马与危地马拉是国际联盟成员国。假若巴拿马与危地马拉之间出现分歧，日内瓦

国际联盟无权干预，虽然两国都是国际联盟成员国。或者，假若美国部队在那里集

结陆海军事力量登陆，假若美国部队在尼加拉瓜、巴拿马或海地采取行动，这与日

内瓦无涉，相反，这些美洲国家——全系国际联盟全权成员国——都参与了日内瓦

所作出的涉及欧洲事务的所有决定。情况便是如此，为美国所控制的美洲国家参与

决定欧洲事务，相反，日内瓦国际联盟的任何干预都可以根据门罗主义而被宣布是

不容许的。

可见，国际联盟——请恕我直言——赖以立足的那条美洲腿是瘫痪的，而美国人却

全权参与就欧洲事务作出决定，如少数民族问题、默美尔冲突、德奥关税联盟等。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体制。事实上这其中起作用的是体制，而非马基雅维利主义意

义上的有意识的策划；美国政策的这一独特的方法的妙处便在于，美国在涉及欧洲

时从官方看并不在场，但是却又能够有效地参与。说它参与其事是因为不论古巴还

是巴拿马，如果没有美国或公开或默认的首肯，都不可能采取值得称道的政治步

骤；尽管如此，美国在正式场合是缺席的。这种独特的和极富弹性的官方缺席和有

效参与的结合甚至超越日内瓦国际联盟事务而发挥作用。这里只须提一下1924年的

道威斯计划：一个美国人，一个citizen of the United States[合众国公民]主

其事，从根本上作出决定，可是，这行事者从官方看，并不是政府，而只是一个

citizen of the Unitesd States。前面曾说过，威尔逊迫使法国政府参与创建

国际联盟；但当国际联盟成立时，美国却退居局外。威尔逊以强制手段赢得国际联

盟章程第二十一条，对此，法国法学家拉诺德（Larnaude）从法学上提出极有见地

的反对意见。当威尔逊要求将对门罗主义的承认写进国际联盟章程的文本，称门罗

主义先于这个章程时，拉诺德提出一系列反诘，尤其就门罗主义的内容，如上所

说，它是不易确定的，所有本质性的内容完全听任美国决定和解释。威尔逊在说完

几句不着边际的套话之后径直以不容争辩的口吻要求，对门罗主义的承认须按照他

建议的形式写进国际联盟章程，否则美国不得不拒绝进一步的合作。于是，这一强

制要求便被采纳，作为完全适用的成分加入章程第二十一条，然而美国并没有加入

国际联盟，也没有成为成员国。日内瓦国际联盟屈服于门罗主义，甚至在其章程的

文本中宣布美国原则和美国政治的优越性。国际联盟理事会避免对第二十一条表明

态度和作出解释。1928年12月，在国际联盟理事会大会期间就玻利维亚与巴拉圭之

间的争端出现了下述情况：国际联盟理事会三次致电两国政府，警告争执双方以和

平方式消除分歧。一周以后，在当时的理事会主席白里安被问及事态的发展时，才

真相大白，两个美洲的国际联盟成员国在华盛顿达成一致认识。不论华盛顿，还是

玻利维亚政府，抑或巴拉圭政府，都没有向日内瓦的国际联盟通报事件进程，虽然

这本来是可能——至少出于礼貌——做到的。

在美洲大陆上，日内瓦国际联盟只能发挥为美国所容忍的影响。美国部队对美洲国

家进行军事占领的事件频繁发生。今天他们还驻扎在海地，1921年占领巴拉圭，

1924年占领巴拿马，1926年占领尼加拉瓜，都是为了恢复秩序等等。所有这些国家

都是日内瓦国际联盟成员国。可是，日内瓦国际联盟对这类事件却视而不见，不予

理会。人们大概觉得在日内瓦将话题转到这类事件有失礼貌。

美国是迄今唯一一个就裁军问题促成一项经批准的条约的大国。从提出的许多裁军

建议产生了1921年的华盛顿协议，这是迄今唯一一项臻于完备的裁军条约。可是，

它并非在日内瓦而是在华盛顿达成的。

可以说，凯洛格公约为这一发展加上了印记。这项公约于1928年8月27日在巴黎签

订，并以美国国务卿凯洛格的名字命名。庄严的“谴责战争”的声音也是发自华盛

顿而非日内瓦的。这一重大事件尚须作一简单讨论，因为这里涉及一个重要问题：

谁在地球上建立和平？我们大家都希望和平，可惜问题却在于：谁裁定什么是和

平；谁裁定什么是秩序，什么是安全；谁裁定什么是可忍受的状态，什么是不可忍

受的状态？美国政府通过凯洛格公约将对世界和平的这种裁定权从日内瓦société

des nations[国际联盟]手中夺走了。众所周知，1928年的凯洛格公约包含“对战

争的谴责”；几乎世界上所有国家都加入了这个公约，甚至包括苏俄、土耳其和其

他并非国际联盟成员的国家。战争至少在“形式上”并非通过日内瓦国际联盟而是

通过凯洛格公约受到谴责的。

让我们进一步考察这究竟意味什么。在这个非常简短的公约中说，战争应受到严厉

谴责。可是，战争并未绝对地受到“批判”，也绝没有“被废除”。在凯洛格公约

中并没写明：“永远不再打仗”。战争只是作为“国家政治的工具”而受到批判。

现在我们自然要问：战争在什么时候是国家政治的工具，其他战争又是什么？有些

战争作为国家政治的工具而受到“谴责”，永远不可再发生；另有一些战争则只字

未提，可见这些战争——从法学观点讲——e contrario[相反]是被允许的。白里

安在他与凯洛格的换文中作了下述经典性的解释：当一场战争出于专横、私利和不

义而进行的时候，便是国家政治的工具。这里着重强调，作为国际政治工具的战争

eo ipso[因而]是正义的。人们由此看到不同的帝国主义之极其典型的形式。帝国

主义并不进行国家的战争，这类战争反而受到谴责；帝国主义最多只是进行服务于

国际政治的战争；它不发动非正义的战争，只发动正义的战争；而且我们还会看

到，帝国主义根本没有发动战争，即便它以大量武装部队、坦克和装甲巡洋舰做着

若发生在别人身上理所当然地被视为战争的事。从德国人的立场看，现在也许可以

提出另一个问题，即哪一种战争真正是更具有正义性质的战争：是帝国主义的国际

战争，还是国家的战争？可是按照凯洛格公约的清楚文本，如果相信凯洛格公约在

其文本中包含——至少pro forma[在形式上]——对一切可以设想的战争的谴责，

那就错了。相反，根据战后时代的经验，我们倒是必须提出另一个问题：既然战

争，哪怕只是“被用作一种国家政治的工具的战争”，真正受到谴责和诅咒，那

么，究竟什么是战争？人们很容易想到这样一个问题，为指出这一点，我想我无须

提醒人们注意在中国发生的事。我们看到，年复一年地发生大规模的军队登陆事

件，我们看到大规模的军事冲突，意大利军舰在科孚扫射海岸并登陆，美国海军部

队在巴拿马、尼加拉瓜等国登陆，法国和比利时人入侵德国鲁尔区等地。所有这一

切都不被视为战争，因而未受到“谴责”。究竟什么是战争？我们日内瓦一位知名

的和平主义者韦贝格教授发表在《和平瞭望》（1932年1月）杂志上的一篇文章里得

到一个颇具特色的答案。文章称：

根据现行法律，人们在中日冲突个案中只能说是军事占领，不可称为战争。即便所

谓occupatio pacifica[和平占领]——不论被解释为以保护日本国民生命财产为

目的的武装干涉，还是对中国破坏国际法行为的惩罚——与轰炸，甚至与大大小小

的战役同时进行的事实，也丝毫改变不了这个结论。

可以说只是和平占领，而不是战争。一种法学怎么可能面对流血战斗，面对数以万

计的死者始终还大言不惭地高谈“和平占领”，并由此而使“和平”这个词和概念

受到最残忍的嘲弄和讽刺呢？其思路是这样的：某一状态要么是战争，要么是和

平。什么是战争呢？——凡不是和平手段的东西。什么是和平手段呢？——凡不是

战争的东西。非此即彼，没有中间状态。于是，一种和平占领哪怕伴随大大小小的

战役也不是战争，ergo[所以]，它是一种和平手段；所以，此事与凯洛格公约无

涉。看来日内瓦国际联盟认为其作为在于使国际关系法理化（juridifizieren），

即促成这种概念构成方式。对国际联盟而言，事态在法学上是极其得体的，应永远

保持下去。这就是说，可以进行残忍的报复、屠杀性的扫射，甚至流血的战斗和战

役：所有这一切都不是法学意义上的战争，而备受磨难的人类怀着渴望而期待的和

平早已赐予了他们，他们只是由于缺乏法学的机敏而未察觉到罢了。所以，这类和

平措施的客体可要记住：第一，战争只是作为国家政治手段而受到谴责；第二，事

实证明，认为“大大小小的战役”与战争有关的流行观念是错误的。

此外，还应该注意到另一点：凯洛格公约包含大量由签约国以各种附加照会提出的

保留条件，例如抗击进犯的自卫，而且由每个国家自己裁定它是否受到进犯；例如

日本国际联盟同盟（Völkerbundliga）1931年11月16日的一项决议，据韦贝格

称，将日本当前对中国的行动说成是“自卫措施”。有趣的是，英国作为唯一一个

国家甚至提出“国家荣誉”这一保留条件。其他国家是没有勇气公开提出这种条件

的；绝大多数国家都满足于保留自卫的个案或者破坏现存条约的权利，使之不被谴

责为战争。至于门罗主义的保留条件，它可以超然于外而不会受到任何实际有效的

怀疑。

像门罗主义被把玩于美国的股掌之间一样，美国对凯洛格公约也可以采取一种对一

个世界强国理所当然的立场：由它自己来定义、诠释和运用。由美国来裁定，某种

情况在什么时候是战争，还是一种和平的国际政治手段，即在一个自身对之无能为

力的国家里维持秩序和安全、保护生命和私人财产，甚至实现世界和平的和平手

段。这种情况一旦真正出现，凯洛格公约之对世界便可能具有如门罗主义之对美洲

大陆的相似功能。所有将凯洛格公约并入国际联盟章程的企图都没有成功，也不可

能取得成功。在舒金—韦贝格对国际联盟章程的评论（1931年第三版，第180页）

中可以读到：将凯洛格公约融入国际联盟章程是困难的，因为凯洛格公约“没有核

准、没有组织和定义”。这正是问题之所在，而美国之巨大优势、之令人惊叹的政

治作为反复表现在，它善于利用一般的、尚无定义的概念。我在此告诫诸位，切不

要认为这是低级的狡诈和马基雅维利主义。这样一种弹性，这样一种能力，即运用

宽泛的概念并迫使世界各国人民尊重它的能力是一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现象。在

运用那些关键性的政治概念时，重要的恰恰在于：谁能对这些概念诠释、定义和运

用？谁通过具体的裁定说明，什么是和平，什么是裁军，什么是干涉，什么是公共

秩序和安全？人类的法律与精神生活中最重要的现象之一便在于，那握有真正权力

的人也能够从自身出发确定概念和词语。Caesar dominus et supra grammaticam[皇帝也是决定语法的主宰]。帝国主义为自己创造了它自己的概念，

而虚假的唯规范论（Normativismus）和形式主义导致的结果只是，最后谁也不明

白什么是战争，什么是和平。我想再次告诫诸位不要误解，似乎这里所关涉的是人

们可任意做的事。如果一个强大的民族自己来规定其他民族的话语方式，甚至思维

方式，规定一整套词语、术语和概念，这便是真正政治权力的表现。我们作为德国

人自然处于一种可悲的政治上的无能为力状态，不仅在世界，即便在欧洲之内也是

如此。我作为德国人在就美国帝国主义作如是陈述时只可能有一种感觉：犹如一个

衣衫褴褛的乞丐谈论别人的财富和珍宝。可是，我们最后如果可以想到我们德国自

己的命运，就必须重视从对帝国主义方法的本质认识中得出的一个结论。在一个历

史上占有至关重要地位的帝国主义身上具有本质意义的不仅是军事的和海洋的装

备，不仅是经济的和金融的财富，而且具有从自身出发规定政治和法律概念的内容

的能力。帝国主义的这一方面——我在这里并不专门指责美国帝国主义——对像德

意志民族这样一个处于守势的民族是非常危险的，甚至比军事压迫和经济剥削更加

危险。一个民族只有它屈从于整套外来词语，屈从于外来的关于何谓法，尤其何谓

国际法的观念的时候，它才真正战败了。这时，除了缴出武器以外，还缴出了自己

的法律。在德国目前的形势下，必须看穿语词与概念、法律化与道德化所编织的面

纱，一切全都取决于此；不作恶意的批评，但也不殷勤地屈从于无非充当外国势力

的工具的外来概念和“道义裁军”的要求。概念和思维方式也可能成为作出一种政

治决断的事务，——对这一点的意识、对这一点的感觉是必要的，必须时时保持清

醒。我们不屈服于任何帝国主义，不论是与我们并不直接接壤、没有直接危险的美

国帝国主义，还是更加危险和邻近的帝国主义，我们既不愿从法律上，也不应从道

义和精神上屈服。


20.在莱比锡宪法法院审理普鲁士邦起诉

民国政府案时的最后陈辞[1932]

[题解]此于1932年10月17日在莱比锡宪法法院所作；普鲁士邦布劳恩—塞维林—希

齐费尔政府在1932年7月20日被解散，但继续代行政务，该邦政府和参与政府的中

央党和社会民主党邦议会党团以及巴伐利亚邦和巴登邦对民国政府提出（违宪）起

诉，在诉讼案中，本人是民国政府的代表。

诉讼的整个项目如下：

在相关联的宪法法争执中，即

一

（1）普鲁士邦，其代表为普鲁士邦国务部；

（2）普鲁士邦议会中央党议会党团；

（3）普鲁士邦议会德国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作为起诉方对作为起诉反方的德意志民

国

二

（1）普鲁士邦总理布劳恩荣誉博士

（2）普鲁士邦内政部长塞维林荣誉博士

（3）普鲁士邦国民福利部长希齐费尔荣誉博士

（4）普鲁士邦农业、国有土地和林业部长施泰格荣誉博士

（5）普鲁士邦工商部长施莱伯博士

（6）普鲁士邦司法部长施密特博士

（7）普鲁士邦科学、艺术和国民教育部长格里默

（8）普鲁士邦财政部长克莱伯作为起诉方对作为起诉反方的

（1）德意志民国

（2）作为普鲁士邦国家全权代表的民国首相

三

巴伐利亚邦作为起诉方对作为起诉反方的德意志民国

四

巴登邦作为起诉方对作为起诉反方的德意志帝国鉴于为普鲁士邦以及其他邦委派民

国全权代表系违宪行为而提出宪法法争执。

宪法法院1932年10月25日作出的判决收入《宪法法院民事裁决汇编》卷138，附录1

—43和拉莫—西蒙（Lammers-Simons）所编“汇编”卷五（1933），第24、30页

以下。莱比锡宪法法院1932年10月10—14日和17日庭审的速记记录以《普鲁士向宪

法法院控告民国》（Preuβen contra Reich vor dem Staatsgerichtshof）为

标题于1933年在柏林J.H.W.Dietz出版社出版。在这份速记记录里，我的最后演说

载第466—469页。在这里应注意，我以及这个案件中的其他民国政府的代表和工作

人员经民国政府同意，拒绝对速记记录通读格劳秀斯正，所以这种速记记录中无法

避免不精确和不通顺的地方。不过，速记记录基本上正确地记下了我的最后演说。

与这个演说有关的是胡伯（E.R.Huber）在他精彩的和有理由闻名遐迩的论文《民

国权力与宪法法院》（Reichsgewalt und Staatsgerichtshof, Oldenbarg, bei Stalling，1932，第71—72页）中所作的评论。关于1932年7月20日这

场“普鲁士打击”的问题，我还在下述文章中发表过意见：Die

Verfassungsmäβigkeit der Einsetzung einer Reichskommissars für das Land Preuβen（《为普鲁士委派民国全权代表的合宪性》），载Deutsche

Juristen-Zeitung（《德意志法学家报》），1932年第15期，第953—958页；

Staat, Bewegung, Volk（《国家、运动、人民》），载Münchner Neueste Nachrichten（《慕尼黑新闻》），Nr.205，1932年7月29日（Hamburg，1993，

第31页）；Staatsgefüge u.Zusammenbbruch des Zweiten Reichs（《第二帝

国的国家结构及其崩溃》），Hamburg，1934，第47—49页。此外，参阅本文集第

21篇。

这里所说的“程序”（Formalien）在宪法法院所受理的一个案件中并非单纯的形

式（Formalitäten），而是非常实在的政治事件。谁是普鲁士邦？谁代表普鲁士

邦？普鲁士而今在哪里？这些问题是实在的、高度政治性的问题。所以，这个案件

恰恰在当事资格、起诉权限、执行正当性（Aktivlegitimation）等问题上真正接

触到了案件核心。因此，恰恰在所谓程序问题上突然重又表现出更为强烈的对立，

这并非邪恶的意愿或者某些类似的东西使然，而是事情的本性。

根据民国宪法第十九条，该条所列三种可容许的宪法法院诉讼中，只在一种诉讼中

由民国出庭；这就是一个州与民国的诉讼。一个州控告民国，或者民国控告一个州

——这是两个“国家”，如同事纳维亚斯基先生正确指出的。但由此不可得出结论

说，如他进一步说明的那样，宪法法院是一个“国际法院”。他甚至还谈到所

谓“世界法院”——一个对设在海牙的著名机构之略嫌夸张的称谓。这个常设的国

际法庭特别重视的毕竟是在其章程中得到承认者和在一系列裁决中已经说明者，即

在它那里出庭者只能是国家本身。可是在这里甚至是州议会党团与巴伐利亚邦和巴

登邦联袂出席。（冯·严[von Jan]插话：真可怕！[中译本编者按]本文为施米特在

法庭上为民国政府辩护的陈辞，括号中的为当时在场的人的插言。）这里已经包含

巨大的混乱和错误。

诉讼之最重要的问题所关涉的自然是普鲁士邦。普鲁士邦并未消失，它仍存在；普

鲁士邦在此；普鲁士邦也有一个政府，一个全权的邦政府，由民国总统基于为宪法

赋予他的权限所任命的政府，拥有代表普鲁士邦的权限。既然邦政府是根据宪法任

命的邦政府，代表普鲁士邦的代表权问题也就随之得到了回答。同事雅可比

（Jacobi）先生的陈述完全合法、正确、无懈可击：被解职的部长们之所以在此出

庭，只是根据一个出于诉讼技术的理由可设想的和可容许的假定，只是根据他们对

此和对此一案件拥有代表权限的假定。同事比尔芬格先生对此持有异议，我认为此

异议持之有理，而且我也有他当时的情绪。他的异议是，在书面诉讼和陈述中不断

地企图从上述假定得出对主要事实的推断，并说：既然你们承认我们可以在这里提

出诉讼，你们就得承认我们拥有对普鲁士邦的代表权，我们还属于民国参议院并拥

有所有其他可能有的权限。比尔芬格同事先生所反对者仅限于此。因此，问题只

是：这个全权的邦政府按照宪法是否是由民国总统根据民国宪法第四十八条任命

的？如果是，那么每一种与被解职的部长们的以前职务相联系的代表权限都已解

决。我们在这里不要讨论和深入分析前代行政务的部长们在被免去职务权限以后究

竟是什么问题，或者另一个更为困难的问题，人们应给以前代行政务、现已被免去

代行政务权限的部长冠以什么头衔。民国从一开始就强调，这只是暂时免除一个代

行政务的邦政府的职务，而且一直注意到：代行职务的政府极具特色，因为这个代

行政务的普鲁士政府的存在只是借助4月12日修改办事程序这一人所共知的手腕。这

加重了1932年7月20日由民国总统免去其职司的普鲁士邦政府这个现在极具特色的

组织之结构性困难。但问题仍然只是：根据宪法一个州是否可以由民国赋予一个全

权的邦政府？

在这一方面，民国政府受到指责，什么“躲藏”、“逃避”、“打掩护”以及类似

的一些说法。我不愿接过这些话头，并仍然提出那个问题：一个被解职的、具有普

鲁士代行政务的政府的特色的邦政府，是否可以以普鲁士邦的独立性反对符合宪法

的民国干预权能？这个所谓邦政府根本不再是普鲁士邦。根据民国宪法，民国总统

拥有某些干预权能（Einwirkungsmöglichkeiten），第十七条作为独立的管辖权

准则——甚至耶利内克（Walter Jellinek）现在也明确认定这一点——在行政权

力过渡之后不再妨碍这些权能。属于州的行政权力者还有以前国王、现在国务部所

拥有的组织权力。如果基于民国宪法规定的干预权能允许由民国方面任命一个替代

机构，任命一个全权的代行政务的邦政府，那么，这种机构一旦宪法规定的前提条

件成熟，便只能是代行政务的邦政府而非其他。这种机构被赋予代表权，没有理由

在这里要求从不曾产生过怀疑的州的独立性。如果说，有人要在这里“打掩护”，

那么，这就是以前代行政务的、而今已被解职的、将自己等同于普鲁士邦——我无

法在这里讨论以什么内在合法权利——的政府，它现在仍然喋喋不休地谈论普鲁士

邦的独立，谈论该州的不容转让、不可侵犯的权利之类的东西。

我觉得在联邦国家法的讨论中忽略了下面重要的内容：基于第四十八条拥有各种权

限的民国总统必要时可以并且必须为维护州的独立而行使这些权限。这种情况是完

全可以设想的，只有如此方才可能挽救州的独立。因为对我们的联邦国家体制，对

于联邦制和各州的独立最大和最严重的危险之一便是，超越各州、组织严密并高度

集中的政党占据一个州，将其代理人、工作人员安插到邦政府（Heller教授插话：

简直骇人听闻！），进而损害州的独立。从这一方面，从政党方面，甚至还产生一

种完全特殊的危险，即不断地干扰职能，不断地危害公共安全和秩序，甚至不履行

对帝国的义务。假若出现这种情况——我只是泛泛而言——民国总统迫于无奈而采

取行动，这也与邦的独立毫不矛盾（有人插话：矛盾）。我相信，同事纳维亚斯基

先生会承认，有些政党对于一个邦的独立是一种危险。巴伐利亚人民党在这一方面

处于完全罕有的情况，它在防止威胁巴伐利亚独立的危险。不过，也还有另外一些

政党（冯·严插话：不过，我们自己会对付这些政党！）。这是您的长处、您的特

点，我们希望有朝一日您不致陷于为民国总统根据第四八条拥有干预权能而感激上

帝的境地。

可见，唯一的问题是：从民国方面是否能够以原有方式对一个州进行干预？

中央集权与联邦制的对立绝不可简单地与其他对立联系起来，我觉得关键是：如果

民国总统对一个州行使他宪法规定的权限，任命一个全权的邦政府并解除另一个邦

政府，那么代表权限的问题便已得到解决，人们随之便明白谁是代行政务的、运作

的邦政府。在这里要求邦的独立是明显的混乱。为说明这种情况曾使用种种颇有原

创性的形象的描绘、比喻。我也许可以冒昧地作一直观解说，只是一般而论并不针

对这一特殊个案。在这里，为澄清在我看来非常简单的事实可作下述假设：如果公

羊真的被当成了园丁，目的在除掉园丁，人们可以提出一切可能的要求，但只有一

个要求不可提出，即取消花园的自主和独立！一个被民国总统解除职权的邦政府便

是这种情况。它不可能要求邦本身的独立。一个为民国任命的全权政府自然并非规

范的政府，同样，一个代行政务的政府，或者一个像被解除职务的、带有4月12日的

污点的普鲁士政府那样的代行政务的政府也不是规范的政府。

我还要简单谈谈两个时髦说法或者套话。其一是所谓“宪法守护者”，这是同事纳

维亚斯基先生以特别强调的语气，也许还带有论战的意味说出的：宪法法院是宪法

的守护者。这并没有人否认它是宪法守护者。不过它是而且始终是法院，并具有为

同事雅可比先生非常深刻、在我看来颇有说服力地阐明的这种司法形式和法院形式

的特点。宪法法院只以诉讼的和司法的形式保卫宪法。既然宪法是一种政治性的东

西，因而宪法法院还需要基本的政治决断，而从这一方面看，我认为，民国总统是

宪法的守卫者，正是第四十八条赋予他的权限不仅对宪法之联邦制的成分，而且对

其他成分才首先具有了确立真正的政治性的宪法守护者的内涵。如果他以这个身份

任命一个全权的邦政府，这同样是他作为宪法守护者的行为，其行为根据是在这里

所认定的某种界限之内凭借他的政治考虑而作出的、基本上属政治性的决断。不

过，这里所关涉的始终是他的政治性决断。这同时也回答了对于民国宪法第十九条

很重要的问题：谁代表处于这种情况之下的州？基于民国总统的这样一种行为，由

全权政府所体现的普鲁士邦的代表权，其完美、牢固的法律基础不仅在民国宪法，

而且也在为它所补充的州宪法。

这里反复出现的第二个说法是从国家地位（Staatlichkeit）衍生而来的关于普鲁

士的荣誉和尊严的说法。我想对此作如下评说：布莱希特（Brecht）司长先生自认

为颇为合宜地在今天上午他的最后总结性发言中提醒人们记住，民国总统先生在

1866年曾作为普鲁士军官奔赴战场。1866年发生了什么事？——德意志同盟对普鲁

士的一次同盟强制行动（Bundesexekution）。民国总统先生当时作为普鲁士军官

站在普鲁士一边，保卫普鲁士抵抗这次同盟强制行动。如果当时保卫普鲁士抵抗一


次强制行动的这个人现在必须决定安排一次民国强制行动对付这同一个普鲁士，那

么，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惊人事件，人们转瞬间便会意识到这一点的。这表明情况

有了变化。现在，强制行动的目的不是消灭一个州和摧毁其生存，恰恰相反，是为

了保护普鲁士避开威胁着这个邦和这个州的危险。在这里既然就普鲁士的国家地

位、尊严和荣誉说了这么多，我最终可以向我自己提出问题了，我不向其他任何

人，我在这里完全公开地向我自己提出问题：所有这些普鲁士尊严和荣誉究竟在哪

里得到了更好的维护，在那些7月20日被解除职务、只是借助4月12日的手腕而成为

代理部长、代行职司的部长们那里（有人高呼：情势法学

[Situationsjurisprudenz]！），还是在民国总统兴登堡那里？这个问题在我并

不难回答。是的，普鲁士的确有其荣誉和尊严，可在今天，这种荣誉的受托管理者

和捍卫者是民国。

21.整体国家在德国的进一步发展[1933

年1月]

[题解]这些说明以此形式刊于《欧洲评论》1933年2月号，成为1932/1933年秋冬许

多报告的内容。

十年以前，形形色色的资深著作家和领袖人物保证说，人们只须废除政治和政治家

就足以使一切棘手的问题得到解决。彻底的“非政治化”应体现在由技术的、经济

的、法律的或其他方面的专家按照据称纯技术的、纯经济的、纯法律的，总之按照

纯“客观的”观点来决定所有以前属政治性的问题。大量文章和小册子在1919—

1924年间宣布，这是普世福祉的唯一条件。目前我们熟悉了许多专家和技术家会

议。在日内瓦、柏林以及世界上其他许多城市，最有价值的材料和专家鉴定堆积如

山。在这种客观的方式之下，决定问题之路被径直堵死了。很快表明，这种“非政

治化”是很有用的政治材料，以便延缓棘手的问题和必要的改变，保持悖逆情理的

现状，并使任何坚定的改变现状的意志落空。

在对完全的“非政治化”有了如此的经验之后必然逐渐认识到，一切问题都是潜在

的政治问题。随后，我们在德国实际上经历了一场所有经济的、文化的、宗教的以

及人类生存其他领域之政治化，这对于19世纪的思想也许是不可理解的。尤其现

在，在人们几年来为使国家经济化而进行种种尝试之后，似乎在反其道而行之，正

在使经济完全政治化。现在人们自以为理解了关于整体国家（totaler Staat）之

有效的和令人信服的公式，今天甚至有些人已经超越了它，推倒和在精神上克服

了“整体国家”。我们不要理会宣传和文献，仔细看看现实状况。

一

一种整体的国家是存在的。人们可以怒气冲天、义愤填膺地大叫，说它是野蛮的、

奴隶性的、非德意志的或非基督教的，人们可以因此而拒绝它，可事物本身却并没

有从世界上消失。每一个国家都竭尽全力去掌握它为进行其政治统治所需要的权力

手段。如此行事甚至是一个现实国家之可靠的识别标识。我们所有的人都处于每个

国家今天通过提高技术，尤其通过提高军事技术的统治手段而达到的巨大的权力增

强的影响之下。现代技术手段甚至给予一个小国及其政府以如此大的干预能力，致

使关于国家权力和对抗国家权力的古老观念黯然失色。能够对抗整体的国家者只有

同样整体的革命。聚众街头和设置路障的传统画面在现代统治手段之前犹如儿戏。

任何政治权力都被迫操起新式武器。如果这个政治权利没有力量和勇气这么做，便

会出现另一股力量或者另一个组织，而这恰恰又是政治权力，即国家。

技术手段的提高给予影响大众的方式以更整体的可能性，甚至必然性，这远远超过

新闻和传统的舆论构成手段所可能达到的一切。今天在德国还有广泛的新闻自由。

虽然颁布了种种非常法规，但这种“自由表达意见”的活动空间，实际上即政党煽

动和操纵大众的宣传的活动空间仍旧很大，人们还没有想到新闻检查。相反，对新

的技术手段电影和广播，每个国家都必然亲自插手。不论多么自由的国家至少要求

对电影和广播进行严格的审查和监督。没有任何国家能够听任他人左右这些新的新

闻传播、操纵和影响大众，制造“公众的”——更精确地说——集体的意见的技术

手术。可见，在整体国家的说教背后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今天的国家拥有非常强大

的统治手段和能力，其最终影响和后果我们几乎是预见不到的，因为我们的词汇和

想象力还远远地停留在19世纪。

这个意义上的整体国家同时也是特别强大的国家。它之为整体是从品质和能量的意

义上而言，正如法西斯主义国家自称为stato totalitario[整体国家]一样，它以

此首先要说的是，新的权力手段只属于国家并服务于其权力的增强。这样的国家不

容许在其内部出现敌视国家、阻碍国家或者分裂国家的力量。它决不想将新的权力

手段留给它自己的敌人和破坏者，决不想让人在自由主义、法制国家的口号或者其

他名目之下损害它的权力。这样的国家能够分辨友与敌。从这个意义上讲，如前所

说，每个真正的国家都是整体国家；它作为此岸世界的一个societas

perfecta[完美社会]在一切时代都是如此；长久以来，国家理论家们都明白，政治

是整体的东西，所谓新者只是人们必须清楚其政治效用的新的技术手段。

但整体国家这个词还有另一种含义。令人尴尬的是它正好说明当今德国的情况。这

种整体国家是一个不加区别地渗透进一切具体领域、一切人类生存领域的国家，它

不再承认任何独立于国家的领域，因为它不再能够作出区别。这种国家之所以是整

体性的，这是从纯数量的意义上，从单纯规模的意义上，而并非从强度和政治能量

的意义上而言。当今德国的多元政党国家发展了这种整体国家。其规模得到巨大广

延。它存在于人类生存的一切领域，干预一切可能的事务，不仅干预经济——对此

贝克拉特正确地指出，从国家与经济相互混合的意义上看整体国家是“一个可用手

指触摸到的现实”——而且干预人们一向认为属于“纯个人的”事务的文化和结

社。既然我们所有的人经由政党这条途径都是国家本身，国家为什么不应资助经济

的、文化的和其他方面的活动呢？歌咏社团为什么不应与国家，即与某些政党和基

金会保持良好关系呢？这个可贵的“为什么不”是多元政党国家之完整的国家理论

和整体性之思想基础。这当然只是单纯规模意义上的整体，是力量与实力的反面。

当今的德意志国家之整体是出于虚弱和丧失抵抗力，是出于对抵抗政党和有组织的

既得利益者的攻击所表现出的无能。国家必须向每个人让步，必须使每个人满意，

必须资助每个人并同时满足相互针锋相对的利益。如前所说，国家的扩张并非其强

大而是其虚弱的结果。

二

如果进一步观察，我们今天在德国根本没有整体的国家，而只有众多整体的政党，

每个党都想方设法在其自身实现整体，都想在其自身之内整体掌握其成员，陪伴人

从摇篮走向棺材，从幼儿园经过体操协会和保龄球俱乐部一直到殡仪馆和火葬场，

向其追随者提供正确的世界观、正确的政体、正确的经济制度、以党为基点的正确

交际，并由此而使人民在整个一生从整体上政治化，但却使德国人民的政治统一分

崩离析。作为单纯“民意政党”而缺乏这种组织和整体能力的旧风格的自由派政

党，正陷入在自身达到整体的现代政党之磨中被磨成齑粉的危险。整体政治化的强

迫似乎无所不在，而彻底整体的政党决定其类型并推动其他四分之一整体的、半整

体的或者四分之三整体的政党走向彻底的成功类型。在一个彻底民族主义或者社会

主义抑或无神论作出的每一个决断之前，见风使舵的折中派表现出一副莫可奈何的

委琐形象。

一些经由议会控制国家而且只要多元主义存在便可能将国家变成妥协的客体的这类

整体组织并存，这是国家从数量上达到惊人广延的原因。今天，插进国家和政府与

国民大众之间者是一些整体政党之稳定的、有组织的多元并列局面，这个局面操纵

政治垄断，这是一切垄断中最惊人的垄断。一切政治意志，一切将自然存在的利益

转变为国家意志的做法都要经由政党意志得到实现。只是今天的政党已经不同于旧

式自由派民意政党。正如科尔洛特（Otto Koellreutter）很久以前所指出的，今

天的政党是行动主义的政党，它利用针对opinion[民意]的自由派的自由和自由宪

法的一切合法的可能性、惯例和权限、冷酷地使之充当它行动的工具，并强迫以前

的自由派政党完成这种破坏宪法的转变。这种政党强迫人们服从它的政治垄断地

位，而今在德国，每个生活领域和每个较大的群体都屈居其下；这种政党改变和伪

造魏玛宪法的一切惯例。比任何经济垄断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政治垄断把持了一系

列强大的政治组织，这些组织只是在国家始终充当其剥削对象的条件之下才容忍一

届政府的存在。

这种政治垄断——或者这种“多极”（polypols），因为这毕竟是一个多元主义的

国家——的基本工具是候选人名单的提出。每一次选举的结果都取决于候选人名

单。选民大众不可能由自己提出候选人，而政府又不拥有一个政府之最理所当然的

和最自然的权利，即jus agendi cum populo[与人民谈判的权利]。于是，大量所

谓“选民”和人民意志本身全部为大约五个政党名单所分散、割裂。选举背逆要求

直接选举的宪法，早已不再是直接选举。议员由政府任命，而不是由人民选出的。

所谓选举完全是“选民”对一个政党组织的间接表态。今天更谈不上直接选举了，

这已经作为一个无可争议的认识而得到普遍贯彻。我认为，今天所进行的过程绝对

不再是选举。这是怎样进行的呢？以极其秘密、玄妙莫测的方式产生、由五个组织

确定的五份政党名单公布了。群众进入五个准备好的围栏，这个过程的统计记录便

被人们称为“选举”。这究竟是什么呢？在德国因这种形成政治意志的方法而灭亡

以前，人们是应该清醒地思考一下这个问题了。这在事实上是一次真正幻想式的选

择，这种选择是在五个相互完全不可调和、完全对立、其并存纯属荒唐的体系之间

进行，而每个体系却又组织严密、自成一体，并拥有与其他体系对立的世界观、政

体和经济制度。在这五个有组织的体，系里，每一个其自身都是整体的，每一个

——如果从逻辑上推论到底——都抵销和消灭另一个，例如无神论与基督教、社会

主义与资本主义、无政府主义与共和国，以及莫斯科、罗马、维腾堡、日内瓦、褐

屋和相似的其背后有严密组织的、相互格格不入的敌友抉择，一个国家的人民每年

都要在所有这些东西之间进行多次选择！凡是明白这其中意味者便不致再期待，从

这个烦琐程序中会产生一个有行动和作为能力的、哪怕只是松散的、有助于形成政

治意志的多数。这样一个过程只意味人民意志从源头就被导入五条渠道向五个不同

的方向流去，所以，永远不可能汇合形成一条巨流。结果始终只是：人民的五个不

同的部分，各自拥有不同的政治体系和组织，这些体系和组织在其互不联系甚至敌

对的并存之中想方设法制服或欺骗对手，它们对任何正面工作都表现无力，而永远

只在负面相互倾轧，充其量只是——如在不信任决议、要求撤销的动议、要求赦免

案或者1932年12月17日关于民国总统副职的宪法修正法案——在零点相遇。

我们由于采用这种形成政治意志的方法而陷于数量上整体的国家的状态，这个国家

不再能够对任何东西作出区别，不论对经济与国家，还是对国家与其他人类和社会


生存领域。选举不再是选举，议员不再是宪法所设想的议员。他并非独立的、超越

政党利益代表整体福祉的自由的人，而是排在队列中行进、在议会之外获得其指令

的官吏，对他而言，议会全体大会的讨论必然变成言之无物的闹剧。正如议员不成

其为议员，议会也不成其为议会。这样一个议会以其既无执掌政权的能力而同时又

破坏政权的负面性（Negativität）沉重地压在魏玛宪法的民主体制之上，犹如一

个压在君主制的机构和存在之上的身心罹病的君主。今天的德国议会并非魏玛宪法

意义上的议会；今天的德国参议院更多是代行政务的而非正常的邦政府集会的所

在；在这里代表普鲁士邦，即德意志帝国的三分之二出席者是以前代行政务的政府

中已被解职的部长们，这不是魏玛宪法意义上的参议院。不信任表决也不是议会制

政府体制的意义上的不信任表决，因为不论构成一个有作为和有责任感的政府的能

力，还是意愿都不胜任此举。所有这些宪法机构都软瘫无力，完全变质；所有合法

权限，甚至所有诠释的可能和论证都被工具化，变成了此一政党攻击彼一政党、所

有政党攻击国家和政府的策略性手段。假若不是魏玛宪法秩序的最后一根支柱，即

民国总统及其源于前多元主义时代的权威迄今仍然兀立不动，混乱很可能完全清晰

可辨、现形于外，连秩序的表象也消失了。

22.帝国、国家、联邦[1933]

[题解]本文为1933年6月20日在科伦大学作的就职报告。这里讲的核心问题是德国

宪法史上帝国、国家和联邦概念的关系，1932/1933年冬季学期和1933年春的多次

报告中，尤其1933年1月18日在柏林贸易学院帝国成立庆典的演说中，我曾结合莱

比锡宪法法院受理普鲁士邦起诉民国的诉讼案（1932年7月20日至10月25日）的经

验，讨论过这一问题。科隆的就职报告是经历了参与[起草]1933年4月7日民国行政

长官法（Reichsstatthaltergesetz）工作后所确定的最后文本。参阅1933年6月

21日科伦《西德观察家》（Westdeutscher Beobachter）的报道。

[中译本编者按]Reichs一词通常译作“帝国”，但用于魏玛时期的德国国名时，最

好译作“民国”，详细说明参见刘小枫为施米特《宪法学说》中译本（上海人民出

版社，2005）写的导言。

公法教科书特别直接地参与各个民族和各个国家的生活。因此，二十年以来，公法

教科书便受到席卷我们整个世界的同样迅速的发展和运动的影响。这门学科也以其

学术上的特点在生存层面上极其贴近各个民族和各个国家的命运。学术见解上的对

立立即表现为政治对立。公法学说的任何科学结论无不立即在实践中为某一方利用

来反对另一方，论证上的斗争直接转变为各民族和各政党的政治斗争。于是，这门

学科以往往非常危险、生死攸关的方式获得其现实性和关注点。

在这个学科，每一个意识到上述特点和其中包含的学术责任的学者，都了解这个危

险。在一段时间里，有些人曾希望，战前有保障的状态会很快重现，当时至少表面

上存在的没有危险的安全局面可望得以恢复。这些人将一个完全确定的政治状态的

安全与关于这个状态的思考之客观性和现实性混为一谈。这就是今天的情况，所

以，在我们看来，一切遁入可靠的安全状态的尝试都是一种退缩，一种对公法科学

的放弃。逃避时代的问题，遁入没有问题的既往或者潜入无关联、无客体物的纯净

状态——这些做法甚至连科学性本身的表象也没有了。偏离具体的当前，生活的道

路只可能通向死人讨论死东西的所在。

当我在这里讨论帝国（Reich）、国家（Staat）和联邦（Bund）的时候，这三个词

中的每一个都在最大限度上兼有历史影响力和现实内涵，但我却有意而且明确地将

三者作为概念来对待。由此可能会产生误解，似乎我要借助错误的抽象讨论的空洞

形式，从事一个被人们用一个诟詈之词称为“概念法

学”（Begriffsjurisprusenz）的可恶勾当。当然，有许多这类贬义上的抽象概

念；但也另有一些富有生命的和本质性的概念，认识和精确表述真正的概念恰恰属

于公法科学的使命。在政治斗争中，概念和具有概念性的词绝对不是空洞的声音。

这是清晰和精确地梳理、厘定的对立与敌友态势的表达。从这个层面上理解，我们

的意识所能把握的世界历史的内容，在一切时代都曾是一场围绕词语和概念的斗

争。这当然并非空泛的而是载有能量的词语和概念，而且往往又是非常锐利的武

器。词语和概念只有在斗争形势和争抗对象不复存在、不再引人关注的时候，才会

成为空泛的和贬义上抽象的东西。我提醒诸位想一下围绕“受上帝恩宠”这个说法

的斗争，或者回忆一下人们在1870和1871年之后的冬天就称号所作的思考：人们应

该给予俾斯麦帝国的联邦首脑“德意志人的皇帝”（Kaiser der Deutschen）还

是“德国皇帝”（Kaiser von Deutschland）抑或“德意志皇帝”（Deutsches Kaiser）的称号。此外，我还提请诸位注意围绕一切重大政治诉讼案的所谓程序，

围绕谁可以在宪法法院或者国际法庭上作为当事一方，谁有有效合法性，谁有干预

权等问题而展开的不可避免的争论。在概念表述上看似细微的偏颇，也可能在这里

产生不可估量的实际影响。从具体理解的概念性这层完全实际的意义上看，德意志

近五百年的全部受难史可以表现为“帝国、国家、联邦”三个概念的历史。

国家（der Staat）概念摧毁了古老的帝国（das Reich）。当普芬道夫在17世纪

称帝国为庞然大物时，他是想说，帝国不是国家。国家和国家主权的概念在他看来

在法学上可理解、简洁可信。相反，帝国不可理解，法学上毫无意义，这正是由于

国家概念胜利了。在德意志帝国的土地上形成众多国家，与帝国概念相比，国家概

念之法学上和决断论上的优势，对于法学的概念构成显得非常之大，最终国家概念

由内而外冲破了帝国。自18世纪以来根本不再有帝国法（Reichrecht），只有国家

法（Staatsrecht）。帝国只被理解为一个由多个国家组合的国家或者一个“多国

家体系”。青年黑格尔1802年关于“德意志民国宪法”的文章的开篇之言简洁明

白：“德国不再是个国家（Deutschland ist kein Staat mehr）”。它不再是

一个国家，这正是它“不再可能被理解”的理由。德意志国家摧毁了古老的德意志

帝国。国家概念是帝国概念的真正敌人。法成为国家法和国家性的法。甚至哲学也

成为国家哲学，最伟大的哲学家黑格尔从变得不可理解的帝国躲进一个变得更明白

易懂的国家概念。

对帝国思想的历史具有重大意义的是，当时立即出现两个新的帝国，拿破仑一世的

法兰西对立帝国（Gegenreich）和哈布斯堡王朝的替代帝国（Ersatzreich）；前

者取攻势，具扩张性，后者是御防性、保守性的。但同样重要的是，在1806年以后

这同一段时间里，普鲁士的国家性得到越来越显著、越来越有力的发展，其余的即

所谓第三个德国变成了国家的联邦。我们切不可忘记，19世纪的整个所谓联邦主义

的国家法、条约与宪法的正反题都是在莱因联邦（Rheinbund）时代产生的。作为

国家冲破帝国的诸德意志国家在它们1806年8月1日退出时声明，它们为捍卫联邦成

员的国家主权和独立，在法国皇帝的保护和保证之下建立一个“适应新状态的联

邦”。莱因联邦时代的国家法和宪法法的文献立即构架起一个帝国体制。可这是怎

样一个帝国哦！扎哈里埃（C.S.Zachariae）描绘出下面一幅景象：所有欧洲国家

瓦解分裂成两类，一类是“巨大的欧洲国家联合体成员，居领导地位的是法国皇

帝，部分作为条约规定的联邦保护者，部分作为皇族的首脑；一类是未参加这个欧

洲国家联合体的国家”。属于第一类国家，即属于法国皇帝之巨大的欧洲“国家联

合体”（Staatenverein）的国家者是西班牙、诸意大利国家、荷兰、瑞士、华沙

公国和莱因联邦国家。其他欧洲国家要么与之结盟和交好：普鲁士、奥地利和丹

麦；要么是欧洲同盟的敌人：英国及其盟友。莱因联邦作为法国所领导的帝国体系

的一部分出现，隶属于这个体系者是一个（与俄国、奥地利、普鲁士）结盟体系。

法国霸权统治的时间过分短暂，未能酝酿形成一个结构完善的宪法法，不论帝国的

还是联邦的宪法法。然而，即便这持续了短短六年的插曲也显示出对德国上个世纪

的发展具有典型意义的帝国、国家与联邦的关系。德意志国家联邦始终是对抗德意

志帝国的。联邦概念在这里总是国家概念之结盟者而对抗帝国概念。联邦的内涵，

即对联邦成员的保护、保证和领导，乃针对德意志帝国。联邦之霸权统治载体在德

国之外的莱因联邦，这种对整个后来的德意志联邦主义富于典型性的二元论

（Dualismus）是法国和德国的二元对立，这是最坏和最可悲的二元对立形式，因

为这种二元对立否认和取消德意志统一本身。

在维也纳会议上达成的国家联邦——“德意志联邦”在半个世纪（1815—1866年）

里是德意志的政治统一形式。在这里，联邦思想也有保证国家性质

（Staatlichkeit）、对抗帝国的含义。国家与国家性质在这里也是针对帝国的论

战性对立概念。帝国之沦亡就因为它不是国家；诸德意志国家的联邦及其国家性的

保证同样不愿成为帝国。这个联邦根据德意志民族的普遍呼声要为帝国提供一个妥

协性替代物，但在国际法与国家法尖锐对立的抉择中只好选择国际法的联合体。联

邦的载体分布在三巨头的并存之上：两个居主导地位的大国奥地利和普鲁士，但其

领土一部分在同盟之内，以及所谓第三个德意志，其最重要的国家巴伐利亚自己可

能要求承认它是一个纯德意志的、位于同盟区域之内的国家，它今天不再为人真正

理解的领导要求是与它所在的位置联系在一起的，这在某些方面类似匈牙利在哈布

斯堡君主国中所占有的不相称的超重要地位，这个君主国中的所有其余的民族至少

有一只脚站在君主国之外。德意志同盟之典型的二元对立是使奥地利与普鲁士两个

大国陷入冲突的、争夺霸权地位的二元对立。

1866年普鲁士的胜利消除了这种二元对立，将奥地利替代帝国挤到一边并建立“德

意志帝国”这个联邦国家。这个“第二帝国”的宪法——让我们借用比尔芬格的贴

切表达——仍然讲“联邦的语言”。这个帝国自称为诸君主之“永恒联邦”并

将“联邦参议院”（Bundesrat）作为主要机构，而全体德意志人民的民主代议机

构称为帝国议会（Reichstag）等等。典型的二元对立在这里具有双重性：试图将

君主制与民主制这两个对立原则结合起来的宪法结构之二元对立和普鲁士与帝国的

二元对立，在后一种二元对立的背后是个别国家与整个国家、保守主义与民主制的

二元对立，其中包含完全二元对立的权限分配（帝国立法和国家行政）以及作为这

种权限分配的关联（Korrelat）的“帝国监督”（Reichsaufsicht）这样的中间

概念。国家法学说竭力弥合这种二元对立。但它无法克服根本性灾难，即国家联邦

与联邦国家、国际法与国家法、条约与宪法的反题。此外，在1867年以后的最初几

年里，对“帝国”概念的恐惧还相当普遍，因为人们还记得帝国之本质者就在于不

是国家。所以，迈耶在1868年说：“帝国这个词被用在如此多的方面，其实人们只

能说，它指的是一个拥有不同的甚至在某种程度上独立的部分之庞大的多邦组合

（Länderkomplex）。”布伦奇利1872年在他的《国家逻辑学》（Staatslogik）

中下了一个特别有趣的定义。我之所以要在这里提到这个定义，是因为这个定义并

没有简单地将帝国与联邦国家等同，这一点却不公道地完全为人所遗忘。布伦奇利

谈到“德意志联邦帝国”（Das deutsche Bundesreich），谈到一个“作为缺乏

则帝国不可能存在的联邦创始国的主要国家”，接着他下定义说：“德意志联邦帝

国就其本质看，是一个与首要大国和优势大国普鲁士相联系的诸中小德意志国家的

联合，但却上升为德意志民族的一个共同的整体表现。”

1919年的魏玛宪法消除了普鲁士的霸权地位，同时让普鲁士邦的整体规模保持未

变。除了取代以前的霸权统治结构的替代物以外，魏玛宪法没有找到新的结构原

则，因而犯了近几年经常讨论的灾难性的结构错误。魏玛宪法消灭了联邦的基础，

同时也消灭了联邦国家的基础；魏玛宪法不再讲“联邦的语言”，而是避免“联

邦”这个词，不再讲“联邦参议院”，而是称“民国参议院”（Reichsrat）。瑙

曼在魏玛宪法委员会提出的从现在开始将德意志帝国称为“德意志联邦”的值得注

意的动议并没有得到认真对待。所以，在1919年以后的最初几年里，魏玛宪法的国

家法学说的出发点是，现在各邦的国家性质被消除了，德国不再是联邦国家。可

是，1923年帝国与巴伐利亚之间的冲突在对问题作出裁决时有利于另一个为巴伐利

亚所领导的联邦国家法的方向，于是，这时成为主导学说的是，即便魏玛宪法也是

一部联邦国家性的宪法。由于1932年7月20日的普鲁士打击，民国试图“吸纳”普

鲁士，以此克服普鲁士与民国的二元对立。这些事件人们还记忆犹新，我无须对此

作详细讨论。我只想指出一点，因为，这将说明国家法结构的实际意义：宪法法院

在其1932年10月25日的著名判决中作出的裁定完完全全基于联邦国家法的结构。它

确认“自主的邦政府”的概念和议会制的邦政府根据宪法第十七条第二款作为基本

权利，而提出的要求即拥有自己的政策的权利；它确认为消除邦政府与帝国政府之

间的不可逾越的鸿沟而提出的联邦主义的结构，它的出发点是：民国方面不可撤

消、更不可任命一个联邦政府。宪法法院做这所有一切时，并非基于魏玛宪法的明

确文本，而只是受到某一特定的宪法理论和联邦国家法概念构成的影响，这无非是

国家概念及其结盟者，即联邦主义的联邦概念针对帝国概念的发展的最后结果，从

宪法法的角度看，联邦概念是各邦之国家性质和帝国之非国家性质的基本保证。

概言之，这便是帝国、国家、联邦概念和围绕国家联邦与联邦国家的定义而进行的

历时几百年之久的概念厮打的政治意义。今天，对我们而言，关键问题是：这三个

概念相互之间是什么关系？首先要问：在当前形势下，我们对这三个概念采取什么

态度？三个概念中的每一个对于我们德国人都有其特有的力量和作用。我们关于帝

国的观念植根于千年之久的伟大的德意志历史，我们谁都感觉得到这历史的神秘力

量，无须我为此多费唇舌。不过，在我们这里还存在一个国家神话，国家这个词同

样有一个非同寻常、远远超越实际客体含义的历史性力量和传统。因为普鲁士——

一个臻于完善的国家类型——正是由于其特殊的国家性品格而有力量完成第二帝国

之联邦国家性质的统一。伟大的普鲁士国王在七年战争中的科林战役以后处于极度

绝望的时候思忖，“一个君主的生命不可超过其国家”。于是，他在对自己的国家

的思念中得到了精神上的支撑点，在即将自杀之时而获救。自那时以来，“国

家”这个词就激励着我们的德意志情感。国王1757年9月在给他的姐妹拜伊洛特

（Bayreuth）侯爵夫人的一封感人的、对于国家概念的历史至为关键的信中写

道：“当时，我对国家的attachement[眷恋]苏醒了”。后来，国家这个词和概念

超越情感而获得形而上的升华，尤其自从我们现代的伟大哲学在黑格尔的国家哲学

中达到了顶点以后。最后，联邦这个词以另一种方式但却同样有力地成为伟大的回

忆和政治力量的载体。这个词一直活在从中世纪德意志城市联盟和骑士联盟以及各

种各样联盟的历史，到我们德意志青年联邦运动中清楚表达的联邦思想里。甚至在

对“国际联盟”这个称谓带有滥用成分的使用中，Société des Nation之正式的

但并不正确的德文译名也可能给予这个可怜的日内瓦组织在德国人听起来颇为理想

主义的音调。

出于这个理由——因为这三个概念中的任何一个对于我们都不仅仅是抽象的思想模

式或者空洞的公式——德国法学如果要对其政治责任和当今形势的现实保持清醒的

意识，便必须时时注意，以危险的方式让此一概念反对彼一概念是很容易发生的。

在我们德国历史上，这种滥用的情况一直到最近仍在频繁发生！不论运用这三个词

中的任何一个所产生的政治—实践上的效用和影响，还是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都经

常在变化。基于对普鲁士向莱比锡宪法法院状告帝国这一极其不幸的诉讼案的体验

所留下的深刻印象，我心之所系者是，尽量清楚地展示在我们的法律史上“国

家”概念与“联邦”概念所曾有过的危险的结盟。正是由于国家思想和联邦思想的

结盟，产生了联邦主义的巨大政治危险，许多支持帝国和联邦而反对国家的人似乎

并没有真正意识到这个危险。“联邦国家”这个概念只是一个今天早已过时的、为

这一历史渊源所累的妥协概念。一个确定的联邦主义思想超越国家联邦与联邦国家

的差异，得以阻止帝国变成真正的国家。这是关键性事件，其诱惑人的解释

是，“帝国”假若比一个国家少一些而且始终少一些，它就是某种无可比拟地较

之“国家”更为超拔和更为崇高的东西。这就是我要说的政治危险。这种联邦主义

思想一再将德国民族统一这一重大问题推入抉择的窘境：国家联邦抑或联邦国家？

这同一个联邦主义还否认了帝国在当今时代要求成为国家和拥有完美的国家性的理

所当然的权力，尽管在当今继承的历史形势下和继承的政治现实中绝对没有不是强

大国家的帝国。这种以“帝国”为立论根据的联邦主义同时成功地以可靠的、裁决

冲突事件的帝国权力为代价，与帝国相对抗强制推行——作为联邦国家本质特征的

——个别国家和州的独立国家性。我所说的国家和联邦这两个概念在我们历史上曾

结盟对抗帝国概念，指的就是这个意思。1932年秋在宪法法院审理的那桩诉讼案

中，各州和各州议会党团提出的所有数量众多的“根据联邦国家法”所构想的要

求、提议和论证，都向我揭示出这种联邦主义的危险性。巴伐利亚联邦主义去年冬

所作的种种尝试走的是同一个方向，它在设法利用假定联邦主义和联邦方式的帝国

概念，以便以牺牲帝国的国家性为代价而为各州取得各自独立的国家性。

这种努力虽然还在利用“帝国”这个词，却完全遵循自1923年以来在国家法思想中

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个发展进程所遵循的方向。这在德国促成了一种可以被恰如其

分地称为“政党联邦国家的宪法体制”。与之相比，帝国被迫采取守势。它依靠非

常权限，即魏玛宪法第四十八条规定的民国总统的权限以维护必要的政治统一。正

如在我们以往的历史上持续不断地发生的那样，现在也是国家与联邦两个概念的结

合损害德意志帝国，不论是以国家联邦还是联邦国家的形式，不论是以君主专制王

朝还是政党多元体制的形式。1933年伊始出现的结果是，德国变成了没有可靠的政

治领导的组织，仍然呻吟于最危险和最内在的二元对立，即帝国与普鲁士的二元对

立。推倒布劳恩—塞维林政府的1932年7月20日的普鲁士打击虽然使帝国政府和普

鲁士政府联手达到一致，但不可能持久维持帝国和普鲁士的联合。

只有在希特勒的政治领导之下，产生的民族革命的新国家才通过1933年4月7日的帝

国行政长官法解决了这个持续达数世纪之久的老问题。帝国行政长官是政治领袖希

特勒的直接下属领导。这些长官以帝国的名义行使州的权力。州议会制——政党联

邦国家的毒根被拔除了。其要害被一语击中：“州议会对邦政府主席和成员的不信

任决议是不可容许的”。今天，这在我们看来似乎已过时了。这个重大问题的解决

彻底消除了帝国、国家和联邦由来已久的对立。这并非单纯的侥幸得手的权术，并

非单纯的即兴之作，而是一种深思熟虑的建设性的解决办法，这种方法与新的统一

的整体结构有最密切的联系。这种新的统一基于三个支柱：国家的公务机构、承载

国家的政党组织和等级分明的社会秩序。一个从承载着国家的政党中产生的强有力

的政治领导，使纷繁杂乱的部分和组织相互保持正确的关系。以往政党联邦国家匿

名和隐蔽地行使政治权力的方式得到了克服。政治责任和政治诚实在自由的宪法国

家体制中曾经是无意义的和不可能的事情，现在重新又成为可能的事情。

我的讲授试图在短短的一个小时之内借助三个概念阐述一个数世纪之久的老问题。

在讨论三个概念的相互关系时，如果这种讨论只是以这种方式变成相互联系或者相

互对立的空洞而抽象的概念，那就必然是一场肤浅的、言之无物的概念游戏。但


是，帝国、国家和联邦即便作为概念也是它们所指的巨大的政治现实的一部分。它

们并非唯名论的标签，并非唯规范论的（normativistisch）幻想，并非诱逼性的

口号。它们是政治能量的直接载体，其现实力量便在于有能力构成具有说服力的法

学概念形式。

因此，围绕这三个概念的斗争并非空泛的词语争斗，而是一场具有巨大现实性和临

在性的战争。科学应做的事便是客观地认识、以沉稳的眼睛审视这个现实。如果它

履行了对科学真理所承担的义务，那么赫拉克利特就战争所说的，也适用于科学斗

争：它（战争）是万物之父、万物之王。不过，不太经常引用但意义同样重大的、

关于战争即万物之王那句广为引用的名句之延续部分也是适用的。这样一来，这种

学术上的斗争自身便会包含着内在真理和正义，并将得到以其他方式用人的寻常手

段所不可能得到的东西。因为学术斗争将像赫拉克利特继续说的那样证明：此一些

人是神，彼一些是人，它使此一些成为自由人，使彼一些人成为奴隶。这也是我们

科学的至高荣誉。它使我们获得自由，这种自由并非奴隶带着镣铐所诅咒的虚构的

自由，这是政治上自由的人们和一个自由的民族的自由。在一个为异族统治的民族

中绝没有自由的科学，没有这种政治自由便没有学术斗争。可见，我们即便在这一

方面也要始终意识到我们正置身于政治生活，即紧张的生活之直接现场！让我们竭

尽全力在科学上经受住这场伟大的斗争，以便使我们不致成为奴隶，而是成为自由

的德国人。

23.领袖守护法律[1934]

[题解]《评希特勒1934年7月13日在民国议会的演说》，原刊Deutsche Juristen-Zeitung（《德意志法学家报》），1934年8月1日，卷39，第15期，第

945—950页。

一

在1932年10月3日莱比锡德意志法学家大会上，领袖曾就国家与法发表讲话。他指

出，一种本质性的、跟道德和公正不可分离的法（Recht）与一种不真实的中立性之

空洞的合法性的对立，说明了魏玛体制的内在矛盾——这种体制如何被毁于中立的

合法性，听任自己的敌人摆布。接着他说：“这对于我们必然是一个警告”。

1934年7月13日，领袖对全体德意志人民的议会发表演说，他提醒人民记住另一个

历史性的警告。强大的、俾斯麦所创建的德意志帝国在世界大战期间崩溃，因为，

它在关键时刻没有“使用自己的战争条款”的力量。文官官僚体制丧失了政治本

能，被自由的“法制国家”的思维方式所麻痹，以致软瘫，也没有勇气根据应有的

法律对待叛乱者和国家敌人。今天，谁要是读过国会文献卷310关于1917年10月9日

公开的全体会议的记载，都会感到震惊，从而理解领袖的警告。当时的帝国政府通

报说，哗变水兵的首领与独立社会党议员进行了谈判，德国议会对这一通报无比愤

慨地回答说，人们不可以削减一个政党在军队中进行宣传的符合宪法的权利，这里

缺乏谋叛的确凿证据。一年以后，独立社会党人将这个确凿证据掷到了我们眼前。

德意志人民以空前的英勇气概和可怕的牺牲，面对全世界挺住了四年之久，他们的

政治领导却在反对毒害人民与破坏德国法律与荣誉感的斗争中可悲地败下阵来。时

至今日，我们仍在为战时德国政府的畏缩和软瘫遭受惩罚。

所有对这样一场可耻的崩溃的义愤，都在希特勒胸中郁结起来，在他内心变成了采

取政治行动的推动力。德国的不幸历史的所有经验和警告，都在他心头苏醒。绝大

多数人害怕这类警告的严烈，宁可躲进退让、调和性的肤浅议论聊以安身。可是，

领袖却认真对待德国历史的警告。这给予他创建一个新国家和确立一种新秩序的法

权（Recht）和力量。

二

如果领袖在危急关头凭借他作为最高法官的领袖地位直接创制法律，他是在保护法

律免受最恶劣的滥用。“在这个时刻，我怀着对德意志国家，从而也是对德意志人

民的命运的责任感，充当最高法官”。真正的领袖始终也是法官。领袖地位是法官

地位的源头。谁要将两者分开，甚至使之对立起来，便要么想使法官变成反对领袖

的人，要么想使之变成反对领袖的工具，并设法借助司法彻底改变国家。这是一种

经常被试用的方法，不仅用来破坏国家，也用来破坏法律。自由的法律思想之法律

盲从性的特点是，想方设法使刑法成为巨大有力的特许证书，即成为Magna Charta

des Verbrechens[犯罪大宪章，李斯特（Fr.von Liszt）语]。于是，宪法法必

然以同样方式成为谋叛和叛国罪犯的Magna Charta[大宪章]。司法由此变成了判定

责任能力的活动（Zurechnungsbetrieb），罪犯享有他合法取得的一项主观权

利，即有权要求这种活动像他所预见、所估计的那样运作。可是，国家和人民却完

全被禁锢在一种看似毫无缺漏的合法性之中了。在最紧急的情况下，也许会私下同

意国家采取应急措施，对于这类措施，一些自由派法学教师根据具体情况表示承

认，而其他人却在法制国家的名义下加以否认，认为这“在法律上是不存在的”。

用这种法学当然无法理解领袖所说的话：他是作为“人民的最高法官”而行动的。

这种法学只可能将领袖的法官行为曲解为一种有待事后取得合法性和需要事后批准

的受围困状况下的措施。我们当今宪法法的一个基本原则，即政治领导优先的原

则，由此而变成了一句法律上无足轻重的空话，而议会以德意志人民的名义向领袖

表达的感谢被曲解为一种事后批准，甚至一种无罪宣告。

实际上，领袖的行为是真正的司法（Gerichtsbarkeit）。它并不隶属于司法当

局，本身便是最高的司法当局。这并非一个共和制独裁者的行为，这类独裁者是在

一个法律空虚的空间，当法律暂时紧闭双眼的时候造成既成事实，以便随后在如此

创造的新事实的地盘之上使毫无缺漏的合法性的假想能够重新得到传播。领袖的法

官地位来自每个民族的一切权利（Recht）所由产生的同一个法源。在危难关头，这

种至高的法经受着检验；在危难关头，这种法在审判上的报复性实现将达到最高程

度。一切法都来自人民的生存法。每一种国家法律、每一个审判判决所包含的法，

恰恰等于从这一源头流向它的法。其余的东西并非法，而是一张为狡诈的罪犯所嘲

弄的“实在的强制性准则之网”。

三

领袖通过鲜明的对比强调他的政府和国家与魏玛体制的政府和国家的区别：“我不

愿让年轻的民国重陷旧帝国的命运。”“1933年1月30日并非第多少多少次组成了

一个新的政府，而是一个新的统治消灭了一个多病的旧时代。”当领袖以这种语言

要求消除德国历史上阴暗的一章时，这对于我们的法律思想、法律实践和法律诠释

也具有法学上的深远影响。我们需要重新审查我们以前的方法和思路，重新审查以

前占主导地位的学术观点和最高法庭在一切法律领域的预先裁决。我们切不可盲目

地拘泥于多病的旧时代所产生的法学上的要领、论据和成例。诚然，我们的法庭裁

决理由中的某些原则可以从对当时体制的腐败之合理抵制的角度去理解；但是，这

在今天也会——如果不假思索地继续下去——适得其反，并使司法机构成为当今国

家的敌人。如果民国法庭在1932年6月（RGSt.66，第386页）认为，审判独立性的

涵义在于，“保护国民为法律所承认的权利免受一个为他所不喜欢的政府之可能的

专断”，那么，这是自由—个人主义的立场的表露。“法官职能不仅被设想为直接

与国家元首和政府，而且被设想为直接与行政机关对峙的地位”。这从那个时代出

发是可以理解的。但在今天，我们的义务却是以最坚定的态度贯彻一切公法惯例，

包括司法的新的内涵。

在18世纪末，年迈的赫伯林（Häberlin）将国家非常法的问题与界定司法事务和政

府事务的问题联系起来，同时他告诫说，在对国家构成危险和重大损害时，政府可

以将任何司法事务宣布为政府事务。在19世纪，法国行政法创始者之一的迪富尔

（Dufour）将不受任何法律审核的政治行为（acte de gouvernement）定义为，

其目的是保卫社会，即保卫它不受内部或外来、公开或暗藏、当前或未来的敌人的

危害。不论人们如何看待这些规定性，它们至少指出了一种政治性“政府行为”之

法学上的基本特点，这甚至在自由的法制国家里也取得了法律上的认可。但在一个

立法、行政和司法并不像自由的法制国家里那样相互怀疑、相互监督的领袖国家

里，凡是在其他情况下对一个“政府行为”合理合法的东西，必然在无可比拟地更

高的程度上被认为是领袖使其最高的领袖职能和法官职能借以得到验证的一种行

为。

领袖个人决定他的行动的内容和规模。自星期日即7月1日夜间以来，“正常司

法”状态得到恢复，对此演说再次加以确认。1934年7月3日关于国家正当防卫措施

的法律（RGBI.I，第529页）以政府法规的形式说明直接的领袖行动之时间的和内

容的范围。在三天的时间范围之外或者之内进行的“特别行动”，与领袖行动毫无

关联、未经领袖授权是不正当行动，领袖的正当理由愈高、愈纯，此行动便愈是严

重的不正当。在普鲁士邦总理戈林在1934年7月12日，民国司法部长居尔内

（Gürtner）在7月20日发表了声明，随后即颁令将对此类不容许的特别行动进行特

别严厉的刑事追究。在疑惑不定的情况下界定经授权和未经授权的行动不可能是法

院的事，按照上文关于政府行为和领袖行动的特点的简略说明，这是不言而喻的。

四

在三天的整个时限之内，领袖作为运动的领袖的那些审判行动特别突出，借以抵偿

他的下属所犯的特殊的、反对他作为运动最高领袖的背信弃义行为。运动领袖本身

负有审判使命，其内在的法权（Recht）是其他任何人不可能实现的。领袖在其议会

演说中特别强调，在我们国家只有一个政治意志载体，即国家社会主义党。但是，

以这种方式由国家、运动、人民构成并形成秩序的共同体（Gemeinwesen）本身便

包含着内在的正当性，这是那些代表国家的、以特殊方式建立在宣誓忠于领袖的盟

约之上的生活和集体秩序所固有的内在正当性。党要履行它的使命，这同样是德意

志人民自己的政治统一的命运之所系。“这一个其中充满全部政治危险的巨大使

命，任何其他部门，尤其以司法形式运作的民事法庭，不可能代替党或者党卫军承

担下来。它完全依靠它自己。”由于存在特殊的犯罪能力，因而政治领袖还要以特

殊的方式成为最高法官。

五

领袖一再让人们记住1918年的崩溃。我们今天的形势是那时确定的。谁要正确判断6

月30日的严重事件，他就不可以割裂这一天和随后两天的事件与我们的政治整体形

势的关联，不可以按照某种刑事诉讼的方法将之孤立和封闭起来，最后剔除其政治

实质，只剩下“纯法律上的事实认定”或者“非事实认定”。人们以这种方法无法

处理高度政治性的事件。将这种孤立的处理方法恰恰看成唯一“符合法制国家

的”东西，这属于近几十年来对人民的毒害行为，是长期以来反德宣传的熟练手

法。1917年秋，所有法律思想上混乱的德国议员，不论资本家还是共产党人、教士

或无神论者取得奇怪的一致，要求将德国的政治命运交付这类诉讼式的假定和歪

曲，而精神上低能的官僚当时甚至根本没有从情感上觉察到这种“法律”要求的政


治内涵。德国的某些敌人以类似的要求对付希特勒的行动。他们会认为，当今的德

意志国家具有区分敌友的力量和意愿，这是骇人听闻的。他们会向我们许诺，如果

我们重又像当年，即1919年那样跪倒在地，向自由主义偶像贡献我们的政治生存，

全世界人民都将赞美我们、向我们欢呼。谁看到我们整个政治形势的巨大背景，他

就会理解领袖的告诫和警告，并投身于这场伟大的、维护我们的完美法律的精神斗

争。

24.论普遍互助公约的内在逻辑[1935]

[题解]原载Freiherr von Freytagh-Loringhoven主编的杂志Völlkerbund und Völkerrecht（《国际联盟与国际法》），卷二，1935/1936年，第92—98页。

一

从1921年成立的日内瓦“临时混合委员会”（Commission temporaire mixte）

的工作开始，尤其自从与塞西尔勋爵（Lord Robert Cecil）和里克温

（Reequin）上校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种种计划和方案提出以来，经由1924年10月2

日和平解决国家间争端的日内瓦议定书一直到最近一段时间的东方公约计划，可以

看到连续的一系列特定形式的公约尝试，这应证明，国际联盟章程，特别是它的第

十条和第十六条产生了较大的效果，这些公约尝试的典型特征是普遍承担互助

（assistance mutuelle）义务。

这里涉及的是一种保障和平的方法，这种方法与更多“政治性的”方法相反，看起

来特别“具法律性质”，从某种观点看具有正当和正义性质，因而特别“合法”，

因而是和平的。所以，思考一下这类公约的内在法律逻辑，彻底考察一下其典型内

容——不论这类公约眼下具有什么现实意义——是很有益的。

一切旧式的联盟，不论是攻击性的还是御防性的，自然同样也是互助条约。然而，

普遍或者一般互助公约恰恰不应是联盟，否则人们重又拣起为人深恶痛绝的1914年

导致世界大战的政治方法。那么，差别何在？人们根据哪些独有的特点认为这类互

助公约真的并非联盟？——根据这些公约的“普遍性”品格。按照一个普遍的或者

一般的互助公约，许多不同的、近的或远的、强的或弱的国家相互承诺支持和援

助，而并没有形成一个封闭的国家集团，心目中并没有一个确定的假想敌人，甚至

也不曾提到一个假想敌人。这两个因素——开放性，即数量较大的而非封闭性的各

种不同的缔约国，和缺乏一个确定的、援助应针对的假想敌人，此两者构成了这种

互助条约的“普遍性”品格。这是这种避免结盟的公约类型所要求的。正是由此产

生了在其自身摧毁这类普遍互助公约思想的种种对抗和自相矛盾。

二

假如普遍互助公约果真是相互性的，首先缔约各方相互承诺的援助必须真正和完全

是相互的和对等的。但是，只有那些其重要性和实力差别不是太大的国家才可能承

诺和做到这种真正的相互性和对等性。一个世界大国对一个弱小国家所提供的援

助，不仅在数量上而且在质量上不同于一个远离行动现场的边缘小国对一个大帝国

所可能提供的相应“支持”。将“援助”或“支持”这类词变成一个一般概念，并

像人们在通货膨胀期间声称“马克等于马克”那样，使“援助等于援助”，这固然

对于抽象的唯规范主义及其一般概念是颇为典型的；但是，这不论在实践上或者理

论上，在政治上或者法律上都没有多大意义。不仅在弱国为了强国而忍受重负时，

甚至在弱国应获得让强国为其政治效力的权利时，都不存在相互性。弱国的沉重负

担主要在于，强国从自身出发单方面裁定履行援助义务的前提和内容，因为这样一

来强国便可以强制推行它的保护或者援助，并使弱国服从它的保护，随之服从它的

保护统治。一个互助的集体公约在缔约国的政治地位存在着巨大差别的情况下，只

会变成一个基于保护和服从的保护条约。于是，“普遍的”、一视同仁地包括所有

各不相同的缔约国的公约解体而成为两个部分：可以建立在真正的相互性之上的强

国之间的条约与强国和弱国的条约，后者并非相互性条约，而是保护与服从条约。

这是不可避免的，也不见得在任何时候都是不公道的，但却必定将取消普遍互助公

约的基本思想。因此，一切历史经验证明，在较大的整体行动中往往就如何评价不

同国家的作为产生一场激烈的、最终甚至导致新的战争或暴行的争执。人们只须弄

清楚“单独和约”的可能性便可以认识这个问题。此外，任何一种援助对整个政治

形势的影响都会不断地改变这一形势。假若一个像法国或英国这样的强国以军事力

量从陆上、海上和空中全力援助一个像爱沙尼亚这样的国家抗击来自苏联的现实的

或者所谓的进攻，那么，这时最幼稚的做法莫过于要求受攻击的爱沙尼亚从“法律

的”意义上成为这次政治和军事整体行动的“执行负责人”，让爱沙尼亚以此身份

决定它在什么条件下与进攻者取得一致，并打发英国和法国的军队回家，因为它感

到它已经不再受到攻击或者威胁。——让弱国自己单方面地就提供援助的前提、内

容和政治影响作出决定，这根本是不可能的。不过，让强国单独作出决定同样违背

一个“普遍的”、建立在平等与相互性之上的、有别于联盟或者保护关系的互助条

约的思想。这是普遍的互助条约思想因之失败的第一个最显著的自相矛盾之点。

三

问题是：谁作决定？这永恒而讨厌的Quis judicabit[谁作决定]始终是所有这类条

约的试金石。在这个问题之前，普遍公约体制导致使它归于失败的内在矛盾，因为

与一个寻常的联盟体制相比，这种体制不能够保持其特有的内涵。

人们可以设法绕开谁作决定的问题，将脑袋插进纯规范主义的沙丘之内，谋求一

种“自动的”确定，这就是说，一种事先采取的规范化之自我运作。这就是为了给

进攻和进攻者以符合事实的界定和“定义”而作出的一切努力的目的之所在。比

如，这种定义的最原初的例证是：进攻者即宣战者；进攻者即跨越边界者，等等，

其顶点则是著名的从政治方面表述的、苏联在1933年曾急不可待地拣起来的定义。

这种方法符合始终如一的规范主义思想的逻辑：并非具体的人或者国家来回答这个

决定性的问题，而是让一个事先提出的一般的无人称准则自我运作。在上个世纪的

刑法中，类似的思想方法达到了尽善尽美。因此，这一方法使国际法或者甚至

是“预防战争法”变成了一种刑法。对于这种刑法，nullum crimen sine

lege[没有任何罪没有法律规定]的原则具有逻辑上的强制性，而对于自动定义性的

预防战争法，nulla aggressio sine lege[没有任何侵略没有法律规定]的原则

同样是合乎逻辑的。可见，进攻者只是完成了进攻事实的人；谁如果能够避开经精

确界定的进攻之事实构成，他就不是进攻者。一个强国“冷”扼杀一个弱国，这并

非“进攻”，而一个被践踏的蠕虫的抽搐却很容易触动进攻定义的自动装置，使整

个援助像雪崩般滚来。正如唯规范主义的刑法思想必然使刑法全书变成罪犯的Magna

Charta[大宪章]那样，这类进攻概念则将国际法变成了邪恶而狡诈的国家的大宪

章。这种法律思想在国际法中必然走向它在刑法中所走向的地方，即将具体过程撕

裂开来分别纳入相互分离的关于罪、违法和事实构成的概念之中。但这在国际法中

恰恰是不可能做到的。在这里，人们无法将罪、违法和事实构成区分为三个独立

的“成分”。即便对一个看似简单的事实构成，如“越界”，人们也总是提出保留

条件以保护合法越界，人们由此已经深深地陷入国际法的普遍存在的问题之中了。

假如这种自动方法失效，就只有让每一个国家独自作出决定，或者以某种方式将决

定权转交给全体承担义务者。如果每一个别国家独自决定它应做什么以及何时和如

何去做，自然就只有一种权利而没有互助的义务了。于是每个国家都选择它进行或

者参与的战争或者惩罚行动。假如应承担援助义务，每个国家就必然可以向每个国

家要求履行这个义务，拒绝提供援助便是应受到惩罚的毁约行为。不履行惩罚义务

的可能性导致“惩罚之惩罚”这个不可解决的问题，关于这一点，斯佩特

（J.M.Spaight）的有趣论文《假安全》（Pseudo-Security）包含着一些特别中

肯的评论。

可是，如果应就践约的前提和内容作出集体决定，即一种真正的全体决定而不只是

一种“一致意见”或者“磋商”，那么，这里出现一个问题，是要求所有缔约国的

一致决议，还是当事国应服从非当事国的一致决议，或者当事国最终应服从非当事

国的多数决议。要求包括当事国，即进攻者和被攻击者在内的所有缔约国同意意味

什么，在这里无须详细讨论，这简直就是宣布必须缔结一个新条约，而将以前的条

约从法律上降格为新条约的筹备，如果不是将之宣布为无效的话。但在另一种情况

下，假如当事国遭到否决，便会产生内部的矛盾，关于某人是否受到攻击，他是否

可以行使自卫权的问题，却由另一些人，即除了被攻击者和握有自卫权的人以外的

人来决定；换言之，这是从法律上取消自卫权——这是这类普遍的互助公约的一个

不堪忍受的、可是在这个情况下却又是逻辑上不可避免的结果。

四

当人们提出公约之可能的对手问题时，这个公约体制最深刻、最致命的自相矛盾最

终暴露无遗。以某个对手为前提，这是不言而喻的，否则人们便无须相互承诺援

助；援助之提供可不是为了对抗自然暴力，而是针对“进攻者”。假如进攻者置身

于共同的公约体系之外，那么，这种公约体系就与某种联盟体系毫无区别了。但

是，假如人们应估计到在缔约共同体内部也可能发生进攻和为反击这类进攻而必须

采取的相互援助，那么，这类条约无非意味着，每个缔约国的出发点和必须估计到

的问题是，其他任何一个缔约国既是其潜在的进攻者和敌人，也是其潜在的联盟伙

伴。每一个缔约国不仅必须预计到这种一般的可能性，而且必须对此一情况有所准

备，如果它要按照条约正确行事的话。说到这里，这类普遍条约之荒唐无稽已昭然

若揭。各民族之真正的共同生活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完全是不可思议的。

五

这种公约体系的自相矛盾是不可否认的。问题并不在于这是抽象的逻辑游戏，而是

在于一个自身矛盾重重的条约内容之具体的影响。这种以其法律品格而自诩的保障

和平的方法无法从其自身克服它所造成的法律上的矛盾。自身的矛盾只有通过一个

真正的联盟才能得到克服，这个联盟应建立在同质性以及从这种同质性获得其内容

的保证和一种实质性的而非合法主义—形式主义的法律概念之上。联盟并非准则体

系，而是诸具体国家的具体共同体。以往流行的国际法学说避开了联盟的这些问

题。但是，欧洲的具体情况迫使人不仅应对以往思想方法的目的性，而且应对其法

律上的正确性进行认真思考。一切普遍的互助公约最终都走进一条简单的两难选择

的死胡同：要么联邦，要么联盟。人的机智、唯规范主义的障眼法都不可能在实践

上或者哪怕只是从理论上克服普遍公约的内在逻辑不断造成的这个死结；不论怎样

一种“一般化的”概括都不能绕开这个核心之点，除非使条约本身没有法律内容。

出路并不在新的更加复杂或更加一般性的规范和概念，而是在思考欧洲各民族、各

国的具体制度和构成共同体的力量。


25.国际联盟的第七次变化——阿比西尼

亚灭亡的国际法后果[1936]

[题解]原载Deutsche Juristen-Zeitung（《德意志法学家报》），1936年7月1

日，卷41，第785—789页。

一

当普鲁士在1866年基于debellatio[以占领结束战争]的原则吞并汉诺威、黑森、拿

骚诸邦和法兰克福自由市时，吞并者和被吞并者所共属的德意志联邦便不复存在。

联邦的解体是理所当然的前提条件，说明这种消灭国家存在的方式在国际法上是可

以成立的，只要联邦存在，那么，在任何形式的联邦中，在任何哪怕只是类似联邦

的联合体中，一个联邦成员被另一个联邦成员以战争方式吞并便是不可思议的。在

俾斯麦于1867年和1871年创建的联邦国家德意志帝国，即便最小的成员国，其政治

生存都有保障；它不可能违背自己的意志被消灭，除非联邦自身已经灭亡。俾斯麦

基于这种生存保证，在为使瓦尔得克（Waldeck）与普鲁士联合而作的种种尝试

中，自己行事小心翼翼，非常克制。假若以同样的方式，例如哪怕只是承认最小的

州可以被另一个州通过“以占领结束战争”原则消灭和吞并的可能性，瑞士联邦也

就不会再是瑞士联邦了。生存保证是每一个真正联邦的一条生死攸关的法则，无论

联邦国家、国家联邦，还是某种近似联邦的联合体。这种保证不可能是任意作出

的，而是以最低限度的可能性、同质性为前提。缺乏这个前提，保证便只是空洞的

幻想。

阿比西尼亚的命运苦苦挣扎坚持了16年的假定（Fiktionen）曾一度迷惑了观察国

际法的本质性问题的视线，现在极其清楚地揭示出任何一种联邦的核心问题——以

同质性为基础的生存保证。从任何形式上看，尼古斯的帝国都是日内瓦国际联盟的

成员，完全享有国际联盟章程的一切保证。如果一个联盟成员可以被另一个联盟成

员消灭和吞并，这个联盟要么被冲破，要么证明它从不曾存在过。事实上，日内瓦

的联合体之所以赢得一个Bund[联盟]、Sozietät[联合]、Liga[同盟]的名字，只

是由于它试图继续维持世界大战时的联合，并将在世界大战中保持中立的国家也纳

入其中。除此之外，它缺乏任何建设性思想，缺乏任何共同体本质，因此，也缺乏

政治的逻辑性以及任何法律意义上的同一性和连续性。

日内瓦国际联盟的政治内容经常变换，在最近16年里，这个在保持同一个标签的情

况下继续存在的日内瓦组织至少六次变成了一个政治的因而也是国际法的aliud[他

者]。因为不言而喻，当具有决定性影响的大国参加或者疏远，并因此而使政治共同

体的实质、精神和内涵发生根本变化的时候，一个联盟和其他任何国际法—政治组

合都将随之有所改变。第一个原初的国际联盟是今天仍具有权威性的章程文本的基

础，这个联盟产生于威尔逊精神；对它具有本质意义的是，美国应成为其主要成员

国之一。由于美国不参加，1920年便产生了第二个国际联盟，领导它的是作为其常

任理事国的四个联盟的大国，即原协约国。随德国的加入，日内瓦国际联盟必定第

三次变成一个他者。1933年，日本退出，随后不久，德意志民国也退出。这是第四

次和第五次改变政治实质的原因所在。当后来一个像苏联这样的异质而巨大的新伙

伴参加进来，并成为常任理事的时候，第六个日内瓦国际联盟产生了。现在，国际

联盟由于阿比西尼亚被消灭和意大利的态度而进入一个全新的情势，倘若人们还可

能提到它，就是第七个日内瓦国际联盟的形象了。

没有任何一个真正的世界组织能够在差异无比巨大的成员如此退出和参加的情况下

存在。如此进进出出，使人想到的是饭店，而非一个联盟，或者任何一个持久的政

治秩序或组织。变化不定的大国所达成的这种变化不定的妥协，怎么可能会真正保

证欧洲甚至世界的和平呢？这样一个单纯的会议机构能够包含什么政治内容？它怎

么会称得上托管地的捍卫者、但泽宪法的担保人，或者其他某个政治上的重要角

色？这是一个奇特的“团体”，在这里，人们可以是成员，却又可以正式拒绝承认

另一成员，如南斯拉夫和瑞士便如此对待作为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甚至是领导成员的

苏联。即便在一个高度非政治性的俱乐部，这种做法在法律上也不可思议。现在，

一个国际联盟成员国将另一个成员国消灭了，而国际联盟将继续走下去，好像自己

始终还是自己似的。

二

从阿比西尼亚冲突一开始，意大利政府便采取一个明确的法律立场，就阿比西尼亚

的同质性提出问题：否认尼古斯帝国具有文明上的同质性，宣称尼古斯并非国家元

首，而是握有统治野蛮部落的非常成问题的封建权力的首领，这个国家根本不能成

为一般的国际法组织的成员，尤其不能成为国际联盟的成员；因此，其成员资格是

一个错误或者欺骗。

于是，联盟的同质性问题被极其尖锐地提了出来。在国际联盟理事会1935年9月5日

会议上，作为尼古斯的代表，叶泽（Jèze）教授竟然将尼古斯帝国的文明与一个法

西斯国家的文明对立起来，将对青年进行军事教育的国家贬为不文明国家。这里表

现出世界观的深刻对立。意大利的命题是彻底的、始终如一的；它触及第一届国际

联盟的核心问题，但是，阿比西尼亚却正式成为日内瓦国际联盟的成员国。1923年

夏天，意大利政府自己曾不顾英国的抗议，与法国一起投票支持接纳阿比西尼亚。

这个程序上的困难使人们有可能——只要阿比西尼亚存在——将问题作为一个“纯

法律的”事务来对待，并避开了同质性这一核心问题。阿比西尼亚被消灭以后，这

种做法已不再可能继续下去。现在，不可避免地重又提出国际联盟的政治实质，以

及在其中联合起来的各民族的同质性问题。

三

我们无意介入意大利事务，不过，意大利法学界如何设计意大利式的法律称号，将

之加给埃塞俄比亚帝国，这不仅对从国际法评价新形势，而且对欧洲国际法的发展

都具有深远影响。著名法学家、意大利咨政院主席罗曼诺（Santi Romano）支

持“以占领结束战争”方式，即以完全和终极性地消灭对手的全部国家权力和生存

的方式获得阿比西尼亚。普鲁士吞并汉诺威、意大利各邦并入撒丁国王、英国1920

年征服布尔各邦，是这种战争征服的例证。

可以说，“以占领结束战争”本身是一种得到承认的国际法法律称谓。可是，科斯

塔马纳（Carlo Costamagna）在他主编的杂志《国家》（Lo Stato）5月号上对这

种构想表示反对。他使用一个原初的、原创性的而非引申性和派生性的意大利法律

称谓（Rechtstitel）。当然，从正当获取（Rechtserwerb）取决于前占有者的意

志这个意义上看，“以占领结束战争”也是一个原创性的法律称谓。与此相反，如

果新当权者通过国家继承取代前当权者的国际法地位，就是引申性的了。但在科斯

塔马纳看来，重要的是，意大利的埃塞俄比亚皇帝与“狮子犹大”的继承者有所不

同。他反对以前的阿比西尼亚成为国际法组织的平等成员，因而理所当然地继续从

以前的意大利的立场提出，尼古斯所占有的，既没有伦理—法律上的、也没有组织

上的最低依据；没有这些依据，就谈不上是一个国家，因而更谈不上是一个国际法

组织的合格成员。人们可以理解，这对法西斯主义者是个关键问题，人们不应否认

科斯塔马纳的这篇颇有勇气的文章的法律逻辑。

科斯塔马纳说，法西斯主义的意大利虽属于日内瓦国际联盟，但只是

materialmente e non spiritualmente[从物质上而非精神上]。事实上，日内瓦

国际联盟的精神问题在实践上和政治上都具有至为重大的意义。这同样属于一个团

体的实质性和同质性问题。然而，在今天，日内瓦国际联盟的精神是什么？是威尔

逊的自由民主主义的残余吗？即在瑞士支持国际联盟联合会第三次全体会议（1934

年5月7日）上拉帕德（Rappard）教授要求国际联盟宣传应与保卫自由民主理念自

觉结合时所指的那种东西？难道苏联给国际联盟注入了一种新的即布尔什维主义的

世界革命精神？在这一方面，这个日内瓦组织也缺少任何同一性和连续性。人们最

多可以说，一个无根基的相对主义想把任何精神的缺失状态当成普世主义美德

（Tugend des Universalismus）。可是，一个由这种精神来承载的社团，最终会

像阿比西尼亚的命运所表明的那样，甚至不能独自区分成员与非成员，更不能区分

敌与友。这种“精神”只会导致政治、道义和法律上的荒唐。

这个体系内部迄今矛盾重重，又没有本己实质，不可能有连续性，因而也不可能有

法律逻辑。一个欧洲各民族的真正联盟，只能建立在承认民族实质的基础之上，并

从这些欧洲民族之国家的和民族的（Völkisch）亲缘关系出发。在他1936年3月7日

的伟大的议会演说中，当领袖和民国总理希特勒称欧洲民族为“家庭”、称欧洲

为“家”时，所指的并非某些以前也曾出现的各民族大家庭（famille des

nations）之类的说法，而是指自觉将一个新的欧洲秩序奠立在欧洲各民族的共性

和亲缘的精神之上。只有在这样一种具体的秩序之中，个别民族才会得到其政治生

存的真正保证。


26.关于立法授权问题最新发展的比较性

概观[1936]

[题解]原载Zeitschrift für ausländisches öffentliches Recht und Völkerrecht（《国外公法与国际法杂志》），卷　Ⅵ，1936，第252—268页。法

译文以L’évolution récente du problème des délégations législatives 为题收入Mélanges Edonar Lambert, Lyon，1938。

自世界大战以来，为了能够迅速适应变化不定的形势的特殊困难，几乎所有国家都

被迫采用“简化”程序颁布政治、经济及财政的指令和措施。期待在战后或者结束

复员工作以后不加更改，以回到从前的“正常”立法方法，这一希望并未实现。

1934年出版的丁斯顿（Herbert Tingstén）的书便描绘了这一状态。战争终结之

后，首先是通货膨胀和银根紧缩，使人们必须在立法程序上采取非常的方法。其

次，许多国家，甚至那些并不愿实行社会主义的国家也转而实施某些经济的和财政

的计划，引入控制或调节经济的组织和规范化，实施同样要求采用合法的规范化新

方法的生产和市场规则。最后，甚至履行国际法义务的强制措施，例如对国际联盟

成员国的国际制裁责任，在国际生活的集体化日益加强的情况下也采取了简化的法

律程序。

在这里只指出这三个原因；性质不同但沿同一方向运作和导致同一结果，即导致法

与立法概念的新实践和新观点。在这里，立法授权（legislative Delegationen）实践具有特殊的理论的和实际的意义。公开的非常状态的措施和公

开的国家紧急法的措施按其性质从概念上严格地将正常状态与非正常的状态区分开

来；这些措施可以被称为“专政”，也并非没有道理，可是，不加区别地将当

今“简化的”立法的所有方法一律贬为“专政”（与民主或法制国家抑或其他多歧

义的词相对立），却是一个肤浅而具误导性的口号。立法授权只要符合宪法便始终

是一道合法之桥；不过，立法授权既可能回到以前符合宪法的合法性，也可能远离

这种合法性而踏上一块全新的宪法土地。因此，授权实践既是宪法现状的试金石，

也是宪法法总的发展趋势的重要征兆。所以不难理解，授权法是否符合宪法的问题

在近几年成为一切宪法法争论问题的主题。

法律程序之“简化的”方法是不是可容许的，这是一个在不同的国家必然给出非常

不同的回答的宪法法问题。甚至在那些被公认为自由民主楷模的宪政国家并从这个

意义上堪称“法制国家”的国家里，在英国、法国和美国也是人言言殊。在这里，

其宪法类型虽然表面上相近，但在事实上却分别以全然不同的法律概念为基础。仅

仅出于这一个理由不可能根据这些国家推导出“法制国家”的一般概念，并进而就

没有成文宪法或者成文宪法没有包含关于允许授权法的明确规定这种法学上唯一令

人感兴趣的个案，回答授权法是否符合宪法的问题。另一方面，在宪法未作明确规

定的情况下许可或不许可授权法问题，从法学上看只能根据基本概念和观念裁定，

而后两者的核心始终又是法律概念。因此，立法授权对于法律概念以及以往宪法思

想的基本概念的变化具有决定性意义，这不仅从“形式上的”法律概念的层面上

看，而且对于宪法的整体结构以及立法与行政的具体关系问题而言。因为，允许或

者不允许授权的问题，从实践上说首先包含着给予授权的立法者本身或者另一级机

构，尤其进行复审的法庭是否可能就授权作出裁决的问题。可见，这里关涉的并非

单纯地解释个别宪法规定的唯规范主义的问题，更是一个国家所特有的整体制度。

英国、法国和美国的宪法结构的对立在这里特别重要。

一

（一）英国的实践是以议会与议会多数所代表的政府之间的政治一致为出发点的；

这里没有权力分配性的法律概念，因而既没有立法与行政的原则性差别，也没有针

对“立法授权”的原则性的宪法法上的顾忌。世界大战伊始便进行极其广泛的授

权，最初主要以1914年8月4日重要的授权法——“1914年王国防卫法

案”（Defence of the Realm Act，1914，45，Geo.5，c.29）为基础。虽然

对“政府官僚专制制度”提出种种疑虑和异议，但并未真正怀疑这种广泛授权之符

合宪法的效力。1917年5月1日上院的基本裁决认定，议会理所当然地有权给予如此

广泛的授权，上院只审查了一个基于这种授权法所颁布的法规是否超出拥有授权权

限的立法者的意图和目的并因此而ultra vires[越权]的问题。即便对这项裁决唯

一持异议的法官丹佛美林的肖勋爵（Lord Shaw of Dunfermline）也并未指摘授

权之符合宪法性质，而只是将被给予的授权解释为：政府只有权颁布一般程序

（generelle Regelungen）意义上的“法规”，这有别于具体的个别措施。在战

后授权的实践中，1919年7月31日和约实施法案（9&10，Geo.5，c.33）和1920年

10月29日紧急授权法（Emergency Power Act，10&11，Geo.5，c.55）是最重要

的进一步授权的例证。关于1920年的这项法案特别令人感兴趣的是，授权的议会就

授权范围从负面提出了保留条件，例如议会明确地将实行强制性军事和劳役义务或

者反对罢工权的法令排除在外。工党对这项法案所表示的严重疑虑并不针对按照宪

法允许此类授权的做法，而只是担心一个不再善待工人的政府滥用职权。英国授权

实践之宪法法结构，即授权法并未创造新的立法权限，而只是下放一项建立在王室

特权之上的颁布权，并因此而“在本质和形式上”只具有宣谕品格，这一点在这里

至少应提一句，以便指出英国宪法思想与法国或者美国共和制宪法和法律概念的重

大差别。

（二）法国授权实践的发展在丁斯顿的书中（第15—57页）有较清楚的描述。法国

的实践在这里特别令人感兴趣，因为传统的、可以说经典的法国宪法法理论与英国

的实践形成强烈对立，前者将任何一种“立法授权”都视为违宪行为。这种观点将

权力分配性宪法的逻辑，尤其将立法与行政分离和由此而产生的法律概念的逻辑，

以及delegata potestas non delegatur[授予权不被授予]的原则的逻辑完全掌

握在自己一边。这种观点植根于一种宪法法传统，这种传统的、最著名的主要见证

为洛克和西哀士，其最清晰的表述见于第三年（1795年）宪法第四十五条。这个理

论的伟大代言人埃斯曼一贯坚持认为，任何一种哪怕是有限的授予立法权柄的做法

在概念上和法律上都不可能成立（juridiquement impossible）。

立法者应制定法律，而不是制造立法者；其使命如洛克所说，to make laws and

not legislators[制定法律，而不是制造立法者]。实践上是折中解决方法；理论

上（迪骥、罗兰）为某些有限的授权进行辩解。但情况却表明，以内容固定的有限

性假设运作的调和理论，是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折中，只会使法庭基于其复审权而成

为一个超立法者的机构，这在当今法国国家结构中是不可能的。甚至在世界大战期

间，法国议会对立法授权也是谨慎行事；特别应提到的是，白里安政府1916年12月

提出的整体授权的请求遭到了拒绝（丁斯顿，上引书，第19页及以下）。相反，庞

加莱（Poincare）政府却获得1924年3月22日和1926年8月3日法案的特别广泛的授

权，虽然有人对这种“exorbitanten”pleins pouvoirs[“过分的”全权]提出

种种宪法法上的异议。法国法学界的一部分人适应这种发展并谋求以新的构想克服

以往认为立法授权在法律上不可成立的观点。在这一方面应提一下马伯格（Carré

de Malberg），他从逻辑上透彻地思考了一个议会制立法国家所特有的法律概念以

及授权问题与法律概念之体制上的联系。马伯格将法律效力之形式上的授予严格地

与所要采取的程序的内容区分开来，由此赋予法律概念以形式，他将由立法者给予

政府的“授权”（Ermächtigung）不是理解为delegation[委派、授权]，而是视

为一种habilitation[授予资格、授权]。habilitation这个词较之在德国也已经

通用的Delegation更符合德文词Ermächtigung的含义。总的看来，马伯格的构想

接近世界大战前在德国国家学说内占主导地位的、为塞德尔（Seydel）和拉班

（Laband）等人所代表的授权说，后者以相似的方式使程序内容与形式上的法律效

力分离开来，并让握有全权的立法者通过其无限授权给予一种有待另一个部门规定

的内容以形式上的法律效力。

1935年6月初，立法授权和pleins pouvoirs[全权]的问题重又被提出。弗朗丹

（Flandin）政府提出一项法律草案，这项草案将授权它在1935年10月31日以前依

法颁布一切“有助于恢复公共财政、重振经济活力和遏制侵害公共信贷的行为”的

法规。弗朗丹政府因此一条陈，而步其后尘的布耶松（Bouisson）政府也因类似的

条陈而倒台。1935年6月8日组成的赖伐尔（Laval）政府却获得一项尚称广泛的授

权。在这场争论中，暴露出两个方面的问题：其一，议会制立法国家的法律概念与

通过近几十年的发展而变成必然趋势的、不顾一切宪政疑虑强行推进的政府立法之

间的不可弥合的对立；其二，对于具体的宪法状况至为关键的事实：基本的疑虑不

再针对原则上允许授权法的宪法法问题（这在事实上已经为人们所克服），这里的

问题只是将获得这类广泛授权的政府的党派构成。

（三）1935年5月27日，美国最高法院“联邦谢克特案”（Schechter v.United States）作出的著名的、影响深远的决定（55 s.，Ct.837；参见这家杂志卷　

Ⅴ，第701页及以下），以一种权力分配性立宪主义的思维形式所独具的典型方式，

精确地表述了美国对立法授权问题的立场。美国总统根据1933年6月16日《国家工

业复兴法》（National Industrial Recovery Act）的广泛授权，在各经济协会

的参与下开始重新规范和调整社会经济生活，架构了一个巨大的包括数以百计的具

有约束力的法规（所谓Godes）的经济和社会立法工程。《国家复兴法》的授权事实

上延伸到整个经济生活，立法机构并没有规定详细的指导方针，而且在具体的情况

下也不可能规定指导方针，除非这个立法机构使自己变成政府。所以，《复兴法》

只是完全一般地谈到国会的政策，即通过组织经济集团促进公共福祉，防止不正当

竞争手段，发展工业生产力。此前曾认可和通过几个较小和范围较狭窄的授权的最

高法院，在它1935年1月7日的决定中首先宣布《国家工业复兴法》第九章（石油管

理）违反宪法；然后，在1935年5月27日的决定（联邦谢克特案）中宣布《国家复

兴法》的全部授权均属违宪行为。其理由是，立法机构不可将其立法权限转交经济

协会，即便转交予总统者也只是其对象和目的受到限定和局限的、业已为立法机构

自己规范的权限，但不许可在一般地说明某些目的的情况下按其揣度和unfettered

discretion[自由判断]使总统成为立法者。决定以完全一般的、原则性的口吻明确

强调，extraordinery conditions do not create or enlarge constitutional powers[非常状态并不造成或扩大任何权限]。法院的一个特别著

名的成员、最高法院法官卡多佐（Cardozo）先生的Concurring Opinion[附议]

——其中从原则上集中表述了判决的证据——特别强调，1933年法案的授权并不涉

及根据事实构成确定的、通过参照一个standard[标准]证实的行动。这种为授权可

能性划定范围的观点很接近下文所讨论的特里佩尔和波奇-海夫纳（Poetzsch-

Heffner）所代表的战后时代的德国理论，后者同样将每一种并非限制在一个“特

定的”具体领域、并非从本质上为立法者自己所规定的授权看成违宪应用“简化立

法程序”的行为，这种理论因此而陷入“内容上的确定性”的问题。关于fair

competition[正当竞争]这个概念，法院着重指出，这并不是一个借助以前的立法

和法律实践所常用的unfair competition[不正当竞争]概念得到精确认定的观

念；这恰恰不是以往的法律所指的对不正当竞争的遏制，这就是说，这并非只是从

负面和遏制方面设想的事实，而是说，the planning of improvements as well as the extirpation of abuses[授权的着眼点是从正面既规划改善而又遏制滥

用]。事实上这符合一种针对确定事实构成的实证主义法学思想的逻辑，即只能从负

面将不正当的竞争而不可从正面将正当的竞争看成“精确的法律概念”。所以，法

院的解释在下面一句话从其宪法和法律概念的原则出发是言之成理的：从负面—遏

制性的概念到正面的概念，the extension becomes as wide as the field of industrial regulation[如此的广延将涵盖几乎整个工业管理领域]，由此证明，

这样的授权对于权力分配性宪法国家及其法律概念而言是宪法法所不容许的。

二

所以，德国的发展特别值得重视，因为其中包含对我们的问题的一切可以设想的答

案：最初阶段是，原则上拒绝任何立法授权，与之对立的是原则上容许任何授权，

包括无限制的授权，从这个阶段开始，经过容许内容上限定的授权这一中间阶段，

一直到从宪法条文上消除立法与执行之权力分配性质的分离状态，这就是说，一直

到真正的政府立法实践。

（一）19世纪君主立宪制的宪法法在德国也是以立法与执行的截然对立为出发点

的。因此，当时同样可能有人认为，任何立法授权原则上均属违宪，这便是旧普鲁

士立宪主义法学家罗内（L.v.Rönne）所代表的一种理论。后来的发展未经复杂论

证便克服了这种理论。直到魏玛宪法时代一直占主导地位的俾斯麦宪法法学说认

为，立法授权原则上是允许的，而且无限广泛，这是因为按照这个学说的观点，对

立法者而言不存在任何内容上的限制（在对这种学说的具体意义进行评价时应注

意，属于立宪制思想的权力分配被转移到立法者本身，因为这种君主立宪制的法律

实质上是作为平等双方的王国政府与议会之间的一种妥协）。它将授权法所提供的

形式上的法律基础与被授权的机构所决定的实质上合法的

（materiellrechtlich）程序之内容分离开来。可见，这个机构并未因被授权而

成为立法者，而仍然是在“执行”领域实现立法者的意志的辅助机构，尽管它拥有

决定这个意志内容的如此广阔的活动空间。按照这种构想，在谈到一项授权法时可

以说指的并非立法权限的转移，因而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Delegation[授权]。

持此一观点的是绝大多数最有声望的国家法教师——塞德尔、拉班、耶利内克、麦

耶-安许茨。上面提到的产生于君主立宪制初期的罗内的反对意见被麦耶-安许茨

（《教科书》，第672页，注7）以寥寥数语斥为“毫无根据”。当时居学界主导地

位的国家法教师拉班在他的《德意志帝国国家法》（第五版，卷二，1911，第96页

和第107页）一书中说：

并不存在对立法的限制，并不限制它就法律条例的制定作出指令。第五条（“帝国

立法由参议院[Bundesrat]和帝国议会实施”）只包含帝国立法以何种形式实施的

规定，却并没有一项规定，指出帝国法律的内容必须包含或者不可包含什么内容。

因此，一项法律并不直接提出法律条文，而是包含着应如何颁布某些法律条文的指

令。这里并不是对第五条所作的规定的践踏或者取消，而是对它的特殊运用……通过

规则加以规范的法律关系的范围可能是很广泛的；一项法律所包含的很可能只是指

令某种实质应通过规定加以规范化，别无其他。

“某种实质”（gewisse Materie）这个词在这里的含义并非内容界定意义上的某

一“特定实质”的要求，这个词只是说，授权自然必须以某种方式说明授权所指涉

的内容立法者给予颁布法律规定的授权的自由，除了下述两个“保留条件”不受其

他任何宪法法的限制：第一，为那类按其内容应创造修宪权的法规保留一项修宪法

律；第二，保留一项形式意义上的法律，以因应一项宪法法律保留条件被视为形式

和强制性的种种情况，例如，按照当时的主导观点以一项法律的形式完成的对每年

帝国预算案的认可。

实践与这种观点完全一致。在战争爆发时，参议院被给予广泛授权而并未历数特定

的事务领域。在关于授权参议院制定1914年8月4日的经济措施的帝国法律

§3（RGBI.，第327页）中称：

参议院被授权在战争期间制定一些证明有助于消除经济损失的必要的法律措施。这

些措施应在帝国议会下一次开会时告知议会并根据其要求取消。

许多法规便是根据这一授权颁布的。从宪法法上容许这种授权的做法从不曾受到怀

疑。在对这项法律的官方解释中虽然称：“对社会政治和工人保护法的修改不予考

虑”，但这只是为了安抚工人政党并应包含着对不谋求反社会指令的保证。姑且不

说在参议院中已经达到为通过一项修宪法案所需要的多数（1871年1月18日帝国宪

法第78条）；姑且不说当时还流行“未讲明的”修宪实践，人们当时在德国对容许

如此广泛的、内容上称得上没有任何限制的授权居然没有感觉到这是一个宪法法的

问题，最多只是对个别法规产生怀疑：这些法规是否真的具有经济的品格，这就是

说，是否属于授权法之列。

（二）在魏玛宪法体制之下，虽然有政治和经济困难的压力（履行凡尔赛条约、复

原、革命、赔款、通货膨胀和银根紧缩）颁布法规的实践仍在继续。魏玛国民大会

不仅赋予民国政府实施和约的全权（1919年7月30日法案，RGBL，第1530页），而

且还在1919年4月17日（RGBL，第394页）颁布“关于简化立法形式以达到过渡经济

的目标”的一项法律，其中授权帝国政府，在取得某些委员会支持的情况下“制订

某些为协调从战时经济到和平经济的过渡所必要的和刻不容缓的法律措施”。接踵

而来的便是大量其他的授权法律，其中最重要者有两项，即1923年10月13日民国法

（Reichsgesetz）（RGBL，第943页）和1923年12月8日民国法（RGBL，第1179

页），都是作为未讲明的修宪法规；后者是因为这时推行了一种新的只容许有限授

权的理论。

民国立法机构所使用的词“简化的立法”以及“法律的”措施中的“法律的”这个

词几近于认为，在这些授权中是某些质上不同的东西，而不是人所共知的、为

了“实施”甚或为了“补充”一项法律而制定的法规。这些词似乎证明，被授权的

政府变成了立法机构，在不拥有宪法法权限的情况下，只是根据一项简单的授权法

便承担了立法者的角色。这看似“对议会立法权限的僭越”。当然，人们出于实践

上的理由不可简单地否认容许授权之举，将每一种授权都解释为修宪性的个别企图

始终没有得逞。但在另一方面，鉴于制定法规权之几乎无限的扩大，和其中所蕴含

的犹如“大树直上云天”的政府官僚的权力，人们为法制国家体制而焦虑不安。早

在1921年初，就有提案要求修改宪法，要求除了正常的立法程序还应通过宪法明确

地宣布允许简化的立法程序（希弗提案，Nr.1381/2.，1921年1月27日）。在巴姆

伯格第33届德意志法学家大会上（1921年9月），主要报告人特里佩尔教授称当时

的制定法规实践是“无法无天”；他提出一个命题：“法律给予授权只能为了确定

的目的，用于确定的生活关系”。从这个命题出发的进一步推论颇具典型性：要求

严厉实行法律的审核权，这就是说，国家变成一个被置于独立法官监督之下的司法

国家（Justizstaat）。这届法学家大会的报告人之一、著名魏玛宪法评论家波奇-

海夫纳将每一种“简化立法形式”都解释为僭越议会立法权的违宪行为；他将经

由“简化的立法”途径达成的法律规定（gesetzliche Bestimmung）与法令

（Rechtsverordnungen）区分开来，他试图将后者作为单纯的“对一个已经通过

法律规范了的客体之实施或者补充规定”而与“简化的立法”达成的法规区分开

来。从属的和独立的制定法规权之间的区别非常不可靠而且不清楚，但在法学界却

为许多人所接受。相反，安许茨的导向性的评论则仍然坚持塞德尔和拉班的“旧法

的”学说。

限制性理论对1923年内政发展的影响非同寻常。民国制定法令的实践从议会授权的

道路被推上了所谓民国总统的专政权力的道路，即按照第四十八条第二款制定法令

的实践的道路。不可忽略的是，在1919—1924年间德国宪法状况的影响之下产生的

新学说之取得胜利首先是得惠于联邦主义兴趣，表达这种兴趣的机关为民国参议

院；民国参议院认为，民国政府有效的制定法令的实践是集权性的和集中主义的。

取得巨大成功的特里佩尔和波奇-海夫纳的学说的特点是，它首先重视的是“从法制

国家的角度”要求作出一种界定。因此，这个学说使根据事物态势不可避免的制定

法令的实践脱离授权的悬崖而又将之推入紧急法令的漩涡。反对政府官僚体制的斗

争实际上是无法取胜的，提出的界定之最终结果只能是，为进行任何一项有效的授

权都要求修宪所需要的三分之二多数的同意，这就是说，在当时议会陷于党派分裂

的情况之下，这完全是空想。“旧的”学说之理论上的优点在于，它并未混淆形式

上的与实质性的观点。即便从实际的和政治的角度看，较为正确的做法是从一种权

力分配性宪法的立场出发，不必在内容的限制中寻求真正的界定，这种界定只在于

始终保持授权的立法机构与被授权的政府之间的等级差别，这就是说，通过有效的

监督，尤其通过议会所握有的取消所制定的法令的权利使被授权的政府服从进行授

权的议会的意志，进而确保政府的这个从属地位。与此相反，新的授权理论的疾患

在于一切构想都存在缺陷，这些构想要么建立在内容上的界定，即建立在对某一特

定领域或者目的的要求之上，或者建立在独立的与从属的规范化之上。于是，它便

陷入上文（I.2）在说明法国宪法法的调和理论时已经认识到的、出于下述理由而无

法避开的窘境。

（1）立法者自己已经从内容上为之作出法律规定的不独立的执行性法令或者补充性

法令，与立法者自己尚未为之作出内容规定而是将此任务交付另一个机构的独立法

令，对此两者作出的区分始终应使用“补充性法令”这个不确定的中间概念，这将

立即使这种区分的不清晰和不精确之点显现出来。假如原则上不容许将内容上的法

律规定交付另一个机构作出，那么，即便授权的立法者将这种委托严格地限制在一

个特定的专门领域或者生活关系之内，这种不容许原则也是适用的。可是，倘若按

照旧的学说原则上容许将内容规定权转让，那么，立法者在多大程度上将它为之提

供形式的和法律的基础的规定内容委托被授权的政府作出，这就只能是立法者自己

的事了。无论如何，只要立法者自己已经作出内容规定，那就根本不再有任何授权

的空间；如果它自己没有作出内容规定，那么，不论空置的内容规定的范围如何，

授权只可能是要么容许，要么不容许，而不可能空置规定的一半或者四分之三是容

许的，而对其余部分是不容许的。

（2）因要求一个确定的专门领域、生活关系或者目的而出现的区别只是貌似确定，

实际上是非常不确定的，是相对的。“专门领域”、“生活关系”、“目的”之类

的概念总是取决于事情的状况；所有的专门领域和生活关系都是相互渗透、相互限

定的。只要立法者并非自己通过详细规定精确地界定法律意义上的专门领域的范

围，在遇到困难和变化不定的情况时，人们便可能从理论上就有待作出规定者究竟

是否为一个“确定的”专门领域等问题而争论不休。例如，整个民法与国家法、诉

讼法、行政法等相比，是一个“确定的”专门领域；而与整个民法相比，只有物法

（Sachenrecht）是一个确定的专门领域，后者只包含抵押法等等。某些专门领域

是通过指出一个特定目的或者一个事实状况方才产生的。“改革”、“投

合”、“适应”、“消除困境”各因其情况不同而是领域、生活关系、目的等。授

权的立法者在给予其授权时总要指明某一具体的专门领域、某一目的或者诸如此类

的情况，这是不言而喻的，否则其授权便是完全不可理解的。相反，如果进一步观

察，对一个确定的专门领域、生活关系等等的要求却根本不包含一个确定的界线，

而只是对必须有一个确定界线的要求之空泛的概括和重复。

（3）某一“确定的专门领域”的要求之真正涵义只在于，这是两个极端之间的一个

折中意见、一种妥协：一个极端是显得过分狭窄的、对任何授权之原则上的不容

许，另一个是无限制的、带来消除立法与行政的区分的危险、对任何授权之原则上

的容许。对立法授权可容许范围的一切界定只可能从这一授权的实际目的方面来确

定。民国法院在没有特殊的宪法法律基础的情况下，只从一项授权法的实际目的出

发便作出推断，容许被授权的帝国政府再授权给主管的职能部长，其理由是：

民国政府作为整体根本不可能自己制定为消除帝国所处之极端困境所急需的、考虑

到一切法律细节的整体法规。倘若它不可以至少将颁布执行规定的权限委托给个别

部长，就根本不可能像议会所要求的那样实施授权法。（Entscheidungen des

Reichsgerichts in Zivilsachen[《民国法院的民事裁决》]，卷107，第318

页）

在这里对再授权作为理由提出的东西，必然更加正当地适于解释对授权本身的容

许：授权之内容上的范围无须在要求制定一项授权法的具体的必要性之外去寻求。

因此，既然容许一项立法授权，那么，只有给予授权的立法者才能够决定授权的内

容范围，而非局外的第三者，如进行审核的法院。

（三）国家社会主义的德意志帝国的宪法条文已经解决了从权力分配性的法律概念

所产生的立法授权问题。1933年3月24日为消除人民和帝国困境的帝国法律

（RGBL.，1933，I，第141页）给予帝国政府颁布法律包括颁布正式法律的权限。

这为消除立法与行政分离迈出了关键的一步。从魏玛宪法法的概念看，这仍然是一

种立法“授权”，一种所谓修宪性的，更正确地说是取消宪法的授权法。不过，这

同时也是用来彻底改造以前的宪法体系，尤其其权力分配法律概念并借以达到新法

律概念的基础的合法杠杆。1934年1月30日关于重建帝国的帝国法（RGBL.，I，第

75页）巩固了这个基础，并使之不再受到怀疑（这对于一个了解宪法法整体发展的

行家而言从不曾引起怀疑），新的宪法法律也通过领袖领导的帝国政府的一个决议

得以实施。于是，主宰着以往整个宪法系统的修宪性的法律——从难以修改的法律

意义上看——与简单的法律之所谓形式上的区别不复存在，在获得新的法律概念的

同时也获得了一个新的宪法概念。

三

地球上没有哪个国家在今天能够避开“简化”立法的必然性。不过，本文试图就此

一论题进行的简略概述可能会因观察者的基本立场不同而得到不同的解释。固守权

力分配性立宪主义的思维方式的人会倾向于认为，这是单纯的重点转移，这是单纯

的“加强行政对抗立法的倾向”（reinforcément oder redressément du pouvoir exécutif[行政权力之加强或者重建]），权力分配性宪法的法律概念借

此而得以适应种种非常的情况。与此相反，一种比较大胆的解释则由此看到立法与

行政的分离业已得到克服。而且，这种解释即便在一个原则上属自由派的立宪主义

的框架之内也是可以成立的。曾以通过理性改革挽救法国议会体系为使命的加比唐

（René Capitant）在他关于议会体制改革的著作La Réforme du

Parlamentarisme（《论议会体制改革》，Paris，1934）中斩钉截铁地认为，孟

德斯鸠的立法与行政的传统分离已经得到历史性的克服，这种分离原则上是错误的

（une idée faussé[一个错误的观念]）；他正确地指出，所谓décrets-lois[政

令法]是真正的法律；他恰恰将广泛的授权法看成对议会和议会体制的挽救。在他看

来，立法在今天基本上是政府的事。Gouverner c’est légiférer[执政即立

法]。这个出自穆勒、实质上符合英国观点的公式，无比清楚地概括了从权力分配性

立法国家的孤立立法向今天的行政法实践的根本性转变。我认为这个公式以其令人

信服的简洁而成为一个重要象征，它说明洛克和孟德斯鸠的宪法概念在相当程度上

已被超越，而我们的法律思考重又与欧洲思想史上前立宪主义的传统概念联系了起

来。因为视立法为政府的事的法律概念接近亚里士多德和托马斯·阿奎那的法律概

念。即便按照这两位伟大哲学家的说法，法律本质上也是一种政府行为；正如托马

斯·阿奎那所说，并非某一个人的Ratio（理），而是领导和治理共同体的人所独有

的实践理性“在本质上”是ratio gubernativa[进行治理的理]，而dictamen practicae rationis in principe qui gubernat aliquam communitatem perfectam[实践理性之表述首先是治理一个完美共同体的人]。

当然，由此将产生合法的授权法的新形式和新问题。但权力分配性的宪法和法律概

念之特殊问题却已克服。

这个问题当今仍在主宰着美国的宪法条文局面。这个问题在法国——我觉得——实

质上已经过时，并被另一个方向的问题，即广泛的授权可给予哪一类政府的问题所

取代。在英国，这个问题根本不存在。这三大民主国家的差异表明，在这三个国

家，“法制国家”是某种根本不同的东西：在英国是一个有着独立议会的不成文法

的国家（common law-Gemeinwesen）；在美国是一个由最高法院作终极决定的宪

法联邦；在法国是一个代表volontés générale[普遍意态]的人民代议制的法律国

家。因此，由于“民主制”这个一般概念而认不清根本性的宪法和法律概念的特点

是一大谬误，同样，将不同国家“简化”立法的众多形式和方法都归纳在“专

政”这个集合概念之下，并由此将之贬为暂时的非正常状态，这也是不科学的。人

们用这类词语是不能担当客观地评价当今宪法生活的内在发展趋势这项法学使命

的。


27.论宪法史的新课题[1936]

[题解]原载Jahrbuch der Akademie fur Deutsches Recht（《德意志法学研究

院年鉴》）1936年第三卷，第10—15页。对“无原则的形式”（Form ohne

Prinzip）这个说法的政治含义的认识，得益于我在1936年夏天参与起草民族社会

主义护法者联盟（N.S.Rechtswahrerbundes）学术部的刑事诉讼规则

（Strafverfahrensordnung）；参见护法者联盟的备忘录Neuordnung des Strafverfahrensrechts（《刑事诉讼法新规则》），Deutscher

Rechtsverlag, Berlin，1937，第81—111页。有些人拒绝就国家法和宪法条文

问题以及犹太人在第二帝国的影响进行公开和实质性讨论，他们的理由是，这将给

予像拉班这样的犹太学者以过高的地位和荣誉——对这样认为的人，我想提醒他们

注意，俾斯麦的下面一段话正在流传，这段话恰恰解释了拉班无比崇高的权威性

（引文根据F.List-Kormann, Einführung in die Praxis des Verwaltungsrechts[《行政法实践引论》]，Tübingen，1930，第177页）：

正当我们谈到德意志帝国的创建者们的时候，您可以从斯特拉斯堡著名国家法学家

拉班的一段轶闻看到，究竟有多少人物参与了帝国的创建。因为俾斯麦曾以下述方

式称赞德意志帝国国家法的创造者拉班，他对拉班说：“我从政治上，而您从国家

法上构建了帝国。”一个建筑学的概念确实可以非常恰如其分地称赞拉班的四卷精

雕细刻的著作。

1935年1月10日，民国科学部长鲁斯特（Rust）宣布实施法学研究计划，1月18日公

布《法学研究方针》使“现代宪法史”上升为一门特殊学科。新学科并非由部分学

科如以往的法学史、政治史、普通国家学等等构成的单纯的资料汇编，而是被设想

为一个科学的统一体。克服作为上一代人的法学研究之标志的分离和专门化，克

服“纯法学的”与“纯历史的”观点的分离，此两者因这门新课程的设置而成为德

国法学教师的一项重要而艰巨的使命。可见，这并非使专门领域和学科的数目又增

加一个，而是由此产生一个综合性的历史观，这种历史观将使人认识到法学发展的

民族统一是德意志生活中的一大创造。

一

所以，一部真正的“现代宪法史”并不局限于19世纪人们称为宪法

（Verfassungen）或者宪法、章程（Konstitutionen）的典型的法规汇编

（Normenkodifikationen）的历史。Verfassung这个词自18世纪以来以及在整个

19世纪变成了Konstitution的纯然德语化；Konstitution这个独特的概念，正如

科辛（Augustin Cochin）和法兰西学院的弗伊（Bernhard Fay）教授的文章所

得出的结论，产生于18世纪的共济会组织。这些组织都有一个Konstitution，并由

此创造了人权、权力分配和整个立宪主义（Konstitutionalismus）的神话。这个

典型的“立宪主义的”宪法概念决定了上个世纪迄今为止的宪法史。所以，今天不

仅是向历史的和政治的方面“分散”纯法学的表述，也不是提高一种破产的法律思

想之历史—政治的、法哲学的、社会学的或者其他方面的“价值”。在新的宪法史

中，必须从法学上得到验证者是民族社会主义宪法概念，而不再是自由的，也不再

是国家自由的，不再是共济会—民主制的宪法概念，因为宪法概念所针对的是德意

志人民的生活制度之统一性和完整性。

因而属于宪法史的，还有财产概念以及民法的基本方法、惯例和概念的沿革。公法

与私法的分离是宪法构成的重要部分，因为从这种分离反映出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基

本对立，在某些方面也反映出瓦格纳（Albrecht Wagner）所描绘的行政与司法之

间的斗争以及法官职务与法庭的地位。刑法的发展当然也是宪法沿革的一部分，这

在19世纪只可以被理解为国家与社会之自由—极权的妥协的运用个案，这种妥协正

是德国君主立宪制宪法概念的特点。19世纪的宪法（Konstitutionen），用元首的

话来说，是“资产阶级—法律条文主义的妥协”（bürgerlich-

legitimistischer Kompromiβ）。同样，像所谓实质法（materielle Recht）

一样，诉讼法和程序法（Prozeβ-

und Verfahrensrecht）也被纳入新学科并根据这种宪法概念加以表述。现在，人

们尚未充分注意到，以往的德国刑事诉讼法在多大程度上是一种接受的范例，其接

受的整体不逊于对罗马法的接受。在刑事诉讼程序中，资产阶级—法律条文主义的

妥协以及由此而来的自由—极权的妥协反映在独立的法官与受指令制约的检察官的

平起平坐。可见，围绕刑事诉讼的斗争之所以是19世纪宪法斗争的一部分，不仅因

为陪审法庭与公开性、口头性与直接性的诉讼准则的著名问题赫然处于内政斗争的

前沿，而且首先是因为刑事诉讼程序的安排始终是政治集体的整体安排的一个缩

影，或者更准确地说：一件运用个案（Anwendungsfall）。在这里，人民一贯作为

被告或者受害者出现，相反，人民的整体却直接地体现在法官、警察或者公诉人身

上。尤其当今检察官形象的历史制约性只有在与宪法结构的联系中才可以正确地为

人所认识；同样，反过来看，从这个形象出发也可以看清楚整个宪法。所以，刑事

诉讼的历史是检验每一发展阶段的，尤其是检验19世纪的宪法史之特别重要的和不

可或缺的试金石。假如人们今天将宪法史只理解为表面的争执问题，例如只理解为

围绕部长责任、议会制政府或者陪审法庭的斗争的历史，便会为立宪主义的宪法概

念所左右。

但是，在一门新的法律学科的这个目的及其实现之间却存在着传统的习惯和信念，

存在着一个自由—极权相对抗的世界在过去一个世纪形成的僵化了的概念。法学上

缺乏训练和教育的、研究晚近历史的“纯”历史学家往往陷于将这类传统的固定观

念当成无可争议的现实的危险，他认为他的客观性就在于他对之不加彻底的法学批

判便使用它们。这种危险对于研究久远年代的历史撰写家们并不很大，因为在那

里，残余概念已失去原有影响力，相反却更容易面临另一种危险，即博物馆式的中

立性。由此不难解释——举例来说——区分立宪制与议会制政府之宪法史意义为什

么迄今几乎还没有为人所认识；试图将自由—极权主义的妥协这种纯色调上的细微

差别当成深刻的世界观差别的目的性反题（Zweckantithese）仍在悄然地延续着，

因为它似乎在普鲁士颇有成效。其实，这种成效是普鲁士国家思想的一次严重失

败。自由立宪主义的胜利恰恰表现在，普鲁士国家在1848年不得不作出让步的时

候，为避免议会制而坚持立宪制与议会制政府的这个第二位的区别，并正是因此而

踏上对于普鲁士国家极为危险的立宪主义土地，因为“立宪制”政府充其量也始终

只能是走议会制政府之路的前阶。立宪主义的问题提法和概念构成之全部力量在这

里表露无余。内政的对手在精神上听命于这种力量。民族自由主义的

（nationalliberale）世界观——将其时间上的开始确定在民族联盟和一个民族

自由党成立之时远远不仅仅属于天真想法——当然更不可能走出其立宪制宪法概念

的圈子。所以，对民族自由派而言，立宪制与议会制的区别同样必然是本质性的；

他们自己的妥协性只有通过夸大这类第二位的区别才可能获得貌似意义深刻的表

象。只要国家自由主义的世界观在宪法法和宪法史编篡中占据主导地位，这种区别

便必然具有头等“实证性”基本真理的表象，并将关注点从唯一本质性的核心问题

引向立宪主义本身的政治内涵。从法学上揭示立宪体制之内在的机构性逻辑及其世

界观的影响的任何尝试，在这类实证主义者看来都是非历史性的或者反动的、科学

上不容许的概念游戏。后果是，民族自由派的历史学家们像实证主义的法学家们一

样沉迷于“立宪制的”宪法概念。最终，他们几乎不可能设想出除了立宪制的19世

纪的宪法以外的其他任何一种“现代的”宪法。将“纯法律性”与“纯历史性”割

裂开来的做法造成了严重的恶果。变得“非法律性的”宪法史由此而失去其价值，

正如变得“非政治性的”宪法法科学失去其价值一样。今天这种分裂可以得到克服

了。但愿随着“宪法史”这门学科的设立，历史科学也揭开新的一页。反思和改造

传统概念的艰难使命首先立足于我们新的法学工作。

二

首先要认识到，一切宪法法科学都是宪法现实的活生生的一部分，这就是说，都是

对政治发展与宪法法概念构成之联系的认识。围绕着政治性词语和宪法法概念规定

的真正论争大都完全不同于空洞的词语和概念之争，前者更可能是思想论辩日益激

烈的一个可靠信号。

德国宪法史的最后一章在1933年告终。它开始于1890年。决定这新的一章开始的政

治事件是俾斯麦的解职。“在几十年的时间里”，普弗顿（Theodor von der

Pfordten）在他的《向德意志民族呼吁》中说：“你们无所作为地冷眼旁观着自俾

斯麦离职以来非德意志追求的潮流冲刷？国家结构并以其致命的毒液浸透我们的科

学”。1890年，其公认领袖为犹太法学学者拉班的宪法法实证主义取得了决胜。第

一个关键性成果是拉班1871年发表的论预算法的文章。这篇文章代表一种“形式上

的”法律概念，这一概念的“形式”已经全然是“无原则之形式”，即中立性的无

原则状态，其概念构成的内涵在于不理会1862—1866年普鲁士预算冲突之未得解决

的原则斗争，并借助据称纯法学的形式上的观念使之非政治化。这大概是对所谓在

历史上“问题不会得到解决，而只是被取代”这句话的富有教益的直观演示；但这

不只是取代，而且是对政治问题之完全的、有意的无视。拉班关于帝国国家法的书

的第一版发表于1876年；1887年第二版的问世，开始了他的方法的胜利进军和“法

律实证主义”在公法中的统治。凡与这种法律方法对立者始终未产生任何影响，甚

至几乎未给当时正在成长的一代人留下印象。1883年在施莫勒年鉴发表的基尔克的

著名文章和施泰因在1885/1886年（在他的财政学教科书第五版序言中）发出的警

告都未能阻止拉班的胜利。汉内尔（Albert Haene）的德国国家法——其第一卷于

1892年在宾汀手册发表——不受重视，未得到与其重大成就相当的法学评论，其第

二卷则没有出版。这本书虽然完全是民族自由派倾向，但对于1890年开始的发展阶

段冒充法律和实证主义的无实质状态而言仍具有过多政治实质。当时老一代公法学

术代表们的著作的重心一直在个别的邦：格奈斯特在柏林，塞德尔（Max von

Seydel）在慕尼黑，莫尔（Robert von Mohl）在图宾根。他们也在那里离世。从

斯特拉斯堡——一个并不属于诸参与联邦的政府之列的“帝国邦”的首府——出发

控制着第二帝国国家法者是犹太人拉班的实证主义。

宪法法学的这种情况像每一种宪法法学的发展情况一样，以真实无误的精确性表露

出政治现实的内核。在这里真切地显示出国家结构的基本轮廓。“执行”，即军队

与财政、警察与行政，一言以蔽之——国家的实质，都留给了个别的邦。因此，可

以真正值得被称为“国家法”的东西必然也保留在个别州之内。然而，由于向德意

志民族国家的急剧发展，它不可能滞留在那里。从另一方面看，帝国还没有成为统

一的德意志民族国家之国家实质的可靠载体。可以说，个别的邦已不复存在，而帝

国尚未成为国家。属于这种中间状态的国家法学只可能承认这类在“无原则的形

式”的意义上堪称形式的“形式上的”概念。

“无原则的形式”一语对于这个阶段的法和宪法史是至为典型的。这个说法以这种


粗暴的直率首先出现在刑事诉讼法，用以说明试图创造一种“无控告原则的控告形

式”的所谓改革了的一般刑事诉讼法的控告，但它已远远超出这个重要情况，并作

为某一种特定法律思想的恰当形式而具有典型意义。“无原则的形式”的统治地位

是随着犹太法学教师施塔尔-约尔逊（Stahl-Jalson）所创造并极其成功地使之在

以后时代的整个思维方式中占据主宰地位的“形式化的”法制国家概念开始的。它

的决定性胜利是在1871年以后；拉班的“形式上的”法律概念是它所取得的最大胜

利，这一胜利一直持续到国家社会主义的胜利，这就是说，“无原则的形式”一直

到1933年方才被克服。所以，属于德国宪法史所面临的课题者首先是克服形式与原

则的这种分裂，既克服“无原则的形式”，也克服“无形式的原则”，即创建真正

的、由民族社会主义世界观原则所构成的德意志民族生活秩序的形式。

28.整体敌人，整体战争，整体国家

[1937]

[题解]本文原为1937年2月5日的报告；发表在Völkerbund und

Völkerrecht（《国际联盟与国际法》）第四卷，第139—145页。末尾的法文引语

出自兰波（A.Rimbaud）的Saison en Enfer（《地狱里的日子》）。

一

从某种意义上讲，一切时代都有整体战争；但关于整体战争的学说却是自讨论“抽

象的”和“绝对的”战争的克劳塞维茨（Clausewitz）以来方才有的。然后，在上

次大战经验的影响之下，整体战争的说法获得独特的内涵和特殊的效力，而自1920

年以后则变成了主要的口号。它首先赫然出现在法文文献中，诸如La guerre

totale（《论整体战争》）之类的书名。1926—1928年，它在日内瓦裁军委员会的

谈判中明确地表现在potentiel de guerre[战争潜力]、désarmement moral[道

义裁军]和désarmement total[整体裁军]等概念里。法西斯主义的“整体国

家”的学说是从“国家方面”与之对应；这一结合产生一对概念：整体国家——整

体战争。在德国，自1927年以来“政治的概念”得到强调，这使这些整体

（totalitäten）之联系扩大为一个组合：整体敌人、整体战争、整体国家

（totaler Feind, totaler Krieg, totaler Staat）。云格尔的《整体动员》

（Totale Mobilmachung，1930）促使这个口号向着普遍意识突破。但是，只有鲁

登多夫（Ludendorff）的小册子《整体战争》（Der totale Krieg，1936）才将

这个说法的力量提高到不容抗拒的程度，使其流传达到不可估量的规模。

这个用语非常得当；它迫使人正视普遍意识因畏惧而宁可避开的现实。不过，这类

用语也始终处于流传全国、流传世界的危险，堕落为肤浅的俗套，变成新闻业界操

作的干巴巴的唱片。因此，在这里应作几点说明。

（1）一场战争之可能是整体的——这是从竭尽全部力量和投入全部一切、包括最后

的储备这层意义上讲的。但一场战争也可以对敌方所造成的影响的意义上，即从肆

无忌惮地运用毁灭性战争手段的意义上而被称为整体的。当著名英国作家富勒

（J.F.C.Fuller）在不久前发表的《第一次同盟战争及其教训和预兆》（The

first of the League Wars, its lessons and omens）一文中谈到意大利在

阿比西尼亚的征伐是一场现代的“整体的”战争时，他只是就使用有效的武器（飞

机和瓦斯）而言的。而从另一个视角看，一方面，阿比西尼亚根本无力进行一场现

代的整体战争；另一方面，意大利还没有最大限度地投入它的后备力量，通过国际

联盟的制裁所施加的压力也没有达到极限，既没有切断石油供应，也没有关闭苏伊

士运河。

（2）一场战争可能在两方面也可能只在一方面是整体的。它可能由于地理环境、战

争技术以及占主导地位的政治原则而为双方有意识地加以限制，被给予合理的控

制，只达到所确定的程度。典型的18世纪内阁战争便是有意识地基本上限制在局部

的战争；其立足点是清楚地区分参与战斗的士兵与未参与战斗的从事职业活动的平

民、战斗人员与非战斗人员。尽管如此，腓特烈大帝的七年战争在普鲁士方面与其

他参与国家所投入的力量相比是更具整体性的。在这里也表现出一个对于德国颇为

典型的情况：德意志的一个邦由于地理环境不利和外国的联合而被迫比它更富裕、

更为幸运的邻国中的大国投入更大的力量。

（3）战争的性质可能在战争冲突的过程中发生变化。斗志可能涣散，但也可能变得

昂扬，这正如在1914—1918年的世界大战中所发生的情况。当时战争的发展很快便

迫使德国方面动用全部的经济的和工业的后备力量，迫使英国方面实行普遍义务兵

役制。

（4）最后，在战争整体化的同时，也不断地发展着特殊的非整体的争斗和较量方

法。因为每一方在最初总是设法避免自然会带来整体冒险的整体战争。所以，在战

后时代形成了所谓军事制裁（1923年的科孚冲突，1932年的日中冲突），其次是按

照国际联盟章程第十六条进行非军事的经济制裁的尝试（1935年秋对意大利的制

裁），最后是在他国的领土上进行较量（1936/1937年在西班牙），其方式只有在

与现代战争之整体品格的密切联系中才会得到正确的解释。所有这些做法都是介于

公开的战争与真正的和平之间的过渡和中间形式；其价值是由于它们是以作为可能

性的整体战争为背景的，可以令人领会到的审慎态度容易留出某些回旋余地。只有

从这一角度这种种做法才可能从国际法学说上为人所理解。

二

事情的核心在战争。国家的整体性之方式和形态取决于整体战争之方式；关键性的

特殊武器决定着战争的整体性之特殊方式和形态。然而，整体的战争却是通过整体

的敌人获得其内涵的。

不同的武器种类和战争方式——陆战、海战和空战——清楚地凸现出战争的整体性

之各不相同的方式。围绕着每一种战争方式都形成一个专门属于它的观念和概念世

界。关于levée en masse[全民征召]、nation armée[国家军队]和“武装的人

民”的传统观念属于陆战。从这些观念，尤其通过克劳塞维茨发展形成了欧洲大陆

的整体战争理论，这种理论基本上被作为一种陆战学说。海战不仅有其特殊的战略

和战术方法与标准；尤其应指出，海战在整体上迄今一直是一种针对敌方贸易和经

济的战争，因而是一种针对非战斗人员的战争，是一场经济战，一场通过其虏获

权、走私权和封锁权同时将中立的贸易卷入战争的经济战。空战迄今仍未以同样的

方式形成一个完整和独立的体系；目前还没有一个与从陆战和海战得出的观念世界

相当的空战观念世界。可是，空战已经从本质上影响着三维的整体战争的整体形

态。

整体战争的可能性今天已毋庸置疑。其方式可能大不一样。整体可能产生于两个完

全对立的出发点。因此，操作整体战争的指挥和领导的决定性典型人物也必然是不

同的。有人认为，随着战争整体的展开，作为主导典型的士兵将进入这一整体的中

心，这大概是一个过分简单的等式。有人说，一旦整体动员消除了士兵与平民的区

分，那么其结果可能是，士兵变成平民，平民变成士兵，或者二者变成某种新的第

三种东西。事实上，一切都取决于战争的整体品格。一场真正的宗教战争使士兵成

为教士或者布道师的工具。由经济方面决定的整体战争类型使士兵变成经济上居支

配地位的权力集团的工具。另有其他一些类型使士兵本身成为典型形象的楷模和民

族本质类型的集中体现。地理环境、形形色色的种族的和社会的特点促使一些大的

民族更多地采用此一或彼一特定的战争方式。即便在今天，一个民族也不太可能同

时以所有三种战争方式准备打一场立体的整体战争。相反，发挥战争力量的重点始

终在此一或彼一战争方式，整体战争的世界观由此而获得其独有的形态。

欧洲各民族的历史一直到今天仍然为英国的海战与大陆的陆战的对立主宰着。在作

出这一论断时所要强调的并非“商贩与英雄”的对立或者诸如此类的观点，而是提

出一种认识，即不同的战争方式中的任何一种方式本身都可能是整体的，并从其固

有特点发展出一个由世界观、国际法与宪法法概念和理想构成的特殊世界，这类概

念和理想对于评价士兵及其在整个民族机体内的地位尤其具有决定性意义。作为与

克劳塞维茨学说所指的整体性的陆战的区别，把近三百年来英国进行的海战看成一

种本质上非整体的、单纯的贸易和经济战争，认识不到它所独有的、非常凸显的整

体，这可谓一大谬误。英国的海战也成为一个整体的世界观的核心。

英国海战具有整体性是从它有能力激发整体敌意的意义上而言的。它像动员某一种

伟大的世界历史性的战争方式一样，善于动员宗教的和世界观的、心灵的和道义的

力量。英国对西班牙的海战是一场日耳曼民族与罗马民族、新教与天主教、加尔文

主义与耶稣会精神的世界性斗争，人们从克伦威尔对西班牙人的态度中所看到的勃

然爆发出来的那种最深刻的和无以复加的敌意是很少先例的。英国对拿破仑的战争

也是从海战变成为“十字军征伐”的。在1914—1918年的对德战争中，英国的世界

性宣传很善于以文明与人类、民主与自由的名义动员巨大的精神和道义力量对付普

鲁士—德意志“军国主义”。英国精神也证明了它以英国的世界观解释19世纪工业

—技术腾飞的力量；斯宾塞（Herbert Spencer）构架了一个影响力非同寻常的、

经无数通俗化形式而传布全世界的历史观，其宣传力量在1914—1918年世界大战中

得到了验证，这是一种哲学，它将人类进步解释为一种从封建主义到贸易与经济、

从政治到经济、从士兵到工业家、从战争到和平的发展。于是，普鲁士—德意志意

义上的士兵理所当然地成为某种“封建—反动分子”，成为一个妨碍进步与和平

的“中世纪”形象。

此外，英国海战从其特点出发推出并贯彻一种完整的、自成一体的国际法体系，有

着自己的、在19世纪与相应的大陆国际法概念相抗衡的概念；有着原则上拒绝大陆

关于战斗人员与非战斗人员的区别的盎格鲁-撒克逊的敌人概念；有着将所谓经济战

包括在内的盎格鲁-撒克逊的战争概念。总之，这套英国国际法的基本概念和准则自

身同样是整体的，是一个自身具有整体的世界观的可靠标志。

最后，英国的宪法理想将士兵位居公民之下的顺序提高为世界观原则，并在整个自

由的19世纪在欧洲大陆推行这个原则。这种宪法理想所指的文明是平民的、公民

的、本质上非士兵的理想居统治地位；这个观念所指的宪法始终只是一种平民—公

民的体系，对这种体系而言——按照克雷孟梭（Clemenceaus）的著名表述——士

兵之所以有其存在权利是因为他保卫平民的、公民的社会，并从根本上服从文职人

员的领导。普鲁士士兵国家为反对这种公民的宪法理想而进行了百年之久的内政斗

争。它在1918年秋败在这个理想之下。1848—1918年普鲁士—德意志的内政历史是

军队与议会之间连续不断的冲突，是政府与议会围绕着军队的组织形式，尤其围绕

着军事预算而进行的不间断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不是外交上的必要，而是内政上

的妥协左右着对不可避免的战争的准备。在通过外交上的“条约”规定军队组织与

装备的一切细节的凡尔赛强迫条约以前，普鲁士—德意志士兵国家及其内政的对手


之间的周期性的内政条约已有50年之久的历史，这类条约从内政上强制性地规定军

队组织与装备的一切细节。市民社会与普鲁士士兵国家的分裂造成国防部与指挥权

之反常的分离以及其他许多分离支解的情况，其根源始终是直接来自英国或经由法

国和比利时输入的公民宪法理想与德国原有的士兵宪法理想的对立。

今天，德国已经克服了这一分裂，并通过严整的统一性发展其士兵力量。当然并不

乏按照以往宣传方法的惯用方式将这斥为军国主义的种种尝试，以便将展开整体战

争的责任加给德国。这类责任问题也属于世界史论辩之整体。Le combat

spirituel est aussi brutal que la bataille d’homme[灵魂的斗争像人的

战争一样惨烈]。不过，在各民族重又踉跄着跌入一场整体战争之前，应提出当前在

欧洲各国当中是否真的出现了一种整体的敌对的问题。战争与敌对属于各民族的历

史。但是，最深重的灾难之出现只是由于敌意——如在1914—1918年的战争中——

敌意是从战争之中发展而来，而并非一种事先存在、不可改变的、真实而整体的敌

意——这既正确而又合于理性——酿成整体战争这一上帝判决。

29.海盗行为的概念[1937]

[题解]本文原载《国际联盟与国际法》第四卷，第351—354页；芬奇（George

A.Finch）后来在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美国国际法杂

志》），31（1937）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第665页），评1937年9月14日尼翁

（Nyon[中译者按]瑞士城市，日内瓦湖北岸）反海盗协议，他提醒人们注意威尔逊

的论证与海盗行为定义的联系，这篇文章确认了本文的基本命题。

1937年9月11日召开的尼翁会议被称为反海盗或者关于海盗行为的会议，在九个与

会国于9月14日签署的决议的官方文本中谈到，以潜艇击沉商船的行为违反1930年4

月22日伦敦协议第四部分规定，应以acts of piracy[海盗行为]论处。根据古老

的、此次会议期间反复提到的说法，海盗应被视为“人类公敌”（hostis generis

humani）。这在以往曾以海盗之general hostility[普遍的敌意]来解释，因为他

的强盗意图不加区别地针对所有国家，所以每个国家都可对他得而诛之。宾丁就此

说道：“共同的敌人必然引起共同的抵抗。”

根据迄今为止的大陆国际法的观点，对于海盗行为概念具有本质性的是，海盗行为

发生在一个全然非国家性的无主空间。在这个观点之下形成一系列负面的概念特

征，清晰而又合乎逻辑。不仅海盗行为的发生地是作为不隶属任何主权国家的、不

受国家管辖的空间的公海；而且至关重要的是，作案者不论作为其行为的前提还是

后果，是“被剥夺了国籍的”（denationalisiert），如果说不是无国家归属的

话，至少未受到任何国家的阻止甚或认可。此外，行为的攻击方向不可以针对某一

特定国家，必然尽可能针对一切国家，动机是个人致富，即人们说的animus

furandi[海盗意向]等。按照国家与政治相互等同的观点，海盗行为应被看作典型

的非政治性行为。施迪尔（Paul Stiel）所写的迄今德国最优秀的专论Der

Tatbestand der Piraterie（《海盗行为的事实构成》，1904，第80页）结合哈

尔（Hall）、卢奇尔（Rougier）、比绍普（Bishop）的看法，由此推断说：“一

种遵循政治目的的活动不是海盗行为。”由此甚至得出结论：革命政党的行为即便

对抗尚未将之承认为交战一方的政权，也不可被以海盗行为对待，“只要从中可以

看出其措施的政治性目的”。因为对付海盗的行为同样是非政治性的。这一行为并

非战争，要么按照英国的观点是刑事司法，要么按照大陆的构想是国际海事警察的

措施。

在这整个争议颇多的海盗行为学说里，混杂有古代、中世纪和现代的概念成分，这

里存在的危险是，当今的现实事态始终在误导性的说法和残余概念的掩饰之下。我

们这里谈的并非古代或者中世纪的海盗，而是当今的和地中海的海盗。面对当今由

国家所构成的世界的现实组织，海盗行为的那种本质上非国家性的、非政治性的品

格立即成为问题。尤其当一个人具体地想象一下当前地中海的国家—政治的形势

时，他立即便面对一个问题：非政治性的海盗到哪里去寻找他所干行当的全然非国

家性的法律真空呢。所幸者现在已经没有“强盗国家”和“蛮夷”；它们自从一百

年前征服阿尔及尔以来就消失了。如前所说，革命政党鉴于政治性品格不应是海

盗。现代的海上交通和武器技术虽然创造了在远洋使用武力的新的可能性，但与此

同时，一个现代国家的高度集中的组织也取代了运转不灵的封建等级机构，并大大

提高了监控能力。人们只需将现代警察的技术手段与18世纪甚至19世纪的统治手段

作一比较便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凭靠这类技术手段，现代国家变得越来越严密，从

这个意义上讲，也越来越具“整体”，而对海盗行为概念所要求的非国家所属的无

主空间则越来越小，越来越不重要。国家的这种整体之反面，便是众所周知的对在

其人事的或领土的权力领域之内所发生的一切相应地承担整体的责任。今天一个冒

失的个人或者一个匪帮应如何在避开与某一国家发生任何接触的情况下，获取现代

的战舰和操作手段呢？这种行为应怎样局限于“非政治性的”行为呢，如果被追查

的不是一个浪漫的匪帮，而是一个为某些大国组织的国际行动所认真关注的客体的

话？

教科书和系统论文中，海盗形象大都出现在涉及国际法主体问题的地方。在这里，

海盗占有一个理论上令人感兴趣而在其他方面却并不重要的位置。因为，在大多数

情况下，海盗被剥夺了国际法主体的地位。他的行为并非国际法上的犯罪，因为，

只有作为国际法主体的国家才有可能犯下这类“国际法罪行”，而海盗恰恰处于全

然的非国家状态，他只是陷入属于一个国家的国际法上扩大了的权力领域。所以，

他本身并非真正的国际法问题。可在另一方面，本来混乱无序的人类却突然组成一

个统一阵线反对这个作为“人类公敌”的海盗，这尤其令人感到奇怪了。既然这个

人类公敌只是一个非政治性的值，既然人们在某些方面是通过人们承认为敌人的人

来分类的，所以，除了这个非政治性的outlaw[歹徒]以外，别无其他敌人的人类自

己恰恰也只是一个非政治性的值。但在当前，这个经由反海盗会议说明的海盗行为

问题，恰恰变成了一个真正的国际问题，人们在论及这个问题时不可能再坚持认

为，海盗行为游离于一个非政治的、非国家属性的空间里。

自潜艇武器出现以来，关于使用这种武器的国际法规则的悬而未决的争论，以英国

观点的重大胜利而告终。当然，1922年2月6日华盛顿会议的战争法协议（参见施特

鲁普，Document, V.634）尚未被批准。它在第二章第一条以今天公认的原则为出

发点，即作战潜艇须遵守海战法关于夺取商船的普遍规定，但接着在第三条解释

说，任何触犯这些规定的、服务于某一政权的人，Whether or not such person is under orders of a governmental superior[无论是否是那种接受政府长官

命令的人]，将被追究责任，as if for an act of piracy[被视为一种海盗行

为]。第四条甚至明确地提到1914—1918年的战争。与此相反，1930年4月22日伦

敦协议的第四部分没有提及海盗行为，而是在它的第二十二条确认，潜艇有义务在

其行动中遵守适用于其他战舰的规定，它特别提到事前警告和救护乘客、乘务人员

与船舶文件的义务。德意志帝国于1936年11月23日表示，同意第二十二条的规定，

从即日起接受它并受其约束。在声明同意的德国照会的文本中，再次重复了第二十

二条全文，以此重新肯定违犯此一规定之违背国际法的性质。当然，另一个问题，

即“海盗行为”的问题，以及将如此一个后果深远的概念转用于这类违犯国际法行


为的问题，仍然完全没有定论。并非任何违犯海战法规定的行为都是导致下列后果

的“海盗行为”：即促使一个国家有义务将其为之承担责任的国民或国家机构，推

入以前曾为海盗行为之法律前提的非国家属性的无主空间，从而将他们弃置和移交

给另一些国家。

鉴于上文指出的现代海洋技术的发展，肯定会产生大量海洋法问题。这些问题既不

可套用旧的、现在已带有浪漫色彩的海盗的表述程序，也不可被用来重新激活人所

共知的1914—1918年世界大战期间的争论问题。相反，这些问题属于建立一种新的

和真正的欧洲国家间秩序的尝试的巨大领域之内。这些问题一方面与种种努力联系

在一起，即努力通过各种集体行动（国际警察、惩罚犯法者、谴责和制裁）取代战

争并创造一种具有行为能力的、“以人类的名义”行动的值。另一方面，在这里应

注意这家杂志的7月号（第141页，即本书第28篇）提请人们关注的国际法的发展。

即在应避免整体国家在一场整体战争中直接冲突的今天，出现了介于公开的战争与

真正的和平之间的过渡和中间概念，因为单单发生一场整体战争的可能性便足以促

使人们拟定这类中间概念。假如英国将潜艇的海盗行为作为普遍国际法概念的观点

得以成文，那么，海盗行为概念便调换了它在国际法体系中的位置。这个概念从非

政治性的非国家属性之无主空间，转移到对于战后时代的国际法具有典型意义的、

介于战争与和平之间的中间概念的空间。

30.论战争概念与敌人概念的关系[1938]

[题解]这篇概观是我给1937/1938年研讨课出的〔学生〕练习的基础。第三部分的

修订稿作为文章以Inter pacem et bellum nihil medium（《绝无可能置身和平

与战争中间》）为题刊于Zeitschrift der Akademie für Deutsches Recht（《德意志法学研究院院刊》）第六卷第18期，1939年10月1日，第594—

595页。全文是续写《政治的概念》一书的尝试。

（一）敌人在今天是首要的概念。这当然不适用于竞技、内阁战争和决斗等性质的

战争或者类似的、仅系“竞赛性的”战争方式。竞赛性的对抗更多的是唤起对作为

某一状态的行动的想象。如果人们袭用古老的和表面上不可避免的关于“作为行动

的战争”与“作为状态（status）的战争”的区别，那么，在作为行动的战争里，

在战役和军事行动，即在行动本身之中，在hostilités[敌对行动]之中，一个作为

对手（对立一方）的敌人便直接临在和显现而无须作出假定。而作为状态的战争并

非如此。在这里，即便直接的和现实的敌对行动和竞赛行动中止了，敌人也是存在

的。Bellum mauet, pugna cessat[战争在继续，作战中止了]。在这里，敌对性

显然是战争状态的前提。在关于“战争”的整个观念里，占上风者可能是此一或彼

一，可能是作为行动的战争或作为状态的战争。可是，一场战争绝不可能完全化解

在纯然的直接行动之中，正如它不可能恒久地只是没有行动的“状态”一样。

所谓整体战争必然是既作为行动也作为状态而具有整体性的，如果它真正要成为整

体战争的话。因而其内涵在于一个假定的、概念上先行的敌对性。所以，整体战争

也可以从敌对方面来理解和定义。这种整体意义上的战争是从敌对性所产生的（在

行动和状态上的）一切。切不可以为，敌对性首先是从战争之中或者是从战争的整

体之中产生的，其或沦为战争的整体之纯然的伴生现象。有人用一个经常重复的讲

法说，欧洲人民在1914年夏天“踉跄着跌进战争”。实际上他们是逐渐地滑进整体

战争的，这就是说，大陆的、军事的战斗人员的战争与英国非军事的海洋战、封锁

和经济战（通过报复措施）相互推动、逐步上升而达到整体。可以说，在这里，战

争之整体并非产生于一个先行的、整体的敌对性，而是敌对的整体产生于一个逐渐

变成整体的战争。终结这样一场战争必然不会是“条约”与“和约”，尤其不会是

国际法意义上的“和平条约”，而是战胜国对战败国的永罚判决

（Verdammungsurteil）。后者愈是战败国，它在事后便愈会被打上敌人的烙印。

（二）在日内瓦战后政治的公约体系中，进攻者被定为敌人。进攻者与进攻按照事

实构成被概括为：凡是宣布战争者，凡是跨越边界者，凡是不遵守某一特定的程序

和规定的期限者等等，便是进攻者与和平破坏者。国际法的概念构成在这里明显地

变得具有刑事、刑法性质。进攻者在国际法中成为当今刑法中为违法者、“作案

者”，后者本质上也不应叫作“作案者”，而应是一个“非作案者”，因为他所谓

的作案实际上是一个Untat[非作案]（获取刑事上的“作案者类型”的尝试也许会

导致“非作案者类型”的悖论）。这种对进攻与进攻者之罪犯化

（Kriminalisierung）和犯罪事实构成化（Vertatbestandlichung）被日内瓦战

后政治的法学家们认为是国际法法学上的一个进步。但是，围绕着“进攻者”的定

义与“进攻”事实构成之精确表述的所有这些努力之更深刻的内涵，却在于构想出

一个敌人，并由此赋予一场原本无价值的战争一种价值。战争变得越是自动和机

械，这类概念就变得越是自动和机械。在真正的战斗人员战争的时代，当人们有理

由感到受到威胁和侮辱时，宣布战争不一定是可耻行为和政治上的愚蠢，而可能是

荣耀的事——例如1859年约瑟夫168皇帝对法国和意大利宣战。现在，在日内瓦的

战后国际法中，这却是一个刑事犯罪事实，因为敌人应被当成罪犯。

（三）朋友与敌人在不同的语言和语族有着语言上和逻辑上的不同结构。按照德语

的语义（像在其他许多语言中一样），“朋友”原本只是同族人。可见，朋友原本

只是血缘朋友、血缘亲戚或者通过婚姻、结盟兄弟会、被收养为义子或者通过相应

的惯例而“成为亲戚者”。大概只是通过虔信主义和类似的、在成为“上帝之

友”的道路上找到“心灵之友”的运动，方才出现了对于19世纪颇为典型的、即便

在今天仍广为流传的朋友概念之私人化和心理学化（Psychologisierung）。友谊

由此而成为一件私人相互存有好感的事，最后甚至带有莫泊桑气氛169中的性爱色

调。

“敌人”这个德语词从语源学上尚缺乏清楚的说明。它原有的词根如格里姆词典所

称“尚未得到澄清”。据鲍尔（Paul）、海纳（Heyne）和魏甘德（Weigand）等人

的词典解释，它的含义（与fijan-hassen[仇恨]相联系）是“仇恨者”。我不愿与

语言学家们争辩，只想权且取下述含义：敌人之原初语义指一个受到一场征伐的

人。征伐与敌对从一开始便同属一起。征伐，如阿米拉（Karl von Amira）所

说，“最早只是指一个遭受极端敌视者的状态”。随着不同种类和形式的征伐的发

展。敌人即征伐对手也在变化，中世纪对非骑士的与骑士的征伐所作的区分最清楚

地说明了这一点。骑士的征伐发展成为固定的形式，从而造成征伐对手的好斗观

念。

在其他语言中，敌人在语言上只从负面被规定为非朋友。在诸罗曼语言中，自从罗

马和平秩序（Pax Romana）在罗马帝国之内实现的普遍和平中hostis-Begriff[敌

人概念]淡化或者成为一个内政的事务以来，情况便是如此：amicus-inimicus、

ami-ennemi、amico-nemico[朋友—非朋友]等，在斯拉夫语言中，敌人同样是非

朋友（prijatelj-neprijatelj）。在英语中，enemy[非朋友]将日耳曼语的

foe[原本意味着决死斗争中的对手，然后指一切敌人]完全排挤了出去。

（四）只要战争和仇恨是可以精确限定和可以径直认定的过程或者现象，一切并非

战争的东西自然可以叫作——和平，而一切并非敌人的东西自然可以称为——朋

友。反过来说：只要和平与友谊理所当然地、正常地成为既成事实，一切并非和平

的东西便可能成为——战争，而一切并非友谊的东西则可能成为——仇敌。在前一

种情况下是和平，在后一种情况下是战争，二者都从确定的事实方面得到负面的规

定性；出于同样的理由，在前者朋友是非敌人，在后者敌人是非朋友。例如，从作

为单纯非敌人的朋友衍生出“对友好国家的敌对行动”的刑法观点（参《德国刑法

法典》第二部分第四章，§102—104）：因此，自己的国家未与之处于战争中的每

一个国家都是友好的。所以，贝奈斯（Benesch）总统领导下的捷克斯洛伐克国家

在1938年的5月和9月是一个与德意志帝国交好的国家！

这个问题提出（哪一个概念具有如此的规定性，以致可以由此而从负面规定另一个

概念？）之所以必要，只是因为以往关于一个行动是否为战争的一切国际法的讨论

的出发点是，战争与和平的分裂是彻底的和排他性的，这就是说，二者之中如果此

一不在，只可能接受彼一（非战即和），这是自然的，绝无第三种可能。Inter

pacem et bellum nihil est medium[和平与战争之间绝无中间]。例如，在

1931—1932年日本对中国采取行动时，为了将（尚未表现为战争的）军事报复与战

争区别开来，一直是借助这种概念机制行事的。可是，这种nihil medium[绝无可

能置身于中介]却恰恰是处境问题（Situationsfrage）。正确的做法是，国际法问

题必须如此提出：军事暴力措施，尤其军事报复与和平是否能够兼容；如果不能兼

容，那么，它因这一理由而是战争吗？这大概是一种以作为具体秩序的和平为出发

点的问题提法。我认为，探讨此一问题最好的开端是卡瓦莱里（Arrigo

Cavalieri）写于1915年的一篇文章。他在文中一语破的：军事暴力措施与和平状

态是不兼容的，这些措施就是战争。他的思想导向为人感兴趣的是，和平被视为具

体而严密的秩序，被视为更为强大因而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概念。其余大部分讨论在

问题提法上尚欠明确，游离于伪实证主义概念抉择的空泛推敲之内。

人们是否因没有和平便假定为战争，或者因没有战争而假定为和平？在这两种情况

下事先必须问明白是否真的没有第三种情况，nihil medium[绝无可能置身于中

间]。当然，这也许是一种不正常状态，但的确也有不正常的情况。今天，事实上存

在着一种不正常的介于战争与和平之间的、二者相互交织的中间状况。其原因有

三：第一，巴黎强迫性和约；第二，战后时代以凯洛格公约和国际联盟构成的战争

预防体系；第三，战争概念同时延伸到非军事的（经济的、宣传的等）敌对活动。

上述强迫性和约意在将和平变成一种“以其他手段继续进行的战争”。这些和约大

大延伸敌人概念，以致不仅战斗人员与非战斗人员的区别，而且甚至战争与和平的

区别也被取消。但与此同时，这些和约千方百计地试图通过公约将这种不确定的、

有意保持悬而未决的、介于战争与和平之间的中间状态合法化，并从法律上将之虚

构成一种正常的和终极性的和平现状。法学家在真正实现了和平的情况下可以而且

必须作为出发点的典型的和平法律逻辑、典型的法律推断被嫁接到这种不正常的中

间状态之上。最初，这对战胜国似乎有利，因为在一段时间里战胜国可以àdeux

mains[用双手]出牌，在自己一边至少握有——当它们根据具体情况采取战争或者

和平方式的时候——日内瓦给予的合法性，而在另一方面却将诸如破坏公约、进

攻、制裁等合法性的概念刺进其对手的脊背。在这样一种介于战争与和平的中间状

态之下，此一概念为彼一概念所规定，战争为和平或者和平为战争所规定的情况以

往所可能具有的理性内涵已不复存在。不仅宣战因其自动地将宣战者置于不义而是

危险的，而且对军事的和非军事的行动当作“和平”或者“战争”的临界性标志都

是毫无意义的，因为非军事的行动可能以最有效、最直接和最强化的方式而变成为

敌对行动，反之，军事的行动可能会庄严而有力地挥动着友善的幌子进行。

实际上，战争与和平的抉择在这种中间状态之下更加重要，因为现在不论人们认为

一切非和平者即战争，还是认为一切非战争者因此自动而成为和平，全属法律推断

和幻想。这就是人所共知的“一根手杖有两端”。每个人都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论

证，时而抓住手杖这一端，时而抓住它的另一端。在这里，定义战争的一切尝试在

最好的情况下也必然以完全主观主义的和唯意志主义的决断论（Dezisionismus）

告终：只要主动的一方要求打仗，战争就存在。所以，新近发表的一本其精辟分析

值得称道的关于国际法战争概念的专著中称：

作为唯一可靠的区别特征存在着的，始终只是争执各方的意志。如果其意志在于使

暴力措施发展为战争的措施，那就会有战争，反之则是和平。

可惜这种“反之则是和平”的情况并不真实。这时，唯一一个国家的意志就是以实

现战争概念，而不论这种意志在哪一方（上引书，第65页）。这种决断论是符合实

际情况的。例如，它相应地表现在，一场国际法意义上的争端之政治性品格只是以

纯决断论的方式由争执的任何一方的意志决定的。可见，即便在这里，意志也成

为“政治之直接标准”。可是，这对于我们所讨论的战争与和平的关系问题有什么

意义？这表明，敌对性（animus hostilis）已经成为基本概念。在当前这种介于

战争与和平之间的中间状态之下，其影响完全不同于以往关于战争概念之“主观

的”或者“意志性的理论”。在任何时代，都有“一半的”，即“局部的”和“不

完全的”、“有限的”和“被掩饰起来的”战争；所以，李顿报告用以说明日本人

的行动的词war disguised[被掩饰起来的战争]本身并无多少新意。其新在于从法

学上架构的、通过凯洛格公约和国际联盟体制化了的、介于战争与和平之间的中间

状态，这使所有那些负面论断——不论从非和平推断战争还是从非战争推断和平

——在今天都陷于谬误。

和平主义者韦贝格1932年1月谈到满州冲突时说：凡是并非战争者在国际法法律的意

义上看便是和平。这在当时实际上意思是：日本人在中国的行动并非战争，他们并

没有在日内瓦国际联盟公约的意义上“跨进战争”，国际联盟制裁之前提条件（如

1935年秋对意大利进行的制裁）并不存在。韦贝格后来改变了他的意见和说法，但

是，对这类负面限定之概念关系的固有逻辑，他迄今还没有认识到。这既非“主观

的”亦非“客观的”一般战争概念理论，而是介于战争与和平之间的中间特殊状态

的问题。日内瓦式和平主义的特点在于，它将和平变成一种法律上的幻想：和平即

一切非战争的东西，而战争则应是怀有animus belligerandi[进行战争的企图]的

旧式军事战争。多么可怜的和平！对于那些能够以非军事性的，比如经济的强迫和

影响手段推行其意志并摧毁对手的意志的人而言，避免旧式的军事战争犹如一场儿

戏，而那些采取军事行动的人则只须信誓旦旦地声称，他们并没有任何战争的意

志，没有任何进行战争的企图。

（五）所谓整体的战争取消了战斗人员与非战斗人员的区别，除了军事的战争，也

有作为敌对情绪之外逸的非军事的战争（经济战、宣传战等）。不过，在这里，对

战斗人员与非战斗人员的区别之取消是一种（从黑格尔哲学的意义上讲）辩证的扬

弃（Aufhebung）。因而它并非意味着，以往作为非战斗人员的人现在直接变成了

旧式战斗人员；而是两个方面都在变化，战争在一个崭新的更高的层面上作为一种

不再为纯然军事性的敌对活动而继续进行。整体化在于非军事性的专门领域（经

济、宣传、非战斗人员之心理的和道义的潜能）也被纳入敌对性争斗。超出纯军事

性的跨越不仅带来量的扩展，而且引起质的提高。因而这一跨越不是敌对性的减弱

而是加强。只是由于这种提高强度的可能性，朋友与敌人的概念随之自动地具有了

政治性，而且即便在其政治品格完全淡化了的地方也脱离了私人的和心理的套语范

围。

（六）国际法意义上的中立概念是战争概念的一个功能。所以，中立是随着战争而

变化的。从实际上看，中立可被区分为以四种不同情况为基础的四种不同含义：

（1）中立者与参战者之力量均势：这时，由“无偏袒性”和同等态度构成的“古典

的”中立是有益的、可能的，甚至是很可能的；中立者始终是参战的各方的朋友：

保持amitié impartiale[不偏不倚的友谊]。

（2）参战者对于中立者之明显的力量优势：在这种情况下，中立是参战者之间的一

种默认的妥协，一种无人地区或者按照参战各方的力量均势共同默认的从战争区域

划出的地区（1917—1918年世界大战）。

（3）中立者对参战者之明显的力量优势：强大的中立者可能给弱小的参战者指定一

个作战空间。在最典型的情况下，这是威廉斯爵士（Sir John Fisher

Williams）引入国际法的概念dog-fight[狗咬狗之战]（参本书第31篇）。

（4）全然的无关系状态（距离遥远或者有足够的自主和孤立的力量）：这表明，中

立并非孤立，而孤立（这是指完全的隔绝和无关系状态）是某种有别于中立的东

西；孤立者既不愿做参战一方的敌人，也不想是其朋友。

在〔上文（四）〕所讨论的介于战争与和平之间的中间状态中，就中立个案是否拥

有中立权利和义务作出的实质性裁决，取决于战争是否非和平的东西，或者相反。

既然这一裁决以纯决断论的方式由每一方自己作出，那就不可能认识到，为什么只

让参战者而不是让中立者作出纯决断论的裁决。中立义务的内容随着战争内容的扩

大而扩大。不过，在人们不可能区别何谓战争、何谓和平的时候，就更加难以说明

何谓中立。


31.新的“哀哉，中立者”[1938]

[题解]Das neue Vae Neutris（《新的“哀哉，中立者”》）刊于《国际联盟与

国际法》第四卷，第633—638页。

一位地位显赫并颇有代表性的英国著作家——约翰·威廉斯爵士（Sir John Fisher Williams）有篇文章，刊于他参与编辑的《不列颠国际法年鉴》（British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卷XVII，1936年，第148—149页）上，在文

章末尾，他提出一个极其值得重视的预测。这位知名的国际法学家在这里对未来作

出的展望使人认识到情况的严重，比其他任何说辞和论证更加明确和清楚地使人意

识到当今国际法发展的核心。他说，看来未来的世代更加看重中立者的义务而不大

在意他们的权利。此外，可能发生一些使每个有道德感的人不可能不——如果不是

通过行动，至少在思想上——表明态度的战争。在一场并非单纯的dog-fight而是

以全部道义潜能进行的世界大战中，中立虽然应受到尊重，但却不太可能受到广泛

的尊敬。但丁，这位英国法学学者最后说，使那些在上帝与魔鬼的伟大斗争中保持

中立的天使遭到特别的鄙视和惩罚，这不仅因为他们犯罪，即他们践踏了他们承担

的为正义而斗争的义务，而且也是因为他们没有清楚地认识到他们最本己的、最真

正的利益；可见，让这样一场斗争中的中立者遭到报应，这不仅是但丁，甚至是马

基雅维利也会赞成的。

因此，在Vae Victis[哀哉败者]之前，还提出了一个警诫性的Vae Neutris[哀哉

中立者]！当然，这指的不是被容忍的小战，或者无关全局的冲突——他明确地将狗

咬狗之战排除在外——而是根本性的重大争端。文章还讨论了目前已经失败的日内

瓦国际联盟对意大利的制裁企图，这使他的论说的这一部分还没有变成一件过时的

事。更深一层的问题尚未得到解决，每一场新的危机只会使问题更为尖锐。这便是

从消灭以往非歧视性的国际法战争概念的意义上所指的正义战争问题。中立权受到

战争概念的每一个变化的影响，它是检验一次原则性变化的最可靠的试金石。迄今

为止，国际法上中立的特点和法律结构是以恪守严格保持不偏不倚的态度的义务，

尤其保持不对交战某一方正当或不正当表明态度的义务为标志的。近几年发生的危

急事件使问题更趋尖锐，它集中体现为：一种国际法的中立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还能

够存在？所以，在这里与“战争抑或非战争”这一概念上的难题相对应，出现了另

一个与之相关联的、同样明确的“中立抑或非中立”的抉择；与此一抉择相比，一

切调和性或者差异性的划分和适应的尝试都表现为单纯相对化的中间形式。不难理

解，各个个别国家的情况是大不相同的，因此存在着许多“细微差异”。不过从整

体上看，存在一种真正的带有强制性的抉择，这可以从美国的态度上看出来，这种

态度自世界大战开始以来就表现为两种极端对立的观点：一方面是一种过分严格

的，甚至被理解为无情的中立，这是传统的，非歧视性战争概念的意义上的中立，

这种中立不偏不倚，将一切有利或不利于参战一方的正当性的表态视为践踏义务，

甚至视为国际法上的罪过，可以说，对第三国的任何冲突——请容我直言——抱一

种几乎不敢发出声息的被动态度；另一方面则是截然相反的要求：代表人类、民主

和国际法，以裁判的身份出现，就战争的正当和不正当作出裁决，并攫取裁决权。

每一个记得威尔逊总统在1914—1919年这段时间的态度，尤其对他1914年8月19日

的声明与1917年4月2日的声明作一比较的人，都会立即理解从此一极端到彼一极端

的过渡的典型意义。

我认为，这种窘境的强制性是中立概念与战争概念一起进入一个全新发展阶段的可

靠标志，其结果是，中立概念不容分开或割裂，虽然国际联盟章程，尤其它的第十

六条的规定正是极力通过这种分裂避免作出严酷的裁决。可是，中立的本质是不偏

不倚。这种不偏不倚可能有些细微区别，在某些方面也许存在差异，但它不可平分

为军事的、经济—财政的方面和法律的、道义的方面，或者使之各占三分之一或者

四分之一。哈马舍尔德所说的on est neutre, ou on ne l’est pas[你要么中

立，要么不中立]本质上始终是正确的。对要求作出重要的国际法表态的交战的一方

从真正意义上表示“正当”的第三国不再是中立的，不管这个第三国从表态中得出

什么实际的结论。如果这个国家根据第十六条或者某一其他理由从中得出参与法律

的和道义—宣传上的歧视，或者经济和财政的强制措施的正当性，那么，它不可再

坚持认为它“同时”又是中立的。这是一个重要的、影响深远的认识，其严肃性以

警示性的告诫表现在上面引用的约翰·威廉斯爵士的话里。

我觉得，中立概念之不可分割性从发表在《国际联盟与国际法》杂志（II524）上的

辛德勒（Dietrich Schindler）教授的文章《瑞士的中立与制裁》也得到了证

实，尽管其论据恰恰集中于中立与制裁责任的一致性。我在这里并不刻意要驳斥这

位卓越的瑞士国际法教师意趣非凡的文章，只是借用他的论证清楚地揭示集中表现

于当前整体发展中的基本问题。文章将军事中立与经济的不偏不倚区别开来。后者

不应属于国际法上的中立。说明这一点的是，1907年10月18日第五次海牙协议将中

立作为一种本质上属于军事性的关系来对待。经济上的中立规定是针对私人活动而

言的。这话不错。只是，自1907年以来，国家与经济的关系发生了非同寻常的变

化，那些宪法原则上将贸易与工业归于私人自由领域的国家，就必须通过国家法律

上的中立或不干涉法律重又使其经济上的不偏不倚分裂为国家的和私人的领域，如

果这些国家真正要作为国家即作为政治统一体保持中立而且不进行干预的话。辛德

勒所支持的“有差别的”中立却可能促成一种在法律歧视的意义上的表态，因此而

不再是中立。而瑞士的中立作为一个特殊问题必须受到尊重，这一点也得到了明确

承认。在这里遭到拒绝的只是那种推及一般的思路，即试图在国际联盟中将瑞士中

立这一特殊问题化解为世界性中立问题。只有瑞士人从其生存联系出发才可能评价

瑞士事务，在人们就此未作出判断的情况下，对于一般性新的中立的评论也许只可

以说，瑞士的situation unique[独一无二的情况]不可纳入一般的世界问题；瑞

士加入日内瓦国际联盟的“中立条件”是一个生存意义上的条件，而不是恪守19世

纪中立概念的内容的义务。

相反，约翰·威廉斯爵士的文章是从世界帝国的整体视角观察问题的。他超越次要的

特殊个案和短暂的中间规定性，关注使人们对新的世界秩序问题作出决定的重大的

紧急情况。他并未谈到整体战争，虽然他对此有着足够清楚的了解。数量日益增多

的关于整体战争的文献所讨论和强调的大部分为经验事实，今天人们对其不可避免

的现实全都有所认识，所有真正的大国也早已有所估计，尽管这些大国同时将避免

整体紧急情况的新的中间规定（Zwischenbestimmungen）或者新的掩饰方法也纳

入它们的估计之内；而且这些大国认为，更为正确的做法是无须对整体大事渲染，

无须在真正的紧迫情况发生之前就动员道义上的储备。因此，在讨论这个重大的新

问题时，在诸多层面上忽略了正义（Gerechtigkeit）是每一个整体争端之第一位

的和最重要的要求。没有正义，任何整体要求都是空洞的；同样，反而言之，没有

达到整体的勇气和力量，正义的战争只是一句空话。由此可见，正义战争之准备也

是巨大的、包括人类生活一切领域的工作的一个基本成分，这是当今世界政治形势

的特点。这里指的是正义战争。我们姑且不要去讨论一场神圣战争的可能性，因为

处于不可知主义—实证主义精神状态中的欧洲各民族，觉得一场圣战更多是中世纪

的事，虽然它们——正如针对德国的世界大战的经验所告诉人们的——似乎并不愿

放弃对那种只有通过“十字军征伐”才为人所领会的道义储备之宣传动员。但是，

战争的正义性却是通过确定的国际法程序加以组织和“实证化”（positiviert）

的，这种程序虽然还远远没有得到普遍承认，但却在这一观点之下获得了其政治意


义。战后时代为得到进攻者之明确定义，为使日内瓦国际联盟制度化，为给予破坏

和平者以确切的规定性而作的一切努力之政治内涵，在于找到正义战争之可行的标

准。于是，对符合国际法的正义战争不再有中立。约翰·威廉爵士的文章正确地认识

到了这个关键之点。他所看重的并非法学上的概念和精确表述；对于日内瓦国际联

盟是一个国家联邦还是一个联邦国家，是一个共同体还是一个社团，人们应将其章

程看成一个条约还是一部宪法，他毫无兴趣。他也并不在意每个成员国是否积极参

与制裁措施；最重要的只是，在集体行动的框架之内积极参与国家之正当（Recht）

也为未积极参与的国家所承认。于是，如果人们称那些承认这个体制而又没有或者

没有完全积极参与的国家是“中立的”，那么，这显然是另一种中立概念，它有别

于其本质在于拒绝对参战一方之正当或不正当从国际法上表明态度的中立概念。这

是这位英国法学家在上面引用的其文章令人感触至深的结语中庄严承认的，具有根

本变革性的、将改变国际法面貌的结论。

32.国际法上的中立与民族的整体[1938]

[题解]Völkerrechtliche Neutralität und völkische Totalität（《国际

法上的中立与民族的整体》）发表于贝尔贝（Fritz Berber）主编的

Monatsheften für Auswärtige Politik（《外交政策月刊》）第五卷，1938年

7月，第613—618页。本文和前文共同进一步阐发了包含在我的Die Wendung zum diskriminierenden Kriegsbegriff（《转向歧视性战争概念》）报告中的个别

思想和态度（这篇报告提交给1937年10月29日慕尼黑德意志法学研究院第四届年

会，载《德意志法学研究院文集·国际法部分》卷五，München，1938）。

1938年5月14日，Duce在热那亚演说中警告说，西方民主国家正面临一场guerra

di dottrina[整体战争]。众所周知，这样一场意识形态战争的伟大战斗口号

是：“民主国家对整体（totalitäre）国家的战争”。下面的讨论的目的并非再一

次讨论遭滥用的“整体”（Totalität）这个词并澄清主宰大部分论辩的、往往令

人不可捉摸的混乱，只是为了指出这种混乱的程度。在这里用一句话提请人们注

意，最令人感兴趣的政治理论评论家之一齐格勒（Heinz O.Ziegler）在1932年发

表了一篇至今仍然值得一读的文章：《权威的还是整体的国家》（Autoritärer

oder totaler Staat）。这篇文章当时恰恰在自由民主派人士中间引起强烈共

鸣，并确认民主必然属于整体的国家，而只有一个独裁国家才可能反对朝着这种整

体发展的不可阻挡的民主倾向。

在这一问题领域达到理解尽管是如此艰难，但至少有一点需要尽快澄清，以避免引

起特别有害的误解。这里有一种根据国际法上的中立，对不同的、在各国有待确定

的当今争取整体的努力所作出的解释。一位地位显赫、声望崇高的瑞士国际法学

家、苏黎士的辛德勒教授在不少文章里，新近在《国际联盟与国际法》杂志（第IV

卷，1938年，第689页：《重建瑞士的整体中立》）就此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他的观点与我的看法明显对立。不过，他的态度和论证方法却富有科学的客观性，

所以，在这一点上作一原则性的澄清看来并非毫无意义，而且必须尝试通过消除特

别典型而又特别有害的误解，在国际法科学讨论这一不大的框架之内，竭尽所能致

力于欧洲和平事业。

辛德勒教授的立论基点显然是，一个以国家形式组织起来的民族整体，从根本上有

害于国际法上的中立，甚至使之不可能存在。他似乎从整体观念看出今天威胁着国

际法上的中立的危险。这是广泛流传的观点。它之广泛流传是基于一种颇为肤浅的

观念，即所谓一个民族的整体将吞噬其他所有的民族和国家，它迫使它们绝对地和

整体地承认它自己的要求。于是，在一个整体国家与另一个国家发生冲突的情况

下，对未参与的第三国当然会由此而产生一个抉择，这一抉择对于这类国家便排除

了国际法的中立，同样它也使处于冲突的整体国家不可能尊重第三国的中立。然

而，对整体要求的这种解释和看法，却恰恰并未认识到民族的整体之本质，这种本

质便在于一个民族对其自身和对其自身政治生存整体的意识。

国家的或者一个民族的整体这个关键词，可以被理解为一些不同的东西，诸如：从

19世纪流传下来的个人主义的习惯和自由权利之各种各样的限制和变化，自由贸

易、自由经济、新闻和言论的自由竞争在战前时代所占据的活动空间之某些基本上

属相对性的变化；各种各样的集中化；执行（Exekutive）对于立法之权力上的扩

大和上升，以往执行与立法分离和割裂状况的消除，等等。与曼彻斯特自由主义

（Manchester-Liberalismus）相比，罗斯福总统的新政（New Deal）已属阴暗

的“极权主义”（Totalitarismus）。总的看来可以说，有多少处于不同环境的民

族，便有多少不同类型的整体，每一个国家组织在紧急情况下都会创造自己的整体

类型并动员其后备力量。年轻的希腊法学学者达斯加拉基（Gerog Daskalakis）博

士的一篇优秀论文准确地指出，整体的国家并非固有的国家形式，而只是国家生活

中的一个瞬间，即“每一个国家类型中以遵循某一特定方向完成的紧张集中

（Anspannung）为标志的一个瞬间”。可见，从潜在上讲，每一种国家本质都是整

体的，在某些危险的情况下都会经历整体。虽然在“整体”这个关键词之下所总结

的发展现象是如此不同，但只要稍加深入的观察很快便可看到一点，即一个民族的

或者一个民族国家的整体首先是一件涉及自己本身的事。一个民族愈是完全考虑自

己本身，便愈是会因自己的特点而认识到自己的局限，它对其他民族的特点和局限

的尊重方才会觉醒，并随之产生为理解一个民族在第三国的冲突中保持国际法上的

中立而需要可靠基础。对国际法上的中立的威胁和危险并非产生于个别国家自成一

体的完整性，而是相反，产生于一种超国家和超民族的要求，即要求以一个普遍的

或者其他超民族的集体的名义，从自己出发以法律的权威决定一个民族的正当或者

不正当。

瑞士在日内瓦国际联盟中的经验极其清楚地揭示出对国际法上的中立的威胁，并使

所有与这种中立生死攸关的国家意识到这种威胁。瑞士的态度首先证明，离开国际

法上的中立之法律的本质内核是不可能的，同时绝对的不偏不倚，即法律上不歧视

的意义上的不偏袒态度是关键之点。所有重要的国际法学家自然都明白而且也不厌

其烦地表述过这一点。但是，日内瓦国际联盟法学的众多机智而又复杂的妥协程序

在一段时间里却可能掩饰这个朴素的真理。今天，想必不可能再有人怀疑，严格的

不歧视态度是决定中立者所有其他权利与义务以及国际法上的中立之整个法律机构

的存在与沦亡的基础。中立者拒绝进行军事干涉的义务只能从这种不歧视义务获得

其意义和内容。反之，如果一个国家参与一个其意义和内容在于在武装冲突中从法

律和道义上贬抑此一方而有利于彼一方的过程，这个国家便由此而践踏了其保持中

立的义务，不论它从它参与这个过程的行为中得出什么进一步的结论：不论它是仅

限于法律上的或者道义上的贬抑，还是从这种贬抑中得出进一步的实际结论，不论

它是否决定采取经济的和财政的强制措施以致最后采取军事行动。保持不偏袒态度

的义务在法律上只可能意味着有义务避免所有诸如此类的法律上和道德上歧视的方

法。

人们只可能保持中立或者不中立，绝不存在半中立或者局部的中立，这条定理的正

确性是基于上述实践上的和具体的认识，而非立足于理论上的概念极端化或者抽象

的原则。当然，政治状况的不同可能迫使中立国家采取许多有着细微差别和微弱变

化的态度，其实际的和政治的判断也有某些回旋余地。1914—1918年的世界大战表

明，弱小的中立国家如果要真正保持中立可能陷入怎样一种艰难而危险的境地。所

幸者是当时还没有可能会通过制裁途径将这些国家拖进冲突的日内瓦国际联盟。尽

管存在着回旋余地，尽管极力设法适应艰难的处境，国际法上的核心之点都始终是

中立或者不中立这唯一一种简单的抉择。只要存在国际法上的中立，这一准则就适

用。对这个简单的法律真理的一切混淆和掩饰都包含着根本性的危险，不仅对中立

的法律机构，而且对决定保持中立的国家的政治生存。

在根据日内瓦国际联盟章程第十六条采取共同行动的情况下，“章程破坏者”明确

地从国际法上被置于无理地位。这是最重要的。与此相比，以如此方式采取歧视态

度的成员国是否决定参与对章程破坏者的军事行动或者只是采取经济的和财政的措

施，抑或是否仅限于法律上的贬抑和歧视，——这些只是次要的国际法问题。由此

说明，破坏国际法的中立者正是日内瓦国际联盟的普遍主义要求和集体方法。众所

周知，日内瓦国际联盟章程与中立之不兼容恰恰经常是和平主义和亲国际联盟的一

方表露出来的，虽然在政治实践的现实中这种不一致为某些妥协所掩饰。因此，在

近半年中出现的瑞士的中立的发展倾向显得尤为重要。在像中立这样一种法律惯例

的本质中，其核心，即中立还是非中立这一简单的两难选择，随严重情况的加剧而

更为强烈、更为清楚地突现出来。反之亦然，日内瓦国际联盟越是积极活动，越是

试图“有效地推行”其章程的第十六条，它与中立便越是难以兼容。从长远看，人

们不可能避开这个逻辑和规律，因为后两者蕴含在国际法机构的本质之内。没有哪

一个其生死攸关的利益在于能够保持中立的欧洲国家，有兴趣在这一两难选择之前

犹豫不决。

整体的问题今天以某种形式出现在一个国家之前。新的重大规划、国家防务法、边

境保障法等在这一方面比宣传口号更加说明问题。现代大国之间的真正战争正在强

制性地走向整体动员，这一点当不再有人否认。所以，人们最好不去进行口号和意

识形态的幻影战斗，而是瞩意于为整体国家的套话提供了具说服力的事实。关键在

事实。只有事实才有可能在欧洲各民族间的一场现实、直接的对话中得到客观的讨

论，而意识形态宣传之战（guerra di dorttina）立即便滑进这种向整体发展的

罪过在谁或者谁是始作俑者的问题。但是，一种实质上公开和直接的讨论方法是与

属于日内瓦国际联盟本质的行事方式相矛盾的。人们甚至可以将这个日内瓦机构看

成以被曾为之激烈争斗的概念所称的potestas indirecta[间接权力]的一个典型

例证。

人们知道，“间接权力”的要求及其相关学说，自反宗教改革运动以来，便以罗马

天主教的这个表述方式在法学上和政治上得到了发展。由贝拉明从神学和法学上构

想提出的这一独特概念，服务于罗马教会普世主义的统治要求，以对抗当时正在兴

起的主权国家。这个概念在16世纪下半叶开始产生影响，不仅从时间上而且从当时

的环境看都属于正在开始的教派之战、党派之战和内战时期，这个时期直到1648年

方才结束。1550年某些法国政治家们从这个方面与我们当今的现状进行比较。围

绕“间接权力”而展开的数百年之久的论争，自然并没有使相互对立的精神的和政

治的阵线相互信服，但却揭示出一点：这种间接性的要求和方法并没有阻止战争而

只是使之加剧，因为真正的中立由此而无法存在，统一的国家和以国家形式组织起

来的民族之间的战争，也由此而变成国际性的教派之战、党派之战和内战。看来很

值得从国际法上重视间接方法的特点和运作方式。像在每一个发生着深刻变化的时

代一样，今天从各个方面出现的许多类似的历史事件中，我觉得这个方法如运用得

当是极富启迪性的，并可得出对当今现实的许多真实认识。

间接权力的本质在于，其自身并不进行战争，而是基于一种超民族的道义或法律权


威，攫取对国家的和民族的争斗作出法律上和道义上可行或者不可行的裁决权，并

由此改变国家间和民族间争斗的性质。道义上和法律上的歧视和贬抑、谴责和革

除，或者——用现代语言讲——道义的、社会的和经济的抵制是“间接”权力的典

型方法。非歧视性的国家间战争由此而变成一场国际性内战，并随之达到一种比肤

浅的宣传对民族整体所提出的一切指责更可怕、更具毁灭性的整体。

三百年以前，伟大的英国哲学家，反对“间接权力”的先驱和导师霍布斯，曾反对

这个学说的法学结构及其谴责和道义贬抑的方法。他由此而正确地认识到内政与外

交斗争日益加剧和日益国际化的主要根源。他就整个民族从法律和道义上遭到贬抑

的情况提出一个问题：“对整个民族的贬抑和谴责可能有怎样的影响？”他回答

说：“如果教皇将整整一个民族逐出教会，据我看，他毋宁是先将自己、然后才将

他们逐出教会。”这个说法如果适用于教皇和罗马教会，也恰好切合日内瓦国际联

盟的情况，这是对国际联盟将一场国家间的争执根据第十六条通过贬抑一个参与国

而延伸到中立的第三国的做法所作出的正确判决。

33.论当今法律体制的两个大的“二元对

立”[1939]

[题解]本文是为献给施特赖特（Georgios Streit）的《纪念文集》（雅典）而写

的一篇论文，1938年秋收入Mélanges Georges Streit（《施特赖特合集》），

雅典。

国际法和国家法的区别与一个国家的公法和私法的区别是什么关系？

这篇短文应被收入其纪念文集的大师在为弗莱纳（Fritz Fleiner）六秩寿辰纪念

文集而作的一篇文章中（1927，第318—351页），讨论了所谓国际私法的法律性质

问题。他得出的结论是，所谓冲突或者划界准则的整个领域都属于公法范围。他在

这里将国际公法的这些冲突准则是否具有公法或者私法性质的问题，清楚地与另一

个问题，即这些准则属于国际法还是国内法的问题区分开来，并十分明确地提出抉

择：公私法的区别要么适用于整个法律体系，这样一来，国际法至少不可能是私

法，而且国际私法的准则——如果人们像齐特曼那样将之归入国际法——至少不可

能是私法；要么公私法的区别只适用于国内法，随之对齐特曼观点而言一切问题都

已不复存在。可见，国际私法究竟属于公法还是私法，这只有在冲突准则属于国内

法的时候才是一个有意义的问题。

国际私法是国际法还是国内法，是公法还是私法？这两个问题事实上有着全然不同

的内涵。从今天法律学说和法律实践的立场看，问题的提法在两种情况的每一个别

情况下，逻辑上是完全不同的。公私法的区别如果存在，便只可能适用于国内法。

基尔克的著名学说，即全部国际法作为一种典型的协调法

（Koordinationsrecht）具有私法的品格，这在最初只是他的国家观念的应用个

案。从他的思想看，国际法在逻辑上甚至会被视为真正的和事实上的私法，因为它

是真正的和事实上的协调法。在国际法里，国家作为自由的和不受约束的个体相互

对立，而自由的个体在国内私法之内只活动于一个为国家立法所规定的，如果允许

我如此表述的话：只活动于法律上“戴上护甲的”自由里。或者让我们用这一观念

世界真正系统性的奠基人托马斯·霍布斯的生动语言表达：在国际法中，平等地相对

而立的是拥有完整独立性的“巨人”（magni homines或μάκροιἄνδρωποι）；在

国内公法中，是一个作为persona potentior[拥有政治权力的人]的magnus homo[巨人]面对众多小人物；在国内私法中，sub tutela[在巨人的阴影下]小人

物与小人物平等地相对而立。人们如果忽略大小差别，如果以抽象方式将人与人、

法人与法人置于同等地位，当然就可能将国际法与私法理解为同一品格的东西。

但是，今天占主导地位的二元论观点的基础在于：国家与个体、巨人与小人物之质

的差异从逻辑上得到贯彻。作为一个空间上和位格上自成一体的值，国家的观念愈

是清晰，最后便愈是肯定只有国家才是国家间法律之可能的主体，私人个体便愈是

理所当然地从国际法领域退出，同时，将国际法与国家法——更精确地讲，将国家

间法与国内法分离开来的鸿沟便愈深愈宽。随之，以习惯和条约为基础的国家间法

之法的品质和结构，便变得从根本上有别于以国家法令为基础的国内法之法的品质

和结构，所以，人们在这里实际上必须采取二元论的，或者用瓦尔茨（G.A.Walz）

的说法——多元论的立场，并探讨一种“弥合”的可能性。变换、归并、

auctoritatis interpositio[权威的折中]的问题将显得特别突出。对此问题作

出举世闻名的经典性表述和说明的，是德国法学学者特里佩尔和瓦尔茨。我觉得他

们两位的著作的标题之细微差别似乎已经暗示出向逐渐强化的国家性的发展。国内

法愈是成为法律，即成为国家的法律，法学的构成和思考方式愈是遵循国家的法律

和国家的法典，一切国家间法便愈是成问题和“不完善”，一个国家间责任的内容

之向国内立法“转换”的问题便愈是尖锐。齐特曼对问题的表述非常直观和典型：

他问道，如果某种东西不隶属于某一个特定的国家，即不隶属于这个国家的立法，

它怎么可能被视为准则呢？这在他看来是如此一目了然，如此有说服力，因而他随

之将国际私法归于对一切国家适用的国际法；当然，这种国际法的“不完善”，他

本人在他著名的1919年波恩大学校长就职演说中曾作过描述，其论据立即令人认识

到，对他而言，本来只有国内的法规法（Gesetzesrecht）才是“完善的”法。

当今的法制国家的思想认为，一切国内的法理所当然地也是国家的法，这就是说，

为国家所制定的或者被授权的法。既然如此，公法与私法之国内的区别跟国际法与

国家法的区别就毫不相干。对于从当前状况出发的静态观点而言——这种观察方式

不仅是合理的，而且也必然构成讨论的出发点——这在事实上是不可否认的。然

而，我并不认为，这将穷尽这个重要问题之法学上的方方面面。因为当我们从对当

前状态的静止观察转向对法律发展的动态观察时，视角便随之立即改变。于是，人

们看到，寓于各民族法与国家法、国家间法与国际法的分离之中的二元对立

（Dualismus）跟寓于公法与私法的分离之中的二元对立却处于一种可能在理论上

和实践上具有重大意义的极其有趣的历史联系之中。其关系在这里颇令人关注的

是，这两种区别显然是围绕着同一个概念枢纽和一个共同的概念轴心，即国家概念

运动的；此外，这两种差别还有一个共同的对立概念，即Common Law或者普通法

（Gemeinrecht）的概念，这是一种并非专指国家的且并非按照公与私划分的统一

的法。因此，人们必然会从法律史的角度问，基于这个共同的、承载着两种二元对

立的国家概念，国家间法与国内法之二元对立在多大程度上是跟公私法之国内的二

元对立平行的？这种双重的二元对立会不会受到当今法律发展倾向的不良影响？

狄金森（Edwin D.Dickinson）的Changing Concepts and the Doctrine of Incorporation（《观念变化与归并说》）是一篇非常有趣的文章，然而在大量关

于“国际法与国家法”问题的文献中却未受到足够重视。他在文中根据英国实践中

的生动成例（Präzedenzfälle）说明，国际法与国家法的关系只有从一个时代的基

本法律观念出发才可能为人所把握。在18世纪，国际法基于普通法之自然法观念直

接被看作国家法的一部分，它是a part of the Law of the Land[国家法的一部

分]。法之国家性在这时由于普通法观念占主导地位，尚未成为决定性的概念特征。

普通法与自然法可以相互转化。所以，在这里不存在转换和归并问题；“来源”问

题本质上也不同，因为不存在国家的立法垄断。国家的集中化和国家的立法权力越

是臻于完善，对于国家的司法和行政，对于建立在此一基础之上的实证主义的法律

思想，形式上的适用依据（formalen Geltungsgrund）意义上的“来源”问题便

越是突出。现在，从此一法领域向彼一法领域的“转换”是核心问题。诸如转换、

变换、归并、并入、权威的折中以及最为确切的、为瓦尔茨所用的“适用性延

伸”（Geltungserstreckung）等概念表明，在这里所有一切完全是以形式上

的“适用”问题为转移。在现实实践中，国家立法者权威的折中可能具有相当不同

的意义，往往仅仅是一个纯然设想的甚至虚构的过程。可是，它在理论和形式上却

始终是“决定性的”。

在这里，二元论的概念构成完全是国家决断论性质的。因为，首先其基础是一切法

皆国家意志的观念，其次，其瞩意之所在只是冲突和碰撞的情况，即国际法准则与

国家准则之间的矛盾。因此，与一切真正的普通法思想（Common-Law-Denken）相

反，这种概念构成的问题提法不是内容上的，不是针对国际法是否为国家法的一部

分的问题，而只是追问形式上的“适用依据”，只是想当然地去探查“根源”。这

种国家决断论的思想无疑战胜了普通法的Common-Law思想。盎格鲁-撒克逊法院也

适应这种思想，根据一种大体清楚的国家法的“适用延伸”原则运用国际法准则。

不过，这种独特的国家决断论思想的胜利在更大程度上是问题提法的胜利，而并非

内容上的回答的胜利。这植根于决断论本身的逻辑。回答本来会自动地产生于二元

论的问题提法本身，因为后者完全针对国家的意志和冲突个案。民族的、国家的法

官在冲突个案中必须应用民族的、国家的法，这完全是理所当然的，这是作为一个

受国家委派担任国家职务者的法官之国家立场和国家责任感所使然。一个教会法官

在类似的个案中同样会基于教会法的适用性延伸原则运用非教会法。假若果真有一

个超国家的或者国家间的国际法官，他在冲突个案中也同样理所当然地优先使用国

际法。只是国家法律思想的这种偏重的情况和理所当然性是如此严重，所以，今天

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这类非国家的、超民族的法官。海牙国际常设法院的法官们今天

仍然是其祖国的公民，有义务忠诚和听命于他们各自的祖国。如果说他们担任的国

际职务在这一方面给予他们更大的自由，这也只是基于他们各自国家的授权。只要

他们仍然是英国、美国、法国、意大利的公民，他们在国家法与国际法发生严重冲

突或者碰撞的情况下必然选择各自民族的国家法。否则他们便陷入一个国际性和国

家间性的空间，那里的空气今天对于一个孤立的个体似嫌太冷、太稀薄了。针对一

个由国家授权和受国家制约的法官在冲突个案中的行为的问题，只能够追问形式上

的适用依据，而且必然自动地落实在形式上的国家性和国家法令的唯一标准之上。

国家决断论思想在19世纪战胜了普通法思想。所谓“实证主义”的胜利只是这种思

维方式的胜利。国际法由此而成为国家意志，这种意志通过一种作为条约或者习惯

的决定性的意见一致的典型方式表达出来。国内法同样成为国家意志，而后者则通

过一项国家法律的典型方式表达出来。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两个方面都可能导致二

元对立。人们不妨认为，不可抗拒的国家意志的权力不论对外还是对内，不论从国

际法上还是在国内都必将需要走向绝对的统一。为从两个方面构架这种一元论而进

行尝试者也不乏其人。作为说明第一种二元对立的新的例证应提到舍歇尔（Ludwig

Schecher）的书Deutsches Auβenstaatsrecht（《论德国的国外法权》，

Berlin，1931），说明第二种二元对立的例证则是凯尔森著名的关于公法与私法之

法律上的平等的规范主义理论。适用性思想始终是形式上的，并因此而合乎逻辑地

总是导致无视具体制度特点的形式上的同一性。但是，实践却毫不动摇地坚持两种

二元对立。在一个首先无比清晰地阐发了国家思想的国家——法国，甚至也最清

晰、最彻底地形成了公法与私法的国内的区别，国内的审判权被以二元论方式分属

于民事法庭和行政法庭。在19世纪，并非在所有国家都如此彻底地实现了这种干净

利落的划分，但它毕竟存在于大多数国家。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在形成了国内二元对立的情况下，对公法和私法在具体事件中

先后顺序的问题作出的回答实质上是特别矛盾的。从形式上看，在这里作出决定是

很简单的：一切私法之适用依据和“根源”都包含在国家的宪法法，即Jus

privatum sub tutela juris publici[私法从属于公法]。然而，对于彻底的立

宪主义而言，宪法法恰恰又服务于“自由和财产”，即私人个体的自由和财产。形

式上的适用依据在这里正如在国际法里那样不可能决定内容上的问题。至于在法学

的发展和学科的估价方面构成形式和概念的力量，事实上大都给予私法及其学科更

高的地位。这是由法学思想的结构决定的。瓦尔茨的话很有道理：“在私法论坛之

前，评论家必须使自己取得法学上的正当性”（《种属相同与同种属性的对立》，

第21页）。在大多数专业法学家看来，公法是更迭不定、迅速变化的事，而私法的

基本特征和基本概念在他们看来则是“永恒的”。

对公法之形式上的适用优势和私法之专业优势的这种明显误解有必要作一解释。我

觉得主要原因是，在国家形式的适用性结构的表象之后和公私二元对立的情况之

下，私法实际上仍然是作为一种普通法，作为古老的非国家性和统一性意义上潜在

的普通法而继续存在。这在存在着公法和私法二元并立的不同国家具有非常不同的

表现形式，但却明显地以某种方式存在。比如在德国，公法私法的划分一直是与下

述观念联系在一起的：私法和对私人的审判权保留着普通法和普通法的审判权的某

些东西，公私的二元对立并没有一直深入到法律的最深层根系。拥有私法民事审判

权的法庭总是从某种特殊意义上被人感觉到是“正规的”法庭；这类法庭无视将其

主管权限制在私法的争讼事务的德国法庭组织法§13，总是广泛地就公法上的诉求和

争端作出裁决，而且尽管公私法分离却从未完全放弃基本的、潜在普通法性质的法

律统一的思想。我在这里不得不放弃对这一重要论断进行法律史和实定—法权上的

（positiv-rechtlich）说明。我只举一个直观的例证：当德意志帝国法庭时至今

日仍然坚持它对无疑属于公法的普通国家法（Allgemeinen Landrecht）绪论§74

和§75规定的所谓献身权利（Aufopferungsanspüche）的管辖权时，其行为从根本

上无非是，它在继续普鲁士最高法院以关于财产的普通法观念为基础的实践。它

以“历史的”或法律保护的论证置公法私法的区别于不顾。不过，即便在其他一些

逻辑上始终如一地实施这一区别的国家，私法至少仍被视为法学和法律思想的真正

故乡。法学的所谓“普通的部分”本质上是从私法方面决定的。法学基于其寓于科

学活动本性中的自由和独立性，最能够对下述普通法思想保持清醒意识：法不仅是

国家的指令，而且也是ratio[理]和logos[逻各斯]。1920年12月16日国际常设法

院章程第九条所提到并在这里与grandes formes de la civilisation[伟大的文

明形式]相提并论的principaux systèmes juridiques ou monde[世界主要法律

体系]，同样可能主要是从私法概念及研究它们的学科方面规定的。起草第九条本文

的协商委员会的报告明确地说，“世界主要法律体系”并非指不同的国际法体系，

而是指民族的、国内的培训和特点的差异，是指与法国法律思想所独具的

déducations logiques[逻辑训导]相比在盎格鲁-撒克逊国家中由成例的规范性所

构成的educations jurisdiques distinctes[不同的法学训导]、不同的思考方

式。反之，“公认的国际法规定”大部分是人们可以从我们所说的意义上称为普通

法的东西。因此，如果人们观察一下这些公认的国际法规定之系统性的归纳，人们

至少可以将其概念、定理和准则的四分之三看成由欧洲法学家们代表的普通法所指

的普通法学说的一部分。

这种“公认的国际法规定”在不致为国内法的具体规定所排斥的条件下，在国内和

国家间实质上被当成普通法。对auctoritatis interpositio[权威的折中]的强

调，在这里只意味着提出一个适用于冲突个案的保留条件。我们在所谓国际私法中

看到了相应的保留条件和设想。我在这里并非强调内容上确定的Ordre Public[公

共秩序]的条件，而是指在这里也占主导地位的内容，或者客体为一方与适用依据和

根源为另一方的二元并立。弗拉基斯塔（Fragistas）对此作了最明确的表述：

IPR.[国际私法]就其对象而言是国际法，但从其来源看则基本上是国家法。洛依

（Fritz Reu）发表的一本展示其才华的书也没有超出这个命题。该书基于其国家

实证主义，对实质上属于普通法的概念——如juge naturel[自然法官]——束手

无策，并将诸如“文化共同体”或者“法律共同体”之类的观念打入非法学和纯思

想的范畴。它以这种方式谈到“国家间的法和文化共性（Rechts-und

Kulturgemeinschaft）的思想”（第20页），或者“在所有文化国家形成了一个

大体相似的和同等价值的解决私法争端的法律程序”（第30页）；谈到“大体在和

平时期形成的共同体的权限等级”（第81页）；谈到“一切文化国家内的近乎同样

形式的、提供同样的法律保护的机构”（第86页）；在德国的ZPO.

（Zuständigkeit der deutschen Gerichte für die Scheidung von Ausländerehen[德国法院对涉外婚姻离婚案的管辖权]）的§606载有“承认民族间

的司法团体”（第141页）等。但是，悬浮于所有这些共同点之上者是国家性或者非

国家性之决断论的非此即彼选择，以及反映着国家间与国内的二元对立的客体与适

用依据的二元对立。这种二元对立在国际私法的特点上表露得特别清楚，因为欧洲

普通法的实质在这里远远比在国际法里更为直接、更为明显。即便在这种普通法的

现存机构获得新内容——如通过种族立法的婚姻和家庭——的时候，这种欧洲共性

也绝未遭到否认。我在就“民族社会主义的立法与国际私法中的公共秩序的条

件”所作的报告中指出，德国立法在这方面多大程度上具有特别的“防守”品格。

如果洛依在他的书中（第81页）说明有攻击成性的和——如他所说——“平和

的”国际私法，那么，他在上述报告里会找到几点对这个论题的见解。一旦认真对

待作为一个具体秩序的“欧洲各民族大家庭”的观念，也就必须承认共同的、不只

是国家所规定的法律概念和机构，换言之，就必须承认普通法。然后人们将看到，

国家与非国家的二元对立仅限于单纯的冲突个案，它是一个独特的决断论的、形式

上的思想。

实质上尚存在着普通法这个现实，当然在国际私法中大都被认为是非政治性的，所

以，在应用的诸准则出现内容上对立的情况下，公共秩序的条件便足以充当安全阀

门。国际法里的问题却与此不同，尤其在真正的政治领域，在战争法和中立法中。

在这里只是当作动议的几点提示可以使人意识到，关于普遍的私法领域的观念，从

国际法上看具有多么重要的意义。原则上将战斗人员与非战斗人员区别开来的所谓

大陆的战争观，便是以国内的公法领域与私法领域的区别为前提的。二元对立的结

构对法律状况的理解使这种结构将上述区别之客体当成国际法，而将适用依据当成

国内法对待，这显然并未抓住论题的要害。在中立法中也有相应的情况。众所周

知，1907年10月18日第五次海牙协议的规定（尤其第16—18条）明确地将国家本身

的中立与中立的个人，即中立国的公民的行为区别开来，并不将这类公民的私法上

的行动，例如向交战国承担战争供应或者提供贷款，看成破坏中立国所承担的国际

法的中立义务的行为。面对整体国家的整体发展，或者面对向着国家法中立规定的

发展，例如通过1937年美国的中立法，这种情况能否得以维持，是另一个问题。至

少在1907年10月18日海牙中立协议的上述规定中，被当成前提者是作为国际法秩序

的一部分的国内公私法的二元对立。在海战法中，尤其对于封锁法和战时海上掠获

法（Prisenrecht），同样的前提更加具有根本性质。在这一方面，迄今为止的海

战法建立在下述思想之上：国家为其从事贸易和航海的公民保留一个私人领域，因

而对属于此一私人贸易领域的公民的行为不承担责任。属于一个中立国家的私人企

业主如果冲破封锁或者运送违禁军用物资（Konterbande），完全自己承担风险；

不过，他的行动既不犯法，也不违背国际法；他也并非海盗。国内关于国家与私人

的区别在这里超越国家法的头顶延伸到国际法空间并造成两个领域，即进行封锁的

或者交战的国家的领域与拥有中立国公民资格的私人船主领域的直接接触。这样一

来，恰恰在战时“海上掠获法”中，一种并非特有的国家法的观念是无法根除的，

国家二元对立说在这里遇到了十分特殊的障碍和困难。固然，瓦尔茨在他的《国际

法与国家法》一书中证明，英国海上掠获裁定法院也将国际法的“海上掠获法”当

成英国国家法使用（瓦尔茨的行文是：作为“形式意义上的英国国际法”），可

见，在这里国际性的海上掠获法之被国家的海上掠获仲裁法院使用，只是根据国家

的“一般的附加延伸条款”（Erstreckungsklausel）。但是，这只是与二元论

的，或者——按照瓦尔茨的辩证法——多元论的问题提法同时自动产生的结果的一

个运用个案。可是，所有这些形式上的适用延伸的背后保持着其生命力的是下述思

想：正是在海上掠获法上，宪法法院直接使用国际法而不使用国内法。瓦尔茨称这

里占主导地位的观念“杂乱无章”（第285页）。这是事实。我对这一点的解释是，

形式上的国家决断论的问题提法并没穷尽事情的本质。英国海上掠获仲裁法庭为它

对萨莫拉案件（1916年）的裁决所作的解释在这里特别有教益。虽然法官根据国家

的适用延伸原则使用国际法的思想得到明确表达，其中包含着承认二元论（以及多

元论）的观点，这已为瓦尔茨（上引书，第285页）作了无可辩驳的说明。然而，完

全属于另一种普通法观念的强有力的残余仍在起作用，仍有生命力。因为英国海上

掠获仲裁法庭在其上述解释中说，一个海上掠获仲裁法庭作为一个municipal

court[国内法庭]将它所运用的国际法只是作为a branch of municipal Law[国

内法的一个分支]使用。然后他紧接说：“但是，一个实施国际法的法庭必须确定和

执行一种法律，这种法律并不是任何个别国家所制定的，而是来源于文明国家在其

相互关系中或者明确的国际协议中所遵奉的实践和运用。”在这里，对象与适用依

据、内容与形式的二元对立从其全部未得解决的和不能令人满意的问题中表露无


疑。

诚然，国际法与国家法的二元对立不同于公私法的二元对立。尽管如此，两者在法

律史的发展中通过法律之独具国家性观念，以及共同与普通法的对立而联系在一

起。因此，凡是出现一般强大的反对将法与国家律令等同的运动的地方，两种二元

对立便同时成为问题。一切努力，不论是发展某一个别民族的普通法，还是发展欧

洲诸民族的有实质性内容的普通法的努力，都必须从批判性地检验以这两种二元对

立为基础的前提和问题提法开始。这是为实现一种真正的、超越国家性与非国家性

之决断论抉择的普通法而跨出的第一步。这也是本文的目的之所在。倘若能够使我

的同行们的注意力转向两种二元对立之法律史上的联系及其共同的与普通法思想的

对立，我将视之为一大成就。这样也就达到了本文客观的学术目的，我为此文的个

人动机在于，以这篇为我们国际法学界的一位泰斗所推动而写成的法学上的阐释，

表示我对他的敬重之情。

34.中立与中立化——评施泰丁的《帝国

与欧洲文化之病》[1939]

[题解]本文原刊Deutschen Rechtswissenschaft, Vierteljahresschrift der Akademie für Deutsches Recht（《德意志法学：德意志法学研究院季刊》），

卷IV第二期，1939年4月，第97—118页。宪法条文部分是Staatsgefüge und

Zusammenbruch des Zweiten Reiches（《第二帝国的国家结构及其崩溃》，

Hamburg Hanseatische Verlaganstalf，1934）一文的命题和观点的进一步阐

发。

施泰丁（Christoph Steding）在他的书（Hamburg，1939）中谈到的欧洲文化之

病，指的是敌视帝国的中立化和非政治化精神。中立精神将文化、进步、教育、非

政治性科学等概念和其他类似的观念作为有效手段，用来反对位于欧洲中央的一个

强大帝国的斗争。于是，政治变成一种与一切精神性和文化性的东西相对抗的反

题，而一个虚弱的、预先规定为战场的欧洲中央变成一个伦理的和美学的理想。这

种精神在瑞士、荷兰和斯堪的纳维亚诸国，而且也在德国国内获得无数先锋斗士和

盟友。巴塞尔和阿姆斯特丹等城市是其驻跸之地。布克哈特、尼采、朗本、格奥尔

格（Stefan George）、托马斯·曼（Thomas Mann）、弗洛依德、赫伊津哈和巴特

（Karl Barth）等人的名字出现在这个其终极目的为非政治化、中立化、无决断状

态、虚无主义，而最后则是布尔什维主义的文化阵线里。像民族社会主义的第三帝

国这样一个位于欧洲中央的强大德国，在这些文化斗士的心目中是一个真正的敌

人。为反对这个敌人正酝酿一场以搜罗来的大量所谓非政治性的、纯精神性的武器

进行的特殊斗争，可是在其所谓精神性背后却是西方民主国家十分具体的政治利

益。

弗朗克（Walter Frank）在这本书的正文之前加了一篇为这位1938年享年35岁便

故去的作者所写的献辞，为他立下了一座其巨大影响令人难以摆脱的纪念碑。施泰

丁以往只是以他在1932年发表的论文Politik und Wissenschaft bei Max Weber（《韦伯著作中的政治和学术》[Breslau, Korn]而知名。他由此而引起广

泛关注，并证明了他揭示科学以及抽象的命题和态度中的政治内核的非凡才能。人

们只需将他对韦伯的精辟而动人却又始终保持具体和充满科学性的分析，与不久前

在巴黎发表的万因赖希（M.Weinreich）关于同一个学者的论文作一比较，立即便

看出施泰丁的过人之处。在多年孤独的工作之后，现在这部遗作问世了。其视野和

广度与深度、其决断力和丰富内容必定引起人们的赞叹，可同样明显的是，此书缺

乏严谨的、结构上的周密思考。因此，许多方面是残缺的、不系统的和主观主义

的，甚至带有印象主义色彩；其中不乏不切题的议论和累赘重复、单纯的攻击和诋

毁。全书更像一座大厦的毛坯，而不是设计完美而庄严的建筑物。由于施泰丁极其

严厉地指责他的中立主义的论敌缺乏建设性，缺乏体系和结构，这些论敌便更容易

将他的整个著作看成一堆草稿，充其量只是一些具有心理学趣味的草稿；同时认为

此书对概念的延伸没有任何准则和界定，是漫无边际的肢解。而且，由于在这本书

里形形色色、方方面面的敏感点受到触动，不仅托马斯·曼和巴特，而且诸如克尔凯

郭尔（Kierkegaard）、巴霍芬、尼采和格奥尔格都出现在反帝国的文化阵线里；

此外，不仅瑞士人、荷兰人和斯堪的纳维亚人，甚至施瓦本人（如第238页）、施莱

斯维希人（第111、242页）、波罗的海沿岸的人（第242页）、汉堡人（第268页）

和法兰克福人（第245页）都可能感到备遭伤害，所以，这本书很容易为自己造成一

个成分特别混杂的反对阵线，人们利用它公开的弱点和空档，很想用一句愤懑的话

结果英勇的施泰丁：“不要审判，免得你们自己受审判。”不过，我们不可因此而

误入歧途；让我们设法发掘这部遗著的财富为我们所用。人们都知道，最混杂异质

性联盟集结起来所反对的东西并非最坏的东西。

该书并非法学之作，尽管有某些法学上的提示，却并未作专门法学上的阐释。不

过，它以一种包容一切领域的真正政治性的因而整体的观察方式，将一个直接的甚

至宪法法和国际法所独有的概念，即中立与中立化概念置于中心地位，并通过许多

涉及面颇广的阐释和例证使之直观易懂。所以，此书对于法学研究者不仅有推动作

用，而且也显示出创造性。早在几年以前，我们以往的法学研究便被迫面对中立化

和非政治化的基本含义和阶段的问题，谁基于切身经验了解德国反对日内瓦国际联

盟的精神及其法学的斗争，谁了解在这些倾向蓬勃发展的年代的施泰丁所由出发的

1925年的精神环境所产生的“瑞士化”问题，谁就会有理由从他的学科出发，为这

部天才的未完成之作所包含的重要印证和升华而感到高兴；同样在另一方面，也会

像他那样，从法学学者的特殊地位和责任感出发进行补充性的提示和精确表述。两

者只服务于不可阻挡地持续进行的斗争，在这个斗争当中，施泰丁的书是一个巨大

的武器锻造场。任何人都不可不注意到，这场所谓非政治性科学的斗争在多大的范

围内展开并日趋激烈。西方民主国家为了其“正义战争”在以空前巨大、空前整体

的规模加强其精神武装。这些国家似乎认为它们正处于攻势。甚至著名法学家们的

学术威望和崇高地位也被用来充当斗争工具。我要提请那些尚不理会这场斗争的意

义的德国法律维护者们注意刊登在《美国国际法杂志》1939年1月号上的加尔内

（J.W.Garner）的文章：“纳粹放逐德国国际法学教授”，其中谩骂、攻击德国，

并得出其明确的结论。这大概足以向我们中的每个人说明当前国际政治斗争的激烈

程度，并使之意识到自己的处境。

一、国家和政府之国内—宪法条文上的中立化

欧洲国家形成的历史是国家内部诸教派的、社会的和其他方面的对立之中立化的历

史。国家本身作为诸机器之机器（machina machinarum）从其本质上便是中立

的，而且长时间内不可能有任何变化。19世纪的自由立宪主义继续了这个中立化过

程，甚至控制国家的政府，并将专制君主变成一个中立的与施政的政府分离开来的

国家元首。颇为独特的是，关于国王作为“中立权力”，（pouvoir neutre）的理

论和说法，是由出生于洛桑的浪漫派作家贡斯当（Benjamin Constant）在1814年

拿破仑一世战败后提出的（见《宪法的守护者》，1931，第132—133页）。国家权

力的最高领导由此而与政府分离开来。与国家认同的专制君主变成了一个内政上中

立的值，甚至在政府与反对党的对立中也不可表明态度。寓于分离中之真理内核，

即auctoritas und potestas[权威与权力]的区别，只是间或才发挥影响。

这个学说之宪法史意义和中立的国家元首的实践，迄今尚未从整体上以其理应得到

的详尽阐述放进19世纪内政史的广泛联系之内。在内政中立的朦胧光照里，19和20

世纪不同的立宪制国王和总统扮演了非常不同的、好的和坏的角色，并完善了某些

根据内政状况可能实用和有效的“间接权力”的方法。但是，从机制上看，在这个

中立权力体系里，一个中立的“国家首脑”总是面对着一个政治性的“政府首

脑”；而且只要立宪制正常运作，这个“国家首脑”便不可公开和直接地主动行

事。在职能分工的情况下，他不可行政，而只可以平衡和协调的方式浮游于种种对

立之上。Il règne et ne gouverne pas[他君临而不治]。许多欧洲宪法都接受

了将行政分为被动的国家首脑和主动的政府首脑的分工方法：英国、法国、比利

时、意大利、德意志立宪制君主国和巴尔干君主国。这种二元对立的执政模式今天

仍然存在于——虽然只是作为表面的框架和形式——那些人们还不像在德意志帝国

那样从领袖思想得出一切结论的地方。即便当今法西斯主义的意大利的宪法法也保

留这种分工。它是立宪主义的核心部分，符合其最深层的内在逻辑。

在德国，19世纪的政治理论以及与之相关联的民族自由主义的历史编纂和宪法史，

恰恰在这一点上曾极力避开立宪主义的内在逻辑，想方设法将立宪制君主政体与议

会主义的君主政体分离开来。自立宪主义在普鲁士取得胜利以来，即自1848年以

来，一再强调普鲁士国王与英国或比利时国王相反，尽管实行立宪制宪法，可正是

作为立宪制君主而亲自行政，德意志立宪制君主政体作为一种宪法类型与自由派的

西方议会制君主政体的区别，恰恰在德意志立宪制君主自己主动地决定政策。立宪

制君主政体的政府与议会制君主政体的政府这一反题，经由施塔尔-约尔森

（Stahl-Jolson）——他在这一领域的成就无异于也不逊于比如海涅或马克思在其

他领域的成就——从心灵上影响了国王本人和普鲁士保守派，他们自认为从中找到

了抵御西方立宪主义洪水的救命堤坝。从逻辑上看，这个反题是荒唐的，因为议会

制君主政体也在较高的程度上是立宪制君主政体；在其机构性运作的过程中，议会

制君主政体只是通往完全议会制道路的先导；但从其心理的和宣传的效应看，含有

安抚性妥协程序的意味，在这个程序的背后，与立宪主义必然联系在一起的君主中

立化的过程得以顺利向前发展，其结果直到1918年秋方才完全表露出来，接着在魏

玛宪法中得到真正彻底的实现，虽然有点像遗腹子。

当然，对19世纪德国的内政思考方式和观念世界而言，这个反题的涵义是不言自明

的。除了国王究竟谁来统治呢，如果不是议会，如果不是占议会多数的政党领袖的

话？一切资产阶级政党以及保守的和自由保守的政党，按其政治常识不可能有根本

不同的想法。俾斯麦的一些言论证实了这个看法，1882年1月4日最高公告对此给予

一种认可。国家法学和一般国家学说活动于同一个概念框架之内，而且如斯门德正

确指出的，远离烦琐的第二帝国宪法之真正的arcana imperii[帝国机密]，以致它

们不可能对一种变成官方性质的概念模式持有不同想法。让我们暂时从这一反题的

心灵影响解脱出来，关注一下执政的第二帝国皇帝们，和其他几个了解国家机密和

宪法现实之最内层的人物的真实态度和观念，因为他们可能被认为比同时代的议员

和教授们有从更切近处观察的机会。我们很快便看到，上述非中立的立宪制德国君

主政体的学说对于普鲁士国家可能具有某种策略意义，但却在一切方面对第二帝国

中央政府不起作用，最多只被用来掩盖下面的事实：通过将行政权力给予帝国和普

鲁士这种联邦式分工，通过以不可抗拒之势向前推进的帝国政府中立化，甚至普鲁

士国家也被卷入了中立化过程。

（一）俾斯麦宪法下的德意志帝国不仅没有“负责任的”国家元首，而且没有真正

执政的皇帝。威廉一世自称是普鲁士“真正立宪制的”君主。但他在普鲁士的王权

非常强大，军队只服从他，全部官吏都忠于他。他作为普鲁士国王却并没有一个真

正的政府首脑，身边也没有一个首相，而只有一个部长团队（Kollegium von

Ministern），其中至少国防部长和财政部长能够按自己的立场行事，在这样一个

宪法体制下，最重要的权利是，此两人可晋谒国王。众所周知，总理只是部长会议

的主席，只是primus inter pares[享有平等权利者中之首席]。伟大的君主们任

何时候都明白，首相体制对其王权（如路易十四对他的儿子和继承者们所告诫

的）“意味着什么”。虽然国王地位如此强大有力，在普鲁士仍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一场宪法冲突，只是这场冲突由于在1866年打了胜仗和外交上的成功这类幸运事件

而得以克服和掩饰过去罢了。经历过这场普鲁士冲突的几代人的一切宪法法和内政

的思想都受到这场冲突的影响。所有的人，尤其俾斯麦，都不会感觉不到冲突正在

深层继续进行。俾斯麦的国宪法在普鲁士与帝国之间带来许多不易看透的权力和权

限的转移和平衡。普遍选举法以及其他自由派的要求只是在帝国之内，但却并未在

普鲁士变成现实；自由主义可以说被转嫁给了帝国，而普鲁士则自以为已经将其国

家、军队和行政机构置于安全庇护之下，不致受到自由主义的侵染。自由主义与保

守主义的矛盾因此而以最危险的方式变成了帝国与普鲁士在内政上的差异。普鲁士

宪法冲突之未得解决的问题：谁决定军队的数量和军备的规模？即国防

（Wehrwseen）（不是胡伯所说的兵役制度[Wehrordnung]）与议会预算法的关系

问题现在也并未得到答案，可是却从普鲁士转移了出去，所以冲突至少在普鲁士不

再可能重新出现。军队仍然是普鲁士的，而军队预算却是帝国议会的事；同时，最

重要的财源——直接税，尤其所得税，仍留给各个邦，这就是说也留给普鲁士控

制。只要时刻意识到这个分配体系，便容易理解第二帝国的宪法史，便可能明白诸

如烟草专卖之类的问题何以获得如此巨大的内政意义。尽管发生这种转移，但关于

就军队数量适应变化不定的政治态势作出决定这个未得解决的冲突问题，却仍旧悬

而未决；它隐藏着始终是主宰一切的、在每次军队方案出台时令人感受到威胁的问

题。俾斯麦于1887年1月11日在帝国议会上说，每一次都从这个问题的讨论中（引

者按：即军队在和平时期的常备兵力问题的讨论中）产生一场危机，我不想说是一

场冲突，但却是对一场可能的冲突的焦虑。每一次都产生这个问题：如果不能达成

一项协议，那究竟什么是正当的做法呢？

俾斯麦经过巨大的努力成功地与摇摆不定的政党一起，在帝国议会取得得赖以通过

预算法的多数。这个理当受到称赞的成就，对于第二帝国的宪法史状况和结构意味

着什么呢？这证明，在帝国之内执政的既非立宪制的国家元首皇帝，亦非人民代议

机构的议会的政党领袖，而是一个第三者，是独自负责的帝国总理和政府首脑俾斯

麦。可惜他不得不每一次都重新到处寻求组合为他可能执政而需要的基础：求诸皇

帝，求诸参议院，求诸普鲁士，求诸各邦君主，求诸形形色色的议会政党。由于俾

斯麦的个人权威和外交手腕足以应对一个立宪制政府的这种独特的折中解决办法，

人们便没有意识到这样一个事实：这种折中解决办法事实上已经意味着一种特别复

杂而又达到特别高的程度的内政中立化形式。俾斯麦取得了以持续性变动不定的基

础进行统治的令人惊异的成就。他既不可能依靠一个坚定而可靠的、由他所领导的

政党，也不可能依靠一个等级或者阶级，抑或另外什么组织，也不可能依靠后来以

独特方式成为中立权力之基础和载体的值，即军队和官吏。他作为一个文官意义上

的值，根本不接近普鲁士军队；而帝国官吏群体几乎是不存在的，姑且不说俾斯麦

鄙夷官僚体制；军队和官吏是国家的，是普鲁士的，恰恰因此而对帝国政府本身避

之尚恐不及。最终甚至像俾斯麦这样的天才政治家也怀疑这种执政方法。证明这一

点的不仅是1890年的所谓政变阴谋，而且还有他在被免职后发表的对议会表示友善

的言论。一个没有自己的权力、在一个不负责任的君主与异质的议会多数之间进

行“负责任的”统治的第三者的角色是不可能长久地保持下去的。

威廉一世皇帝让俾斯麦执掌政务，从不曾尝试在帝国之内采取主动并贯彻个人的统

治。但是，威廉二世企图冲破中立的帝国元首不可见的牢笼，做一个与官方的德国

理论相符合的、真正由自己行政的积极君主，竟是如此可悲地、以如此难堪的方式

归于失败，因这一失败而暴露出的宪法状况的现实令人震惊。在这危急时刻，为了

抵制进行个人统治之现实的或者臆想的企图，为了努力调教皇帝，使他明白自己的

立宪制的界限，将他培养成一个中立的值，所有右的和左的政党，保守党人和自由

派、联邦论者和中央集权论者突然达成了一致。在因1908年10月18日Daily

Telegraph（《每日电讯》）发表的文章而产生的所谓1908年11月危机期间，不仅

联邦参议院和帝国议会各政党，包括保守党都表示反对君主主政，普鲁士国务部甚

至在1908年11月10日一致通过一项决议，请求帝国宰相和总理先生“同时以国务部

的名义向陛下报告情况的严重性和陛下应避免一切可能挑起类似批评的行动的必要

性”。皇帝个人事实上也想完全按立宪制正确行事。“我何曾采取过可被视为对我

们国家宪法进行干涉的任何一个步骤？”他曾如此诘问奥伦堡（Eulenburg）侯

爵。他在其《1878—1918年间的事变和人物》（Leipzig und Berlin，1922，第

116—118页）中曾无比明确地陈述了他个人对一个德国皇帝应有的符合宪法的立场

的看法。“根据首相必须按照宪法独立承担外交责任的规定，他（帝国首相）可以

随意自行定夺。外交部只可以告知我首相所想做的事，所以，我往往并不了解一些

重大事务。这种情况之所以可能发生，原因在帝国宪法。”在提出这个具有宪法史

意义的论断之后，皇帝就1871年帝国宪法规定的皇帝与首相的关系作了宪法法上的

说明，他强调，他在这里并非讨论他与冯·贝特曼先生的私人关系，“而是完全从非

私人角度讨论德国皇帝与帝国总理关系中的困难”，“其源在帝国宪法”。在他就

此一论题所提出的六点看法中，有四点特别值得注意，这里全文引录如下：

1.皇帝对外交政策的影响程度视首相让步的程度而定。

2.皇帝要发挥其影响，可以经由讨论，提供信息，提出动议，可以通过建议和他在

旅途中所得到的印象的报告，这种报告随后被作为他个人所访问的国家的大使或公

使的政治报告的补充。

3.按照宪法规定，皇帝并没有强迫首相和外交部采纳他的观点的手段；他无法敦促

首相采取一项后者自认为不可能为之承担责任的政策；如果皇帝坚持他的看法，首

相便可提出或者要求辞职。

4.在另一方面，皇帝也没有宪法规定的手段以阻止首相和外交部奉行一项他认为欠

审慎或者错误的政策；如果首相坚持他的意见，皇帝所能做的只有准备更换首相；

然而，每一次首相更迭都是一个困难的、深刻影响国家生活的程序，因此在政治上

错综复杂和高度紧张的情况下是极其危险的，这是ultima ratio[最后的法理]，在

适合这个非正常情况下产生的岗位的人选很少时风险尤其大。

皇帝自己如是说。对在位30年之久的一个国家元首提出的这种宪法法的解释，人们

不可能不承认其在某种程度上的真实品格。皇帝十分肯定地说，让皇帝独自对一切

负责，正如“苛刻的好为人师者和爱挑刺儿的颠覆者”所做的那样，“是对以往的

德意志帝国宪法全然无知的证明”。

我并不认为，皇帝的这种宪法法观点是纯然追记的设想，只被用来推卸自己对世界

大战这场灾难所承担的责任。它并非单纯的遁词。如上文提到的，战前许多痛苦的

个人经验教育德意志第二帝国皇帝逐渐接受了与立宪主义逻辑相适应的中立性，彻

底领悟出关于个人执政的德意志君主的说法的真正涵义。由此也可以解释他在世界

大战期间，尤其在关键的1916—1918年间所采取的日益坚定的中立态度，到最后，

如莫泽（von Moser）在其生动描述中所说的，他变成了单纯的“世界事变之至高

无上的听众和看客”。没有什么比这个说法能更准确地概括一个君主政体的

pouvoir neutre[中立权力]。世界大战期间的德国皇帝甚至并没有发挥一个至高

的、裁定政治和军事领导层意见分歧和对立的裁判的角色，以致就在当时，即在

1917和1918年，负责军事领域的总参谋长兴登堡大元帅以最高军事统帅的名义进入

一种立宪制的职位，而鲁登多夫在军需总监的名义下则成为执行司令官。德意志第

二帝国皇帝虽然位居最高统帅尊位，虽然作为主动的德国立宪制君主而被认为不同

于一个被动的英国或者比利时议会制君主，但却并未执政，其原因正如他自己所

说，帝国宪法不允许他执政。保持如此的立宪制在政治上是否明智，这本身便是问

题。不过，人们不可低估当时立宪主义法律信念的力量，而那些曾为这个信念的形

成而尽力的人，是最后可以在这里提出抱怨的人。人们也不可无视破坏这种法律信

念所承担的风险，这最终正是所有自1890年以来内政上也许正确的甚至必要的所

谓“政变阴谋”归于破产的原因之所在。不可否认的是，在第二帝国所有关键性的

时刻都证明关于主动执政的、立宪制德国君主的套语和空话是不真实的。

那么，当1918年11月皇帝30年以来便高居其王位的帝国崩溃之时，他心灵中浮现的

思想是什么呢？我觉得，针对惊恐瞬间提出问题，从宪法史上看更加正确并能达到

更加真实的认识，这胜过保守的或者自由的德国国家法理论家们就德国君主向我讲

述的一切。皇帝在他的《事变与人物》（第243页）里描述1918年11月的情况时

说，“我想为我的臣民免除一场内战。假如我的逊位果真是阻止流血的唯一手段，

我愿放弃皇帝尊号，但不想作为普鲁士国王逊位，我愿作为国王留在我的军队

里”。尽管这个在《事变与人物》文本结束的地方不至于意味着，皇帝认为必要时

可以放弃帝国而退守普鲁士邦，但这种在极度危险的时刻出现的、将德意志帝位与

普鲁士王位和军队统帅职务分离开来的想法，却是令人吃惊的，这是第二帝国的宪

法结构之内在矛盾的标志。

（二）人们可以将荷尔施坦（Friedrich Holstein）和奥伦堡侯爵列入了解第二

帝国宪法机密的人物。我选出这两个人，并非由于他们特别令人产生好感，而是因

为第一，在他们最有影响的时期占据着能够从最贴近处进行有利观察的地位；第

二，人们可以将他们视为优秀的观察家，无须考虑他们同时是否为重要的政治家；

第三，他们相互间是在保守机密的情况下，而并非在充斥着口号和空话的公开场合

发表他们的见解的，虽然这些见解有着确定的策略。关于荷尔施坦，我只想在这里

提一下他在1896年就“帝国政变阴谋”所谈的一些见解（哈勒，上引书，第191、

193、196页）。这个词用得非常好，它更加准确，而且——请恕我直言——比通常

的、被转用在采希林（Egmont Zechlin）的书的标题中的说法“国家政变阴谋”更

加接近内情。在施托伯格、维尼格洛德伯爵（Albrecht Graf zu Stolberg-Wernigerode）所编的Bismarck-Lexilkon（《俾斯麦辞典》，Berlin，1936）

中，Staatsstreich[政变]词条下列出了俾斯麦文献中许多分散的相关段落。比卢

（Hans v.Bülow）还发现了另一种具有原创性的第三类Streiche，即他将自己的

朋友李斯特（Franz Listz）谱写的弥撒曲称为“教会政

变”（Kirchenstreich/coup d’église）。因为，这里重要的事实上是帝国宪

法与普鲁士邦宪法的对立，是中立的还是不中立的帝国政府的问题。荷尔施坦既分

析了在背景中始终同样的冲突可能性，同时还评论了经受过严厉调教而接受立宪主

义的皇帝内心动摇不定的态度。

如果帝国议会表现出不一致，人们便以帝国政变相威胁；如果公侯们暗示，他们不

会为这样的代价而受人控制，周围的人，包括科勒（Köller）则声言成立一个强大

的、完全靠自己的力量而无需帝国议会也能够存在的政府。

人们知道，荷尔施坦在1895和1896年曾反对皇帝个人的和直接的政治。当时，即在

议会化实现以前20年，他就看到，除了帝国政府之议会化以外别无其他可能。他认

为可以肯定的是，皇帝对抗帝国议会在其他公侯那里不会得到任何支持，但是，如

果他试图以暴力对付他们，“俄国和法国便会直接进行干涉”。在收入哈勒书中

（第382页）的1919年9月28日的信中，奥伦堡侯爵分析了他为什么反对荷尔施坦为

破坏皇帝个人的执政方式而制定的计划，原因是皇帝很可能在不久以后面对议会而

接过为人民造福者的角色，而且这一次是与他的同僚即其他君主一起；还因为那将

会是一场“恐怖的结局”。

奥伦堡侯爵早在1894年曾就当时德意志帝国的内政状况作为说明，这些说明可被视

为对真实宪法状况的精辟分析，对我们的语境，即向着中立的帝国政府的发展状况

具有特殊的意义。首先因为他——我认为颇为有理——着重指出，俾斯麦之所以可

能执政，其秘密只在于执政者而并非国王；其次因为他无比清楚地看到，“普鲁士

国王”不可能是“普鲁士的反动皇帝”。奥伦堡侯爵在1894年12月2日致荷尔施坦

的信中（哈勒，上引书，第170页及以下）说：

我认为，严重的不和逐渐形成，因为一个并非国王的人的长时间执政，极其有力地

推动了自由的即议会的思想——或者我们只称之为立宪制的思想——在普鲁士的发

展，所以，如果一个国王自己要执政，有教养的阶层可能承受，但却不可能不怀内

心的反抗……在帝国之内，人们除了议会主义对其他一无所知。贵族、等级的权力在

那里（即帝国之内，就是说除了普鲁士以外）已被粉碎，比在普鲁士早三百年。自

由主义，即民主主义在整个帝国已深深地渗透进骨髓，一个自己亲政的德意志皇帝

比一个今天在普鲁士亲政的国王更加令人费解。因而在帝国之内，一个并非皇帝的

执政者在将近二十年的时间里，对于德国人真正变成了民主的历史编纂家在以后的

时代将称之为“为命运所决定的、在政治进步的轨道上行进的德国人的领袖”的东

西。

奥伦堡哀叹，俾斯麦帝国的建立所形成的“执政的政治家与昏睡的英雄皇帝的联

合”摧毁了古老的普鲁士王国，以亲政者形象登场的皇帝，只有当一场“侥幸取胜

的战争”为他带来“必要的体面”时，才可能赢得这盘棋。从他在1897年1月16日

致比卢的信里看到，作为出路者是“一个由杰出专家组成的牢固统一的内阁”。

（哈勒，上引书，第212页）中立权力在这里是唯一仅存的执政方法，这一点表述得

再明白不过了。

我们引证荷尔施坦和奥伦堡的言论，目的并不是要将威廉时代两个极其成问题的个

个提高到宪法史主要见证的地位，而是——面对德国立宪主义的妥协和宽慰性套话

——通过真正知内情者的典型言论使人意识到第二帝国的宪法状况。在每一个严峻

的情况下人们都断言，这个帝国的执政结构自身事实上只包含着中立的权力或者议

会的执行权力的抉择，而没有在主动执政的君主与议会制政府之间进行选择的可能

性。奥伦堡关于出路在专家内阁的意见只是偶然之言。他早在1894年就认为，在严

峻情况下，议会制是唯一可能的执政形式，而到了1918年秋天，这已成为无一例外

地占主导地位的意见。随后，1919年的魏玛宪法产生了按照立宪规定中立化的国家

总统，可是当最终只有“被宽容的”议会制政府的时候，即在议会制的执政体系自

我结束之后，总统恰恰从他为军队和官吏所支持的中立地位发现了着手合法地过渡

到一个崭新的宪法基础，即过渡到民族社会主义帝国的宪法基础的可能。对这一发

展人们记忆犹新，这也是宪法史上人所共知的，我在这里只须提示一下（参见胡

伯，上引书，第15页及以下关于宪法史的叙述）。

施泰丁所讲的不是这种关于中立权力的宪法法学说和实践。这令人深以为憾。本来

他最有能力科学地阐明19世纪pouvoir neutre[中立权力]发展在全欧洲的重大联

系及其思想史和文化史的特征和广泛影响。但尽管如此，对于熟悉宪法史的读者而

言，他为我们留下的著作在这一方面还是非常有意义的。他将思想和文化上的中立

化倾向只看成其核心为政治性的决断和表态之外延影响。由此人们可以看到，自19

世纪以来的中立化过程是多么深刻地推进到德国的最内在部分。施泰丁清醒地意识

到第二帝国宪法的二元对立和矛盾、普鲁士宪法和帝国宪法以之为基础的妥协

的“辩证法”，并极其确定地将之公之于众，尽管他高度敬仰俾斯麦和他的功业，

尽管他从未陷入对帝国的敌对情绪（第131页）。他将“中间帝

国”（Zwischenreich）定在1890—1918年间（第64、89、112、131、449页

等）。他由此而作了一次必要的宪法史分期，这有助于消除关于第二帝国真实宪法

状况的许多立宪主义—保守的和民族—自由的谬误和幻想。“从威廉二世到施特勒

斯曼1890—1925年的中立化”一章可惜太短（第85—94页），与其他思想和文化哲

学性质的阐释相比纯属格言式的文本。可是，这一章的整体观点是中肯的，例如正

确地看待中立性倾向和联邦主义倾向的结盟。我们上文关于帝国内宪法史上的中立

化过程的叙述也许能够有助于人们达到下述认识：即便在施泰丁著作之概略的和单

纯提示性的部分里也包含着重要而丰富的基本思想，这会给研究这本书的法学学科

的专家们以丰厚报偿。

二、国家间—国际法意义上的中立和中立化

一个属于国际法共同体的国家在一场其他国家间的战争中可以保持中立，这属于它

的国际法意义上的生存。中立是当今国际法秩序的一个基本概念。这不仅因为，从

实践上看，真实而强大的中立国是国际法之最有力的保证和维护者，而且，正如

1917和1918年间的世界大战所表明的那样，战争的国际法没有强大的中立者是毫无

价值的。不妨说，一个建立在独立国家基础之上的国际法共同体其具体秩序的核心

在于，组成这个共同体者是独立的国家，而非其他组织，不论是教会、阶级、教

团、政党，还是其他某些缺少国家品质的组织。国际法在每个国家里都是以这个国

家的最低限度的内部国家组织和对外的抵抗力为前提的。国家的自主与独立之验证

标准在于，这个国家自己决定和承担风险去进行战争或者不进行战争，即在第三者

的战争中保持中立。但战争的国际法规则和正义性在于相互进行战争的双方是国

家。因而国家间战争是一场以此一规则对彼一规则的战争，而不是规则对非规则的

战争。所以，从国际法上看，战争对双方都同样是正义的，这只是因为每一方都是

一个国家。战争在这样一个国际法体系里并非外在于法律的东西，而是一个真正的

法律机制（Rschtsinstitution）。In eye of international Law all Wars are just[在国际法眼里，一切战争都是合法的]，自由人斯诺（Freeman Snow）

老人在他的海战法教科书中说，这符合他所处的整个时代（Washington，1898）。

在这里，国际法对国家间战争的判断类似于对一场法律上得到认可的决斗的判断，

决斗作为机制，其内在规则和合理性首先在于，相互决斗的两方面都是有接受决斗

能力的人。这个非歧视性的战争概念属于陆战，这个概念被英国以海战和贸易战为

出发点的观念推倒了，我在其他场合曾指出过这一点（本书第29篇）。

在美国总统威尔逊的命题和日内瓦国际联盟的法学在20年的时间里造成巨大的混乱

以后，对非歧视性战争概念的意义和对只可由此推导出的国际法上的中立之可能性

的基本认识，在最近几年里又重新抬头。我在这里只作此一简洁认定。Inter arma

silent leges, sed nonsilet jus, nec silet fas[交战之时无法律可言，但

却并非不讲法，也并非不讲天理]。这个jus[法]和fas[天理]当有别于凡尔赛和日

内瓦曾试图达到的对本身不正义的现状之法律上的合法化和正当化。

今天，从国家中获得其规则的战争概念，受到将国家间战争变成一场国际性内战的

构想的威胁，这类构想是普世主义的，依赖直接权力的支持。只要国家变成间接的

甚或秘密的权力的工具，这个结论便不可避免。同样，只要一个国际性阶级取代国

家而成为代表性的政治组织，国际法便告中止，国际性内战随之开始。波科夫

（Ernst Bockhoff）在许多文章中特别强调这一点。与此相反，民族所拥有的对国

家的优先权和将正常国家视为民族的一个组织形式的观点，并不抵消国际法规则和

真正中立的可能性，而且首先赋予国家以实质（Substanz），这种实质公允地保持

国家基本的秩序品格，并防止国家之中立—工具性成分始终面临的间接权力的滥

用。只有如此，国家间战争才得到有效的保护，不致被普世主义变成一场内战。整

体要求只有在具有普世主义品格并与典型的间接权力联合起来的时候才会消灭国际

法，而民族的整体（Völkische Totalität）思想则相反，它以政治世界以及客观

精神世界之多元主义品格为前提。当然在目前，尤其在盎格鲁-撒克逊国家从宣传上

利用肤浅而恰恰令人惊恐的整体观念的时候，人们将所谓整体国家看成一个敌视

人、吞噬人的洪水猛兽。不过，尽管存在着从这类观念而来并在所有西方民主国家

毒化的精神气氛的种种可怕的心理影响，基本的差别还是很容易分辨的。民族的整

体和国际法上的中立并不相互抵销，二者相互制约、相互支持。

中立与从属于日内瓦国际联盟，此两者是不兼容的，通过近几年就瑞士中立问题的

深入讨论，在所有试图避免整体战争的地方，这一点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为人意识到

了。当然，这方面尚存在误解，尤其在于苏黎士国际法教师辛德勒教授与波科夫之

间的讨论中所表现出的某些误解，还需要从科学上澄清。我并不太考虑辛德勒很看

重的一个问题：在和平时期是否可能和在多大程度上还存在国际法上的中立义务；

这个问题对于瑞士鉴于其国际法上的独一无二的处境非常特别。因为，在其他国家

间的战争中，瑞士不可能根据自己对不同个案的自由决断而决定保持中立，它是一

个持久中立的国家，其国际法上的整体地位在战争与和平中永远由保持中立的义务

所规定。还有第二点我也不想在这里讨论，虽然这一点由于在辛德勒的文章中始终

无端地未受到重视而不应不被提到：对每一种中立，而不单单对瑞士的国际法上的

中立而言，真正的危险来自日内瓦国际联盟。我冒昧地提醒辛德勒教授先生记住

——真正的和最危险的Vae Neutris[哀哉中立者]是英国方面，即在约翰·威廉斯爵

士就1935年秋制裁意大利的国际法问题所发表的文章中说出来的。但在当今我们就

一般中立问题讨论的框架内，我首先关心的是，提请人们注意国家间的和国家内部

的中立结构之实践上和理论上特别重要的基本联系。我们在前一节讨论的国家内的

中立，在整个19世纪具有重大的国家间的和国际法的影响，并从根本上决定了国家

间的和外交上的中立的整个具体形式。在今天，正如辛德勒教授提出的几乎每一个

论据所证明的，这种中立，仍然在继续发挥着影响，虽然形势已完全改变。在这一

点上的任何含混之言都将妨碍相互理解。

在欧洲立宪制时代完成的国家元首地位在国内之中立化，对那些与植根于国内宪法

状况的、同外国际法代表权限有关的国际法惯例——如批准国际法条约——自然会

产生影响。如果对内对外自由作出决断的专制君主，变成一个只被赋予中立权力

的、立宪上受遏制的国家元首，在国内有一个独自负责而又没有真正的国际法上的

对外代表权限的政府首脑立于自己之侧，那么，其余的内容，诸如批准程序自然也

会发生变化。这种批准从一种单纯的、ex tunc[从当时起]生效的、对恪守国际法

全权的认可（即格劳秀斯的委托理论所指的东西），变成了对恪守国内立宪规定的

认可。但是，这里所讨论的国内中立与国家间中立的结构关联，比表现在诸如批准

这类概念和惯例的涵义变化中的关联要广泛而深刻得多。这种结构关联所关涉的

是，借以确定一个属于国际法共同体的国家是否正常和是否与这个共同体同质的标

准和特征相符。因此，对于国际法学，它具有每一共同体内的中立、同种属或种属

平等的标准和观念所应具有的全部影响。

按照19世纪经由自由立宪主义阐发的观点，只有内政上中立的国家才在国际法上是

正常的和同质的。只有这样的国家才拥有立宪主义意义上的“宪法”，属于此一宪

法者首先是自由权，即独立于国家的私人领域和国内对此一领域基本上不干涉的原

则。基于只有自由立宪制国家才在国际法上是正常的和同质的这一观念，1878年在

迪斯累里主持下的柏林会议加给新的巴尔干国家保护少数宗教徒的义务。拉什霍芬

（Hermann Raschhofer）的功绩在于指出了保护少数的基本意义（《外国公法与

国际法杂志》，卷　Ⅵ，1939，第239页）。他提醒人们注意到，克雷孟梭1919年6

月24日的照会建立了与柏林会议实践的联系，正是这次会议将宗教自由进而将自由

派的其他自由权利看成base de l’organisation sociale dans tous les états de l’Europe[欧洲所有国家的社会组织的基础]。国内中立的、自由立宪

制的国家类型由此而被提高为国际法共同体成员的一个标准。主宰着这些国际法规

定的思想是，一个完全自由—立宪制的国家——这自然是指西方民主国家——在这

一方面不需要国际法的监督，它必须将任何这一类监督作为背逆国际法的干涉而加

以拒绝，而那些在自由—立宪制方面仍然落后的和不发达的东方国家和民族，则必

须容忍西方领导大国的监督和照管。凡尔赛体制的所谓保护少数完全建立这个基础

之上（瓦尔茨，《种属平等与同种属性的对立》，上引书）。自由立宪主义所主张

的国家内的中立，由此而成为国际法共同体各成员国作为国际法前提的正常状态之

基础。在这种观点看来，在内政上独立于国家的领域内所发生的一切，例如言论自

由、新闻、结社和集会自由这一整个领域，因此而成为说明基本上属于一个国家之

国内的中立是否也从国际法上得到承认的参照系。其国际法上的意义在于，内政上

中立的国家对在这一领域所发生的事可以不承担国际法上的责任。于是，作为理所

当然的前提的国内的中立，也特别决定着国际法的中立义务的内容和范围。

在1907年海牙和平会议的中立协议中，19世纪自由立宪制的这个思想世界得到了反

映。它对一个国家之国际法中立义务的规定，建立在国家本身与私人公民的自由领

域按照自由立宪原则国内分离的基础上。按照这种观念，属于公民之基本上独立于

国家的私人自由领域者首先是经济、贸易和金融。因此，在国家本身在国内对其保

持中立的自由领域之内，私人在一场第三国进行的战争中所做的一切，并不违犯内

政上中立的国家所承担的国际法中立义务。在这一体制之下，承担国际法义务者并

非私人公民，而是从其自身方面在国内也保持中立的国家。如果作为私人的中立国

公民在经济上、商业上或者财政上支持交战国双方的某一方，这在国际法上对于他

们所从属的中立国家并无多大影响。例如，今天已不再符合一般法律信念的海牙和

平会议第五项协议第十八条的规定由此而得到解释。根据这条规定，“承接供货或

者同意贷款给一个交战国”不可被视为偏袒交战一方的行为，“前提是，供货者和

贷款者既未居住在另一方的地区，也不居住在为其所占领的地区”。国内的自由立

宪制的中立与关于国际法的中立内容与范围的观念之结构性关联在这里非常明显，

同样无可置疑的是，当今世界的现实状况在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再符合这些前提条

件。

传统的海战法是国际法的领地，在这里，国内的国家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分离，作为

国际法的前提最有力、最直接地发挥着作用。按照我们的教科书和外交照会中所援

引的封锁法、私运法和海上掠获法的规定，其前提者是在一个不受任何国家管辖的

领域进行的私人海上贸易。如果人们坚持国际法的国家间品格，那么冲破封锁者和

私运首领自然并没有犯下国际法罪行，因为他们并非国际法的主体。于是，在这里

产生了一个介于国际法与国内法之间的奇怪的无主空间，一个法律上的无人区。中

立国可能让它的作为冲破封锁者或者私运首领的公民，让这些它本应从国际法上给

予保护、使之不受其他国家攻击的公民听凭他们自己的私人冒险和私人命运的安

排，因为他们的活动发生在一个国际法上的中立国家在国内也应对之保持中立的领

域。冲破封锁者或者私运首领既未触犯（如果没有特殊的国内法律条款，但在这里

却必须将这些条款排除在外）国内的准则，也没有违背国际法准则。他们的行动根

本就不犯法，从国内看，这是因为他们仍未越出他们的私人自由领域的范围；从国

际法上看，这是因为他们作为私人并非国际法主体，没有国际法的行为能力。他们

进入了一个法律的中间地带，在这里他们自己冒险并承受交战国的一方可能进行的

攻击，这在国际法上是容许的，因而自己的国家也认为是可容许的。在这里，正是

国内对贸易、经济和金融的中立造成了这个中间地带，并使海上掠获法成为一切关

于国际法与国家法关系的理论的真正难题。

我在这里提到的关于批准、保护少数和战争法，尤其关于海上掠获法等国际法问题

的所有参照言论，只是作为例证，以说明迄今未受到重视的体制性的结构联系，这

种联系是19世纪自由—立宪制的发展在国内的中立与国际法尤其与国际法的中立之

间建立起来的，只有从整体上和从细微处清楚地认识这种联系，才可能历史地和从

政治上克服它；否则论据和反论据便极可能擦肩而过，正如上文提到的辛德勒与波

科夫之间的论辩所充分证明的那样。问题并不在于根据抽象的、从19世纪流传下来

的准则确定，究竟什么是国际法中立义务的内容，而是今天是否仍然必须承认继续

沿用内政—立宪制的与国际法—外交上的中立之结构联系。倘若这个问题不极其明

确地提出和给予极其诚实的回答，任何争论只会造成新的误解，继续毒化各民族之

间的意见交流。

施泰丁就中立化与非政治化所作的讨论并非国际法的阐释。但他的思想所达到的哲

学深度，足以使人以之为出发点说明传统国际法的基础。人们看到了一种敌视帝国

的中立化的思想取向与某种自称非政治性的国际法学的概念及其被默认为理所当然

的前提的原则的联系。克服从日内瓦和海牙方面所规定的国际法思想，首先应制止

日内瓦国际联盟法试图取代真正的国际法的努力，今天这些都在极顺利地进行着。

说到底，这里重要的是为施泰丁明确地提到中心地位的问题：德意志帝国究竟应当

成为一个中立化、非政治化、忍受其邻国干涉的弱国，还是一个自由的、证明其创

造性固有品质的强大的欧洲中央地区？

三、帝国概念：对一个中立化时代的超越

施泰丁的著作对我们的法学认识所可能产生的最强烈的影响，在我看来表现在，他

恰恰将对中立化和非政治化时代的超越纳入帝国概念之内；由此便可能进一步澄清

国家概念和克服古老的、根深蒂固的国家神话观念。一个在德国广为流传的国家神

话和黑格尔国家哲学的概念，并没有能够阻止德意志国家像欧洲国家一样作为

machina machinarun[机器之机器]以特殊的方式变成中立化过程的载体和工具。

当然，施泰丁在谈到国家时往往像谈论帝国一样，没有将两者清楚地区别开来。在

这一方面，他的阐释还须澄清。这并不是说，人们要以教条主义的概念推敲来教训

他。其含混之处主要在于，施泰丁将黑格尔看成德国和普鲁士的伟大政治思想家，

与他相比，康德甚至费希特都过深地陷于西方中立化的影响之下。黑格尔的国家以

其真实的历史辩证法——这种辩证法应从黑格尔哲学意义上而不是从源于克尔凯郭

尔的辩证神学的意义去理解——足以成为帝国之开路先驱。但在黑格尔看来，普鲁

士国家已经是一个帝国，即一个客观理性和道德的帝国，当然，他以这个国家所指

的并非任何一个一般国家学说之中立国家概念意义上的公共组织，而是19世纪上半

叶从政治—历史上看具体的普鲁士国家。

普鲁士国家恰恰在当时那个历史阶段——在18世纪君主专制体制之后和19世纪自由

立宪主义之前的时代——达到了一个独特的完美而典范的国家形式。从具体的历史

和政治角度看，黑格尔的国家哲学，正如当时以沙恩霍斯特和格奈森瑙为首的总参

谋部、莫茨和玛森领导下的井然有序的财政管理和辛克尔的古典建筑主义一样，属

于这个普鲁士国家及其普鲁士风格。人们不可忘记，在黑格尔的国家哲学中——姑

且不论它的“中立而孕育无限生命者”（Neutralen, aber unendlich

Befrnchteten）这一哲学概念（《法哲学原理》，引言§12）——从历史—政治的

角度看，已经让人清楚地认识到君主立宪制之中立化的开端，而贡斯当关于国王之

特殊的中立权力的学说，正如黑格尔的“君主的权力”与“政府权力”的区别（同

上书，§275）所表明的那样，并非没有产生影响。对自由立宪主义之持续不断的中

立化的抵抗，只可能在一个强大的、集中了全部未被割裂的政府活动，并在精神上

同样对入侵的西方思想财富占据优势的国家才可能取得成效。为国家所摧毁的帝国

只有通过一个国家才可能得以恢复，正如在多元的政党体制中对政党化的克服只可

能通过一个强大而又占据优势的政党来完成。黑格尔思想已经包含着在后来的左派

黑格尔主义中绽开的、西方式发展意义上的革命化的蓓蕾。但这蓓蕾还被深深地裹

在整体体系之内，而这个体系至少还是普鲁士国家之无可争议的精神优势的表现。

1840年出现了另一种在最糟糕的意义上堪称“反动”的转变。这个转变使普鲁士面

对日益逼近的自由革命，进而从内部陷于瘫痪并被迫采取单纯守势。在那一年开始

执政的威廉四世国王，试图借助属于上一代人的朋友和同僚，实现他作为王储的青

年时代的浪漫主义理想。立法部长萨维尼（Savigny）和为克服黑格尔主义而被召

到柏林的年迈的谢林这两个灾难角色，像施塔尔-约尔逊那个灾难角色一样，都典型

地属于这个时代。这真是一落千丈！普鲁士国家曾在17世纪吸引普芬道夫到柏林，

在18世纪接待做客的伏尔泰，现在竟然从南德意志的犹太人聚居区招来一个刚刚归

化的犹太人，作为反对黑格尔国家哲学的斗士送进柏林大学！这时，面对1848—

1849年的革命，普鲁士军队虽然能够挽救大局和重建秩序，但这支军队爱莫能助的

是，普鲁士不得不与自由立宪主义结盟，虽然能够以行政的、军事的和外交的作为

和成就来抗衡长足发展的中立化，但却没有自己的世界观，没有自己的哲学。普鲁

士在精神上仍然处于守势，而在精神斗争中居守势乃中立化之开端。作为一个为普

鲁士国家的精神而陷于绝望的黑格尔信徒，鲍威尔（Bruno Bauer）用他犀利的批

判目光一针见血地指出了1848—1849年形势的特点：

以军队征服涣散的民众，强迫他们臣服和转变是不可能的，——军队以其陈旧的组

织不再有征服性，它的指挥官的贵族气质不再是前进的历史性力量，能够进行征服

的只有那种了解其猎物胜过猎物对自身的了解，进而通过这种教育和知识上的优势

使之臣服的人。

如今，普鲁士国家再也无法避免国内中立化的命运。黑格尔当时尚可能注入这个国

家的帝国思想成分，不得不在时光流逝中泯灭，第二帝国宪法之转移性结构（如第

一节指出的）既未能造成一个新的真正的帝国，也未能持久地保持黑格尔—普鲁士

国家的品质。一个帝国恰恰有别于一个为民族自由思想所支撑的调节性上层结构，

后者凌驾于分离主义、联邦主义、教派的和社会的种种对立之上；帝国既非邦联亦

非联邦，也不是法制国家，而是具体选定的道德和客观的理性之政治形式。因此它

是对中立化的超越，也是对国家神话的超越，这个神话始终还让一个历史上已经陷

于中立化的国家以帝国形象出现。从宪法史上看，这便是施泰丁的帝国概念的内涵

之所在。在他看来，帝国之形成便意味着对中立化时代的胜利，同时意味着救出在

19世纪德意志国家身上尚表现出强大生命力的所有一切。在帝国之中，用黑格尔概

念之著名的双重涵义来说，国家得到了“扬弃”。每一个了解中立化思想之宪法法

和国际法的影响的行家，都会承认和赞赏施泰丁的这个功绩。近几年从法学界，例

如从胡格尔曼（Hugelmann）和凯勒（Keller）那里，也听到许多关于帝国概念的

新的和中肯的论说。但是，施泰丁的思想在我看来同样非常重要，因为他将帝国概

念置于一场震撼世界的论辩的中心，置于具体的世界政治斗争之中。

在普鲁士宪法冲突达到高潮之时，一个犹太议员西姆森（Eduard Simson）博士

——1848—1849年间任法兰克福制宪国民大会主席和晋呈帝位代表团团长，1850

年任埃尔夫特议会人民院主席，1868—1870年任关税议会（Zollparlament）主

席，1867—1874年任德意志帝国议会主席并作为代表团长出席1871年凡尔赛宫皇帝

宣谕文告的仪式，1879年任新帝国的德国最高法院院长——1866年2月10日，就是

这个犹太人西姆森在普鲁士邦议会在全场“长时间的欢呼声”中向普鲁士首相俾斯

麦大声说道：“您正处在与当今精神的和道德的力量进行的斗争中，您迟早必将屈


服于这些其重要性和意义为您所低估的力量”。当时，以毫无猜疑的激情对这些令

人捉摸不透的话报以热烈掌声的德国自由派给人蒙住了眼睛，堵塞了耳朵。于是，

这场“精神的和道德的力量”的斗争对他们而言是悄然无声地继续了下去，一直到

1918年德国战败似乎才算完成。今天，在希特勒更新德意志民族力量之后，这同一

场斗争以它借以达到国际政治规模的同一种规模公开了。施泰丁的帝国概念恰恰处

于这场斗争的伟大背景之下，同样，他的整个著作也处于这场一切斗争中之最艰

苦、最残烈和最徒劳无益的斗争之中，而且只有从这斗争中才可能为人所理解。凡

是不再为人蒙住眼睛、堵塞耳朵的人都容易正确地阅读这本书，哪怕它是未完成的

和不完美的。他们将为自己的工作而发掘它，他们将对英勇的先驱感铭在心，他们

将敬仰施泰丁这个名字。

35.以大空间对抗普世主义——论围绕门

罗主义的国际法斗争[1939]

[题解]原刊《德国法学研究院院刊》卷Ⅵ，第7期，1939年5月，第333—337页。本

文包含选自Völkerrechtliche Groβraumordnung（《国际法的大空间秩序》）

（第23页及以下）一文中经修订的一段，见本书第36篇。

真正的、原初的门罗主义产生于亚当斯的思想、在1823年12月2日门罗总统咨文中

被宣布的原初的门罗主义包含着三种简朴的思想：美洲国家的独立；在这一地区之

内不殖民；非美洲国家不干涉这一地区，同样，美洲也不干涉非美洲地区。随着时

间的推移当然出现了因应发展着的政治形势的许多权宜说法、许多解释和许多广

延。本文对发展的详情不感兴趣。具有本质意义的是，只要一个具体限定的、不容

许外来势力干涉的大空间的思想得到坚持，门罗主义便始终是真实的、未掺假的。

这样一种从具体空间方面设想的原则的对立面便是包括全球和人类的普世主义的世

界原则，后者从其本质上便会造成一切人对一切事务的干涉。空间思想包含着一种

界定和分配观点，并因此而提出一个有序性的法律原则，而普世主义的世界性干涉

要求却破坏任何理性的界定和区别。这种无视空间的普世主义化会走向何方，日内

瓦国际联盟的实践以许多例证指明了。我只提请人们想一想，在当时的奥地利是否

可以与德意志帝国结成关税同盟（1931年）的问题上，最终能够对常设国际法院的

鉴定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一个名叫布斯塔蒙德（Bustamente）的古巴人的声音。在所

有重要的欧洲事务中，其中包括保护少数法，都看得到普世主义方法之混淆视听的

和破坏性的作用，其根本性祸害在于它源源不断地为不属此一地区的大国的干涉提

供借口和机会。可以毫不夸大地说，日内瓦国际联盟正是因其普世主义的结构与建

立欧洲大空间内部独立秩序的客观必然性之间存在着的失调关系而走向灭亡的。所

有对这种失调关系的提示都是徒劳的。普世主义者是不可救药的，因为他们无力摆

脱西方自由民主大国的意识形态。

在美国门罗主义的历史上，19世纪末开始的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总统

的经济帝国主义政策是一个转折点。罗斯福滥用门罗主义将它作为自由资本主

义“美元外交”之最肆无忌惮的方法的借口。这种方法遭到深入批评，这一批评之

合理性已经原则上为1928年以来发表的有所限制和缓和的声明所承认。一股拉丁美

洲思潮为对抗这种帝国主义式的滥用，竭力推行仅用于大陆美洲的和防守性的门罗

主义，并由此而恢复其原初的内容。事实上，原初的美国门罗主义与现代自由资本

主义的帝国主义原则和方法毫无关系。它作为真正的地区主义，甚至与无视地区将

地球变成一个抽象的世界性资本市场的做法处于明显对立。因此西奥多·罗斯福所开

创的这一整个发展时期，恰恰可以用“门罗对抗罗斯福”这个公式来说明。这种将

门罗主义歪曲为帝国主义的世界贸易原则的做法之可能成功，对于一切时代将是一

个令人震惊的例证，这说明空洞口号的麻痹作用。当威尔逊总统在1917年1月22日

庄严宣布门罗主义必将成为世界主义的时候，作伪之工已达到登峰造极。他对世界

主义的理解，并不是将真正的门罗主义所包含的不干涉主义的地区思想转用到其他

地区，而是相反，将自由民主的原则无地区差别和无界线限制地推延到整个地球和

全人类。他企图以这种方式为美国大规模干涉与它完全无关的非欧洲空间和它介入

欧洲国家之间的军事冲突辩解。

对于每个习惯于清晰概念的人而言，所谓门罗主义必将成为世界主义这句话，从威

尔逊1917年所赋予的涵义看完全是不可理解的。一个其独具的内容和法律思想局限

于某一特定大陆的原则，一个其核心为对非本地区国家奉行不干涉政策的原则，怎

么可能成为一个普遍的无地域和无界限的世界性主义，成为干涉一场在遥远的另一

个大陆进行的战争的合法理由呢？门罗在1823年针对俄国和神圣同盟对美洲局势的

干涉而提出的抗议，与欧洲或者亚洲的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利益何干？可是，这个世

界资本主义的方法和利益却恰恰取消了空间的界限和区别，而正是这种界限和区别

才使一切关于干涉和不干涉的概念和观念能够获得其可靠内容。

将一个瞩意于空间限制的不干涉原则变成一个无空间限制的普遍干涉原则之所以成

为可能，是因为威尔逊以自由民主和与之相关的观念，尤其以“自由的”世界贸易

和“自由的”世界市场的意识形态思想，取代了原初的和真正的门罗原则，由此而

展开一场围绕着门罗主义的激烈的思想斗争。西奥多·罗斯福、威尔逊和现任总统富

兰克林·罗斯福将一个专指美洲的空间思想变成一个超国家、超民族的世界意识形

态，他们以此试图将门罗主义用作盎格鲁-撒克逊人以资本统治世界市场的工具。在

世界大战之后，门罗主义被用于中国，其方式是，首先以“门户开放”和自由的资

本主义竞争的原则作为对付日本的政治要求的内容。具有实证主义倾向的法学家，

很难立刻洞察这里所存在着的根本性的诠释变化。实证主义者厌恶口号的喧嚣，宁

愿避开这些事件，而一旦口号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们也就自然地为之效命。让我们

看一看多年以来因所谓“东亚的”或者“日本的门罗主义”而进行的思想斗争。

这场斗争之值得我们特别关注，仅下面一条原因便足以说明：美国和英国方面为反

对日本的推进而提出的几乎所有的法律论据，也以同样的或者类似的方式针对德国

的合理要求。英国和美国力图扮演世界法官这个角色的要求——举例说——表现在

为自己保留“承认”或者“不承认”地区变动的权利的史汀生主义

（Stimsondoktrin）。这位国务卿史汀生关于远东危机的书不仅表现出在世界观上

的自由民主的基本立场，而且使人看到，他自以为是地将英美的利益等同于国际法

本身。二者也以相应方式针对德意志帝国和意大利。德国、意大利和日本方面以不

同的表达方式所提出的对政治和经济的生存权与生存空间的要求，总是与西方民主

国家的同样的干涉权利遭遇。关于亚洲的或者日本的门罗主义（Asia Monroe-

shugi）出现了大量文献。虽然据我所知，还没有见到将“门罗主义”这个词和说法

正式用于日本真正的政府声明。不过，大量非官方言论中所使用的说法及其在报刊

中的应用，已经足以引发一系列批评文章。这些批评文章狂热地表达出下述倾向，

门罗主义是美国的垄断物，它不可以或者至少得经美国政府的同意和许可才可以转

用于其他政治的或者地缘政治的情况。这本书在今天，在1939年4月28日领袖演说

中的声明以后，对于德国的法律维护者特别值得关注。本文对此简略地加以讨论，

并非为了详尽地重述该书所有的个别论据，而是为了揭示其国际法的核心论证方

法。这种方法立足于对当前条约状况之现状pacta sunt servanda[契约应得到遵

守]的单纯的占有论证，即一种单纯的条约实证主义（Vertragspositivismus）与

自由民主和自由资本主义世界观意识形态原则的固有联系。

倘若俄国是英国的敌人，人们就不致对日本推行亚洲门罗主义提出异议。早在1905

年，据称当时的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就鼓励日本枢密顾问金子间太郎将门罗主义转用

于亚洲。罗斯福当时的出发点显然是下述观念，门罗主义之转用只是意味着从经济

上为美国资本开放东亚，可见，这是将英美帝国主义的世界经济的方法转用于亚

洲，尤其转用于中国。因此，具有这种目的和内容的东亚门罗主义不是别的，而只

是为英美资本进行剥削而开放中国，即将中国变成美国和英国的殖民地。人们自然

会同意此说，不过情况却表明，在英美资本主义在中国的这些利益与日本对满洲和

对改变、重组中国的要求之间存在着一个本质差别，于是上文提到的文献这时立即

上阵了，这些文献试图以种种不同的论据对门罗主义的转用可能性和容许“日本门

罗主义”存在的做法表示疑虑。

1916—1917年间曾任中华民国法律顾问、被视为非凡的中国通的约翰-霍普金斯大

学著名政治学教授威洛比（Westel W.Willoughby），于1927年发表一本关于外国

在中国的权利和利益的书，其中特有一章讨论日本是否有就中国宣布实施门罗主义

的现实权利。他当然不可能否认，日本由于其地理的和政治的情况而对中国持一个

special position[特殊立场]。对他而言问题只是，日本究竟可以要求哪些以公

认的国际法和Comity[礼让]原则依据的权利。关于“要求经济上的生存和国家安全

的权利”，这位美国学者认为，即便经济上的或者其他方面的困难状况也无权损害

其他国家的条约利益。他声称，这类要求与“德国要在太阳上占有一席之地的要

求”同属一类。作为替代办法他为日本出了一个好主意：通过自由竞争占有中国市

场。论证的真谛是清楚的：占有原料的权利只在同时屈服于自由资本主义世界体系

的情况之下才会被认可。这里还明确地引证了同盟国对德国就1919年凡尔赛和约条

件提出的抗议所作出的沿着同一思路的回答。一个工业国家应在世界市场上购买它

所需要的原料。所有其他要求在这位美国政治学教授看来都是没有法律依据的。对

单纯现状的论证以及罗列现存的条约并指出“契约应得到遵守”这一著名原则，

——这些东西在威洛比的这部分叙述中占主导地位。

除了提到条约现状的合法性以外，同样清楚和同样具有关键意义的是让人认识到，

自由民主的世界观是进行思考和论证的真正基础。世界观上的对立之深刻，表现在

对门罗主义是否可能为日本提供一个precedent[先例]的问题的讨论。问题自然遭

到否定，而对否定的解释也很说明问题。门罗主义，威洛比说，从不曾给美国提供

进行领土兼并的理由，如果说美国在中美洲和西印度实施财政上和行政上的监督，

那么这始终只是为了维护在当地经商的自己的公民的利益，只是为了造福于这些地

区的居民。换言之，只有美国方式的经济—资本帝国主义才有权根据门罗主义行

事。另一位作者布莱克斯利（G.H.Blakeslee）教授提出了一种相似的论据。他

说，人们不可将满洲与中美洲相提并论；他强调指出，因为美国并没有从军事上占

领墨西哥，并没有夺取它的行政权，没有组织独立运动，也没有任命新的政府。鉴

于导致古巴共和国和巴拿马共和国之产生的事变，这是一种不充足的论证。

还有一名叫扬（C.Walter Young）的美国人就“日本在满洲的特殊地位”写了一本

深入的考察性著作，该书于1931年出版。the Right to live Doctrine[正当的

生存原则]，他说，并非合作与和解学说，而只是单方面使用以往曾存在的、对一个

拥有原料的国家采取行动的权利（第298页及以下）。一种亚洲门罗主义虽然从未被

日本正式地按照美国范例用于亚洲，甚或只用于东亚，但日本想对中国扮演领导角

色。当然，扬强调，人们不可将美国的所谓加勒比主义和西印度政策、巴拿马运河

政策以及墨西哥政策与门罗主义混为一谈，休斯也曾正确地强调过这一点。可见，

门罗主义与“加勒比”主义相去很远。甚至保护本国公民的权利也完全不同于门罗

主义（第344—345页）。这无疑是正确的。可是，按照扬的说法，解释日本人之所

以无权根据亚洲门罗主义行事之真正的和本质性的理由究竟何在？在于日本的优势

并非“自然的”，对美国人而言，即并非经济的或者金融的优势，而是具有军事的

品格（第343页）。这个论据在上面提到的史汀生国务卿关于远东危机的书中也扮演

重要角色。在这里（第73页），甚至在正当与不正当、英美的法律感与日本军国主

义对立的视角之下，描绘出一幅巨大的世界历史性的友与敌的组合画面。这表明，

经济帝国主义的自由民主思想，以怎样的想当然性将它所特有的扩张和控制方法解

释为本质上属“和平性的”和“自然的”，这不仅是为了从政治对手手中夺取门罗

主义并将之没收据为己有，而且也是为了将它作为进行正义战争的精神武器。

最后，关于亚洲门罗主义的文献，还应提到一个名叫龙约翰（Johnson Long）的中

国人的文章，此文于1933年以法文发表并附有拉普拉德尔（La Pradelle）写的引

论性的序文。这位法国国际法学家在他的序文中仍然坚持典型的条约实证主义的现

状合法性的论证。这里指的真正的“主义”在他看来是建立在国际条约之上的，尤

其建立在1922年12月6日九国公约和两个原则之上，这两个原则是：所有国家经济

和工业机会平等，日本无优先权；尊重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龙约翰称亚洲门罗

主义是纯然的“伪主义”（第176页）。他将他关于日本原则与美国原则的重大差别

的看法归纳为三点（第182页）：

（1）美国门罗主义保证美洲国家的独立，保护这些国家不致被殖民化；相反，日本

要把中国变成日本的殖民地。

（2）美国门罗主义包含着在民主政权和民主自由的基础之上的不干涉原则；相反，

日本天皇帝国是一个封建主义军事国家，仅此一点就使它不堪为门罗主义的先进斗

士。

（3）美国门罗主义是孤立原则，此一原则本身在交往时代已经过时，1933年的亚洲

不同于1823年的美洲。

这三点是相互矛盾的，第三点从根本上宣布整个门罗主义是过时的，这似乎在提出

一个假定：现代交通技术已经将整个地球变成了唯一一个向英美的所有干涉开放的

空间。不过，即便这些自相矛盾的解释也具有典型意义，因为这使人们认识到，美

国政策在门罗主义与自由民主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之间所建立的联系是多么坚韧、

多么广泛。

1939年4月28日领袖演说的声明一举结束了这整个混乱状态，开辟了恢复真正的和

原初的门罗主义思想的道路。

罗斯福先生在这种情况下（即面对我们方面要求他回答的问题：他在他对中美洲和

南美洲国家的外交政策中谋求什么目的？）肯定会以门罗主义为根据，并将这样一

项要求作为对美洲大陆内部事务的干涉加以拒绝。我们德国人现在为了欧洲，至少

为了大德意志帝国的领域和利益恰恰奉行同一种主义。

这最简明客观地表达了一种礼让而和平地界定大空间的思想，廓清了经济帝国主义

为模糊门罗主义而散播的迷雾：它将门罗主义之富于理性的空间界定思想歪曲为意

识形态性的世界性干涉要求。倘若现在有人要问，由此是否宣告了一种“德意志门

罗主义”，或者倘若有人要——正如以往曾发生过的那样——开始进一步讨论，人

们可否以及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提出一种德国的、日本的或者其他的什么门罗主义的

问题，这也许是一场文字之争。不过，只要看一下二十多年来围绕着门罗主义的国

际法含义所进行的斗争便明白，这并非空洞的、可任意交换的套语，而是各个民族

和各个国家按国际法共同生活之最根本的问题，这就是一种明确的、建立在外空间

国家不干涉原则之上的空间秩序与一种将整个地球变成进行干涉的战场、阻碍有活


力的民族每一种自然增长的普世主义意识形态的对立。当我们援引门罗主义的时

候，我们并不是简单地模仿一个美国榜样；我们只是揭示一个国际法的大空间原则

的健康内核，并使之为我们欧洲大空间而得到符合其本义的发展。

36.国际法中的帝国概念[1939]

[题解]本文为Völkerrechtliche Groβraumpringipien（《国际法的大空间原

则》）的报告之结尾部分，1939年4月1日在基尔政治与国际法研究所成立25年举行

的学术工作会议上宣读。整个报告的题目是：Völkerrechtliche

Groβraumordnung mit Interventionsverbot für ausländische Mächte Ein Beitrag zum Reichsbegriff（《禁止外国势力干涉的国际法大空间秩序：

论帝国概念》），1939年在Deutschen Rechtsverlag发表。《国际法中的帝国概

念》一文收入《德国法律》杂志1939年4月29日第11期，第341—344页。

大空间秩序属于帝国概念，这个概念在这里应作为一个特殊的国际法的值而被引入

国际法学讨论。这个意义上的帝国是领导性的和承载性的大国，后者之政治理念照

射着一个确定的大空间，并为了此一大空间而从根本上排除外空间大国的干涉。当

然，帝国也可能就是它所保护、使之不受干涉的大空间本身，如果从这层意义上

看，大空间并不等同于帝国；并非大空间之内的每一个国家或者每一个民族本身就

是一部分帝国；同样，人们在承认门罗主义时也并未设想将巴西或者阿根廷宣布为

美国的一个构成部分。可是，每一个帝国的确有一个为其政治理念所照射且不容外

来干涉的大空间。帝国、大空间和不容干涉原则的联系是根本性的。只是由于这种

联系，干涉和不干涉概念才获得其理论上和实践上的适用性，这两个概念对于每一

种建立在不同民族共同生存基础上的国际法是不可或缺的，而今这两个概念却陷于

极度混乱。在以往从国家角度构建的国际法里，塔列朗说的“不干涉与干涉一样大

致是同一个意思”这句著名的挖苦话，并非推至极端的悖理，而是天天经验到的一

个事实。只有当禁止外空间大国进行干涉的国际法的大空间得到承认，帝国概念的

旭日升起的时候，在一个划分合理的地球上的一个可界定的共存才是可以设想的，

不干涉的原则才可能在一种新国际法里发挥其确立秩序的作用。

我们知道，“德意志帝国”这个称谓之具体特性和崇高性是不可迻译的。属于每一

个真正的政治数值的历史强制力（Geschichtsmächtiglkeit）的是，这个数值同

时带来它自己的、不可随意归属的称谓，并推行它独有的名称。Reich、

Imperium、Empire并非一回事，从其内在看，相互间是不可比的。Imperium往往

有一个普世主义的、包容世界和人类——即超民族的组织的涵义（虽然并非必须有

此涵义，因为可能有多个不相同的Imperium并存），而我们的德意志帝国

（Reich），本质上有民族的规定性，是一个本质上非普世主义的、以尊重每一个民

族为基础的法律秩序。Imperialismus[帝国主义]自19世纪末以来变成了一个经济

—资本主义的殖民化和扩张理论的称谓，而且往往被滥用为单纯的口号；Reich这

个词则始终未染这一污点。不论对沦亡的罗马帝国民族观的回忆，还是西方民族帝

国之同化和熔炉理想，都使帝国主义概念与一个从民族角度理解的、尊重一切民族

生存的帝国概念（Reichsbegriff）形成最强烈的对立。由于德意志帝国位于欧洲

中央，处在自由民主的、同化着各民族的西方大国的普世主义与布尔什维主义世界

革命的东方普世主义之间，而且必须在两条战线上保卫非普世主义的、民族性的、

尊重各民族生活制度的神圣性，这种对立情况显得尤为强烈。

一种从国际法角度进行的考察不仅要看作为国际法秩序之载体和规划者的诸政治值

之内在的独特性，而且必须看这些值的共处和并存。出于实践的和理论的理由，必

须时刻关注现实值之并存、相互联系和相互对立。其他任何考察方式要么由于将每

一个别民族孤立起来而否认国际法，要么伪造国际法——如日内瓦国际联盟法

（Völkerbundsrecht）所做的那样——将国际法变成一个普世主义的世界法

（Weltrecht）。可见，国际法之可能性与未来，取决于对各民族共同生活之真正

具有代表性和规划性的值的正确认识，并使之成为讨论和概念构成的出发点。这些

代表性的和规划性的值今天已不再像18和19世纪那样是国家，而是帝国。

正名具有重大意义。词与名称在任何场合都不是无关紧要的，尤其被规定代表国际

法的政治—历史性的值更是如此。围绕着诸如“国家”、“主权”、“独立”等词

的争论，是深刻的政治性论辩的标志，胜者不仅编写历史，而且还决定着词语体系

和术语。这里建议采用的“帝国”（Reich）这个称谓，最准确地说明了大空间、民

族和政治理念的结合所形成的国际法真实情况，这正是我们的出发点。“帝国”这

个称谓绝不会取消个别帝国的固有特点。它避免了“大国势力范

围”（Groβmachtsphäre）、“集团”（Block）、“空间和势力组合”（Raum und Machtkomplex）、“公共组织”（Gemeinwesen）、“共同

体”（Commonwealth）等词所含有的或者寓于毫无内容的空间名称“领域”之中的

贻害国际法的空泛的一般性；可以说，从当今世界形势的现实看，“帝国”这个称

谓是具体而精确的。但在另一方面，“帝国”又给予现有决定性的值以一个共同的

称谓，没有这个称谓，任何国际法的讨论和意见交流必然立即中止，这就是说，这

个称谓避免了另一种同样贻害国际法的谬误：将具体化变成个别政治值之孤立性

的、取消任何联系的隔离状态。最后，它符合德语的习惯用法，Reich这个词通过纷

繁多样的组合——诸如善者与恶者的国度（Reich des Guten und des

Bösen）、光明之国与黑暗之国（Reich des Lichts und Reich der Finsternis），甚至动植物界（Pflanzen-und Tierreich）——表达某一具体序

列意义上的一个宇宙，或者一个有尚武精神和战斗能力的、与敌对帝国旗鼓相当的

历史力量，但在一切时代，它始终从一种特殊意义上指称巨大的历史性组织：巴比

伦人的帝国、波斯人、马其顿人和罗马人的帝国，日耳曼民族的帝国以及其对手的

帝国。除此之外，假若我们要分析“帝国”这个词可能引起的一切历史哲学的、神

学的和类似的诠释，我们便会失去本文的纯国际法内容和目标，并面临招致无休止

的唇舌之战的危险。这里重要的只是以一个简单的、国际法上适用的、因其接近现

实而又占优势的和更高的概念对抗国家这个以往的国际法中心概念。

在18和19世纪发展形成、一直进入20世纪继续沿用的国际法，是纯然的国家间法。

尽管有个别的特殊情况和松动，但它在原则上只承认国家为国际法主体。关于帝国

未置一词，虽然每个细心的观察家都感到惊奇，大英世界帝国（Weltreich）之政

治的和经济的生存利益与这种国际法的原理竟是如此契合。国际法教科书只可能将

大英世界帝国想象为“国家组合”。可是，大英帝国（Empire）的帝国概念

（Reichsbegriff）具有完全特殊的性质，从不会被理解为“国家组合”。正如在

其他地方所指出的，这个概念由于其地理上毫无关联的状况而具有普世主义的规定

性。表达这种世界帝国思想的英格兰国王之皇帝尊号是与遥远的、海外的、东亚的

殖民地，与印度联系在一起的。“印度皇帝”这个称号——这是迪斯累利的一个发

明——不仅是其发明者个人的“东方主义”证明，而且符合迪斯累利本人以下面的

话表述的事实：England is really more an Asiatic Power than a European[英国实际上便是一个亚洲大国而非欧洲大国]。

属于这样一个世界帝国者不是国际法，而是一个普遍的世界与人类法。可是，正如

刚才提到的，国际法学之系统性和概念方面的著作，迄今为止根本不知帝国为何

物，而只知道国家。当然，在政治—历史的现实中始终存在着承担领导的大国；曾

经有一个“欧洲大国协奏曲”，在凡尔赛体制中则是“主要盟国”。法律的概念构

成只遵循一个普遍概念“国家”和一切独立自主国家法律上的平等。国际法主体的

真实等级排列一贯为国际法学所漠视。实际的和品质上的差别尽管进行过某些容易

为人所理解的讨论，却并未得到日内瓦国际联盟法学公开的、合乎逻辑的承认，鉴

于英国和法国在日内瓦国际联盟中公开的霸权统治，国际法意义上的平等的幻想始

终与一切真理和现实形成强烈反差。

这个作为国际法中心概念的传统的国家概念，不再符合真实现状和事实，这是人们

长久以来便意识到的。西方民主国家的国际法学界，尤其日内瓦国际联盟法学界的

大部分人，着手通过违反主权概念的途径罢黜国家概念。这是以下述倾向开始的：

使无疑应及时克服国际法中的国家概念的工作转变方向，使之进入和平主义—人道

主义领域，即进入一个普世主义的世界帝国；随着德国的失败和日内瓦国际联盟的

建立，这个帝国的时刻似乎已经来临。时至今日，上文提到的国际法与大英世界帝

国的政治利益的前定和谐仍然得以保全，可以说，它真正达到了其顶点。只要德国

软弱和无防卫能力，面对这种倾向便完全处于守势，而且从国际法上看，德国只要

能够保卫国家的独立和维护它的国家品质，也就可以心满意足了。不过，随着民族

社会主义运动的胜利，在德国也成功地向着克服国际法中的国家概念的目标推进

——当然，与上述从和平主义—普世主义意义上罢黜国家概念的做法相比，是基于

完全不同的出发点和遵循完全不同的目的。鉴于我们外交发展的强劲势头，在帝国

概念的国家法与宪法法的意义经帝国部长拉莫斯（H.H.Lammers）和国务秘书施图

卡特（W.Stuckart）说明之后，下面应讨论一下国际法的现时状况，并通过引入我

们的帝国概念从国际法上加以澄清。

传统的国家间的国际法秩序在于它对国际法共同体的所有成员都同样以一个确定、

具体、有着某些固有特性的秩序，即一个“国家”为前提。如果说，国家概念

（Staatsbegriff）近几年在国际法中的统治地位在德国受到民族概念

（Volksbegriff）的冲击，我并无意贬低这个国际法学上的功绩。只是不可忽略，

在以往的国家概念中，包含着最低限度的内在的、可核定的组织和内在的纪律，这

种组织上的最低值构成了人们可以视为“国际法共同体”具体秩序的一切东西的根

本基础。尤其战争作为这种国家间秩序的一个公认的活动，其正当和秩序基本上在

于它是一场国家间的战争，这就是说，作为具体秩序的一些国家为反对作为同一层

面上的具体秩序的另一些国家而进行的战争。这种情况类似一场决斗，它只要在法

律上得到承认，其内在秩序和正义性便在于，双方相互对垒的都是有决斗能力的正

直的人（虽然各自的体力和运用武器的技能也许有巨大差别）。战争在这个国际法

体制之下是有序对有序的关系，而非有序对无序的关系。后一种有序对无序的关系

是“内战”，是当今的国家间国际法对之尚缺少应对办法的东西。

在国家间的国际法里，这类国家间战争决斗的公正见证只可能是中立者。迄今为止

的国家间国际法的现实保证，并不在某种内容上的正义思想或者具体的分配原则，

也不在国际的法律意识，在世界大战期间和在凡尔赛，这种意识已经证明并不存

在，而是在一种国家间的均势——再一次与不列颠帝国的外交利益完全吻合。权威

性的看法是，无数大大小小的国家的力量状况持续不断地平衡着，面对一时超强的

因而对国际法包含着危险的强者自动地形成一个弱者的联合。这种动摇不定、按一

时的具体情况形成、不断移位因而极不稳定的均势，有时在某一实际情况下可能的

确是国际法的一种保证，即如果存在着足够强大的中立国的话。中立国在这种情况

下不仅是战争决斗的公正见证，而且也是国际法的真正保证和维护者。在这样一种

国际法体制下，有多大程度的真正中立，便有多大程度的真正国际法。日内瓦国际

联盟之设在日内瓦并非偶然，常设国际法院也有充分理由选择海牙为其驻地，然

而，不论瑞士还是荷兰，都不是在危急情况下能够单独以自己的力量保卫国际法的

强大的中立国。如果像在世界大战的1917和1918最后两年那种没有强大的中立国，

也就没有——像我们所经验过的那种——国际法。

此外，以往的国际法还立足于一个未言明但却对它带有本质性的前提，而且在几个

世纪之久的时间里，这个前提事实上也存在，即那种为国际法提供保证的均势围绕

着一个虚弱的欧洲中央部分运行。只有在这里的许多中小国家能够被唆使相互争斗

的时候，国际法才会真正正常运作。18和19世纪的众多德意志的和意大利的国家，

如克劳塞维茨生动描述的那样，为了达到大国间的平衡而被作为小的和中等的砝

码，时而被投向天平的此一边，时而被投向彼一边。欧洲中央的一个强大的政治力

量必然打破一种如此处心积虑架构起来的国际法。因此，这样一种国际法的法学家

们可以认为，而且在许多情况下也确实相信，1914—1918年对一个强大的德国的世

界大战本身便是一场国际法之战，而在1918年表面上对德国政治权力的消灭是“国

际法对残暴权力的胜利”。仔细思考这个事实，以便正确地把握当前国际法发展的

转折点，不仅对历史—政治的观点和要求，而且对法学的观点和要求都是必要的，

绝对不是非法学性质的。因为今天鉴于一个新的强大的帝国的存在，那个针对强大

的德意志帝国的国际法概念世界，正以巨大的力量在西方民主国家和所有受其影响

的国家里重新被动员起来。据称严谨的国际法学术杂志都为这一政策效命，从道义

上和法律上参与准备一场对德意志帝国的“正义战争”。《美国国际法杂志》1939

年1月号刊出的加尔内（J.W.Garner）的文章《纳粹在放逐德国国际法学教授》，

在这方面是一个真正令人瞠目的证明。

如前所说，最近几年，德国国际法学为了将国际法从一种纯国家间的秩序变成一个

真正的各民族的法而作了一次有意义的冲刺。在这方面的出版物中，首先值得作为

实在的学术成就称道的是居尔克（Norbert Gürke）的第一个系统性的架构于民族

概念（Volksbegriff）之上的新国际法的蓝图《民族与国际法》（Volk und Völkerrecht, Tübingen，1935）。当然，简单地将以往国家间的秩序变成民族

间的秩序既不可能，也并非居尔克的本意。因为这样一来，通过民族概念只会给陈

旧的国家间秩序注入新的实质和新的生命。一个实质性的民族概念固然取代了内在

的中立而抽象的国家概念，但传统国际法秩序的体制性结构却保留了下来。这最终

只是向老化的血管里输血，只是使陈旧的国家间法升值，或者为它进补，使之成为

国际法。这一次冲刺是如此正确和如此成效卓著，我认为其中有两个观点不可不注

意：

第一个观点涉及以往的国家概念作为组织上的确定值所蕴含着的国际法的秩序要

素。国际法秩序意义上的“国家”至少以最低限度之组织、可核定的功能和纪律为

前提。我在这里不愿介入一场争论：一方面以霍恩（Reinhard Höhn）为首，坚决

而一贯地将国家确定为“机器”，另一方面则是关于国家如何被看作形式或者形态

的各种不同的观念。让我们只提一下尼塞（Gottfried Neeβe）的说法：国家本质

上是组织，民族本质上是有机体，但是机器和组织——霍恩自然也知道——绝不

是“非精神性的”事物。各不同民族，尤其大的或者受到威胁的民族的现代共同生

活，恰恰要求真正的严密组织，要求最低限度的内在凝聚性和可靠的可预见性。这

需要有高度精神的和道德的品质，远非每一个民族本身都“自然地”领受了这最低

限度的组织和纪律。反对国家概念的法学斗争假若不具备对以前的国家概念，有本

质性的、真正的确立秩序的能力——在事实上往往很成问题，而在原则上却始终是

必要的——这场斗争必定达不到它的目的。一个在这种单纯组织性的意义上没有能

力构成国家的民族，根本不可能成为国际法主体。例如在1936年有人就曾指出，阿

比西尼亚不是一个国家。并非所有的民族都能够经受住创建完美的现代国家机器的

能力检验，只有少数几个民族能够靠自己组织的、工业的和技术的能力打一场现代

的物质性战争（Materialkrieg）。一个新的地球秩序以及一种成为当今头等国际

法主体的能力，不仅需要高度“自然的”即与生俱来的品质，而且还必须要有自觉

的纪律、高度的组织和以自己的力量创造现代国家机器并将之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的才干，这是只有高度集中人的理智力量才可能完成的。

第二个观点涉及国家作为空间秩序所蕴含着的以往国家概念之国际法的秩序元素。

国际法秩序的一个载体或者主体的每一种国际法上适用的观念，除了人格上的规定

性（国家和民族的从属性）以外，自身还必须包含着领土的界定方法。国家概念的

这个方面甚至为最极端的英国多元论者所承认。例如，在这一方面，柯尔的观点也

许比为英国多元论引用最多的犹太人拉斯基的观点更加真实，柯尔说，国家作为

political body[政治实体]是an essentially geographical grouping[一个

本质上属地理上的组合]。我不想在此作进一步的阐述，只提请关注一个最重要的特

征：现代技术通过飞机和无线电广播对空间的克服在国际法上造成的后果，并不像

人们最初猜测的那样，也不像人们在做过另外某些部分十分重要的模拟以后所期待

的那样：空间在国际法中不是按照公海的类似方式对待，而是恰恰相反，国家在空

中拥有领土主权的思想，以特别强调的方式成为以往就国际航空和无线电广播所达

成的一切条约和其他形式的规定的基础。从技术的立场看，这很费解，甚至颇为荒

唐，尤其在一些领土狭小的国家。人们不妨考虑一下，一架现代化飞机如果在几个

小时之内飞越许多小国，这架飞机要隶属于多少国家的“主权”，或者许多国家对

持续不断地迅速通过地球上空绕行的所有电波的主权又何在呢。在这种情况下，国

际法学无疑已经到了克服陈旧的作为中心的国家概念的时候了。在这一方面已经进

行了重大尝试。在德国，人们还没有充分地注意到：在英国，人们提出的一种理论

正在以多大的规模利用这种现代技术的发展，以便通过克服国家，向着一个普世主

义的、时而为日内瓦国际联盟时而为其他组织所代表的世界法（Weltrecht）推

进。尤其斯佩特在许多著作中利用这些考虑形成了一种思想：现代技术的发展，特

别是空军的发展，将超越国家间战争，空军足以使地面保持安定与秩序，致使国家

间战争自然中止，最后只有内战、警察行动或者制裁残存下来。这类往往给人以深

刻印象的构想表明，一种新的空间秩序不可能不受到国际法学的重视。但是，在民

族概念本身之内，一个崭新的、超越19世纪单纯的民族国家思想的空间秩序要素还

不十分清晰，还不可能以令人信服的方式彻底改造迄今为止的国家间的秩序。

我们空间观念的尺度和标准事实上发生了本质性变化。这对国际法的发展也具有决

定性意义。以虚弱的欧洲中央地区和西方世界大国为背景的19世纪的欧洲国际法，

今天在我们看来宛如一个为巨人阴影遮蔽的小世界。在这个背景之下，已经不可能

建立一个有着现代思想的国际法。我们当今是从地球的角度，是从大空间进行思考

的。我们看到，沃尔塔特（H.Wohlthat）司长和埃普（Ritter von Epp）将军曾

谈到，未来的空间规划不可避免。在这种情况之下，德国国际法学的使命是，在保

守性地保留以前的国家间思想的做法与西方民主国家所推行的、为形成一种普世主

义的世界法而采取的非国家和非民族交叉的做法之间，寻求一个具体的大空间秩序

的概念，这个概念既避开了上述两者，又适合我们当今地球概念的空间尺度和我们

关于国家与民族的新概念。这对于我们只可能是国际法意义上的帝国概念，帝国在

这里是一个为确定的世界观理念和原则主宰的大空间秩序，这个大空间秩序排除外

空间大国的干涉，而其保证和护卫者则是一个证明自己胜任此一使命的民族。

为了详细确定我们的帝国概念，虽然还需要付出如此大量的学术性劳动，但这个概

念对于新国际法所具有的奠基性地位无可争议，同样，这个概念介于19世纪旧的国

家间秩序与普世主义的世界帝国目标之间的独有的特点，也显而易见和清晰可辨。

当我在1937年秋将我关于“转向歧视性战争概念”的报告提交德国法学研究院法学

部的第四届年会的时候，政治的整体形势与今天的形势大不一样。当时，帝国概念

还不像现在这里发生的情况，不可能被提高为新国际法的中心。就这个报告曾有人

提出一个问题，我究竟要以什么真正的新东西来取代旧的国家间秩序？因为我既不

愿停留在旧东西上，也未曾想过要服从西方民主国家的概念。今天我可以作出回答

了。一个新国际法的新的秩序概念是我们奠立在一个民族性的、为一个民族所代表

的大空间秩序之上的帝国概念。这个概念包含着一种新的国际法思考方式的内核，

这种思考方式从民族概念出发，并完全容许包含在国家概念之内的秩序要素存在，

但同时却能够适应当今的空间观念和现实的政治生命力；这种思考方式可能是“属

于行星的”，即属于地球空间的，而又并不消灭民族和国家，并不像西方民主国家

的帝国主义国际法那样，从对旧国家概念之不可避免的超越走向一个普世主义—帝

国主义的世界法。

建立属于一个新国际法的载体和形态之列的德意志帝国的思想以往也许是一个乌托

邦之梦，而建立在这种思想之上的国际法也只可能是空洞的妄念。今天，一个强大

的德意志帝国诞生了，从一个虚弱无力的欧洲中央变成一个强大的和不可侵犯的欧

洲中央，这个帝国有能力将它尊重一切民族的伟大政治理念作为一种为种属和渊

源、血统与土地所确定的生活现实，扩散到中部和东部欧洲的空间，并击退外空间

的和非民族性的大国的干涉。领袖的行动赋予我们的帝国思想以政治现实、历史真

理和伟大的国际法的未来。

Ab integro nascitur ordo[秩序诞生于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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